
书书书

马丁·布伯：当代语境中的对话哲学


［德］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译

【摘要】马丁·布伯在当代语境中开创了一套对话哲学，这是值得高度重视和隆重纪念的。对话哲学强调

人之作为实践存在优先于人之作为认知主体，强调第二人称的优先性，即我 －你关系优先于我 －它关系。
这是富于洞察力和感召力的哲学遗产，尽管布伯仍未能将这种对话哲学发展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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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卫东，（北京 ０００８４）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４日，马丁·布伯流亡去了以色列，在临行的紧要关头，他致信好友路德维希·
斯特劳斯 （ＬｕｄｗｉｇＳｔｒａｕｓｓ）。信中写道：“从法兰克福传来消息，说我们在Ｈｅｐｐｅｎｈｅｉｍ的一切都毁于
一旦，这个消息听起来让人很沮丧，但合乎当下时局。”① 在布伯漫长而多产的一生中，水晶之夜事

件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ｐｏｇｒｏｍｅ）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他在以色列度过了２７年的时光，的
确，这段时光在他一生中很难说得上是举足轻重。不过，当布伯以６０岁的年迈之躯抵达以色列获救
之际，他早已誉满全球。此时此刻，他完全可以回首自己在德语世界中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时，他生

活富足，一开始就为犹太民族呕心沥血。大概也正因如此，像我这样的德国学者才会被邀请来这个新

开设的论坛上举办首场讲座。这对我来说的确是莫大的荣幸，但绝非理所当然。在此，我要向研究院

的同仁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布伯凭借其对犹太文化的历史阐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人

物，更成为犹太文化复兴的重要领袖。当时，投身犹太文化复兴运动的都是年轻一代。② １９００前后，
犹太青年运动在青年运动和改革运动大潮中逐步发展起来。他们把这看作是现代犹太民族文化的诞

生。１９０１年，第五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布伯在会上首次发表了他的纲领，由此，年
仅２３岁的布伯一举成为这场运动的代言人。１９０６年，布伯出版 《拉比纳赫曼的故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
ｄｅｓＲａｂｂｉＮａｃｈｍａｎｎ）一书，更是一跃成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领袖，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
１９１６年，布伯终于如愿以偿，主编出版了搁浅很久的 《犹太人》月刊 （ＤｅｒＪｕｄｅ），这是一个重要的
文化平台，汇聚了包括卡夫卡、茨威格、兰道尔甚至伯恩斯坦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化名家。

１



①

②

本文是作者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应以色列科学与人文研究院邀请在马丁·布伯讲坛上所做的首场报告，原文题目是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
ｂｅｒ：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ｎｔｅｘｔ。本文已取得作者授权翻译。

请参阅ＴｕｖｉａＲｕｅｂｎｅｒ和ＤａｆｎａＭａｃｈ主编的 《布伯与斯特劳斯通信集》 （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Ｍａ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Ｌｕｄｗｉｇ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１３－１９５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Ｌｕ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１９９０，ｐ．２２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ｅｎｎｅｒ，《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犹太文化》（ＪｕｅｄｉｓｃｈｅＫｕｌｔｕｒｉｎｄｅｒ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Ｍｕｅｎｃｈｅｎ：Ｂｅｃｋ，２０００，第３２页及以下
诸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布伯与罗森茨威格 （Ｆｒａｎｚ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之间的友谊意义非凡。罗森茨威格带着 《救赎之星》

（ＳｔｅｒｎｄｅｒＥｒｌｓｕｎｇ）一书从战场回到德国，１９２０年在法兰克福开办了自由犹太成人学校。这是魏玛
共和国时期同类教育机构中的典范。罗森茨威格的口号是 “重新学习”，为当时的成人教育运动指明

了方向，对此，布伯高度同情并大力支持。正如罗森茨威格在开学典礼上所指出的，他所主张的是

“一种反向的学习，这种学习不再追求从圣经进入生活，而是要从生活回到圣经，也就是说要从一个

对于律法一无所知的世界重新返回圣经，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①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不仅是立

场坚定的授课教师，更是最亲密无间的合作者。众所周知，他们合作的结晶就是把 《圣经》从希伯

来语翻译成德语。

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犹太学校的授课教师名录几乎囊括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诸如拜克

（ＬｅｏＢａｅｃｋ）、克拉考尔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Ｋｒａｃａｕｅｒ）、斯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弗洛姆 （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朔
勒姆 （ＧｅｒｓｈｏｍＳｃｈｏｌｅｍ）、阿格农 （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ｓｏｐｈＡｇｎｏｎ）、西蒙 （ＥｒｎｓｔＳｉｍｏｎ）、洛文塔尔 （ＬｅｏＬｏｅ
ｗｅｎｔｈａｌ）等。今天，我们如果去读布莱纳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ｅｎｎｅｒ）的著作②，就会发现布伯在当时可是这
个圈子里 “最出色的老师”。１９３０年，奥托 （ＷａｌｔｅｒＦ．Ｏｔｔｏ）向教育部书面申请把布伯从１９２４年就
开始履职的宗教哲学教席转变为有固定报酬的教授职位。奥托提出的理由简明扼要：没有人比布伯更

合适了，“他如此出名，我们根本用不着细述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③ １９３３年，纳粹上台后，布伯
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教授职位，随后到来的大清洗让法兰克福大学三分之一的教员被剥夺了教职。

我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阿多诺的助手开始我的学术历程之前，在读书期间只见过一次布伯 （当

时我只是作为一个听众）。１９５３年夏季学期，布伯在战争和大屠杀结束后第一次重返德国。我和夫人
时常回忆起我们在波恩大学第五讲学厅度过的那个让人难忘的夜晚。当然，我们更多想起的不是当时

的演讲内容，而是喧嚣的讲学厅突然鸦雀无声所出现的惊人一幕：联邦总统豪斯迈着庄重的步伐，意

在强调这次接待非同小可，布伯，这位来自耶路撒冷的智者，个头不大，年事已高，满头银发，蓄着

络腮胡子，在豪斯的引导下沿着一排窗户，走过漫长的通道，登上了讲台。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

也是这样想象旧约中的先知吗？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天晚上都聚焦在了这一让人崇敬的美好瞬间。

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样一个场景恰恰体现了布伯哲学的核心思想———施行式的力量，这使得他所

说的内容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承认，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完全确凿无疑地回想起布伯在早期联邦德

国所扮演的公共角色。那时，他正处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相互遭遇的关键点，这场遭遇和他在魏玛共和

国时期的早期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场遭遇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实质性内涵，在许多

人那里也激发了批判性思考。但是，阿多诺为当时广泛流传的本真性行话 （Ｊａｒｇｏｎｄｅｒ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贴上了一种不屑的标签，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本真性行话迎合了一种夸张的要求，就是想从内在

－非政治的角度处理 “刚刚过去的历史”。布伯和冷酷无情的历史学家朔勒姆是宗教上相互做好和解

准备的对话伙伴，但是他们的意见相左，朔勒姆在２０世纪六十年代让我们意识到轻率地声称德意志
民族与犹太民族共生一体，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有着非常不利的一面。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地方，显然不是想让我讲讲作为宗教作家和先知智者的布

伯，也不是要我说说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大众教育家的布伯。布伯是一位哲学家，他被收入当代哲

学文库的万神殿中，可谓名至实归。当代哲学文库是希尔普 （Ｐａｕｌ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ｈｉｌｐｐ）主编的一套非常
好的丛书，在学术界广受赞誉，收录了包括杜威、怀特海、罗素、卡西尔、雅斯贝尔斯、卡尔纳普等

在内的众多杰出哲学家。在这个豪华的阵容中，布伯名列第１２位，一批学界翘楚集中阐述了布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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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① 当然，大家讨论的重点依然是 “我与你的关系”，因为这是布伯哲学思想的核心。我将

首先阐明布伯的这一思想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Ｉ）；接着，我将阐明这一重要思想的整体意义，
当然，所依据的结论完全没有顾及布伯个人的兴趣而只是从这个思想命题中得出来的 （ＩＩ）；最后，
我还要简单谈谈这位宗教作家在翻译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因为从布伯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有着人文主义基础，根源就在于用哲学概念来翻译宗教内容，而布伯所使用的正是

我们用来提出一般命题的哲学概念，与宗教团契毫无关系 （ＩＩＩ）。

一、对施行式的关注

布伯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库萨的尼古拉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ｖｏｎＫｕｅｓ）和波墨 （ＪａｋｏｂＢｈｍｅ）。哈西德主
义是对在沙巴泰·泽维 （ＳａｂｂａｔａｉＺｗ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法兰克主义 （Ｆｒａｎｋｉｓｍｕｓ）的一种回
应。② 布伯对哈西德主义无比钟爱，撇开这点不论，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对于波墨的图像世界和犹太

神秘主义图像世界之间存在的复杂亲和性，布伯当时是否已经有所知晓。后来，朔勒姆在法兰克福犹

太人隔离区借用施瓦本虔敬主义者厄廷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Ｏｅｔｉｎｇｅｒ）拜访卡巴拉神秘主义者赫希
特 （ＫｏｐｐｅｌＨｅｃｈｔ）的一段轶事指出了这种亲和性。③ 由此促使布伯在哲学观点上发生转变，这一点
对于布伯后来的著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布伯本人称之为一次转型，转型过程贯穿于整个一战期间。

如果说在此之前，布伯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把他的基本宗教经验理解为面向一种超验境况的逃离过程，

那么，此番转型之后，他更加担心的是本真的自我在与 “流溢”出来的神圣精神融合过程中会不断

地扩散。取代这种吸收－融化关系的，应当是一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没有均等化，但
在虔诚祈祷实践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已经规范化了。这种把上帝作为第二人称的祈祷关系，是以言词

（Ｗｏｒｔｅ）和 “道”（ｄａｓＷｏｒｔ）为中介的，这一点对于后来的哲学思想至关重要。
晚年布伯用一种冷峻的笔触描述了他自身背离神秘主义的过程：“从那时起，我已经放弃了 ‘宗

教’，它不过是例外，出身，狂热或狂喜 ［……］。神迹已不再显现 ［……］它曾寄身于巧合。我仅

仅知道，吁求和责任构成了每一个道德时刻的充盈 （ｆｕｌｌｎｅｓｓ）。虽然我远未能拥有此充盈，但我知道
我被唤入吁求，并愿有责任去回应 ［……］。如果那就是信仰，那么，唯有在对话的可能性中它才是

鲜活的。”④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布伯从１９１７年就开始撰写的著作的动机。１９２３年，布伯出版了
这部著作，并冠名为 《我与你》。布伯后来所有的著作都不过是这本书的注脚而已。与作为永恒的你

的上帝之间建立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语言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当中，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是其

他人的鲜明对照，“成为一个人，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⑤

从人称代词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人的内在世界境况的关键环节在于，我们必须根据两

种不同的立场来对这种 “鲜明的对照”加以区分，也就是说，要根据我们在面对其他对象的时候是

把他们作为其他的人格还是作为其他的物体来区分这种 “鲜明的对照”。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之间的

人际关系即 “我与你的关系”，与第三人称与对象之间的客观关系即 “我与它的关系”，是截然不同

的。因为人际关系要求参与者的视角相互融合，要求参与者相互双方可以采用对方的视角。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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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页及以下诸页。
布伯：《自传片段》（“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Ｓｃｈｉｌｐｐ，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Ｈｇ．），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同上，第３—３９、
２６页。
同上，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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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对话关系而言，接受者可以担当言语者的角色，反之，言语者也可以担当接收者的角色。和这

种对称关系截然不同，观察者从非对称的角度集中考察一个对象，而对象本身是无法关注观察者的。

根据 “我与你的关系”和 “我与它的关系”的差异，布伯发现，自我言说的主体在扮演不同角

色时同样也是有差异的。在一种关系中，主体表现为行为者，而在另一种关系中则充当了观察者。参

与者必须 “深入”一种人际关系，并在 “言语行为”中实现这种人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言语行

为的施行式内涵同交往的对象和内容区分了开来，也就是说同对话的内涵区分了开来。由于参与者相

互之间并非是对待客体一样监视和窃听，而是完全相互敞开，因此他们在同一个对话平台上相互照

面，并且作为同时代人通过叙事相互进入对方的历史当中。双方只有采取这样一种施行式立场作为第

二人称相互照面，才能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当中有着共同的立足点。这样一种 “照面”之所以成

为可能，就是要让他者在场，并完整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个人的在场呈现构成了一个视域，有了

这样一个视域，他者自身的感知才会集中关注人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像观察对象那样，随意从一个细

节游移到另一个细节。

施行式在相遇过程中具有优先性，关于这一点，布伯不吝辞藻，做了出色的解释：“我与你这一

关键词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言说出来，而我与它这一关键词的言说从来都不会全身心投入。”① 当然，

观察者的举动十分谨慎，似乎他是不得已才面对对象 “采用”一种客观化的立场；但是，对于观察

者而言，施行式内涵实际上完全消失在对象自身范围之外，也就是消失在他的感知或判断范围之外。

观察者放弃了自身及其立场和语境所具有的直接意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ａ）。由于观察者看起来似乎 “没

有从任何地方”出发考察世界中的事物，他便忽略了他在经验到的社会空间和经历到的历史时间中

的具体定位。不管如何，布伯都认识到，把 “行为者”和 “观察者”相互对立起来的做法过于简单

化了。即便是行为主体自身经常也会有一种坚固的自我，不会展示出他们的真实面貌。他们也会把自

己隐遁起来，不是把他者作为第二人称，而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像对待一个客观对象一样对待他者，

或者像医生给病人做手术那样采取工具立场，或者像银行职员诓骗顾客赚取利率那样采取策略立场。

从文化批判者的角度来看，布伯甚至担心这些独白式的行为方式会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

和存在方式。布伯从时代诊断的角度怀疑策略行为和工具理性行为所主导的社会领域在现代化的进程

中会不断扩展。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布伯开始关注一些有着典型意义的面对面关系，特别是友情关系

和爱的关系。这些典型关系尽管只是大量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边缘部分，但它们揭示了布伯所说的

“对话式的此在”。真正相互意义上的照面是直接的、“彼此返身的”，这是一种理想型，由此可以彰

显出施行式的内涵，否则这些内涵就会被对话或互动的主要内涵遮蔽掉。

在有关施行式的看法上，布伯与当代存在哲学是一致的。存在哲学从所谓的人的 “本质”当中

揭示出生命的样态，也就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 “方式”。这种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又摇摆于本真存

在与非本真存在之间。因为人的生命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既要受到引导，又会出现失败。现象学、

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都很关注活生生的生命的这一过程特征。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哲学家都继承了青

年黑格尔主义的遗产，因为青年黑格尔主义开启了理性解先验化和解崇高化的进程，也就是开启了马

克思所说的 “绝对精神衰败”的进程。这一思潮所追求的就在于把理性定位到具体的社会空间和历

史时间中，把理性体现在人的有机生命和社会实践中，也就是说体现在通过交往实现社会化的个体相

互合作共同应对周围环境带来的惊奇与冲突这一过程中。布伯对于这种青年黑格尔主义的遗产了如指

掌，同时也很清楚它与存在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既研究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基尔凯郭尔，也探

讨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但是，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让布伯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对

有关人类存在的交往观的洞见，他沿着洪堡和费尔巴哈的路径，从对话哲学的角度对人类存在做了深

４

①

②

布伯：《我与你》（１９２３），《对话原理》（Ｄａｓｄｉａ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Ｐｒｉｎｚｉｐ），Ｇｕｅｔｅｒｓｌｏｈ，１９８６年，第１１版，第７页。
“在病态时代，你之世界不再若洪流涌向它之世界，浸润万物。人孤立无援，焦渴难熬，沼地恶魔征服了他”。布伯：《我与你》，

同上，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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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描述。①

二、基本思想：第二人称的优先性

出发点就是跟人攀谈这一现象：“生命就是有人说话。”② 因此，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用双重方式展

示在他者面前。接受者必须展示在他者面前，为此他要依靠的是一种 “我与你的关系”。紧接着，他

必须对他者对他所说的一切表明立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表示 “肯定”或 “否定”。如果已经做好了

准备，在其他人面前阐明自身，并承担起责任，那么，攀谈的对方就要接受他者的非客观化的在场，

并且承认他者是自主要求的非中介化的源泉。他同时遵守语义学规则和话语规则，而这些规则是语言

和对话自身强加给他的。此时，接受者与言语者相互交换角色，赋予对话关系一种平等的特征。通过

对话，让他者做好了承担义务的准备，与此相关的则是一种平等个体主义的立场模式。当然，这无论

如何都不是布伯所说的和平主义的图景。正是在亲密关系中，他者的个体化核心才得到认真对待，其

彻底的他在特性才得到承认。③ 一边是 “自我的不断膨胀”，另一边是 “自我不断回过头来寻求依

赖”④，这是两种相反的趋势，必须要加以均衡。正是从这种必要性当中，布伯发现了一切交往社会

化所蕴含的焦虑不安的根源。

宗教作家的确把对话哲学推向 “真正对话”的高度，上帝插手了对话的整个过程；但是，哲学

家自己的学说与后形而上学思想之间也发生了有趣的关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方向的讨论。

我想指出的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自我意识和认知的自我关系，以及 （正如布伯所认为的）与他

者在对话过程中建立的交往关系，到底哪一个更具有基础意义？托伊尼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在
１９６４年完成的教授资格论文中明确表示，布伯的对话哲学与胡塞尔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
用先验主体的建构能力来构建生活世界。⑤ 罗滕施特赖希 （ＭａｔｈａｎＲｏｔｅｎｓｔｒｅｉｃｈ）还曾针对布伯本人提
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反思本身是否只是一种对相互关系之优先性的萃取，或者说相互关系是否预设

了反思？”⑥ 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同样可以详细讨论上述争论，当然，这样做并非仅仅只是立足于

片面的理由。

虽然置身于理智主义传统当中，罗滕施特赖希依然坚持认为自我意识优先于人际关系。他的论据

是，要让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建立起关系，就必须设定自我言说的主体已经在自我与其他的主体

之间做出了区分。而且，这种区分行为反过来还设定一种认知上的自我关系，因为一个主体如果事先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主体并把自己确认为一个主体，他就无法与其他的主体保持距离。⑦ 布伯用一

种诱人的语调，细致地回应了他在耶路撒冷的同仁。从布伯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所涉及到

的并非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是一场根本性的范式之争：人是否首先是一个认知主体，他既

可以与客观世界中的事态发生关系，也可以用客观化的立场通过反思与自身发生关系？果真如此，人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洪堡，请参阅布伯：《交谈》（Ｚｗｉｅｓｐｒａｃｈｅ），载 《对话原理》，同上，第１７８页；关于费尔巴哈，请参阅布伯：《人的问题》
（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１９４８），Ｇｕｅｔｅｒｓｌｏｈ：Ｇｕｅｔｅｒｓｌｏｈ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ｓａｎｓｔａｌｔ，１９８２，第７版，第５８页及以下；关于同时代人对布伯
的启发，主要请参阅托伊尼森 （Ｍｉａｃｈ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论他者》（ＤｅｒＡｎｄｅｒｅ），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７７，第２版，第４６节。
布伯：《交谈》（Ｚｗｉｅｓｐｒａｃｈｅ），同上，第１５３页。
布伯：《对个体的追问》（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ｎａｎｄｅｎ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载 《对话原理》，同上，第２３３页及以下诸页。此外请参阅维尔纳：《马
丁·布伯》，同上，第４８页及以下诸页。
布伯：《我与你》，同上，第１１８页。
托伊尼森 （Ｍｉａｃｈ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论他者》，同上，第２４３—２７３页。
ＭａｔｈａｎＲｏｔｅｎｓｔｒｅｉｃｈ，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ｓ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ａｕｌ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ｈｉｌｐｐ，Ｍａｕｒｉｃｅ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Ｈｇ．），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同上，第９７—１３２、１２４及以下诸页。
ＭａｔｈａｎＲｏｔｅｎｓｔｒｅｉｃｈ：“如果我们不承认人具有自我意识，就会面临如下谜题：一个人如何能够认识到他作为一个人，与世界万物
相关联，但并不混同于万物，而是呈现出一种双重姿态，既超然其上 （即处于我－它关系之中），又彼此依赖 （处于我－你关系
之中）［……］。如果没有意识到自我是世界图景的一个本质特性，又谈何超然及依附关系呢？”同上，第１２５页及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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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动物的区别首先就在于自我意识。抑或，一个人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主体？果真如此，就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社会化交往形式，把我们人类与相近的类群区别了开来，并

展示出人类自身的存在。

布伯一上来并没有把人看作是认知主体，而是把人看作一种实践存在，他们深深卷入人际关系

中，通过合作共同应对世界中偶然事件的挑战。在布伯看来，人的一大特征就表现为他有能力让自我

保持距离，但并非是通过自我实现客观化：“视原初距离为观察者的一种反思立场，这是错误的。”①

人与动物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并不在于人在孤立的状态下运用主客体关系或我与它关系过程中的自我

反思。相反，我们的生命是在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之间的三重交往关系中展开的，而且，第一人称和

第二人称在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还就世界中的客体达成了共识。② 自我意识是对话派生出来的现象：

“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参与者，意识到自己是共在者……”③ 卷入对话的主体在明确把自己作为

自我反思的对象之前，首先必须通过施行式接受面对自身的他者视角才能认识到自身： “自我 ［首

次］出现时便意识到自己，但这种自我意识并非自我反思，后者会导致自我成为一个客体。”④

关于对话关系的这一描述在布伯那里要归功于姿态的先验性，也就是说，要归功于他为与 “永

恒的你”的关系所预留的结构地位。按照布伯的理解，与上帝太初之言的相遇构成了世界内部的各

种对话关系，因此，布伯才会认为 “没有什么能比言语让我更好地理解人和他的存在了”。⑤ 值得注

意的是，布伯这里说的可是 “对话”，而不是语言本身！这样看来，布伯同样参与了２０世纪哲学当
中的语言学转向进程。不难理解，布伯感兴趣的不是一种语义学。罗蒂说过，这种语义学只是用语言

分析的方法延续了１７世纪的认识论。不过，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转型，布伯肯定是有所了解
的。⑥ 布伯已经有了这样一种重要的、也是正确的直觉：如果没有在主体间分享的生活世界中建立一

种对话的 “间性关系”，就不会有经验和判断的客观性可言，反之亦然。

通过分析 “我与你的关系”以及 “我与它的关系”这一双重视角，布伯把注意力转向了两种意

向的结构融合上。对于人的精神具有构成意义的，是接受者与言语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与各自同双

方彼此理解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建立起来的意向性关系的相互融合。我与你相互接受对方的视角，在

一定程度上使得个体对沿着这一路径获得客观化的事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的感知有可能实现社会化。这
种复杂的关系结构同样也反映在有能力运用人称代词系统以及与此相关的空间和时间的指示语。“我

与你的关系”与 “我与它的关系”相互完全融合，构成了一种语用学的框架，由此我们才有可能自

如地使用语言符号。

请允许我顺便提一下有关这种语言哲学命题的经验论证。托马塞洛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在有关
语言发展的心理学研究中曾指出，从与尚未完全掌握语言的孩子互动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到一种三联式

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用符号把与世界的垂直关系 （我与它）同与他者的水平关系 （我与你）相

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我与你的水平关系既可以发生在交往参与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他们各自

与交往对象之间。⑦ 大概一周岁的孩子就知道通过紧跟身边人的手势 （或者用自己的手指），把其他

人的注意力引导到具体的事物上，借此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感知。在水平层面上，母子通过眼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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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Ｒｅｐｌｉｅｓｔｏｍｙｃｒｉｔｉｃｓ，Ｐａｕｌ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ｈｉｌｐｐ，Ｍａｕｒｉｃｅ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Ｈｇ．），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同上，第６８９—
７４６、６９５页。
阿佩尔 （Ｋａｒｌ－ＯｔｔｏＡｐｅｌ）：《人类语言的逻各斯》（ＤｉｅＬｏｇｏｓ－Ａｕｓ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第一哲学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
ｍｅｎ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Ｚｕｒ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ｎ～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２０１１，ｐｐ．９２－１３７．
布伯：《我与你》，同上，第６６页。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Ｒｅｐｌｉｅｓｔｏｍｙｃｒｉｔｉｃｓ，ｐ．６９５ｐ
同上，第６９６页。
请参阅阿佩尔：《第一哲学范式》，同上，第一部分。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人类思想的发展》（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ｎｋｅｎ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２；以及 《人

类交往的起源》（ＤｉｅＵｒｓｐｒｕｅｎｇｅ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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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各自他者的意向，由此可以形成一种 “我与你的关系”，换言之，由此形成一种社会视角，有

了这种社会视角，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垂直关系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同一个客体上。借助手势———接下

来很快就是通过模仿别人的手势，孩子从共同确认和感知的对象当中获得了一种与母亲可以一起分享

的知识，而有了这种知识，手势最终也获得了约定俗成的意义。

三、宗教作家的哲学活动

布伯未能沿着他的对话哲学思路开创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尽管这条路离他近在咫尺。① 罗滕

施特赖希就曾批评布伯过于关注 “我与你的关系”所具有的以言行事内涵，过于关注 “他者人格的

呈现形式”，而未能注意到 “我与它的关系”所具有的认知表现内涵，也就是说未能注意到 “我与它

的关系”所具有的陈述内涵、话语以及科学认识等。应该说，罗滕施特赖希的批判并非毫无道理。

布伯批判伟大的哲学传统片面地捍卫对存在者的认识，捍卫认知主体的自我反思，捍卫语言的表现功

能，布伯的这些批判虽然言之有理，但却滑向了文化批判。他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都泼了出去，因为

他把所有面对世界的客观化立场与当代的客观主义趋势相提并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予以质疑。另一

方面，布伯之所以未能充分挖掘出他自身命题的理论潜力，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过于关注自我理解

的伦理－存在意义。由于行为期待和真实的生活方式过于依赖伦理的规范性，这就遮蔽了语言交往过
程中语用学与身俱有的微弱的规范性。

作为哲学家的布伯和作为宗教作家的布伯两者密不可分。布伯和其他诸多宗教作家一样，也都带

有强烈的哲学追求，这是一条悠久的传统，从基尔凯郭尔到罗伊斯 （ＪｏｓｉａｈＲｏｙｃｅ）、威廉·詹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经过青年布洛赫、本雅明和列维纳斯一直延续到德里达。这些思想家在不同的现代
性语境下从事着翻译工作，这项工作不显山不露水，一直都会用渗透的形式持续下来，一如学园关闭

之后，古希腊形而上学在亚伯拉罕宗教神学家的保护下得到了延续。唯名论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共生

性，在此之后，宗教语义学与哲学的论证话语之间的同化只有在不断世俗化的环境中才发挥出革命性

的颠覆力量。

哲学家如果想把不同宗教传统中异常丰富的语义内涵翻译成可以广泛接受的哲学概念的话，他们

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宗教作家。反之，一个多元化的公共领域之所以能够从这些作家这里学习到什

么，就是因为他们在一定意义上用哲学过滤了宗教的经验内涵，并因此消除了源于各种特殊的宗教团

契的排他性。宗教作家在现代社会里所扮演的这种翻译角色，同样也可以揭示出布伯在政治公共领域

当中所采取的立场。布伯与赫茨尔 （Ｈｅｒｚｌ）的争论众所周知。对他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并不仅
仅只是一种政治活动，起初追求建立国家，接着再捍卫犹太国家的主权。但是，并非任意一种文化犹

太复国主义都与一种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势同水火。布伯所发现的不一致，从宗

教作家的角度来看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他想用哲学家的概念来对犹太民族文化提供论证。他所感兴趣

的，并非要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向特征的种族－民族视角来论证犹太复国主义，相反，他想用每个人
都能信服的论据来论证犹太复国主义。

布伯认为，有必要为犹太复国主义观念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的论证。这点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

他和朔勒姆、恩斯特·西蒙 （ＥｒｎｓｔＳｉｍｏｎ）、胡果·伯格曼 （ＨｕｇｏＢｅｒｇｍａｎｎ）等一样，并非从一开始
就是一位康德主义者。这些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在同时代生命哲学

精神氛围中更多地追溯到赫尔德等早期浪漫派对于民族、语言以及文化的发掘上，而不是追溯到启蒙

运动的传统，也不是追溯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对于他们而言，康德、科恩以及犹太教的科学给他们

的宗教所保留的实质理性内涵太少了，宗教的神秘主义内涵或者说巴霍芬所说的宗教的黑暗面更加值

７

① 哈贝马斯：《哲学文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Ｔｅｘｔｅ），５卷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９。第２卷：《理性理论与语言理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ｅｔｓ－ｕｎｄＳｐｒａｃｈｔｈｅｏｒ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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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注。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忘记斯宾诺莎和莱辛、门德尔松和康德、歌德和海涅等本土的先贤，

同样，他们也没有忘记在他们欧洲的故乡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蔑视带有种族－民族的动机。第一代犹
太复国主义者用一种道德敏感性来衡量和分析所谓的阿拉伯问题，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激烈地讨论这一

问题。这种道德敏感性充分证明，他们想从一种世界大同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所提出的

设想。①

对于作为存在哲学家的布伯来说，缺少一种恰当的社会学概念可以使用，他在讨论 “社会”的

时候，立足的是一种理想型的社会化形式，这种形式应当能够体现出 “本质的我们”，与此呼应的是

本真的我与你的关系。② 但是，一种政治理论的轮廓还是依稀可见。１９３６年，还在德国的时候，布伯
就开始深入讨论施密特的敌友思想。布伯认为，这些范畴出现在 “共同体受到威胁的时候”，而非出

现在 “共同体安然无恙的时候”。所以，敌友关系同样也就不能用作 “政治原则”。它更多地存在于

“（一个共同体）追求适合它的秩序的过程中”。不管怎么说，通过语言和文化建立起来的共同体都要

优先于作为需要和理性机构的现代国家：“个人不管……是否愿意认真对待共同体，他都属于他出生

或遇到的共同体。”③

对于布伯来说，成熟的或共同成长起来的民族与愿望中的由民众构成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

的联系，或者说，并不存在规范的联系。众所周知，按照布伯的设想，以色列也可以是一个双民族的

国家。④ 不管是民族还是国家，在布伯看来，最终都要用成员的真正立场来衡量其一切共同生活形式

是否具有规范的基础。不光是道德行为，包括政治行为，无论对错，都扎根于 “人与人之间”的对

话当中。个体承担着某种责任，这是集体无法剥夺的。这种个体主义流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立场，这

就是真正属于一个共同体 “包含着一种对这种从属性的界限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的表达永远不会一

成不变”。⑤

当然，这种人文主义观点与现实政治之间并不容易吻合起来。建国的目的本来是要用同一个国

家，让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民众能够在同一块国土上平等共处，然而，这样的追求失去了其立足

之基。按照这种早期的观念，那些德国的犹太人在教育系统中影响甚远，他们所主张的政治人文主义

自成一说。那么，激发起这种包容性纲领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同样也是如此呢？当然，在不同的前提

下，布伯思想会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学术性弱化了许多 （我在这里想到的是甘

斯论述犹太国家的道德性的著作）。⑥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是有可能断裂的，只有在

紧急情况下 “虎跃回到过去”才能把传统重新接续起来———当然，这是对传统的一种重新阐释，由

此也会做出不同的推断。说到 “虎跃”这一图景，本雅明想到的是 “在危险的瞬间”所闪现出来的

回忆的力量。⑦ 或许，这个饱经沧桑的美丽国度，这个历史过于悠久的国度，有着太多太多的回忆

了。

（责任编辑　林　中）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布伯：《对个体的追问》（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ｎａｎｄｅｎ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同上，第２５４页及以下诸页。
布伯：《人的问题》（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同上，第１１６页。
同上，第２４１页。
ＳｔｅｖｅｎＡｓｃｈｈｅｉｍ描绘了在和平盟约 （ＢｒｉｔＳｃｈａｌｏｍ）中，以及稍晚在全国联盟党 （Ｉｃｈｕｄ）中联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ＪｅｗｉｓｈＬｅｇａｃ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第一章，Ｂｉｌｄｕｎｇｉｎ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Ｊｅｗｉｓｈ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如下：“从根本上说，引导民族主义的是内在的文化标准和道德概念，而不是对权力及单
个群体利益的考量。民族主义的信众团结一致———正如许多人所见，以绝望又天真的姿态———反对以赫茨尔为代表的 “政治犹太

复国主义。”原因在于，他们既厌恶赫茨尔联合外国势力及宗主国势力，又不再坚持政治建国作为根本价值：他们的主要目标是

从精神和人性上复兴犹太教，建立起一个真正实现此种使命的道德团体或共同体。诚然，把更普遍的德意志性及其 “世界主义”

成分从觉醒了的、特定的犹太人及其宗教愿景中分离，这种做法不可能一蹴而就。”

同上，第２４１页。
ＣｈａｉｍＧａｎｓ，ＡＪｕ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ＪｅｗｉｓｈＳｔａｔ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本雅明：《论历史概念》（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９４２，《著作与遗著：批判版全集》（Ｗｅｒｋｅｕｎｄ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
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第１９卷，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１０，第ＶＩ和ＸＩＶ条论纲。



法、自我意识和国家

———重访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 “黑格尔转向”

周嘉昕

【摘要】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康德 －费希特形而上学转向黑格尔辩证法，并运用青年黑格尔
派自我意识哲学论证自由原则的阶段。但仍存在分歧的是：自我意识究竟接近康德－费希特还是接近黑格
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如何与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并存。回到１８４０年前后德国的思想语境以及青年马克思的探
索历程中去，从历史法学派争论、基督教人格主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演进出发，可以发现：以自由的实

现为原则，建构将现实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法和国家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初期聚焦的问题意识。相

应的，较之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现的 “唯物主义转向”，由 “物质利益难题”所引发的 “市民社会

解剖”，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唯物史观”的制订，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更为关键的理论转变。

【关键词】青年黑格尔派；形而上学；辩证法；人本主义；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０９－０８

作者简介：周嘉昕，山东潍坊人，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
员、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新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１６ＭＬＢ００６）

在著名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１８４２年之前的理论经历一
笔带过。这一时期的若干文献，在恩格斯去世之后，才由梅林等学者加以整理出版。例如，《致亨利

希·马克思 （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作为唯一一封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学生时期的书信，到了１８９７
年才第一次发表在 《新时代》第１６年卷第１卷上。马克思的 “博士论文”则是在梅林主编的 《马克

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１９０２）中才第一次公开问世。结合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的进展以及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和思想研究的特定语境，我们发现：对于１８４２年之前的马克思早
期思想发展，主要是在同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相对照的意义上来加以
分析和定位的。然而，日后马克思对辩证法态度的转变，特别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５７年间对黑格
尔辩证法的 “沉默”，以及 《莱茵报》时期所持有的 “理性主义国家观”与 “博士论文”中 “自由

的自我意识”观念在政治倾向上的 “冲突”，提示我们：对于马克思１８４２年之前的 “哲学”探索，

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理论文本和思想语境中去，重新加以思考。考虑到包括黑格尔在内，

１９世纪上半叶德意志 “意识形态”的争论本身就是在哲学、神学、法学等多重语境中展开的，马克

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或可以在 “法”和 “国家”问题上获得新的阐释。

一、“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既有的研究提及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１１月给父亲的信时，主要意在论述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式的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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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唯心主义或者法的形而上学，转向黑格尔 “在现实中发现理性”的客观唯心主义或辩证法。这一

理解不仅符合马克思１８４２年之前的思想发展历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该文献遗稿公开问世时
期的德国思想语境。换言之，这封 “唯一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学生时期的书信”的公开问世，适逢马

克思主义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竞争。马克思对康德、费希特的批判，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强调

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新康德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理论逻

辑中，１８３７年秋之前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初时期，在极短的时间内马克思由康德和费希特向前发
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哲学高峰———黑格尔学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评价一切哲学理论的标准已经形

成：重要的不仅是它的逻辑的严密性，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它为深入理解现实充当方法论基础的能

力。①

上述判断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准确的。然而，结合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微观历程，我们却可以发现：

他在这一时期对黑格尔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在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４４年间，马克思曾经借助于费尔巴哈和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过批判和重新发现；到了 《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才真

正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要素。换言之，在我们分析定位马克思最初理论探索时，需要结合特定

的思想史语境，对其特定的理论表态加以审慎的分析。尤其是对于 《致亨利希·马克思 （１８３７年１０
月１０－１１日）》这一文献 “孤证”来说②，更加需要我们回到１９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法学和哲学争论
中去深入理解。

近年来，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推进和拓展，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法哲

学或道德哲学思想，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哲学关系的探讨，已经形成

了许多重要成果。在此过程中，康德有关 “法的形而上学” （“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的探

讨，费希特 “自然法权基础”对康德法哲学的推进及其与德国现实的关联，黑格尔 “法哲学”中的

辩证法以及现代 “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日益全面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

域之中。与之相关，德国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以康德为代表的 “形而上学”法学体系的批判，不

仅构成了黑格尔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和参照，而且直接构成了马克思青年时期法学研究的学

术语境。其中，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马克思在书信中曾经提到的萨维尼，

以及后来专门在 《莱茵报》时期批判过的胡果。

与康德相反，在以 《占有权·民法研究》（１８０３）为代表的萨维尼法学学说中，法律并不能从绝
对的伦理命令中派生出来，法律的规范性力量受到习俗与有机形成的预期所影响，它的基础只有通过

具有历史主动性的人类意志才能得以维持与建构，特别是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在此基础上，历史主义

论证国家的合法性与其组成部分的历史统一性是紧密相连的。启蒙时期的合法性理论力图解决的法律

与自由之间的二律背反，至少对萨维尼来说，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表明法律与权力通常总是切

实地统一于历史传统的共同基础中，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只是理论自身的问题。③ 沿着历史主义开启的

反启蒙路向，以斯塔尔为代表的实证哲学运用宗教神学进一步强化了 “君主专制国家”的观念。与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相左，斯塔尔论证了，人格化的上帝是人类生活与人类政治的统一基础，上

帝的绝对意识而不是上帝的理性才是合法的与持续的政治秩序的来源。国家的等级制直接建立在基督

教义的人格主义原则之上：只有当国家代表了上帝的绝对人格时，只有当这种人格作为生活在这个国

家中的臣民的自由的原因或最初推动者而行动时，这个国家才具有最大的合法性。④ 这样一种极端保

守的哲学，受到了包括鲍威尔、卢格和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尖锐批判。而对于 “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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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问题的探讨，直接构成了马克思走向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动因。

基于马克思在１８３７年给父亲的信中的表述，此时马克思的主要不满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康德
－费希特的 “法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二是萨维尼法的历史主义在形式和实体问题上的错误。相关

研究已经证明：马克思求学时期在法学问题上的思考，主要受到甘斯及其对萨维尼历史主义批评的影

响。受黑格尔影响的甘斯特别强烈地反对萨维尼，认为萨维尼对法律基础所做的实证主义和意志主义

分析忽视了人类法律契约中的道德维度。①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走向黑格尔，在１９
世纪３０年代末的理论环境中，主要意图并非仅是批判康德和费希特，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捍卫完
善 “法的形而上学”中包含的启蒙理性。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对手是以萨维尼为思想资源、以斯塔尔

为代表的保守的 “实证哲学”。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随后在 “博士论文”中从 “自我意识”

到强调哲学与世界关系的 “辩证法”的重心转移，以及 《莱茵报》时期所折射出来的 “理性主义国

家”观念。

针对康德－费希特式的 “法的形而上学”或者说 “理想主义”（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评是：

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

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

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

更空洞而已……在法、国家、自然、全部哲学方面……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

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

自己的统一。②

针对萨维尼和法的历史学派，马克思也提出了批评。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马

克思受甘斯影响已经介入了甘斯和法的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论；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评萨维尼的同

时，也承认了自己以前的不足。在形式和实体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

这也就是我后来在冯·萨维尼先生关于占有权的学术著作中发现的那种我也和他犯的同样的错

误，区别只是萨维尼认为概念的形式规定在于 “找到某学说在 （虚构的）罗马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而实体规定是 “罗马人赋予这样确定的概念的成文内容的学说”，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结

构，而实体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品质。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与形式可以而且必须互不相干地发展，

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一个带抽屉的书桌，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③

在 “用哲学来说明法时”，马克思再次明白 “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

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新投入哲学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但在该体系

的结尾处我又一次不得不认识到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

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

……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为了写这部著作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有了某种程度

的了解，它令我费尽了脑筋，结果写得条理井然 （因为它本该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都很

难再产生那样的思路了；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

的怀抱。④

概而言之，在马克思的大学求学过程中，的确经历了一个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 （唯心主

义）向黑格尔辩证法的转变。然而，对这一转变的理解存在两个重要的边界：第一，马克思对康德

和费希特的不满，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二者在法哲学领域中的直接对手———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受

甘斯的影响，马克思恰恰主要是在批判萨维尼的意义上，通过批评康德和费希特来捍卫二者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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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理性。因此，问题不在于 “现实”和 “观念” （理念）的对立，也不是要用 “现实”来说明

“观念”，而是在 “现实”中发现 “观念”。第二，与前者相关，虽然马克思被诱入了黑格尔的怀抱，

但是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这样一个黑格尔主要是博士俱乐部所秉持的 “青年黑格

尔”，而非从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角度出发的 “老年黑格尔”或 “实证哲学”。因此，正如有研究

已经敏锐指出的那样，即便马克思强调了黑格尔同康德、费希特的区别，但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然带

有强烈的费希特或主观唯心主义色彩①；相应的，马克思在政治倾向上更加接近于康德和费希特，而

非黑格尔②。但无论如何，在法学研究中的这一自我反思开启了马克思理论研究漫长征程。在这一征

程的最初阶段，“法”和 “国家”问题构成了马克思的问题意识，辩证法或者说 “形式”与 “实体”

的辩证发展则构成了马克思的理论动力。

二、“自我意识”与辩证法

依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在柏林期间，马克思接触并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这一

时期，青年黑格尔派正着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激进改造，主要方式是创立自我意识哲学。以鲍威尔、

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为代表，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重新诠释，使其具有解放作用，并以之为基

础攻击宗教与政治中的绝对人格主义。他们认为，把宗教中的形而上学做批判性的转换正是政治生活

中人类自由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论域是宗教哲学，反对作为普鲁士封建王权

辩护士的实证哲学和宗教人格主义，主张转向哲学人类学 （人本主义）。其结论是：人类人格的理性

自由才是宗教分析的核心，而不是形而上学人格的绝对意志，人类自由是上帝自由唯一可能的内

容。③ 根据既有研究，尽管马克思转向青年黑格尔派时，黑格尔主义已经濒临解体，同时青年黑格尔

内部也在形成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是就其 “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

之间的差别》的写作来说，马克思主要受到了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马克

思在这篇 “博士论文”的写作中，通过对古希腊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考察，将解除黑格尔主义

体系的束缚并建构新的 “自由派”哲学的理论诉求同当时德国的思想政治环境，以及通过宗教哲学

批判干预现实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了。

在此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玩味：一是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的准备过程中，通过哲

学史的考察确立了用亚里士多德之后和黑格尔之后哲学体系解体的类比来论证 “青年黑格尔派”的

合法性，这是马克思独特的理论贡献④；二是即便是在 “博士论文”的写作中，马克思已经着重强调

了自我意识观念背后的辩证法，从而区别于鲍威尔等人思想中存在的 “独断论”倾向；三是费尔巴

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在 “博士论文”中已经存在，这一点往往为既有研究所忽视。

根据博士俱乐部内部可能存在的哲学分工，马克思受鲍威尔鼓励，选择了研究黑格尔 《哲学史

讲演录》中的有关思想作为方向⑤。从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４０年初，马克思留下了以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

笔记》为题的七册摘录笔记。最初，马克思并没有 “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

部概况，以及它们与早期和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整个关系”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受 《黑格尔哲学

史讲演录》，特别是黑格尔 “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这一评论的启发，以及鲍威尔 《旧约全

书的宗教及其原则在历史上的发展》（１８３８）、科本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 （１８４０）的影
响，马克思先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上。在摘录卢克莱修 《物性论》的过程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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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意识到在伊壁鸠鲁哲学中，其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原子，而是原子的偏斜运动。而这恰恰是伊壁鸠

鲁和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本质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

“原子偏离直线”是原子的规律，是原子的脉动，是原子的特殊的质，正因为如此，德谟克利特

的学说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才不象伊壁鸠鲁哲学那样只是某一时期的哲学……这种偏斜不是在空

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时间发生的，它不是感性的质，它是原子的灵魂。①

在第七册笔记本中，基于原子偏斜运动和 “自我意识”的理解，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古代

的 “自我意识哲学”体系上。用他的话说：“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

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② 这样，青年黑格尔式的 “自我

意识哲学”就通过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在古希腊哲学的体系中得到阐明。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三个

自我意识哲学体系来佐证黑格尔主义解体之后青年黑格尔派的合法性，可以算作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

派的特殊理论功绩。然而，尽管在 《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中已经确立了三个流派之间关系这

一写作计划，但 “博士论文”最终仍然只是讨论了伊壁鸠鲁哲学，甚至可以说是伊壁鸠鲁哲学中的

自然哲学部分，并且这一探讨也主要是在同德谟克利特相对照的意义上进行的。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中，“自我意识”概念的确立是在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中。受鲍威尔的影

响，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中以伊壁鸠鲁原子的偏斜运动为主题，探讨 “自我意识”哲学，很容易

给人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体系解体之后，虽然仍然讨论黑

格尔哲学，但却退回了费希特哲学。然而，马克思十分反对原封不动地照搬黑格尔体系，他要求根据

时代的精神来阐发这一哲学的内容，从而使之真正成为理论批判活动的武器。此外，马克思法学研究

中对黑格尔辩证思想的深刻领悟使他永远保持着对周围事物的现实感，他始终能根据发展的观点来考

察历史的演变和哲学的任务，即使在强调哲学作为 “自我意识”的批判作用时，也从未陷入独断主

义的空想。③ 在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分歧，也就是强调 “自我意识”哲学背后的辩证法意蕴问

题上，马克思 “博士论文”中的独特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原子偏斜运动是 “定在中的自由”和 “哲

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两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原子偏斜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是一种 “定在中的自由”，自我意识哲学是一个

包括个别性、普遍性和否定性组成的完整结构。他不满足于抽象地把握自我意识的个别性，而是更为

重视感性和经验的个别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由于个别性

在事物本性中不居统治地位，当然就被取消了……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

我意识提升为绝对原理，那么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④

同时，马克思在自我意识哲学的探讨中还专门强调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的观点。尽管马克思也高举自我意识哲学的旗帜，突出自我意识在发展中的能动与变革作用，但他并

没有像鲍威尔等人那样陷入片面的独立化，把自我意识夸大为绝对的原则。因为将自我意识绝对化就

意味着向超自然的世界观的妥协让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反对世界的非理性化，通过努力使现实世界

重新理性化。在这样一种辩证法的理解基础上，“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用四章篇幅，通过对 “原子

脱离直线而偏离”“原子的质”“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时间”等问题的论述，证明本质

世界必然要向现象世界过渡。⑤ 马克思说：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

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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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０、１２２页。
同上，第１９５页。
参见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９—６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４０卷，第２４２页。
参见张一兵主编：《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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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①

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哲学向现实的转化，既有他在法学研究中的总结和反思，又有切什考夫斯基和

卢格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切什考夫斯基和卢格分别从理论和行动上诠释了青年黑

格尔派 “行动哲学”的要求，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从哲学宗教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

“行动哲学”是切什考夫斯基从黑格尔哲学中推衍出来的，强调 “实践”的重要性，“实践哲学”与

马克思 “博士论文”中对辩证法的关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现实对于精神的重要性。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实践”仍然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精神实现自身的外化过程，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 “实践”概念存在巨大差别。后者是马克思经过复杂的哲学政治思考和

政治经济学探索才获得的。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特别是 “博士论文”写

作过程中所面对的复杂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语境。例如，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的１８４３年之后费尔
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可以在 “博士论文”中找到其早期线索。

根据布雷克曼的考证，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早些。其一，马克思的

“博士论文”中涉及了大量费尔巴哈对１７世纪原子论者伽桑迪的分析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在费尔巴
哈的 《近代哲学史》（１８３３）中。其二，在马克思对普鲁塔克的分析中，与 “定在中的自由”分析相

关，与费尔巴哈在其 《死亡与不朽》中提出的观念相类似，马克思推断思维与存在的分离 （抽象的

自我意识作为绝对原则）形成了原子论与超自然有神论间的一种神秘联系，这种分离使得二者将现

实交给了非理性、随意性与 “无前提性”。其三，在 “主谓颠倒”问题上，有理由推测马克思在写作

“博士论文”期间已经受到了费尔巴哈 《实证哲学批判》（１８３８）的影响。与费尔巴哈相类似，马克
思在普鲁塔克评论的结束部分提到 “所有哲学家都用谓语做主体”。② 基于这样一种 “主谓颠倒”，

虽然马克思尚没有明确提出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诉求，但他将这一观点运用于对 “实证哲学”，如

谢林、斯塔尔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之中。

凡是在绝对的东西占据着一方，被分隔开来的实证的现实占据着另一方，而同时实证的东西又必

须保留下来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实证的现实就成为一种介质，绝对之光透过介质，在神奇的五光

十色中折射，有限的实证的东西表示出一种与本身不同的别的东西；在有限的、实证的东西本身中有

灵魂，对灵魂来说，这种蛹化是神奇的；整个世界变成神话世界。每个形象都是谜。由于受类似的规

律所制约，这种现象在近代还一再发生。③

综合上述分析，马克思在其 “博士论文”中以哲学史研究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有关当时普鲁士现

实的哲学分析。他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兴趣和研究规划，选择了伊壁鸠鲁原子论作为切入点，从

原子的偏斜运动出发来论证自我意识的哲学原则，进而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争论中的理性主义和

自由主义摇旗呐喊。就这一理论任务来说，青年马克思无疑是完成了，并且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

的高度认可。正如赫斯在１８４１年９月２日致奥尔巴赫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是 “一位伟大的、

也许是惟一现在还活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机敏

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

人身上结合起来了”。④ 然而，这一过程也蕴含着青年马克思新的理论发展动向。日后他对鲍威尔的

不满与批判便可以从 “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思考中发现端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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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４０卷，第２５８页。
参见 ［美］沃伦·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第２９０—２９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４０卷，第１４４页。
［德］莫泽斯·赫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回忆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参见周嘉昕、张一兵：《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探讨》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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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意识与国家：重述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史，“青年马克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青年马克思”问

题之所以重要，固然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 “马克思学”借助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人
本主义 “青年马克思”或 “两个马克思”争论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人本主义 “青年马克思”讨

论已经渐趋退潮的情况下，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演进中得到

新的凸显。走出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直面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对话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最新发展，马克思早期思想历程的思考同有关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方法论本质及其当代价值的探索更为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与前文讨论直接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问题。虽然马克思黑格尔关系是一个经典问题，并且获得 “唯物主义颠倒”

这一经典解答，但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这一问题和解答获得了新的含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持续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或 《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依照马克思自己

的说法，在写作 《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之处。但是对于 “辩

证法的合理形态”究竟为何，学界仍有不同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

最初阶段，重访青年马克思的 “黑格尔转向”，也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涉及 “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费尔巴哈的作用问题。一般的理解是：

马克思在 《莱茵报》时期遭遇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并借助于费尔巴哈主谓颠倒，在 《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 “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这标志着马

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但是这一解释框架遭遇的问题是：《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已经表明，马克思在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仍然持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而，对于马克思的这

一思想转变，不得不通过为唯物主义增加修饰语的方式来描述，如 “一般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

义”、“法权唯物主义”等。同时，细究马克思的相关表述。青年马克思求助于费尔巴哈的是一种

“主谓颠倒”的方法。而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表述中，马克思强调的是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的

“头足倒置”。这就提示我们，青年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主谓颠倒，或许因其特有的思想

语境，与 《资本论》中所重新发现的黑格尔有着根本的不同。换言之，马克思在其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４２年
间早期思想发展中所转向的 “黑格尔”与其１８５８年至１８６７年间写作 《资本论》时所发现的 “黑格

尔”是两个不同的黑格尔。

对于青年马克思 “黑格尔转向”中所发现的黑格尔，我们认为：马克思最为直接或集中的问题

意识是 “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合法性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因康德 －费希特式的 “形

而上学法学体系”破产转而投入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怀抱，其理论诉求是 “将理性和现实结合起

来”、“在现实中发现理性”。这是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来强化启蒙的理性主义原则，批判历史主义

和实证主义法哲学或国家学说中的神秘主义、人格主义。青年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对自我意识哲

学的论证，就是要强调自我意识背后的辩证法原则。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的自

由原则。换言之，１８４２年之前的马克思，主要的理论方法是用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的自我意
识来替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在强调 “理性和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坚持变革普鲁士国家的政治诉

求。借用赫斯的话说，这是一个康德费希特启蒙主义、基督教市民社会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 “结合

（而不是混合）”。

这一结合发生的关键点是黑格尔的 “国家学说”或者说法哲学。正如既有的 “青年黑格尔”研

究及黑格尔政治哲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经过以 《关于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和 《伦理体系》为

代表的耶拿实在哲学研究，黑格尔的 “理性国家”观决不是对普鲁士封建国家的庸俗辩护，而是直

面现代 “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内在困境，所提供的一种 “伦理综合”，意在证明 “凡是现实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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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①。

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马克思来说，这样一种 “理性国家”显然是值得追求的对象。这既是青年马克

思在 《莱茵报》时期用以批判普鲁士现实的理论支撑点，也是他 “对物质利益的难事”发表意见时

产生 “苦恼的疑问”的直接原因。因为在这个时期 “转向黑格尔”的马克思看来，

在真正的国家中是没有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作为这一类粗陋的物质成分同国家协议的；在

这种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

中的发言权。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线索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

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没有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②

正是从这样一种理性主义国家观在现实政治实践中遭遇到 “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或者

说私有财产基础上现实政治国家对思辨理性国家的背离出发，青年马克思能够敏锐地发现费尔巴哈人

本主义的革命意义。当马克思１８４３年读到费尔巴哈的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 《未来哲学原

理》等文章后，立即写信给他在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道路上的新同志卢格。马克思说费尔巴哈 “只

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

理的惟一联盟”③。

严格来说，按照费尔巴哈对自己的界定，他的哲学应当被称作 “哲学人类学”或 “人本主义”。

根据 《神圣家族》，“唯物主义”在当时主要指的是 “法国唯物主义”，是 “对思辨形而上学和一切

形而上学的进攻”。在１８４４年下半年的马克思看来，与 “法国唯物主义”一样，费尔巴哈 “以清醒

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黑格尔），是一场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④。

因此，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推崇首先是在 “强调政治”的意义上解决自己在黑格尔 “理性主义

国家观”中所遭遇的现实物质利益难题。“主谓颠倒”原则的第一诉求，是揭示黑格尔国家法学说中

存在的思辨的神秘主义和含混的折中主义，从作为感性存在的 “人”出发批判 “理性国家”的虚假

本质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只不过，在１８４５年春马克思很快发现，这一理解中的 “人的本质”是

“市民社会”基础上的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自己必须在 “市民社会的解剖”即政治经济学研

究中去发现构成现实的 “人”的本质的 “社会关系”。

作为结论，我们认为：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间，青年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所实现的唯物主义转变，
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一种人本学唯物主义；其现实的思想语境是对黑格尔 “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就

揭露其中的思辨神秘主义而言，这一转向与马克思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间从 “法的形而上学”转向 “在现

实中发现理性”，拥护 “自我意识哲学”亦具有逻辑上的延续性；但是，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 “物质

利益”和 “私有财产”问题却为马克思进一步的方法论变革，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发现

“唯物史观”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或许，这也可以解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

言 （１８５９）中，专门强调 “手稿交给老鼠牙齿去批判”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未谈及 《神圣家

族》和 《巴黎笔记》中那三个笔记本的缘由了。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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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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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４４—３４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４７卷，第５３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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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

丁匡一

【摘要】本文设定并论证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 “问题式勘察点”，由之勘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

事性质，并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分析马克思对微观描述手法的运用，最终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中，

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密切交织、相辅相成、表里一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叙事方式；宏大叙事；微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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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匡一，哲学博士，（海口 ５７１１５８）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历史叙事模式研究”（１６ＸＫＳ００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利奥塔曾指出宏大叙事是具有合法化的叙事。这一论断究竟有何深意？它将

提示些什么？笔者认为，所谓的 “合法化”是指某观点、某看法、某意见具有合理性，而所谓 “合

理性”中所合的这个 “理”指的是某种普遍必然的客观标准。因此，对所谓合理性、合法性的追求

必然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基础或标准，这种基础、标准充当着这个

“法”、“理”。这一隐含的观点是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思想的主脉与精魂。可见，宏大叙事暗含着这

样一种精神冲动：寻找一种普遍必然的客观标准、基础，这是合法化的前提与命脉。就历史叙事的语

境来说，所谓宏大叙事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历史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目标，其中，历史的每个阶

段都构成这一总体目标下的环节 （也可称之为 “中介”），因此，历史总体体现为一种客观的进程与

必然的趋势。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笔者试探讨马克思

如何使用这两种模式进行历史叙事，以及这两种模式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地位、关系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考察与理论定性

（一）考察角度的论证

任何理论的考察都意味着某种考察角度的先行设置。笔者将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考察设置为

这样四个问题：第一，历史有没有某种必然的目标与趋势？第二，我们能不能认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可能认知历史的这种目标与趋势？第三，我们能不能用语言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用语言来把握历史

的目标与趋势？第四，假定历史的目标与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又假定我们对于历史的目标与趋势是可

知的、可说的，那么，我们能否操控或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操控历史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上述

这四个问题视为观察马克思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在这一视角中来勘定历史唯物主义叙事

方式的理论性质。进言之，第一个角度是存在论层面的问题，第二个角度是认知论层面的问题，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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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是语言论层面的问题，第四个角度是操作 （或实践）层面的问题，上述即对历史叙事考察角

度的设置。

然则，设置这种考察角度的学理合法性何在？其一，这是任何历史叙事、历史哲学都不得不回答

的问题，虽然历史哲学家、历史思想家也许并没有直接给出他们对此类问题的看法与结论，但是任何

一种历史叙事都是对此种问题的间接性回答，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结构中或许能较合理地确定历史唯

物主义叙事在思想史 “谱系”中的位置。其二，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或许可以较科学地勘定某种历

史叙事的理论性质，换言之，某一历史叙事的性质可以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追问而加以把握。其三，通

过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某一历史思想、历史叙事所依凭的思想资源或将得到较好地廓清。例如，总体

性的历史叙事总是拥有一种认知、语言上的 “自信”，因而总是依凭着一种对主客体认知同一性的前

提性确认，可见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与认知语境中主客体的同一性有着内在关联。

同此，设置这种考察角度的隐含着一种 “形而上”的探问底色，因为存在、认知、语言、操控

等都是 “绝对”与 “虚无”所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是一种一般的历史

实证科学，更不是思辨意义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具有哲学向度的历史理论。无疑，马克思在经历了

早期短暂的哲学研究后就 “告别了”形而上学，并且马克思的确没有撰写一部体系化的本体论作品，

甚至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质疑马克思的 “哲学家身份”，但不能否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隐

藏着本体论思想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终归是某种本体论思想在历史领域的 “投影”。事

实上，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高扬有其道理，他难以想象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文化，“科学和常识这样

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

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①。如果历史哲学

终归是一种文化，那么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其挥之不去的根本与前提。

（二）马克思历史叙事的理论定位

罗素写道：“他②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

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的最后一个，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

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③ 罗素认为在历史叙事方面，与黑格尔

一样，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定性为宏大叙事。笔者认为罗素的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从上述的考

察视角看，马克思的思想暗示着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客观的规律与趋势。

对此，恩格斯曾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

律。”④ 此处，恩格斯使用了 “发现”一词，这意味着人类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并意味着人们可以

通过认知来加以把握。学界通常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其一， “生产方式的五阶段

论”即人类社会将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含早期的社会主义）这

五个阶段。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的视野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提出了不

同的所有制形式，即 “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

有制”⑤，这些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虽然此处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提出一种贯穿

历史的完整的线索，但已体现出以线索的方式叙述历史的理论动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采取宏大叙

事方式叙述历史的初步尝试。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中，马克思对各种社会
形态有了较为详细的阐述。１８５９年，马克思又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亚细亚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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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序言第２页。
此处 “他”指马克思。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７７６页。
参见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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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将这几种生产方式视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资

本论》中亦有类似的论述。因此，学界广为传播的 “生产方式的五阶段论”———此即对马克思历史

发展线索的宏大叙事阐释的典范———可以说有了文本的依据。其二，以人之发展与解放为线索，去串

联、梳理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揭示人类经历了 “三阶段”，即从 “人对人的依附”发展到 “人对

物的依附”再到 “自由个性”这三个阶段。在论及 “三阶段”时，马克思曾写道：“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

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

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

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

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 （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

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② 由之可见，无论是 “生产方式的

五阶段论”还是 “人之发展的三阶段论”，都意味着、隐含着马克思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历史的发展

是有线索、有目标的、可认知且可以用语言予以陈述和把握的一种客观进程。

下面再从 “我们能否操控或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操控历史的进程”来考察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叙事。

关于此问题，马克思的看法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总体趋势是不可更改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也不可逾

越，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控规律的作用范围与作用程度。在历史进程的普遍趋势面前，人类并

非绝对被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对此，马克思写道：“一个

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

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③

同此，马克思曾提出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著名的比喻性论断也体现出马

克思历史思想中的宏大叙事性质。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

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

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

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

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

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

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

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④

从这段话有两层含义：其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承转过去与未来的中介之物，它既是

过去的延续，又是未来的开启，这体现出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结构；其二，“人体解剖对于猴

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意味着一种未来时间向度的优先性，即历史必须在一种未来、整体中加以理解

才能真正地得以把握，这种总体性的话语显现出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性质。

二、历史叙事视域中，马克思如何进行微观描述

（一）在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及其特征

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不仅含有对历史的线索、整体、进程与目标的叙事，而且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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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４页。
《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版，第９—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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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对某一段历史事件的微观叙述，例如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这些作品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叙述某段历

史的典范。笔者认为，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马克思的这类微观描述具有如下两大特征：其一，马克

思假定叙事者与历史规律是同一的。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这类历史作品的叙事者，似乎这些历

史作品是马克思理解与看待历史的结果，但实质则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他本人

或某位学者在进行历史叙事，而是历史的规律本身就是历史的叙事者，是历史规律本身在叙述、在言

说、在叙事，其根源在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趋势并不能归结为某种主观性的、个人化

的、偶然的因素，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趋势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决定历史发展态势的往往是现实的物

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根本因素。例如，在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
思对 “１８４８年的六月失败”有如下分析：

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

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

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

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

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①

如此看来，“六月失败”具有不可规避的现实原因，其原因在于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阶级基

础，无产阶级零散化，它无法整合为一个团结有力的阶级整体，阶级斗争还只是偶发的、零散的现

象，因此经济生活的现有基础和阶级状况导致了革命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从历史叙事的视角来看，

马克思的微观叙事暗含着这一隐蔽的逻辑，即叙事者马克思已然洞悉且能以语言表达历史的发展与革

命的趋势。这里存在两点关键性的逻辑前设：历史规律的可知性与历史规律的可表达性。

其二，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阶级而非个人，因此马克思在历史的微观描述中将叙事视点

聚焦于阶级，以 “阶级”取代 “个人”作为历史的叙事对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历史叙事所涉及

的那些历史场景中的人物，似乎是现实的具体个人，但是这些个人无疑都是阶级的代表，其个人存在

的背后隐含着阶级身份，换言之，阶级穿上了具体个人的外衣而在历史的舞台中出场。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

一个阶级———小农。”②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微观描述是将历史人物理解为阶级代言人。对此，沃尔

什曾敏锐地指出：“而历史戏剧中的主要演员，在他 （指马克思———引者注）看来并不是民族或国家

而是经济上的各个阶级。”③ 由之可见，在微观描述方面，马克思进行历史叙事的叙述对象，实际上

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历史中的具体人物都有明确的阶级定性，这是历史叙事语境中，

马克思进行微观描述的重要特征。在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尽管叙事的对象、
叙事的历史事实、叙事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进行微观叙事的叙事手法却依旧未变。在此文

中，马克思写道：“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

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

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④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由于拉马丁 “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

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于是 “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

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换言之，马克思认为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获得阶级身份、不成

为特定利益的代表，那么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就无法现实化为历史的真实因素。这就从反面再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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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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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克思以阶级为微观叙事的中心环节，并确定了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历史人物分析、叙述方法。

同此，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中，马克思还着重从动态的角度把握、跟进阶级的演化与发展，在

历史叙事中高度重视历史进程中各阶级的演化、发展状态。例如，正像许多小说描述了一位不断成

长、成熟的主人公那样，马克思的微观描述特别关注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由 “自在阶

段”向 “自为阶段”的飞跃，以及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演进，阶级的逐渐酝酿、成型。正因为马

克思将历史主体聚焦于 “阶级”，所以，马克思对历史的微观描述较为重视阶级分析、阶级定性、阶

级形成、阶级成熟以及阶级冲突。

（二）马克思微观描述手法的意蕴与旨归

我们已经揭示了马克思微观描述手法的两大特征：叙事者与历史规律同一，历史叙事的阶级聚

焦。那么，这种微观描述手法的意蕴与旨归何在？换言之，马克思采取此种微观描述手法进行历史叙

事意味着什么？就 “叙事者与历史规律同一”而言，笔者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自觉或不自觉地在

微观描述中采取宏大叙事的结构叙述历史，进言之，马克思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方面暗含着 “两

个同一性”，即叙事者与历史规律、历史线索的同一性，以及认知历史规律与表达历史规律的同一

性。吉登斯曾将 “元叙事”指认为 “宏大叙事”，认为宏大叙事 “即借助于贯穿始终的 ‘故事主

线’，我们被置身在具有确定的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历史之中”①，也就是说元叙事 （宏大叙事）

话语自信于对过去、现时、未来的整体性把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历史的微观描述只是截取了一

段较短暂的历史时间，甚至只是聚焦于某一历史性的 “关键时刻”，从历史的长度来看，这一较短时

段或 “关键时刻”仅是一个瞬间，然而，正是在马克思暗含的宏大叙事的分析棱镜下，短暂的时刻

却显现出普遍性。

就马克思微观描述的 “阶级聚焦”这一特征而言，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手法

和叙事策略将个人因素进行抽象处理，以 “阶级”为中心进行叙事，将 “阶级”接引到现实的经济

利益与生产关系的层面进行分析，从而使表面偶然的社会生活化入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结构体系之

中。这一结构体系在逻辑上优先于个体的偶然行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一个

“无主体的过程”②。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中，这种对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阶级化叙事，实际上体

现出了马克思的总体化辩证法思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生活中、历史中的现象的分析，不能简单地

从既定的某一现象出发，而应该充分认识到眼前的现象是被社会整体性结构所中介化了的结果，脱离

了整体性的结构，就会陷入对于片段现象的迷失与幻觉。关于这一方法，马克思在 《经济学手稿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中写道：“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
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

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

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

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

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

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③ 此处，马克思以人口为例，深刻地阐述了其总体性的思想方法：任何

一种社会要素、社会组成都类似于社会整体结构中的节点，离开这个结构化的社会总体去分析节点或

组成部分，就易于陷入抽象和浅薄，相反，应将节点和组成视为总体的某种呈现。马克思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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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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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观手法，受到了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的影响。

三、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的关系问题

（一）微观描述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微观描述手法与其宏大叙事的理论性质具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此，可

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其一，马克思在历史叙事中的微观描述方法是为其历史的宏大

叙事服务的。在微观描述方面，马克思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同一性的叙事策略，即叙事者、作者

（马克思）与历史规律的同一，换言之，叙事者、作者对历史规律具有可知性与可表达性。其暗含的

进一步假设即，马克思暗中试图将历史事实把握为普遍的、客观的趋势与进程，并且将历史纳入到一

种总体的范畴内加以理解，以此排除历史的主观性、个人性等偶然因素。马克思试图通过他的撰述和

文本确立自身的历史科学家身份。作为科学对象的历史，其本身并无源生性的阶级属性，因为，在马

克思看来，历史发展的客观、普遍趋势与阶级立场、阶级意志是没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的，所以，马

克思认为，他所 “发现”并得出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绝非意识形态，也不是党派宣示的历史

意志，而是历史科学。在其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基本都采取以 “阶级”为中心的叙事模

式，个人的因素是相对次要的，阶级的因素是首位的、更本质性的因素，这也是马克思拒斥主观化、

个人化历史叙事的必然结果。阶级总是关联着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以阶级取代

个人作为历史叙事的聚焦中心，这种微观描述手法也服务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其二，在历史叙事中，

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可以视为宏大叙事的微观显现。微观描述的背后所依托的是宏大叙事的背景与视

角，离开这一前提，将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历史认知离不开叙事者本身对历史的

把握，历史认知总是叙事者将历史经验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象化之后所得出的结果，任何历史叙事

都绝非理论的归零，而总是隐含着理论的角度。在叙事的过程以及叙事的话语中，叙事者已经暗中将

理论化的观点渗透进叙事的话语中，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历史才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正如爱德华

·卡尔所说：“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

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①

（二）微观描述与宏大叙事的表里关系

在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文
本中，马克思采取微观描述的方法对某段历史进行了叙述。在叙述对象、叙事事件的选择上，他往往

是截取某段时间跨度很短的历史，并且这段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与撰写时间之间的间隔也是较为短暂

的。在这类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往往处于叙事的显现的表层，而宏大叙事的逻辑则隐藏在

表层之下，构成一种 “显—隐”的、纵深的结构模式。例如，在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对 “二月革命”的叙述中，马克思优先分析当时法国的阶级状况，描述各个阶级看似主动、看

似自由的历史行动，然则这种阶级行动的历史显现却根本性地受制于当时法国的生产方式状况。爆发

于１８４７年的 “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② 直接引发二月革命，法国工业资产阶级领导了二月革命，

推翻七月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则巴黎无产阶级不满于自身利益的落空，发动六月起义，但

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弱小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可见，马克思对革命的爆

发、阶级意图、阶级行动以及历史运动趋势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以及阶级状

况。因此，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方面，马克思触及的往往是具有宏大意义的细节，而对这些细节的

捕捉又往往依凭于其宏大叙事的视线聚焦，因而微观描述建基于宏大叙事的深层结构。因此，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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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发展的宏大线索植埋于短暂的历史片段之中，于是，他的历史叙事手法引导读者在历史的细节

之处看到宏大历史的脉动节奏。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上面提及的历史作品中，虽然马克思截取

较为短暂的时段进行精细的历史叙述，但在这些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段里，却暗含着马克思对于历史的

总体性的看法，也从多个侧面穿插、渗透着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革命、阶级等范畴的剖

析。表层的微观描述与深层的宏大叙事相互映衬、表里一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

式。

四、结　　语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具有理性化、结构化、线索化等特征，并且其叙事方式假定了历

史规律、历史线索的可知性与可表达性，因而其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话语。同

此，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个别的历史叙事文本中，又广泛运用

了微观描述的历史叙事手法。其宏大叙事的话语主线与微观描述的叙事手法密切交织，相互映现，既

融唯物史观的原理于微观的、日常的历史进程的描述性话语之中，又借唯物史观眼光与视角去捕捉、

截取、描述历史的细节，分析形势的进展，并且宏大叙事的结构性话语成为马克思对历史进行微观考

察、微观描述时所暗含的逻辑前设。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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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 “自在之物”概念

司　强

【摘要】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康德哲学中的 “自在之物”不再仅仅是解决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难题

或者重构形而上学的努力，而且是物化现象的理论表达。在卢卡奇看来，《实践理性批判》和 《判断力批

判》可视为对 “自在之物”问题的不同解答，并且为后康德哲学解决物化问题开辟了道路。以 “自在之

物”概念为核心，卢卡奇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之间架起了桥梁，为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开辟了新路径。

【关键词】自在之物；物化；合理化；物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Ｂ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４－０６

作者简介：司　强，（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传统对康德哲学的解释中，通常认为康德是要解决近代哲学的知识论难题，或者康德的目的在于

重建形而上学①，而卢卡奇对康德的解释开创了康德研究的另一途径。卢卡奇的特点是以 “自在之

物”概念为核心，用洛克莫尔的话说，“我们有理由将后来的德国唯心主义看成是一种持续不断的、

试图解决康德主义问题并完成哲学的批判革命的努力，卢卡奇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运用黑格尔提出的

‘哲学史是统一’的这一思想，将德国古典哲学解释成一个试图解决康德主义问题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过程。在这里，知识的问题被康德为了回应认识论问题而提出的自在之物这一概念所取代”②。正是

通过对以 “自在之物”为核心的康德哲学的重新诠释，卢卡奇在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架起了

桥梁，将马克思主义拉回到哲学的视野，并以此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因此

成为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三大著作之一。③ 本文以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 “自在之物”概念为核

心，阐述卢卡奇视野中的 “自在之物”的内涵、形成机制及解决办法。

一

“自在之物”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充满争议的概念。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具有

以下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在认识论上，“自在之物”具有我们所无法认识的物本身的含义。根据康德

４２

①

②

③

奥特弗里德·赫费认为道德意图贯穿于康德知识论 （参见 ［德］赫费：《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郭大为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页）。而迪特·亨利希则认为康德哲学的知识论并非服务于形而上学之谜的解答，康德深受卢梭影响，在
他那里，哲学不再是形而上学之谜的解答，而是自由的证成 （参见 ［德］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乐小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０页）。
［美／法］汤姆·洛克莫尔：《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理性观》，孟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４
页。

参见同上书，导言第１页。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 “自在之物”概念

的认识原则，对象通过主体所具有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显现，对主体显现出来的表象是主体的表

象，而对象本身是什么对主体来说是 “自在之物”。第二种是在 “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所指出的

如灵魂、上帝、自由等作为非认识对象的纯粹思想之物。“存在着两类自在之物：感觉的此岸，其未

知的 ‘发动者’；和知性的彼岸，如灵魂、自由和上帝这样的纯粹的思想之物。二者的共同之处在

于：它们只能被思考，却不能被认识。”① 如此不同种类的诸如感觉的发动者和上帝、自由、灵魂等

完全不同种类的概念都归入 “自在之物”，使得 “自在之物”概念本身显得含混、模糊。

尽管 “自在之物”充满歧义和含混，但却是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既是康德

用来解决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所试图解决的认识论难题的主要手段，又是形成整个哲学体系架构的关

键。正是由于自由不是理论理性的认识对象，才保证了自由作为实践理性基础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对

上帝和灵魂的认识的不可能性，才保证了上帝和灵魂不朽作为道德的设准，即成为道德的可能条件；

正是由于对自然整体的不可认识，才保证了对自然整体思考的可能性。同时，“自在之物”这一概念

也是后康德时代德国哲学发展的关键。例如，康德之后，莱因霍尔德和费希特就认为 “自在之物”

完全是个不必要的概念，并以消除自在之物为目的，重构康德哲学，由此引发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不断

发展。

卢卡奇的天才在于，他并不否认 “自在之物”对康德哲学和后康德哲学的意义，而是深入到

“自在之物”概念的社会基础之中，通过对 “自在之物”的现实基础、解决路径的探讨，揭示德国古

典哲学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关系，重新阐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并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关系。

这首先源于卢卡奇对 “自在之物”的独特理解。卢卡奇认为，康德哲学的 “自在之物”究其本

质可以归结为两类问题：“首先归结为物质的问题 （逻辑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结为 ‘我们’借以

认识世界和能够认识世界 （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的那些形式的内容问题；其次可以归结为整

体的问题和认识的最终实质问题，归结为认识的那些 ‘最终’对象问题，对这些对象的把握才使各

种部分性体系成为一种总体，成为被完整把握了的世界的体系。”② 看似不同的两种划界作用，即概

念内容的非理性和从部分性体系出发对整体的不可把握，都可归结为普遍的理性主义形式体系的诉求

所遭遇的非理性的内容，倘若坚持理性的普遍主义就必然遭遇到不可理性化的内容，也就会产生

“自在之物”的问题，相反，如果坚持认为理性本身不是普遍的就不会产生 “自在之物”。

二

既然 “自在之物”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普遍主义的形式体系的诉求与内容的不可理性化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有对普遍的理性主义的形式体系的诉求？这个问题何以在近代产生？有没有其社会根

源或者思想根源？为此，卢卡奇通过对社会历史层面的分析予以解答。

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卢卡奇认为哲学问题本身是生活的现实反映，理性主义遭遇到非理性的内

容，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悖论在思想上的反映。尽管可以从思想上、逻辑上探讨其形成的原

因，但是任何真实的思想都是对生活的真诚表达，对思想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是对生活本身的问题的探

讨。卢卡奇指出，康德的所谓 “哥白尼革命”即 “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 （例如

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而这一把理性的认识把握为精神产品

５２

①

②

［德］赫费：《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郭大为译，第３８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４年第４次印刷），第１８５—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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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并不是源于康德。他只是用比他的前人更激进的方式做出了这一革命的结论而已”①。在这

里，卢卡奇明确指出，近代哲学的革命是生活本身发生了革命，是已然发生的生活事实，生活本身的

变化是哲学革命的前提，哲学革命只不过是对这一变化的思想表达，哲学和生活、理论和实践是统一

的，二者只能在反思中被分开，与生活没有关联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远离思想的生活是盲目的生

活。由于理论与实践本应为一，真实的理论本身就具有了实践意义，是实践的应有部分，因此理论是

对生活本身的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困境，对走出这一困境具有实践的意义，同样，

对康德哲学的 “自在之物”的成因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层面，而且具有实践层面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自在之物”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只有在近代理性主义条件下，才会产生普遍

的理性主义形式体系的诉求。卢卡奇认为，这种诉求是时代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理性主义始

终只是部分性的体系，“人的存在的 ‘最终’问题始终被禁锢在人的知性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②。

理性不是唯一的认知方式，世界也并不被理解为理性的世界。近代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现

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③，世界不再是异于主体的上帝的创

造而被视为主体所产生的，由于是主体所产生的就是可以认识的、可把握的。当理性试图把整个世界

理解为理性的世界时，就会遭遇到不可被理性化的对象，或者称之为非理性的边界，一方面是不可理

性化的世俗经验，另一方面是彼岸世界。这两者构成 “自在之物”产生的理论前提。

从实践上讲，“自在之物”产生的社会原因，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导致的物

化。前商品经济时代，商品交换只是在局部发生，不会产生全面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

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重新塑造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并产

生物化现象。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在于，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并产生物化现象，即

“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

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④。这种物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产生了一个

由物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交换）所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由人造成

的，人能够利用它的规律，但是人却不能改变它的运动，它本身成了一个异于人的世界；从主观方面

来说，“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

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⑤ 不同性质

的商品能够进行交换，就必须进行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因此，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

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制约着在商品形式对象化的人类抽象劳动，由于商品交换在社会占统治地位，抽象

人类劳动的形式相同性就成为支配整个商品生产过程的实际原则，这样就产生了对生产的合理化要

求，不仅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打破原有的对象的有机的质的特性，使整个生产变成可计算的、可操控的

过程，而且对主体来说也要求打破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的质的联系，人与对象之间的有机的关

联，变成同一的、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以与生产本身相适应。在整体上 “资本主义生产的 ‘自然

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 （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

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⑥ 在具体生活中，卢卡奇引用马

克思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指出物化还表现为国家的企业化、官僚化，法官成为 “一架法律条款自动

机”。

个人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合理的、孤立的方式进行交往。人在此处境之中陷入物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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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第１８１页。
同上，第１８４页。
同上，第１８４页。
同上，第１５０页。
同上，第１５１页。
同上，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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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即人与人之间只能看到量的关系，只能看见直接的物性，对社会现实陷入非批判的接受态度，即

直观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整体认识已不可能。“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①

意识的物化结构是 “自在之物”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意识的物化又源于商品的本性，当商品经济成

为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物化意识，归根结底物化是以商品经济占统治

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自在之物”是对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

总之，从理论层面，“自在之物”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在近代，理性成为唯一的认知方法，当理

性主义将世界把握为理性的产物时，就会遭遇非理性的边界。从实践上讲，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

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导致直观的态度，即对整体认识的不可能。“自在之物”是近代理性主义形式

体系的诉求和物化现象的理论表达。

三

如果说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物化现象，物化现象在理论上的表达是

“自在之物”，那么，对 “自在之物”问题的回答就不仅是理论问题或者说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实

践问题，对 “自在之物”的解答孕育着走出物化的可能性。

在卢卡奇看来，康德的伟大在于真诚地面对这些问题，并试图在理论上加以解决。以此为线索，

卢卡奇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新的解读。事实上，正如卢卡奇所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矛盾和悲剧

正在于，它不再———像斯宾诺莎那样———把每一个既定的事实当作不存在的东西，并让它们消失在由

知性创造的理性形式的宏伟建筑后面，而是相反，它把握住了概念的既定内容的非理性特征，牢牢地

抓住这种特征，超越和克服这种证明，力求建立体系。”②

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揭示出理论理性的有限性，将对自由、灵魂和上帝的认识归入

“自在之物”，而 “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曾受到许多误解并常常
被和纯粹理性批判错误地对立了起来。康德早在这部著作中就已试图把理论上 （直观上）不可克服

的局限性看作是从实践上可以克服的。”③ 在理论上不可克服的 “自在之物”，在实践上就成为既定的

事实，从这个既定事实出发，就能够发现克服外在必然性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外在的僵硬世界，

理性主义形式体系遭遇到的非理性的内容，在主体的道德实践中可以被消解。康德之后的费希特正是

沿着道德主体的自我行动出发，试图通过自我的设定活动，创造出一个不含杂质的纯粹的道德世界，

以消解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卢卡奇认为，这只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再现了 “自在之物”问题，因为

“只有在道德行为中，只有在道德行为的 （个体）主体对自身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和具体地发现这种

意识结构，这种它与自己客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创造的，但纯粹是转向内心的形式 （康德

的道德律令）和与知性、感性异在的现实、既定性、以及经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两重性，对行为个

体的道德意识来说，要比对认识的直观主体来说，表现得更为清楚。”④ 试图以道德的优先性来解决

理论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只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分裂，不仅是表象与 “物自

体”、自由与必然的分裂，而且 “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本体，而自由和必然的未被解决的、不可

解决的、因此永恒化了的分裂进入到了主体最内在的结构之中”⑤。

解决 “自在之物”问题，不能像康德和费希特的道德哲学一样陷入形式主义，陷入 “形式对内

容无关紧要”，道德沦为应该，成为遥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必须结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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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９页。
同上，第１９７页。
同上，第１９８页。
同上，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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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真正的实践必须切中内容。“理论和实践是和同一些对象有关的，因为每一个对象都是被给定为

是一种直接地不可分的形式和内容的复合体。主观态度的不同决定了实践会注意相关对象的独特性

质，注意内容和物质基础。”① “自在之物”的难题，必须从实践方向上来解决。当康德指出 “存在

不是宾词”时，恰好对此做出了最清楚的阐释。存在本身不能成为理论中的宾词，存在是有内容的

存在，不能从理论中解决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康德一方面建构了形式主义的伦理学，将形式与内

容、理论与实践截然二分；另一方面，康德也试图解决二者的分离问题，突破二者的界限。

从实践上来解决，所指的实践必定不是形式主义的道德实践。“只有当在现实中能够证明意识中

可能有这样一种主观性和可能有这样一种形式原则，内容的无关紧要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在之物

的，以及 ‘理念的偶然性’等等的所有问题对这种原则不再有任何作用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方法论

上具体超越形式理性主义，和通过对非理性问题 （即形式对内容的关系）的合理解决，把被思维的

世界建立为一个完美的、具体的、充满意义的、由我们 ‘创造的’，在我们自身中达到自我意识阶段

的体系”②。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主体在知性直观中是主动生成内容

的，形式与内容不再截然二分，而是浑然一体的。然而康德只是指出的前进的方向，“如果说这一切

在康德本人那儿只是指出了体系可能在什么地方封闭和完成的话，那末这一原则和由艺术产生的对直

觉的知性及其理念的直观的要求，在他的后继者那儿，就成为哲学体系的基石”③。

受 《判断力批判》的启发，席勒的 《审美教育书简》提出 “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

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④。主体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也是游戏的参与者，在游戏中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被打破。艺术承载了解决

生活中现实问题的功能。但是， “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有在成为美学的时候，才能不被扼杀。这就是

说，世界或者必须美学化，这就意味着回避真正的问题，并用另一种方法把主体重又变为纯直观的，

并把 ‘行为’一笔勾销。或者是美学原则应该被提高为塑造客观现实的原则：但这样一来，直觉知

性的发现就必然变为一种神话”⑤。尽管康德和席勒指出了在艺术中存在超越形式与内容的分裂的可

能性，但是渴求以艺术来塑造现实的生活，仍然不免陷入 “神话”的困境。

艺术毕竟指明了方向。在席勒之后，黑格尔通过辩证法，将主体与客体之间僵硬的对立溶化。

“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⑥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解为

主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主体是客体的本质，客体是主体的外在表现，主体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

是辩证过程的产物，形式与内容、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等近代哲学的二元对立，

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运动中不断溶化，融合为统一历史的过程。黑格尔虽然找到了以辩证法解决

“自在之物”难题的路径，但是他将历史和自然理解为精神的历史，将实践理解为精神的实践，历史

与理性的真实的关系变成 “理性的狡黠”，为了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黑格尔又不得不借助于历史

的最终目的这一类似神学的假设，从而仍无法把握真实的历史，无法找到承担历史和社会的同一的主

体－客体，而陷入 “神话”。

至此，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费希特、席勒到黑格尔对 “自在之物”的理论消解，虽然在理论

上提供了超越物化———这一现代性难题的思想路径。但是由于无法找到真实的历史主体，最终陷入了

“神话”。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理论不彻底或者方法不正确，而是由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限制。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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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第２０１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同上，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２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页。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 “自在之物”概念

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

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① 陷入物化的资产阶

级，由于其阶级地位的限制，一方面陷入直接性的立场，只能看到个别的具体内容，而无法看到总

体；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保留了形式上的主体地位，在物化中获得自身地位的巩固，所以无法突破物

化意识。同样物化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当他以为自己是生活的主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就会立即撕碎

这一幻想，使其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对商品的认

识，认识到商品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和历史发

展的同一主体－客体的使命，并进一步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真正消除物化及 “自在之物”。几乎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的同时，柯尔施在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表达了与卢卡奇类似的看法。他

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中，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成长于第三等级的革命中，在资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停止的地方

（人权、财产权等）继续前进，实现资产阶级所提出但是未能实现的目标②。

由此，以 “自在之物”为核心，卢卡奇通过对康德哲学中 “自在之物”概念的分析，将 “自在

之物”阐释为物化现象的哲学表达，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及其引发的费希特哲学，被解读成以

道德实践解决 “自在之物”的难题，而 《判断力批判》通过席勒为中介而通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

证法，却为最终解决 “自在之物”难题开辟了道路或者说指明了方向。康德、费希特、席勒、黑格

尔和马克思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被凸显出来。在卢卡奇的分析中，康德哲学不再是静态的对人的官能

的功能性分析，也不再仅仅是解决认识论难题或者形而上学之谜，而是史诗般的对人类未来的筹划与

奋争，对现代性的难题的解答。此外，在２０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伯恩斯坦、考茨基纷纷拒绝马
克思与哲学的关系、将马克思阐释为科学规律的背景下，卢卡奇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

的继承关系，将马克思拉回哲学的视野，开启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新路径。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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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第２３３页。原文出自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４４页）。
参见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１４页。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自由的实现途径

林　青

【摘要】从马克思的文献中，对自由的论述并不系统甚至没有直接的主题化论述，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

思想中的自由因素。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谈论一种基于 “偏斜”运动的自由意志，在 《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等，虽然这些论述涉及自由话题，但并没有将自由的论

述置放在一种具体的存在样态中展开，甚至还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化的论述。因此，如何在一种具体的

社会存在中揭示自由的具体内容及其现实的实现途径，无疑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围绕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对劳动力、时间和交换价值的论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统治形式，从而以一种 “迂回”的方式去

理解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自由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自由；劳动力；时间；交换价值；统治形式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３０－０８

作者简介：林　青，（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１６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３）

马克思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设想，最终目的无非是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共产主义规划中，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地细节化地谈论自由而全面的

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毋庸置疑之处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一定是以资本主义的状况为

参照系的。马克思没有直接谈论自由的内涵，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叙事方式的一贯逻辑，即人的观念

的形成来源于人的物质生产，来源于实践和劳动中。因此，对自由的可能性或者自由的实现途径的讨

论，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的叙述中得到一种 “迂回”的理解，也就是通过分析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反观自由的实现途经。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的劳动及其基础之上的社会规范与统治，我们要谈论具体的自由就必须由此展开，而不是抽象地或伦

理道德地谈论自由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诉诸于资本逻辑来直接点明自由问题的症结，这可

以从整体上统摄诸多要素，但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批判的方式其实是

一种抽象的方式，因为它不关乎客体对象的具体形式，也不关乎主体自身的存在状况。而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从一般的商品开始，挖掘其背后的劳动力问题、劳动时间问题、交换价值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剖析整个社会的规范和统治形式，具体自由的实现应该由此为基点。

一、劳动力的商品化及其自主性的丧失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劳动与劳动力概

念的区分。劳动力概念的提出，按照阿尔都塞在 《读 〈资本论〉》中的说法，使得马克思看到了古典

政治经济学所忽视的环节。马克思将劳动力概念作为其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切入点，同时意味

着从对一般劳动的描述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体展开的劳动的描述。因为马克思早期文献中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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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和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展开的，诸如劳动是人类自我确证、自我发展和类

存在的标识。在后期的文献特别是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开始直接使用 “劳动力”概念，并且是

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语境中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并不从来就是劳动力，只有进入

了复杂商品经济时代，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劳动才转变为 “劳动力”。当马克思将劳动力概

念从一般的劳动概念中抽离出来，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商品化的现状时，自由问题便

接踵而来。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劳动力是指 “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

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①。这意味着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因为

它涉及到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创造，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价值创造的载体。但是，这种 “劳动力”不是

一种独立存在的要素，它必须附着在工人身体上。只有当资本家购得 “劳动力”，商品生产才能有效

展开；而工人因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也必然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生存资料。就此而论，

“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系统中最基础性的 “商品”，没有劳动力的商品化，一方面不能完成资

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性环节，另一方面也不能满足工人的生存性条件。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劳动力成为社会生产和价值形成的最基本要素。所以，大卫哈维在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

商品，是一种与其他任何商品不同的特殊商品。首先，这是唯一一种具有创造价值能力的商品，这点

是最重要的。”② 当马克思说，工人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其实正在预示着自由的

彻底丧失。

因为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劳动力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意味着受社会市场供求和

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在此，原本作为人身体中所蕴含的生存性要素就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体系即物的体系的要素。在此过程中，劳动力及其载体的工人本身便对自身失去了基本的自主性，而

被一种物的关系所统治。尤其是当劳动力作为一种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商品而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时，

它就成为整个社会财富增殖的核心要素，也就成为了整个社会力量的捕获对象而被牢牢地嵌入在无休

止的财富增殖欲望中。

进而言之，劳动力的商品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物化处境。当我们一般讨论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

时，我们已然看到了整个社会被商品生产体系所配置，一个物化的世界已经生成。而当作为人的基本

生存性要素的劳动力最终也成为商品时，我们认为这最终实现了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及其完成。这就是

为什么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

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③ 因为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力也成为商品，才实现了

对社会的真正而全面的统治。

本来商品化的世界已经在人的世界面前树立起了一张巨大的物联网，而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人本

身也内化为此物联网的一个要素，从而使得在主观方面，“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

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④。卢卡奇将这种物联关系称之为

“社会的自然规律”，而个人的个性与自由就屈从于此 “自然规律”，原本人的关系成为了物的关系。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雇佣劳动的 “自由”时，曾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指出了

这种 “幻觉”的虚假性：“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

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

人本身而独立的物。”⑤ 而在整个社会的商品化时代，在一般的市场逻辑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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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５页。
［英］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 〈资本论〉》，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１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９页。
同上，第１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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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被强加了一种类似于自律性的社会 “幻觉”即承认在平等而自由的交换机制中获得自我的

“实现”。因此，劳动力商品化及其物化逻辑的重要机制就在于以一种合理化和可计算的方式抽象掉

了社会生活的具体性，从而使得任何的交易行为本身都是合目的和客观的。可见，劳动力的商品化不

仅是在身体层面剥夺了劳动主体的自主性，更是在社会的统一意识中消融了劳动主体的自我理解。而

这种对自由的双重剥夺本身具有合理化的外观，因此，如何思考从这双重奴役中解放出来便具有的决

定性的意义。

最后，当我们谈论劳动力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劳动力本身的价值问题，而此问题关涉到与阶

级斗争和解放的内在关系。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表述中，我们看不到 “劳动力”的存

在。按照阿尔都塞在 《读资本论》中的说法，马克思提出 “劳动力”概念，就是看到了古典政治经

济学所遮蔽的东西，从而也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劳动力的价值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

值论，其本身只关注社会财富的来源，在这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要素，但其本身的价值问题并不作

为考察的对象。从表面上看，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但实际上社会财富本身却并没有被劳动者所拥

有，甚至社会财富的创造本身就直接跟劳动者的被剥夺联系在一起。当马克思提出 “劳动力”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剩余价值的存在及其来源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从一般的描述性论题

变成了社会剥夺的秘密所在。所以，大卫·哈维指出：“不对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论进行区分，就

会造成人们的基本误解。”① 因为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的提出，直接有待于以一种生存论的方式去思考

劳动者即工人阶级的存在状态，即一种描述工人阶级现实存在过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首先，劳动

力作为一种商品，其价值应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商品，劳动

力价值的衡量又必须借助于劳动力得以维持的生活资料，因此其价值也可以视为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

生活资料的价值。在此，我们能够看到劳动力和劳动本身的具体差别，所以马克思说：“谈劳动能力

并不就是谈劳动……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② 而且这些生

活资料只有转化为工人身体的 “肌肉、神经、脑等等”时，劳动力的价值才能实现出来。“劳动力只

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③，这本身就是身体与智力的纯粹消耗过程，并

且其实现的过程本身又是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给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判断，即

“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④ 在此，马克思鲜有地提及

了劳动力问题的 “道德”维度，因为一般的商品，尤其是其价值的规定，都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相关，它是社会生产的一个指数，对应着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涉及作为劳动

力占有者的身体与智力，其规定包含着社会对于人自身价值的基本判断或者关切，同时还涉及马克思

所说的 “自由工人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只有 “自由”工人阶级的形成才能为劳动力的商品化

及其价值判断提供前提，而且 “自由”问题贯穿于劳动力考察的全过程，因此，对待劳动力问题，

不能像其他商品沉浮于价值规律的社会必然性，而应有道德规定，而自由应是其中之意，它涉及到对

自身的自主性支配。当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关联起来时，这种 “道德”的维度更加明显，它直接

意味着一种社会剥夺。

同时，劳动力价值的规定还与阶级斗争的相关，大卫·哈维认为： “劳动力的价值存在很大差

异，不仅取决于物质需要，还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社会运动的历史。”⑤ 因此，

劳动力价值的规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随着阶级斗争及其实现的文明程度相关。所以，我

们能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规划中，最终看到人本身脱离物的关系 （经济关系）的决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英］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 〈资本论〉》，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９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１页。
同上，第１９９页。
同上，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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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走向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可见，马克思谈的阶级斗争，并不仅仅停留在两大对立阶级的宏观

对抗中，还具体落实为对人的基本存在状况的关照，劳动价值论中对劳动力、商品化与自由的关联性

叙述，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时间的双重职能及其规范性

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谈自由而言，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劳动价值论及 《资本论》的

相关叙述中，马克思指出了时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及其运行的重要意义。从表面上，我们可

以看到马克思在分析雇佣劳动、价值等内涵时提及了时间，而且时间在此只是一个分析现象的中立概

念。如果理解仅限于此，那我们还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或者说

我们恰恰陷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泥淖中。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并不只是一个分析概念，而且主要不是

一个分析概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 “时间”分析，最终要揭示出整个社会的隐秘

的统治形式。因此，普殊同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即 “时间的统治”①，因为

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了对时间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时间的社会规定。大卫·哈维认为

“这种对时间和时间性的社会操纵，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② 就此而言，时间是被规定的，

它表达的不只是自然的时间流变，而主要是衡量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阶级统治的一个要

素。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工作日的关注，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揭示这套隐秘的系

统，而且直指自由问题。在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片段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与自由的关

系，特别是强调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只要耗费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获得社会产品，从而将人从

必然的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

在时间问题上，我们能够看到一幅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的缩微图。严格说来，时间的社会性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是处在同一个进程中。因为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中，时间要素成为雇佣劳动和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指标，时间具有直接的生产性。按照马克思的理

解，正是时间的 “解放”才促使雇佣劳动的出现，“一般说来，雇佣劳动只有在生产力已经很发展，

能够把相当数量的时间游离出来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游离在这里已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③。从

直接的意义上看，“时间的游离”或者时间的解放是雇佣劳动得以出现的前提性条件，因此，我们可

以说自由时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诞生的前提。马克思曾经隐晦地提到过相关的信息，在谈论工

场手工业兴起时，指出农民摆脱封建的土地的绝对依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

间。马克思的这个判断揭示了讨论资本主义时间性的两个基本定向，一方面指明时间的解放是跟生产

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指明资本主义的这种 “时间性”是历史的产物。前者道出了时间的

内在辩证关系，即自由时间是雇佣劳动的前提，同时也是废除雇佣劳动从而走向自由解放的起点。而

后者通过指明资本主义 “时间性”的历史性，表明其并不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永恒的社会规定。所以，

从 “时间”中，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绘制的整个图景，从自由时间、雇佣劳动、生产力

发展到社会解放的历史过程。

就具体的时间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论及了劳动时间，而价值创造对时间的倚重无可避

免地导致对劳动时间的盘剥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剥夺，尤其表现为对剩余时间的剥夺。

刚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对时间的规定，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时间是具有直接的生

产性，它直接与价值的创造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是价值的衡量因素。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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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殊同、康凌：《重读马克思：关于 “时间”与 “劳动”的省思———Ｐｏｓｔｏｎｅ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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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就是依据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耗费的

时间。马克思认为 “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①，而且对价值的衡量也是以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时间本身的可衡量性，使得交换价值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 “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的体现，商品是交换价值”。② 这种交换

价值得以可能的前提是同质的劳动时间的出现。而且，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衡量，

仍然必须以时间作为基础，“财富并不是由产品的产量来衡量，而是由蕴含在其中的时间来衡量。生

产力的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产品，但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工作仍旧是必要的，劳动也没有减

少”。③ 在此，普殊同指出了一个基本的误解即财富的衡量不是依靠社会产品而是时间。

所以，无论价值的创造还是衡量都必须借助于时间，资本主义时间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其自身获

得了巨大的社会权力，“时间不再是描述性的，而是强制性的，是你被迫去符合一个规范”。④ 这就是

资本主义社会时间性的重要内涵之一。

而且在整个价值创造的过程，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时间操作，那就是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剩余

劳动相关的剩余时间。工人在出卖自己一定时间段的劳动力时，马克思认为其中有一部分劳动时间是

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这就是剩余时间。剩余时间并不仅仅是指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而主要涉及

两个方面，即剩余时间归谁占有以及隐蔽而强行的占有、剩余时间对于阶级关系的维护和复制的意

义。因此，大卫哈维认为， “当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获取成为阶级关系复制的基础时，关于时间是什

么、谁去衡量它和如何理解时间性的问题，就会转移到分析的最前沿”。⑤ 所以，就其表面而言，时

间是一个社会的衡量指数，但是实际上关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议题，关乎阶级关系，它是社会对抗

的具体形象。

原因很简单，就资产阶级而言，时间以描述性概念的形式履行着社会规定的职能，但对工人阶级

而言，时间不是一个范畴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论体验。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说：“工人终生不

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

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

纯粹身体的极限。”⑥ 因此，对自身自主性的获得就演变为对劳动时间和工作日的反抗，对社会规定

的纯粹量的反抗变成了对劳动时间的反抗。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后将阶级斗争引入到了

经济理论中，即经济学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理论讨论的问题，它关注自由平等正义，它是一个

阶级对抗的具体问题。据此，大卫·哈维将此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激进

分离，并且指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直接将我们引向这一核心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价值是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时间是基本的问题……对时间的控制，特别是对别人时

间对控制，一直是集体斗争的焦点。它不能被交易。所以，阶级斗争必须被转移到政治经济理论的中

心地位”⑦。

在此，时间问题与自由、阶级斗争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时间性及其基础上

的社会统治形式的斗争。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有清晰的判断，他认为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

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而对时间的剥夺就是对人的 “积极存在”、生命和发展空间

的剥夺，在资本家眼中，时间只是数量上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计量内容的变化，而对工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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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就是质的统治，对劳动时间的每一次配置都是对生命的质的盘剥，因为 “如果允许无限期地

出卖劳动力，奴隶制就会立刻恢复原状”①。因此，自由与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生了空

前的关联。按照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说法，劳动时间的出卖不只是出卖作为客体形式

的劳动力，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的主体的生存形式。就此而言，时间直接关涉人的自由问题，马克思在

论述自由王国时，其中一个核心的说法是 “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所以，我们在马克思对劳动

时间的描述中，看到了对获得自由的具体化表述。

但是，这种对自由的具体化论述并不最终将问题的解决仅仅锁定或者限制在时间上，还必须认识

到资本主义的时间性话语是一种社会规范和系统，时间只是其表现形式。所以，普殊同认为 “时间

的统治，是对当下整个统治体系的一个简化，因此，不是摆脱时间，而是摆脱一种系统”②。而就对

系统的反抗的理解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抽象劳动的发现及其基础上的社会系统的建构，为我

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三、交换价值及其抽象的统治形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具

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而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运动中，抽象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交换价值占主

导地位。因此，这种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社会的主导原则，而其本身并不是

人类能够直接同化的现象，因为只有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才能被人所同化。就此而言，我们对马克思

自由思想的讨论还必须关注这种抽象的社会关系即抽象形式对人的统治，而从这种抽象形式中解放出

来就是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人类解放的内容之一，所以马克思认为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的

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

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

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③。由此

可见，劳动首先要满足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必需的规定”的满足是人依赖于自然的尺度，马

克思认为这种关系本身是不可消除的，而只是在需求和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相互制约，并且被社会化

人的所共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 “必需的规定”归结为对使用价值的生产；而马克

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本身并不废除使用价值，而且首先要保证使用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交换

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就是 “外在目的的规定”，所以作为 “必然王国”中自由的实现，第

一步就是要完成对交换价值及其 “外在目的的规定”的扬弃。

交换价值及其外在目的的规定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而完成的一整套社会规制和统

治。首先肇始于可交换原则而实现的抽象劳动及其交换价值的规范性地位，一切劳动的交换于衡量都

必须以此为规范。虽然马克思说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者统一于商品中。但不容置疑的是，交

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核心追求。就此而言，卢卡奇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其实拜的是交换价

值。当一个社会以一种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作为社会规范时，一切的社会关系本身就会被转变为抽象

关系，所以马克思将此视为是 “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④。这种

抽象的社会关系并不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人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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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４页。
［美］普殊同、康凌：《重读马克思：关于 “时间”与 “劳动”的省思———Ｐｏｓｔｏｎｅ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０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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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体现，但实际上是人从属于这些关系。人的自由在此社会关系中便被剥夺，就此而言，马克思

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以无限增加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社会，整个人类活动因此服务于一个非人的目的。

而且，这种抽象的社会关系本身也是通过各种社会范畴而发生作用，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范

畴。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这种范畴统治的世界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

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

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① 这些范畴因规定和建构着商品生产体系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力和统摄

力，马克思称之为 “客观的思维形式”。它不仅规定着作为社会客体的社会生产要素，而且还规定着

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卢卡奇指出：“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

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

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因此，它只是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才成为一个这样的社会范畴，这个社会范

畴对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客体和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对主体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对人相互之间

的这种社会中可能有的关系的对象性形式，有决定性影响。”② 这就是抽象劳动及其社会范畴效应所

带来的对整个外部和内部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每个人表面上都在抽象的社会关系和范畴建立的社

会 “共识”中交往，但实际上的社会 “交往”已经先行被决定。马克思就是在此意义上对自由主义

的自由概念进行批判，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它是一种幻觉，因为这种抽象的力量控制和调节着

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和选择。

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此抽象统治的揭示就为辨识和摆脱这种统治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切入

点。这种辨识尤其重要，因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依附关系是匿名的、普遍的和抽象的”。③ 我们从

《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从商品、价值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的叙述中看到了对资本主义

生产形式及其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剖析。而且我们所说的自由的实现主要就是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

来，这种解放不是纯粹地从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而是建构一种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以物

为目的的社会关系。

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分析为我们思考如何从这些抽象的统治摆脱出来提供了着力点。首先

是扬弃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运行机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是有别于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消除了雇佣劳动

制度即劳动力的出卖，全部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是为了使用价值。换言之，在社会主义所有部门中，生

产的规模和特征都将完全由社会需要来决定，而不是由最大限度地积累交换价值的欲望来决定”④。

而对交换价值的提出和分析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只要抓住了交换价值作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核心原则，那么对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机制就洞若观火。所以马克思说：“一旦

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

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⑤

同时，对这种匿名的、普遍的和抽象的社会关系的扬弃，还必须转化为对阶级关系的思考，也就

是说必须将这种抽象统治关系的真正载体具象化为阶级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描述从资本主义生

产的基本元素入手，最终并不是要停留于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关系，而是要指向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

反抗及其自由的实现，当然要反抗这种社会关系，但并不能直接针对这种社会关系。虽然理论的叙述

直接剖析了社会关系，但是现实的对象必须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就是阶级斗争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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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自由的实现途径

而且，就马克思劳动价值所揭示的自由的实现的可能性途经而言，以何种方式来组织劳动也成为

思考自由的主体内容的重要依据。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未来的社会生产必须由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自

由联合的人来组织和配置，而不是由追求交换价值及其财富积累的物的逻辑来支配，因此，马克思指

出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

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① 而且，自由人的联合体及其所建构的社

会关系，在此就不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它是自己的立法者。

这里就涉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 《资本论》对待自由的基本定向，自由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中就通过自我意识而讨论自由意志问题，但这种恐怕还只是一种

抽象的自由，并且真正进入社会现实的自由。因为仅仅从必然性中逃离出来，这并不是自由的核心要

义。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必须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自由的真正实现必须考虑人与自然

的关系及其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当然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是同一的。如何将物的关系

（自然关系）和人的关系 （社会关系）统一起来，这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待自由的关系问题

的思考。阿维纳瑞认为：“这种使终极自由建立在对人与人相互依存的普遍承认 （‘联合体’）基础上

的观点，是黑格尔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观点的一种世俗版本。但在１８４３年的 《批判》之后，

马克思赋予这个观点以一种新颖的含义……正是环境的改变 （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完成）给予了在

黑格尔那里仍属于路德内在自由的一种世俗版本、而无力改变外在现实并将人自己的印记加于外在现

实的东西以一种能动的和革命的含义。”② 在此问题上，马克思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它不是认识的话

题，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换句话说，物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在一种能动和革命的行动中获得了具体的

统一，这种统一为人类社会建构了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社会关系。任何纯粹地谈从外部自然必然性中脱

离出来、单纯地建构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都不能解决人的现实的自由问题。

四、结　　语

马克思对自由话题的态度并不是直接谈论自由的内容，也不是以一种伦理道德甚至人性论的方式

谈论自由，而是紧紧贴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展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表面上是在分析和批

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实际上却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形式，而对自由的探讨就要植根于对这些统

治形式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劳动力及其商品化、劳动时间、交换价值及其基础上的

社会统治形式的描述，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命形式，“只有当人类清楚地洞见了自身

的生存基础，并据此对这种基础加以改造的时候，真理才会具有一种全新的面貌”③。就此而言，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了生存论的意蕴，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资本批判所诉诸的范畴批判，因而也不

是一种理论的人道主义。

进而言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终是要推翻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要推翻那种以劳动力、劳动时

间和交换价值为原则的劳动－价值评价模式。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些许判断看到相关提
示，物的统治及其抽象关系将被消除，“在社会主义所有部门中，生产的规模和特征都将完全由社会

需要来决定，而不是由最大限度地积累交换价值的欲望来决定”④。一旦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被消除，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则。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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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凉山彝族 “观光团”为考察中心

李飞龙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代表民族地区政治权威的少数民族上层对以汉族为主体新生政权持有冷漠，

甚至敌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推行。为此，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到内地参观就成为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的重要途径。本文选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彝族上层人士的一
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新政权利用游览观光大城市和观光后的宣传教育来改变少数民族上层政治

态度这一现象，试图探讨观光教育的实际效果，以及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少数民族上层；国家认同；观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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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家政权刚刚建立，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增强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就显得更加关键。由于少数民族

上层人士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外国势力入侵的斗争中，成为本民族的公众领袖，在少数民族中有很深的

影响，因此在疏通民族关系中成为新生国家政权争取、团结的重要对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

１９４５年的 《论联合政府》中就要求共产党人 “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

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①。新中国成立以

后，随着民族工作的全面展开，对此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 “少数民族的上层

人物对少数民族的群众有着传统的影响，而且总被认为是自己人。我们和少数民族群众原来没有密切

的联系，而且总被认为是外人”②，因而必须首先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取得联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如何去联络和动员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如何去获取包括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当权者、担任过

党政军重要职务的官员、知名的宗教人士，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增强少

数民族上层对执政党和国家的认同感，毫无疑问是新生人民政权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从新

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开始有计划地分批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据不完全统计，从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４年，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参观
团、观礼团和代表团就有２６８次，约一万多人次。③ 仅在１９５０年国庆观礼中，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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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来北京的民族代表就有１５９人、文工团２２２人。① 代表包括少数民族各级军政人员、工人、农人、牧
人、猎人、劳动模范、革命军人家属、革命烈士家属、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活佛、阿訇、堪

布、喇嘛、土司、头人等。此外，边疆各地还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上海、武汉、广州、成都、重

庆，以及各级别的城市参观。

如此频繁的参观与访问，表明这种交流制度是建国初期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的重要举

措。事实上，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又可透视出中国共产

党对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思路。不过，目前的相关研究并未给予特别的重视。即便近年研究成

果日渐增多并渐趋细致，可大多也是对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政策执行的叙述，很少见得底层政策实践

的动态过程。②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凉山彝族上层的 “观礼团”作为考察中心，试图对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民族上层到内地参观这一事件作初步分析，进而管窥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的理念与思路。

一、民族上层政治态度的倾向性

由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历史上的矛盾和隔阂，新中国建立伊始，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受到极大

限制，尤其是西南地区，甚至出现了 “汉到夷走”的情况。③ 曾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的

伍精华就这样描述过解放前后凉山彝汉之间的关系。

历代反动统治者搞大汉族主义，宣扬 “夷性犬羊”、“夷人畏威不怀德”，经常对彝区采取征伐、

剿灭的政策，残杀彝族人，掠夺彝族人财产并不断挑拨彝族内部打冤家④，搞所谓的 “玩夷吃夷”的

勾当；而彝族奴隶主不分好坏，盲目报复，经常对汉族地区进行掠夺，抢走汉族的财产，掳走汉人来

充作奴隶。彝汉统治者之间长期的战争，使相互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广大彝汉人民深受蒙蔽，也深受

其害，导致两个民族之间整体性的紧张关系。彝族有句谚语：“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而汉区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见蛮不杀三分罪”、“蛮子当不得官，猪毛赶不上毡”。⑤

这种隔阂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部分少数民族对以汉族为主体新生政权的冷漠，甚至是敌视，尤其

是对于代表民族地区政治权威的少数民族上层来说，表现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冲突。这种矛盾和

隔阂不仅造成民族之间关系缓和的障碍，更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给新生政权带来巨

大的考验。

关于建国初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新生的中央政权也有十分清晰的认识。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８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次政务会议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乌

兰夫谈到当时的民族工作时指出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尽量减除民族间残存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和巩

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尽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步发展其政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维汉：《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政务院第６０次政务会议上的
报告），《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９７页。
目前对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还未见有专门的研究。不过，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成果较为丰硕，如 ［加］威尔

·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
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４期；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２０１０年
第２期；黄兴涛：《现代 “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２
年第１期；李飞龙：《婚姻习俗与国家在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调解机制研究》，《思想战线》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页。
冤家械斗是彝语 “吉泥吉舍”的直译，“吉泥”意为 “敌对”，旧译 “冤家”；“吉舍”意为 “械斗”，今仍从习惯，合称为冤家

械斗。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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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和文化”，并向中央建议 “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来京参观，以便进行教育”。① 时任西南局

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也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

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得好，就是成绩。”② 中共领导人的重视不仅说

明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隔阂的决心，更表明了民族之间矛盾与隔阂的严重性。

中共对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不仅是思想上的重视，更体现在实践层面。早在解放军进入凉山地区

之前，就被要求尊重少数民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初步改变了彝族群众

一见解放军就跑，甚至阻扰、围攻、偷袭部队的现象。在随后的民主建政中，吸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到新政权中工作成为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１９５０年成立的西昌协商委员会就主要以彝族
上层为主。彝族聚居地区的县及县以下的人民政权建设，仿效抗战时解放区的 “三三制”办法，其

人员构成大体是上层人士、民族干部、汉族干部各占其一。③ 通过几年的统战工作，民族地区上层人

士对新政权和国家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升，如雷波县宜西乡黑彝和白彝上层在１９５０年就开始向新政
权靠拢，１９５２年底被委派工作，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被派遣回到宜西乡工作，并且依靠民族上层开展普通民
众的动员。④

不过，即便如此，仍不能说少数民族上层对国家认同已经完成，摇摆不定和敌视新政权的少数民

族上层仍然大量存在。从凉山地区彝族上层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态度大体可分为三

类。

第一类是在政治态度上较为倾向新政权的民族上层。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其强大的影响和宣传，势

必会影响一部分民族上层的政治态度，其中情况又各有不同。例如，耍一木铁属于与旧政权交恶而倾

向于新政权的类别。他作为马边县乌抛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白彝、娃子⑤近４００户，枪４００多支，
因自身具有 “骨头硬，为人忠厚，善为家支间排难解纷”的优点，加之亲戚家支势力强盛，能号召

彝民千余户、枪千余支，在大凉山三河以达、牛牛坝、恩扎瓦西及马边挖黑地区享有很高威望，为凉

山多数家支头人所尊仰，其代表性仅次于阿支日根 （马边五大头人之首），为马边乌抛家五大头人之

一。民国时期，国民党向其叔父勒索白银２８００两，故交恶。１９５２年中央访问团到马边期间，耍一木
铁开始与访问团接触，后多次参加新政权组织的县、区头人会议，明确表态愿在政府做事，并欢迎政

府派干部去凉山开展工作。⑥ 而乌抛木溜则是属于在彝家失势群体的代表。他是抛阿土司家黑彝，此

人脑筋迟钝、短于词令、无活动能力，喜熏酒、吸大烟，家底很穷，依靠少数土地和娃子维持生活，

在彝区威望很小，为许多头人、白彝所轻视。早在１９５２年马边县建乡时，就与新政权接头，并被选
为乡长。但因新政权未能解决其要求的土地问题，长期不到职工作，新政权在考察其无实际威望之

后，又改选别人。⑦ 乌抛木溜的行为，可以用投机心理来加以解释，试图借助新政权来实现重塑威望

和重新崛起，目的没有达到之后即对新政权不再热情。

第二类是在政治态度上摇摆不定、惧怕社会改革的民族上层。因为中国共产党 “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和对有产者的革命实践，使得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的少数民族上层惧怕社会改革，政治持

观望态度。峨族格日就是典型代表。峨族格日是马边乌抛家白瓦峨干支黑彝，有白彝近百户，能号召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乌兰夫：《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当前民族工作问题报告大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

件汇编》第２册，１９５４年，第３７９—３８１页。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１日），《邓小平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４页。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６页。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调查组编：《凉山彝族自治州番波、马边、峨边等县彝族社会调查资料汇编》，１９６３年，第２
页。

娃子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耍一木铁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木溜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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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民百余户，枪百余支。为人正派善于说事，因得乌抛家五大头人之一花打木机的信任，威望很高，

为乌边马抛家第二等主要头人。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乌边县成立联合政府时，他就与新政权接触，被选为县
府委员。但因家财比较富裕，以及受花打木机的影响 （花打木机对政府有很深的怀疑心理），对新政

权思想顾虑颇大。虽然有所接触，但少和新政权联系，此后多半时间是在料理家务及办理家支内部事

情。① 乌抛拉龙是乌抛家一等头人，性情直爽，沉默寡言，为人忠厚，肯与人交往，喜爱应酬，在乌

抛家阿支日根、古哈日铁等多数大头人和彝民中印象很好，具有很高的威望。清朝末年清军进剿凉山

时，清军曾杀其叔父，造成了其对彝族以外民族的不信任，民族隔阂较深。后经新政府多次努力沟

通，乌抛拉龙随乌抛日铁、阿支日根出来与政府接头，态度有所转变。但由于他土地较多，有白彝约

百户，土地近千亩，家底富裕，因而惧怕 “分地、分牛羊、分银子”的社会改革。② 甘达宜是峨边甘

家有威望的黑彝，住大凉山挖里挖。在家族关系上，与西康阿侯家、树干家，雷波金区家等大家支是

亲戚关系。本人性情和善，会说善谈，家庭富裕，不仅有白彝１５０户，还兼管其幼弟白彝１００余户。
因打冤家屡次获胜而闻名，常为人排解纠纷，济贫困，处事公正，威望极高，彝民都称他 “心肝很

好”，为大凉山挖里挖第一领袖人物。与新政权接触以后，表示愿意靠拢政府，但害怕人民政府的社

会改革。③

第三类是对新政权抱有较强敌视的民族上层。这种类型的少数民族上层或长期以来对汉人抱有极

深的敌视，或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或曾经与解放军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因而对新政权无

法认同。花打木机和乌抛族铁父子即属于此类。花打木机能说善谈，拥有土地６０块 （约１５００亩）、
黑彝１０４户、白彝３５６８户、步枪约７００支，与西康阿候家、凉山水普家、峨边甘家等凉山地区上层
都是亲戚，威望很高，号召力广。花打木机对汉人仇视最深，素来就极不愿与汉人往来，甚至认为和

汉人说话都是低人一等，而且如果靠拢政府，深恐其他家支说他投降汉人而削了自己的面子。１９５２
年春，家支内部开会商议与新政府的对策时，曾一度积极主张反对人民政府。同年冬天，新政权工作

队准备深入挖黑地区工作，花打木机推病不见面，并拒绝工作队进入。乌抛族铁是马边县乌抛白瓦峨

干家黑彝花打木机的次子，凭借其父威望亦名声很大，其政治态度及思想动态与其父基本一致。④ 乌

抛日铁也是如此，他是马边县乌抛家五大头人之一，虽性情粗暴直爽，但肯济人之难，素来被称为打

冤家的能手，家庭世代富裕，本人即有白姓１７０户１２００余人、枪３００余支。在家族内部得到父辈的
认同和赏识，加之家支外部与西康阿侯家 （妻戚）及凉山恩扎家 （母戚）等大家支是亲谊关系，因

而名气很大。１９２９年其父普果古哈曾带领彝民人枪千余，烧杀三河口及雪口山等汉人居住乡镇。解
放后惧怕人民政府算老账 （他认为人民政府是汉人政府），疑惮甚大，不肯外出。后被国民党匪特周

开富操纵，对新政权的态度由犹疑转变为对立。１９５２年春曾与西康阿侯家及峨边甘家打鸡盟誓，组
织攻守同盟。１９５３年２月新政权工作队准备深入挖黑工作遭其拒绝，同月又密谋欲攻打三河口工作
队。⑤ 对新政权最为敌视的是甘木干维谷 （即黑彝木干），汉名郝孝忠。此人聪明果断，原仅有白彝

２５户，威望不高，因国民党杀死其祖父及叔父，激起其对国民党的反抗，而颇得众望，在峨边小凉
山彝族中威望甚高，被称 “硬都都”。建国初期其本人及兼管家支白姓约３００余户，并能号召阿侯、
阿支、乌

!

等家支彝民５００余户、枪５００支，为峨边甘家第一等人物。曾于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两度与解
放军发生军事冲突，后潜入凉山挖里挖，怀疑和恐惧心理十分严重，继而与峨边甘家克斯木切及马边

乌
!

家乌
!

日铁等有威望的黑彝上层喝血酒盟誓，组织攻守同盟。不过，１９５３年１月和５月，克斯
木切及乌

!

日铁先后与新政权接头见面，攻守同盟破裂，黑彝木干陷于孤立，其思想也开始动摇，通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峨族格日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拉龙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甘达宜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族铁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日铁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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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克斯木干 （专区民委副主任）等人的争取，并经克斯木干等１４人作了担保 （担保不杀），才于５
月１９日同其叔甘达宜到马边县与新政权接头。①

从凉山地区彝族上层对新政权的政治态度分析看，摇摆不定和敌视的类型占有很大比例。他们对

新政权缺乏足够的认同，急需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增强其国家认同感。

二、民族上层的观光与国家认同

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方面人士到内地参观，是增进少数民族和汉族间互相了解，密切边疆民族地

区和中央人民政府间联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采取的增加少数民族上层认同度的重要方式。这些来

自各民族的代表，有各级军政人员、农民、牧民、猎人、工人、革命军人和革命家属，有教师、学

生、文艺工作者，有活佛、王公、阿訇、堪布、喇嘛、土司、头人等。西南民族地区也是如此，他们

派出了各种参观团、学习团、观礼团到北京、上海、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凉

山地区仅１９５０年就先后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积极分子２７８０多人次，或到北京参加国庆和 “五

一”节观礼，或去省内外的大中城市参观学习。１９５１年３月，西昌地区以雷波县土司杨代蒂、大头
人乌抛大曲为首，组成了１５２人的川南民族观光团，赴乐山、泸州、重庆等地参观。１９５１年８月，
瓦扎木基、王海民赴北京参观，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的宴会。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９日，彝族知名上
层人士果基木古、阿侯鲁木子和木里、盐源的藏族、傈僳族代表，在北京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② 截止１９５２年末，凉山地区先后组织了以民族上层爱国人士为主的民族参观团近３０００人
次到北京和祖国各地的工厂、矿山、学校、医院、部队参观访问。③

乐山地区马边、峨边彝族参观团就是众多参观队伍中的其中一支，共有马边、峨边彝族代表１２
人，其中黑彝９人、白彝３人，此外还有陪同而来的峨边县副县长甘典诺记及工作人员６人、随员５
人，共２４人。这些代表主要由马边、峨边两县大家支 （乌抛、甘家）的代表性黑彝上层组成，具体

包括乌抛日铁 （专属民委副主任）、耍一木铁 （专区民委委员）、峨族铁日 （马边县府委员）、黑彝

木干、甘达宜 （两人系峨边一等头人）等。虽经长期争取，同意出来参观，但仍顾虑较深，产生了

所谓 “五怕”（怕旧制度改革、怕黑白彝平等、怕收枪、怕进军、怕彝汉通婚）。④

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参观团于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到达成都；７日乘车游览市容和公园，参观
望江楼高塔和人民公园；８日参观百花潭动物园、南郊公园和裕华纺织厂；９日下午政府领导设宴招
待了参观团；１１日上午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下午座谈，由成都市建设局局长介绍城市建设情况，
晚上谈心得体会并作赴重庆的动员工作。在观光过程中，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接待人员的细微照顾，使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

首先，观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明清以来，少数民族上层与

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缺乏交流，甚至极少走出其所控制的区域。此外，在参观高地灌溉时，峨族

铁日说：“我有生以来，只晓得树子才能朝天上长，做梦也不能梦见水能爬山，今天却真看见了。”

后又称赞：“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好，汉族又团结，又能干，才办的到。”在参观纺织、麦粉等工厂

时，也同样不断称赞。乌抛日铁则希望政府能支持他们办麦粉厂，特别是看见农业实验所喂的荷兰大

牛时，“表现出恋恋不舍，希望能给他们一只”⑤。在参观工业馆、农业馆、血清厂、纺织厂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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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甘木干维谷情况介绍》（１９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第７９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团结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２７８页。
省府民委：《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在蓉参观情况综合报告》（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省府民委：《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在蓉参观情况综合报告》（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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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人士普遍感到汉族不论在工农业生产还是医药文化上都远远领先于少数民族。彝族上层说：“汉

胞啥子也整得来，最稀奇的连水也会爬坡坡”，“有了机器，泥巴石头都变成了宝贝”，“牲口生了病

也可以打针用药医”。① 参观裕华纱厂后，耍一木铁反映：“过去我们穿了衣服还不知道怎样做成的。

今天才知道是汉族老大哥用机器制成的，这要不是毛主席的领导和汉族老大哥的能干，我们恐怕看也

看不上，还谈得上穿吗？”峨边甘达宜和马边峨族格日看了动物园后也称赞道：“汉族真是能干，连

吃人的野兽也管的住。”② 通过对大城市建设的观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表示 “要想过好日子，只有向汉族老大哥学习，依靠人民政府”。欧基迪曲

还说：“我们彝族工业是谈不上的，只是有个巴铁匠，农业也很落后，生产方式不如汉胞，我们是离

不开汉族的。”③。

其次，参观促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自觉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在参观过程中，少数民族上层人

士看到汉族地区建设的成绩，也希望政府和汉族能够帮助他们进行建设。耍一木铁希望修马边到挖黑

的公路，并强调 “如果政府因为我们民族间和民族内部不团结，而不修路的话，我负责回去动员百

姓听政府的号召，并解决与阿侯家的冤家问题，总之一定希望修路”；乌抛日铁更表示 “希望汉族协

助我们修，派一个彝族和一个汉族来管理，这样可以使彝胞有地方玩，省的他们闲着无事容易想方设

法做坏事”。④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还表达了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愿。马边县乌抛族

铁表示回去要动员父亲基打木机出来工作，并到北京参观。⑤ 有些少数民族上层开始对以往的行为进

行反思，曾有很大顾虑的彝族上层阿子日根说：“解放后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因而不敢出来，自从到

马边、乐山以后，各级首长一再给我们讲，尤其是来到成都又看了很多东西，思想上明确了，过去不

相信政府是不对的”，并表示 “希望政府多指示我们，使工作搞的更好”。⑥。

再次，细致的身体照顾和心理关怀，使得少数民族上层从个人情感上对新政权有了更强的认同。

新加坡学者崔贵强认为 “国家认同即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情感上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⑦。少数民

族观光团在参观过程中，新政权较好地做到了少数民族上层的身体照顾和心理关怀，使得民族上层人

士的个体和新政权的整体在情感上发生融合。在参观期间，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身体不适，引发了一

些疾病。在疾病发生之时，接待者立即安排医生对其进行细致的治疗和热情的服务，一定程度上破除

了彝族有病送菩萨、打牲口的迷信思想。补既摩格说：“我们彝族过去有了病就打牲口，一打十几条

牛也治不好病，而我们来到外面有许多人得了病，吃药、打针就医好了。”不少代表说：“过去有病

只知打牲口，认识到有病吃药才对头。”⑧ 耍一木铁的牙疼情况比较特殊，最初他医治牙齿的要求很

迫切，但因观光日程安排的限制未能及时解决，导致耍一木铁有所怀疑和不满，后恰逢去参观医院，

在观光当日牙科医生就帮其把牙镶好。⑨ 此外，心理疏导和情感关怀也十分重要。对新政权最为敌视

的黑彝木干就是在心理的疏导和关怀下态度有所转变。最初因曾经袭击过解放军，黑彝木干的敌视和

惧怕心理严重，即便后来跟随观光团出来参观也是抱着对新政权试探的目的，他认为 “彝人一没文

化，二语言不通，三没组织，共产党和我们团结，我们又有啥子好处呢？”瑏瑠 惧怕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在细节上就是对稍有不同于别人的待遇就反映很大，心理波动严重。在乐山时，因乐山专员没有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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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６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１９５４年２月８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６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１９５４年２月８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省府民委：《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在蓉参观情况综合报告》（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６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新加坡］崔贵强：《新加坡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教育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５页。
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６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四川省民委会：《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２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省府民委：《１２日赴渝前座谈记录》（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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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就认为是自己之前犯错误的原因。看到马边代表带烟比他多，就怀疑是因为有罪。他私底下跟

甘达宜表示自己会因为袭击过解放军而遭到报复。① 这种心理很快为访问团的组织者所了解。参观团

刚到成都时，接待者察觉到黑彝木干精神萎靡不振，立即进行了解，后知除晕车外，主要是因为在来

的路上，有一黑彝在车上小便，曾滴了尿在他身上，使其心里很不舒服。随行医生对其进行检查后，

发现其体温脉搏均正常，因而判断是心理问题。经过了几次思想工作，并在到成都之前进行座谈，一

定程度上化解了黑彝木干的心结。② 他表示 “政府永远和我们团结是真的，今后回去，一定尽我们所

记着的向彝民们宣传，政府待我们比亲父母还好，不过我们彝胞又没文化，也没有什么工人，不可能

很好的协助政府，只有多听政府的话，有什么工作，尽力去做办，不懂得多问首长，来报答政府”③。

最后，座谈、接见和交流可以使新政权更多地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由于观光期间

接待陪同者与少数民族上层较长时间生活在一起，这种日常的沟通了解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增进了两个

群体的情感和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上层也就比较容易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他们主要关

注建政、生产、干部等问题。从平武藏族自治区及北川县的少数民族上层反映看，部分民族上层人士

已经被动员起来，他们希望改变原有的土司番官制度，建立乡政权，因为直到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平武藏
族自治区就只建立了一个乡，其余５个部落还是解放后恢复的土司番官制度。为此，有的观光团代表
就反映 “这次未观礼时，有很多群众对我说，土司番官制度希望上级政府给一个具体处理，才能搞

好生产”。④ 再者，代表的意见也反映出新政权所倡导和推行的变革制度在民族地区受到了一些阻力。

比如换工组，由于藏区副业发达，藏民不愿成立换工组，即便成立也多垮台，甚至出现了平武全区互

助组全部垮台的现象。有些藏民在租佃关系上也有矛盾，由于解放后租额年年下降，由９０％下降为
１０％左右，且藏区佃户多系汉人，因而造成藏族地主的不满，他们声称 “土地自古是我们藏胞的，

解放后年年下降，以后怕没有了，今年让你们种一年，明年我们要收回自己种”⑤。最后，干部问题

亦十分突出。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矛盾很大，仅

１９５４年平武藏族干部因矛盾而回家生产的就有十多人，观礼的代表反映 “汉族干部会说，我们不会

说”，“所以做错了都怪民族干部，做对了都是汉族干部的，区长光给我们分配工作，不说如何搞，

这样倒不如回家搞生产好”⑥。通过观光团的座谈、交流和沟通，中国共产党能够了解到以往少数民

族上层不想说，或不敢说的情况，有助于新政权加深对民族地区的了解，以便对症下药。

三、认同由上层到民众的扩展和转向

能到大城市参观的人数毕竟有限，要想把祖国的伟大、建设的成绩和执政党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

少数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就需要在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将国家的意志传达给

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众。大众参与是增进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能够使民众在减少对地方权威信赖

和归属感的同时，转而认同国家并依赖国家的保护，从而在提升国家权威的同时也相应地获得公民认

同。⑦ 为此，观光活动之后代表一般都要作细致的总结和长时间的宣传。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越辒

县 （１９５９年更名为越西县）代表加拉神都、阿弥曲批、阿合巫和 ３人于 １９５３年 １２月外出参观，
１９５４年１月下旬返回。１月２６日，代表加拉神都将参观的经过向越辒县党政负责人进行汇报，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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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代表听了任部长谈话和游览市容参观人民公园望山公园后的情况汇报》（１９５４年２月７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１９５４年２月８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省府民委：《１２日赴渝前座谈记录》（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平武藏族自治区及北川县国庆欢礼代表情况反映》（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川档建川４８－７６。
同上。

同上。

贺东航、谢伟民：《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与制约因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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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研究如何在越辒县境内向民众传达，县委专门派马童玉协助宣传。① 实际上，观光后向民众宣传已

是一种常态，并发展为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甚至是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

越辒县的宣传和教育自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９日起开始进行，到２月２１日结束，历时２４天。首先在预
先通知集中的头人和群众中作了四次宣传报告，分别是二区瓦岩、顺河２个自治乡的群众集中在天家
屯 （二区区公所）作了一次传达；二区打土自治乡的头人和群众在廖雨平作了一次传达；三区侠达

堡自治乡的群众在海棠 （三区区公所）作了一次传达；伦定自治区包括宜地、新补、腴田、黑马４
个自治乡，恰逢自治区正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即在会上作了一次传达，会后再由他们向群众传达。这

四次传达以后，３名观光代表又在越辒县境内逐地宣传，尤其是在辖区内的二个自治区及各自治乡群
众会上作传达报告，听众 （黑白彝一起）共达６８７人 （其中妇女４９人）。② 这样几乎将全县的民众全
部囊括在宣传范围之内。

宣传和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照顾。观光代表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民

族地区的关心和照顾。比如组织观光本身，中国共产党将其制度化、日常化，并且费用全免，仅这次

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就花费４亿元 （旧币）。代表还可以免费去医院治病，阿弥曲批患肺病多年，

“在家中做和尚化了牛羊都是好不了，请一个沙马阿模和尚击了５个银子，他还嫌少不肯去”，后在
观光过程中由医院治愈。弥木冷固的夫人，眼睛得病，政府把她送到成都的医院进行医治，完全免

费，直到治愈，政府总计费用２０００万元 （旧币）。加拉神都还向代表们讲述了他们受到热情接待的

情景：“从家起身走到一地，一地欢迎，我们在家到越辒县城时，县上的首长办起好酒好菜来款待我

们，送我们一家一张毛巾，我们由越辒起身时，越辒各首长、各机关的同志组织腰鼓队欢送我们直到

南门城外，到西昌、雅安、成都、重庆等地政府都是一样的款待我们，请我们吃丰盛的酒席，并且首

长们一人陪一样，陪我们吃饭，给我们敬酒敬菜。”③ 讲完还不忘将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比较一番：

“假如以前国民党的话，我们给了见面礼，还得不到一顿饭吃。”。

另一方面是宣传祖国建设的各项成就。从凉山到成都、重庆的见闻，较为发达的交通建设直接影

响和吸引着受宣传和教育的少数民族听众。观光代表说：“从西昌坐汽车到雅安、成都，再从成都坐

火车到重庆，十几天的路，我们一晚上就到重庆，在火车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饭，边走边吃，不觉

就到了，真是安慰的很。”④ 这种语言的渲染使得少数民族能深切感受到外面世界的新奇。实际上，

仅从人口的规模看，１９５３年的成都已经拥有人口５８．０６万人，重庆市则高达１２４．８９万人，而此时
的乐山仅有６．４４万人。四川全省的少数民族人口一共才有１４８．７１万，大致等于重庆市的人口数
量。整个彝族人口直到１９６４年才达到９０万。⑤ 此时的越辒县及少数民族上层居住的乡村人口则更少，
这种差距的对比不言而喻。当宣传到工业建设和学校发展时，这种感觉的对比更大。

参观的１０１工厂 （铜铁厂）有工人１万多人，比我们整个越辒城内的人还多，一个钟头所吸的
水，要供给五六十万人用 （洗衣、煮饭、喂牲畜、烧水），如果像我们彝族妇女背水的话，那要十几

万人背水才能供给全重庆的人用，一天我参观了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这座房子建造就花了２００亿
钱，修这个大礼堂的钱，我们越辒县政府去年新修的那间房子，在越辒说来是最好的房子花了一个

亿，修这个大礼堂的钱，相当于我们要修政府那样的好房子要修２００个，大礼堂的伟大建造完全是用
钢架子和水泥做成的，要容纳万余人，这个大礼堂整个的房子，比我们越辒城圈圈还大，里面又有大

的红楼柱就有２８０多根，墙壁都是大理石镶成的，花花线线很好看。谈到这里听众们呆呆的望着，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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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民委党组：《１９５３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川档建川４８－４。
同上。

民委党组：《１９５３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川档建川４８－４。
民委党组：《１９５３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川档建川４８－４。
刘洪康：《中国人口 （四川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０５、３１８—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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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头叫唤 （阿八），羡慕之情溢于言表。①

国家认同本身就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当

台下的听众做出 “呆呆的望着，伸舌头叫唤”的表情时，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国家

建设的成就所吸引，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观光后的宣传和教育得到强化。当观光代表谈及拖拉

机犁田时，“拖拉机不如像牛要生的有气 （是说不像牛一样只要断了气就死了），又不喂他们草和粮

食，并且犁的时候还比牛犁的深，人只需要在机器上，把机器一扭一扭的干起来了，如像在埂都母

（意思是做耍样的）”，此时观光代表已经带着台下的听众一起憧憬他们 “用上新式农具甚至拖拉机”

的美好明天。②

此外，观光的少数民族上层还传达了参观过程中领导讲话的精神。在西昌、乐山、成都、重庆等

地观光时，当地的领导都阐释了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代表们观光以后，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宣

传教育和解决。比如在宣传不要打冤家时，观光代表就表示 “彝族内部不要打冤家，有啥事情，应

到政府来解决，打冤家只有害处，并无一点好处”，并且举例说： “你看日雷威哈自己发动打冤家，

政府的刘县长、雒政委亲自去解决，不听政府的话，后来打来打去把自己打死了”。③ 这种通过观光

而将蕴含着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国家治理之策带回到民族地区，由观光代表传达给其他少数民族上

层和普通民众的方法，要远比由外来汉人进行宣传和教育有效的多。

随着建政推进、党组织发展、经济援助和救济、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措施，国家权力向基层社

会不断延伸，民族地区的普通民众也逐渐被动员起来。这些措施，包括组织少数民族观光在内，实际

上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观光团的构成发生了很

大变化。从１９５０年乌兰夫向中央建议 “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来京参观，以便进行教育”开始，少

数民族上层人士一直是观光团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不过，１９５４年到成都参观的人员构成就发生了转
向。如仅从四川省的１２６０人看，大都是各民族的学员和积极分子，上层人士总计未超过１５０人。④

那么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外的其他群体是什么人呢？主要是普通民众。四川省民委指出：“为了

配合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和相应的开展文教、

卫生工作，根据四川省委指示，１９５５年国庆节参观团，除继续组织了一部分新开发地区的中上层人
物外，主要是各民族地区在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英雄模范和区乡干部。全国代表共２８５
人，计藏族９９人，彝族１４８人，苗族 ４３人，回族 １４人，羌族 １５人，汉族 １６人，其中上中层占
１４％。”⑤ 由于参观人员的变化，其观光内容也随之改变。组织少数民族上层观光的主要目的是政治
教育和政治认同，所以选择参观学校、工厂、市容、医院等；普通民众则不一样，他们参观的目的是

学会技术，以便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的是 “增强建设本地区的信心和丰富

生产知识，使之回去后能对当前民族地区团结、生产工作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所以在参观内容上以学

习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同时了解祖国在工业、文化事业方面的建设成就”⑥。到１９６０
年，贵州省铜仁地区选派参观团的对象特征更加明显：赴北京观礼的选派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或第一社

长为主体，可照顾省级劳模；赴外省的选派公社管理区第一书记、第一主任；到贵阳市的选派生产队

长、支书。⑦ 在这其中，已经很难看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身影。从１９５０年组织参观以少数民族上
层人士为主，到１９５５年主体的改变，再到１９６０年很难看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身影，这种转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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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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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党组：《１９５３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川档建川４８－４。
同上。

同上。

《四川省１９５４年少数民族参观工作总结》（１９５５年２月），川档建川４８－７５。
《１９５４年国庆节四川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工作简结》（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川档建川４８－７６。
同上。

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９０—４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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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反映出少数民族上层对国家认同的实现，实际上也可以判断此时国家在民族工作中的主要对象

已经是少数民族普通民众。

四、余　　论

在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外出观光中，新政权依靠情感上的联络和现代化建设的吸引，使得少数

民族上层人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认识 （或是摇摆，或是敌视的态度）。不过，这种意识上的认

识到底在个人的行为选择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可能需要去重新考量。民族政治关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

和政治权利，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所以民族政治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利

益关系。因此只要涉及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利益，少数民族上层就会重新在这种意识和利益之间做出

选择。

其实在观光过程中，少数民族上层已经表达了对社会制度变革的担心。在马边、峨边少数民族上

层代表团赴渝前的座谈会上，峨族格日就说：“我们希望今后政府的政策不要变就好了，如果政策不

变，我们永远也不变。”② 即便是政治态度较为倾向新政权的民族上层也是如此，耍一木铁表示 “我

们希望政府的政策不变，如土地改革、彝汉通婚、发动娃子不听指挥等问题”，“如果政策变了，对

我们不好，那是不对的，我们希望首长给我们说明这些问题”。身为白彝的喀达也不同意改革社会制

度，“峨边有些汉人讲，现在彝区不改革，等二天黑彝木干出来了，就要搞改革了。这话是真是假，

我们不了解”。③ 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表达自己的疑问，黑彝木干和耍一木铁见住到招待所里的藏

族上层人士买了一批东西后，就问 “这些是你们自己的吗？听说你们钱多，牛羊多，是真的吗？”乌

抛日铁在裕华纱厂时，因该厂系公司合营，曾问 “私人还有这么多钱吗” “钱这样多又怎能花完”

“给政府上多少税”。④ 其实以上的疑问都说明少数民族上层对新生政权和社会制度改革的顾虑。

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推行，果然发生了反对民主改革的事件。１９５５年底，峨边县彝族出现
了大规模叛乱，约有５股６００余人，其中规模比较大有两支，并且这两支的领导人都参加了参观团，
分别是黑彝木干和乌抛日铁，黑彝木干甚至还到过北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以黑彝木干为首的约

３００余人，以乌抛日铁为首的有１４０余人。⑤ 叛乱中彝族奴隶主参与度很高，峨边全县彝区共有奴隶
主１８２７人，其中参加叛乱的有３９７人，约占２１．７２％。⑥ 为什么彝族上层人士对社会改革如此担心，
甚至最终选择了叛乱？实际上还是根本利益的问题。曾在１９５０年代参与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的李绍明
这样解释后来四川藏彝地区的叛乱：“１９５６年改革试点之初四川藏彝地区就发生了叛乱，不仅是彝族
地区，还包括康巴地区。在藏区是农奴主的叛乱，凉山是奴隶主的叛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把他们

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决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虽然改革的条件很宽松，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保

留他们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挖底财，政治上进行安排。这同汉区还不一样，汉族的地主是扫地出

门，是敌对分子。这里是按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奴隶主还享有正当的公民权。这里是以缓和的方

式进行改革。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叛乱，原因还是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⑦

通过对少数民族上层观光团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单结论。

第一、观光团是国家意志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汉族地区，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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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５０页。
省府民委：《１２日赴渝前座谈记录》（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同上。

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１９５４年２月８日），川档建川４８－７７。
政协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峨边文史·黑彝木干专辑》第１３辑，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９页。
同上，第２３４页。
李绍明：《大小凉山之彝族奴隶社会》，《当代史资料》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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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控制和乡村治理的目标。河北的五公村和山西的张庄都是由于工

作队的进入而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重新整合，并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① 在民族地区，来自外部力

量的工作队很难进入，观光团就成为变相的工作队，成为国家意志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观光前，新政

权需要对参加观光团的代表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代表性一定要广泛，不仅要是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权

威，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还要是政治认同可能发生改变的群体。在观光中，新政权会组织大小不同

规模不一的座谈、接见、欢迎会，不断的讲解国家的各项政策，试图将国家意志传达给观光者。观光

之后，观光代表还要向本地区的民族上层和民众进行传达和宣传，并逐渐常态化，实际上这种观光后

的宣传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甚至是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意志

就由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传递给了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

第二、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是发动普通民众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权威结构和

行为习惯，很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样，对外来的汉人持有一种排斥

和敌视的心理。他们即便被动员起来，也很难掌握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刘格平也强调，对于民

族地区 “我们一下子从下层着手，就要出乱子”。他举例说：“康定县派几个干部到关外某村进行调

查，接近了一部分群众，当他们离开该村后，上层即要驱逐这一部分人，因为他们接近了汉人，幸及

时宣传和解释后才未酿成乱子。”② 直到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还在强调 “要发展和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

工作，一定要首先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宗教首领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通过这些人物或经

过他们同意后，再去发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群众”③。也就是说，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和劳动群众的

发动有着完全不同的先后顺序，只有先联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才能去发动劳动群众。最终的实践

也证明，在取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认同之后，普通民众的发动就变得相对容易。④

第三、观光活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数民族上层对国家的认同。虽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研究

者指出，解放前少数民族认同的程度并不高，“只有可数的几个 ‘少数民族’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

即 （是）参战，意识到自己属于某某族的少”⑤，国家认同只是在一种趋利的心态导向下，出现的对

外来势力的抵抗，并产生出抵抗理论。⑥但西南民族地区未必完全符合研究者的分析，少数民族上层

的态度以及彝族与汉族的关系，很好的证明了政治认同是可以转变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利用各

种途径试图将国家治理理念根植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上层观光团就是重要的实现手段，通过少

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观感，通过情感上的照顾和心理的慰藉，通过座谈会的交流与

了解，通过观光后的传达和教育，使得少数民族上层在增强政治权利、建构政治角色、融合政治关系

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促进其在政治、制度、规定等多方面达成共识，最终提升了民族上层人士对国

家的政治认同。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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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
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对接近与团结少数民族的体会》，《西南工作》１９５０年第２５期。
《必须树立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长期合作的观点》，《西南工作》１９５２年第１３６期。
进入合作化时期，国家对民族地区习俗的改造就是证明。有关讨论参见李飞龙：《耕牛、国家与民俗：合作化运动中对 “吃牯

#

”民俗的改造》，《河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１９４５年的 “民族论”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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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化自信思想

李炼石

【摘要】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化问题，认为近代以来面对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论

和教条主义等错误的文化思潮，中国人迫切需要树立文化自信。毛泽东从文化的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

创新性和生活化等角度，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如何可能”问题给出答案。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的丰富思

想启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立足现实、面

向未来。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４９－０８

作者简介：李炼石，山东济南人，（北京 １０００１７）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实习员。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

念。在领导中国人 “站起来”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第一次对关于中国文化的

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解答，认为中国人迫切需要并且有充足底气具备文化自信。他自豪地说：“自从中

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

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 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伟大意义已经由历

史做出了证明。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讨文化自信问题，也可以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一些有益的

启示。

一、毛泽东论文化自信 “为何必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对中国如何救亡图存、未来将向何处去的问

题，各种思想流派先后登场。这些思想在内容上各有区别，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

全盘西化思潮。前者最早表现为洋务派的 “中体西用”论，固守封建文化而不敢跳出 “祖宗之法”

的窠臼。进入２０世纪，这种思潮又以 “尊孔读经”、“中国本位文化”论、“新生活运动”的面目出

现，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用作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的工具。全盘西化思潮发端于严复等改良

主义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这种思潮认为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古今的关系，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

化。比如其代表人物胡适认为 “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②，只有先 “认错”方能虚心引进西

方文化，以 “救这衰病的民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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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１６页。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３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６页。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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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正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的。在长沙学习期间，毛泽东

的文化观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观总体上看还没有超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他对包括各种封建主义

文化复古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①，所谓 “中体西

用”根本无法挽救国运，只是 “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②。毛泽东认为，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

源并不是一些人所谓的 “人种不如外国人”，而在于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受到封建压迫，

“中国所以诸般事情都办不好，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

习”。③ 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观的同时，毛泽东对西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一度发生兴趣，

曾认为要靠 “得大本”的英雄人物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以 “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

全国之思想”④，如此即可挽救民族危亡。

然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逐渐认识到，在内无民主外无

独立的中国，文化的变革绝不是少数英雄人物通过办学会、办报纸进行思想启蒙能够完成的；只有依

靠人民大众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建立新文化。他从主张思想启蒙

转向举起革命的旗帜，意识到自己一度向往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真正能够扭转民族命运的新文

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

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⑤

在追求这 “新文化的小花”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度像同辈人一样，为了强调新文化的革命性而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持比较激进的主张。但他很快发现，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选择了社会

主义的文化方向，但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中国未来的

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些机械和生硬，难免忽视了文化

的民族性和继承性。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更是发现那种机械教条的做派逐渐演变为严重的教条主

义错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明等人迷信马列主义经典文本和苏联革命的教条，一种盲目崇拜 “钦

差大臣”和 “洋八股”的教条主义风气正严重危害着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建设，共产党人还没能真

正扭转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被动、自卑的文化心态，还没有自信摆脱教条束缚，去探索一条适

合中国的文化变革道路。

可以说，毛泽东没有将文化问题仅仅局限在 “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等层面，而是始终将文

化问题视作民族精神状态、整体素质的大问题。正因此他才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信对危亡之中的

中华民族的紧迫性，“复古的路”、“西方的路”和 “教条的路”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开放性缺乏

信心，乃至根本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都反映了自卑的文化心态，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

人能否具备文化自信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否延续下去、未来将如何存在等严峻问题。毛泽东认为，

中国人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把文化的变革作为革命的一部分，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清算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 “老八股”、 “老教条”和 “洋八股”、 “洋教

条”，破除那种 “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⑥ 的自卑心态。只有这

样中国人才能真正在思想上、心态上 “站起来”，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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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８６页。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３９３页。
《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８６页。
《发起文化书社》，《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４９８页。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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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论文化自信 “如何可能”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诞生在民族救亡中的革命的文化观，是当时社会生活和历史理性的

必然选择，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要解决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

想正是溶解在这种革命的文化观中的重要成分，它解决的是让中国人通过革命在精神上 “站起来”

的问题。这个明确的价值指向在革命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是贯穿始终的。那么，在中国人普遍缺乏文

化自信的那个时代，毛泽东为何认为中国人能够树立文化自信？在他看来中国人重建文化自信的底气

和条件是什么？这是值得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化的人民性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曾寄希望于 “得大本”的圣贤人物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以救亡图存，而接受马克思主义

后他抛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实现了由精英主义、英雄史观向平民主义、群众史观的根本性转

变。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出发，把文化放在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加以研究，从本质上区分了

不同阶级属性的文化，认为判定一种文化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在于判定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

要求。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和文化变革中建立了具有人民性的

新文化，革除了中国文化延续已久的精英主义、脱离人民的弊病，实现人民在文化上的翻身做主，这

便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主流是地主阶级精英主义的文化，文化更多地是有钱又有闲的少数人的自我

表现和自我消遣，其创作者、欣赏者以及形式和题材大都与百姓大众距离甚远。近代特别是五四以

来，文化虽出现了平民主义的倾向，但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态度描绘社

会大众。长久以来人民大众没有文化、感受不到文化的鼓舞和教育，更谈不上自信；同时文化创作也

因脱离人民而失去根基。近代以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更凸显了文化与人民的疏离与隔阂。对此，毛

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

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①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

民却成了渣滓。”② 他从文化的人民性的观点入手，指出当代压迫人民的元凶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

建文化，它们分别是 “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和 “反映半封建政

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③。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中国人民应当建立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它代表反帝反封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属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具有

彻底的人民性的文化。毛泽东认为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④，就是要理直气壮地 “把

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⑤。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着力扭转中国文化的精英主义倾向，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

体，实现了现代文艺的 “价值转向”⑥。他始终强调文化的人民性：文化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

用。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场会议上，朱德说革命军民 “有功又有德”，文化理应服务于人

民。对此毛泽东立即表示赞同，说 “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⑦。他在随后的讲话中又反问那些不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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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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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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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９页。
《致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７８页。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９５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６７页。
《致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２７８页。
参见罗嗣亮：《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９７页。
《朱德年谱 （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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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群众的知识分子：“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① 在毛泽东看

来，应当是群众选择、评判文化，而绝不是文化选择、评判群众；人民群众应当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

文化。通过倡导具有人民性的新文化，一方面人民群众从奴隶、旁观者翻身成为主人、主角，扭转了

自卑、被动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文化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②

的病症也得到了医治，文化衰弱、病态的历史终结了。文化回归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在毛泽

东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能够自信的底气。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渗透着 “人民本位”的鲜明色彩，

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人民力量的坚信。

（二）我们的新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 “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时代性与文化

自信

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界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外文化是古今关系还是中西关系的问题。如梁

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否认中西文化发展程度存在高下之别，因此否认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必要

性；与之相反，胡适等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就是古今的差异，所谓现代文化就是西方文

化，因此中国文化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

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有关中西文化的时代性等问题，认

为文化因其阶级属性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和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分别

是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前者与后者存在着 “代差”，而这正是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陷

于被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比如，梁漱溟曾在他的 《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造

诣都很高，双方没有高下之别，毛泽东反驳道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

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③。

在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失败原因的基础上，毛泽东从文化的时代性的角度对新条件下的中西文

化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人应当具有文化自信。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新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之

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是 “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④，它已经属

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就如同资本主义文化对旧中国的封

建文化那样领先一个时代，“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

世界”⑤。毛泽东还指出，在这种新文化的指引下，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先后打败了北洋军阀、日本帝

国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蒋介石集团⑥，新文化较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强大威

力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因而中国人民完全应该具有文化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中国一时还 “一穷二白”，“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⑦，但是我们

的新文化是克服了资本主义文化内在弊端的、比西方更加先进的文化，中国人在这个意义上已然告别

了文化上落后西方整整一个时代的窘况。可见，毛泽东对文化的时代性的认识是牢牢建立在马克思主

义立场之上的，他充分相信 “真理在我们手里，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⑧。正是基于

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的笃信，毛泽东认为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自卑、抬不起头的

屈辱历史结束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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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７８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６７页。
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９５页。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５１６页。
同上，第１５１５页。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４３页。
郑惠、朱永红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政治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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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

（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自信

在 “西学东渐”和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救国心切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吸收、介绍外国思想文化

时常常不遗余力，仿佛越是照搬来的外国文化就越是先进，而一遇到本民族文化就底气不足。与之相

反，强调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呼声又总是被文化保守主义的逆流劫持。面对当时各种文化思潮的交织和

碰撞，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了 “古今中外”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

题，主张中国人应当自信地坚持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

毛泽东从这个角度强调文化自信，突出地表现在他反对党内教条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思想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

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

结合起来。”② 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纠正共产党人亦步亦趋的自卑心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

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

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努力在党内外都曾有人表示疑虑，苏共甚至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民族主

义的路线④加以批判。毛泽东却始终强调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⑤，主张中

国共产党完全应当有自信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的、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在文艺政策方面反对亦步亦趋、僵化教条、“毫无主见”⑥ 的做派，提出了 “双百”方针。针对

党内的疑虑，他批评当时一些干部担心 “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慌了手脚”⑦，强调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完全有理由自信起来： “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

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⑧

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在文学艺术方面，毛泽东也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关乎文化自信的大问题，充

分肯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及坚持新文化的民族化发展方向都能够使中国人具有文化自信。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充分肯定民族文化遗产的优秀成分。他认为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

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

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东西，包括内容和形

式都是值得继承的 “珍贵品”。比如，他曾指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思想内容 “有人民性的一面”，孔

子的 “正名”思想 “具有片面的真理性”。毛泽东强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绝不能妄加

否定，而应当对其价值具有信心，充分肯定并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是 “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

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相反， “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

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是错误、有害的 “奴化思想”。瑏瑠

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发展新文化要体现鲜明的民族性。列宁曾表示革命文化有着鲜明的批判

性、革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民族特性；针对 “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传统

的论调，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 “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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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５１６页。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４页。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４页。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５页。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１６９页。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４２页。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１６７页。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０５页。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２１２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毛泽东继承了这些思想，充分肯定新文化的民族性：“艺术的基本原

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

的法则。”② 延安时期，他表示新文化是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带有鲜明民族性的新文

化 “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的”③。他认为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新文化能

够鼓舞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塑造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让中国人在精神上 “站起

来”，因此文化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

不好”④。

此外，毛泽东在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谈文化自信，并不是在封闭、孤立的角度思考的，而是始终

强调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怀有自信，即相信中国文化具有吸收、融合外国文化的能力，

并且敢于自信地走上国际舞台。例如，毛泽东要求欢迎外国友人来华访问的演出中必须有京剧、昆曲

等民族戏剧；中国艺术团在海外表演赢得赞誉，他也不忘强调这正是因为演出内容中有中国自己的东

西，相反如果全演外国的东西就不会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充分掌握本民族文化

的话语权、筑牢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根基，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方能真正扭

转自卑的文化心态，拥有文化自信。

（四）“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文化的创新性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一种革命的文化观，注重对现实进行变革和重塑是其鲜明的理论品

格。他力图改变、扭转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被动自卑的状况，认为必须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⑤，

把文化的发展视作一个扬弃旧有文化成果与自主创新的统一过程，具体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方法清算本民族传统文化，广泛借鉴外国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

创新。而无论在继承、借鉴还是在文化创新发展的环节上，毛泽东都始终强调文化自信。

在批判继承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

一份珍贵的遗产。”⑥ 这里的 “继承”就是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

其民主性的精华”，是 “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 “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

条件”。⑦ 在借鉴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⑧，但 “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

收”⑨，这样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不仅不会导致怀疑、否定本民族的文化，而且能够使本民族的文化焕

发新的生机、实现新的发展，“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

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瑏瑠。比如，抗战时期音乐家冼星海等人

融合西方音乐元素和中国革命题材创作了 《黄河大合唱》，毛泽东在演出现场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

声喝彩，在他看来这就是自信地借鉴外国文化又反过来鼓舞本民族文化自信的范例。

继承和借鉴都是为了新文化的发展创新，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文化观显示出更加鲜明的文化自

信的特质。长久以来，中国文化有着比较明显的 “崇古” “摹古”甚至 “颂古非今”的传统，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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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凡古皆好”甚至 “越古越好”，近代以来的文化复古思潮正承袭了这种弊病；同时，近代以来的

“西学东渐”又使一些中国人感染了崇洋媚外的习气。毛泽东认为，无论是迷信中国古人的文化还是

迷信外国人的文化，都是对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这些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创新和现代

化，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格格不入。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强调继承古人和借鉴西方

都是手段，发展人民自己的新文化、进行文化创造和创新才是目的，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向古人学

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当代的新文化 “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

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①。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新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中国人就能

够克服对本民族旧文化的抱残守缺和对外来文化的 “唯洋是从”这两种自卑的文化心态，在文化上

真正建立一种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信态度，树立文化自信。

（五）社会生活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化的生活化与文化自信

倡导文化的生活化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生活化的文化才是优秀的文化，

也正是这种文化能够医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空洞、缺乏社会生活深度和广度的弊病，从而感召和鼓舞

人民群众在文化心态上 “站起来”。

近代以来文化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现象一度相当严重，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脱离社会生活的文艺风

气是无根基的、“浮萍式”的，患有 “严重的贫血病”②，等等。正因为文化界存在的这种弊病，毛

泽东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总体评价并不高。他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做了这

样的描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唯有人

民的社会生活才是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

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③ 毛泽东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是有着社会

生活基础的，大量存在的缺乏生活基础、片面注重形式的 “艺术至上主义”的文艺是 “空虚的或者

有害的”④，唯有提倡文化生活化能够让人民群众认同新文化，在文化上自信起来。

从文化生活化的角度思考文化自信问题，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他提倡文艺工作者走出

庙堂、走进乡村，主动投身人民生活。比如，延安时期曾经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丁玲等响应毛泽东的

号召深入人民生活并创作出全新风格的作品，毛泽东十分欣慰，立即给予高度评价：“我替中国人民

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⑤ 之所以要 “替中国人民庆祝”，原因在于文艺下乡促进了文

化回归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创作出来的新作品能使人民群众 “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能够鼓

舞人民群众的 “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⑥，能够极大地振奋中国人民的斗争士气，扭转自卑心态。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提倡人民群众立足生产生活自行开展文化创作。在他看来，文艺走下庙堂、

走入群众无疑是必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毕竟还是接受者，要真正实现文化的生活化还必须发动

身处生产生活一线的人民群众去自行挖掘、提炼生活中的鲜活文化。例如，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期间，
毛泽东一方面组织人收集了不少写四川的古诗词，另一方面又表示这些诗 “净是古董”，认为中国新

诗的发展出路 “第一条是民歌”⑦。此后，一次有组织地搜集、创作民歌的全国性运动在毛泽东的提

倡下开展起来。尽管这个运动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毛泽东倡导这个运动的最初用意却值得思考：发

挥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让文化充分生活化并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建立人民群众对社会

主义文化的认同，有助于扭转劳动在人民文化上的被动、自卑心态。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１５４页。
何其芳：《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月报》１９４１年第４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６３页。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１７页。
《致丁玲、欧阳山》，《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２８５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６４、６５页。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３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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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启示

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纯学理问题，而是事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

途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的思想，我们能够得

到一些启示：

第一，文化自信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今天探讨文化自信问题仍然不

能忘记，毛泽东正是以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解决当时的文化问题，促使中国人在精神上 “站起来”的。

当前仍应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马克思

主义成为文化自信的科学理论支撑。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的斗争形势，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警惕那些假借 “复兴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救中国”之名兜售所谓 “以儒代

马”的错误思想以及夹带封建迷信私货的做法，警惕文化心态上陈腐、自大、排外的保守主义和民

粹主义倾向，科学、审慎地对待文化自信这个重大命题。

第二，坚定文化自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文化为人民，是毛泽东文化观最重要的品

格之一，也是从毛泽东时代至今贯穿始终的。习近平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 “够资格”和 “不够

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①，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

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让人民享

有、评判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获得感，使人民在享受文化中获得愉悦，找到精神家

园，增强自信心。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不应该一味地 “向后看”，更多地应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现在不少人每

每谈及文化自信就落入盲目崇古甚至 “颂古非今”的漩涡，沉醉在列祖列宗的文化遗产中满足于

“曾经拥有”，这种思维是有害的。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启示我们，继承和借鉴都不能代替文化创

作和创新，中国文化要想在当代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应当更多地坚持一种 “向前看”的创新精神，

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以 “能不能解决今天中

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

益精神财富”② 为衡量标准和目标导向。“文化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

聋发聩的声音，相反，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这样的

文化只能被时代淘汰。”③ 只有立足现实对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文化进行转化和改造，特别是对传统文

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才能避免成为一个民族的自我陶醉，文化自信这个重大

命题才能真正展现其魅力。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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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刘奇葆：《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文脉》，《求是》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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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陈晓斌

【摘要】建国初期，毛泽东对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进，充分展现了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和

效能。在理念上，人民民主体现了 “做事能力”的原初民主意涵；在意图上，人民民主着重于限制 “利益

博弈”的良性治理思路；在效能上，人民民主有益于推行 “政治教育”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方式，其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这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

有可行性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正确方向的历史前提。

【关键词】人民民主；做事能力；利益博弈；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５７－０７

作者简介：陈晓斌，广东揭阳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当代西方左翼正义理论及其对我国共享发展的启示研究”

（１７ＡＫＳ０１６）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政体是 “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是一定

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①，并且认为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

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②。在毛泽东的政治构想中，中国采取的政体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实

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选举政府。这才能适合当时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

指挥革命斗争，也才能防止国家政权变成 “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结果。基于此，毛泽东始终对西方

的议会制和 “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不太认同，而是着力于推行 “议行合一”的制度设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许多地方尚无条件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故而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文简称 《共同纲领》）规定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

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召集并 “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③。当时的政务院也颁布了大城市、县、

区直至乡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 《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建国一周年之时，

全国８０％以上的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些代表会议起到了联系人民群众、贯彻政策、教育
干部、推进工作的良好作用。直到１９５３年底中央推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工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才完成其历史使命。相对于更为正规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暂时性、过渡性质

非常明显，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它 （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应现实状况的时效性恰好益

７５

①

②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７７页。
同上，第６７７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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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贴切把握共产党主导的民主实践的动机、意图和效能”①。事实上，在民主的理念、意图和效

能上，更为正规化、制度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超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只是更为严密、完善地改

进了后者，使之更符合民主建政的使命。因此，笔者将结合毛泽东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

行，来分析理解人民主体政治观主导下的政治民主实践的理念、意图和效能。

一、理念：体现 “做事能力”的民主

美国古典学家乔赛亚·奥伯在关于古希腊民主的研究中认为，民主制作为一种政体是 “伴随着

革命时刻人民对自身的历史性自我肯定而诞生的”②，它不仅指称 “人民的权力”，而且意味着 “拥

有权力的人民”，即民主 “不仅仅是指控制公共领域，也是指在公共领域内行动的集体力量和能力，

实际上也是指通过行动重组公共领域的集体力量和能力”③，所以，如果人民要长期保持这种做事的

“集体力量和能力”，即要使人民在公共领域能够经常性的在场，那么就不能仅仅把民主的原初理念

理解为 “多数决”。对公共政策进行 “多数决”的投票当然重要，这也是 “集体力量和能力”的展

现，但这种政治形式不可能让人民以常规化、制度化的方式拥有可持续的政治能力。可见民主的原初

理念在于 “做事能力”而非简单的 “多数决”，“多数决”只是 “做事能力”的一种体现形式。就此

而言，民主至少蕴含着两个要领，一个是民主意味着符合和体现人民的意志，另一个是民主意味着能

够最大限度的集中集体的力量和能力，因而民主应该是价值诉求与效率追求的统一。把民主理解为以

赞成、反对和弃权为核心形式的 “多数决”并不能实现民主的这两个要领，即不仅不能如实地以合

乎人民意愿的方式去实现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集体智慧，反而有可能陷入劣质化

的利益博弈。所以若要实现民主的两个要领，就必须把民主从 “多数决”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寻找

另外的实现方式，这些实现方式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的意志和智慧的经常性在场，或者说至少保证人民

的意志和智慧在公共领域的经常性出场。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必须改造旧有的领导机制和管

理机制，使其能够接近群众、动员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必须构造出群众有效参与

决策的运作机制，并形成一定的决策修错机制，使得群众不仅能够参与管理，而且能够修正错误的决

策，及时挽救决策失误的损失；三是必须持续不断地提升群众的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各项素质和能

力，更好地发挥和获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从毛泽东对 “议行合一”制度的认同和对各界代表会议 （原先称为 “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

和推行来看，其对民主的理解与追求非常贴合这一理念。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中华民国也实行过议会制度，但实践起来却相互掣肘而且成为 “少数人所

得而私”的 “私器”，所以他说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④，并多次引用孙

中山评价西方议会制的观点，即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

民之工具”⑤，以表示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拒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苏

维埃 （代表会议）有利于发展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其写于１９３４年的 《乡苏怎样工作？》一文

就很支持乡苏工作中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群众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既能够使全体代表负起责任

来，领导居民群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又能很快将苏维埃的决定传达给群众，并及时吸收群众的意见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程凯：《“实质民主”———从１９４９年前后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０１：
作为人间事件的１９４９》，北京：金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１页。
［美］乔赛亚·奥伯：《“民主”的原初含义：做事能力，而非多数决》，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

树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页。
同上，第７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５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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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群众的困难，很快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由此，他强调 “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

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

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①。代表会议这

种 “议行合一”的制度也因其能够广泛代表群众和集中动员群众，实现高度的 “做事能力”，一直备

受毛泽东的重视。１９４８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力推这一制度经验：“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
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 （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

验。”②

这一 “极可宝贵的经验”在共产党 “接管天下”的过程中发展为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

“军事管制时期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③，除了确实有助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之

外，其在社会重组状态下，能够实现稳定秩序、解决问题的 “做事能力”的民主理念，是一个更加

重要的因素。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９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报告了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
验，毛泽东第二天就批转，并认为该报告 “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④。薄一

波的报告一开始就指出各界代表会议以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课题，诸如解决原料供给、产品推销、劳

资关系、粮食供应等紧切各阶层群众利益的问题，提高了各界人民对人民国家与地方建设事业的责任

心与积极性，结果群众勇于执行，且能执行得通。中间总结这一经验的时候，他又强调 “每次会议，

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要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

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执行决议，是一个

关键”⑤；反之，政治报告和决议又 “好”又多，却不解决问题或执行不好，则不受代表和群众待见。

报告的最后，薄一波还重申了代表会议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可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建国初

期民主的实现形式，其背后最根本的理念就是要让人民在公共领域确立起主体性，并彰显人民这一政

治性主体在公共领域中具有 “做成事情”的集体能力。这一点基本上是当时共产党人的共识。例如，

１９４９年８月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就讲：“问题在于人民善于运用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自
己的问题，不是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不是公民登记如何。”⑥ 而经张闻天审改的区村干部通俗读物

《人民代表会讲座》更直接说：“开好人民代表会的中心关键，用一句话说，就是发扬民主，解决问

题。”⑦ 毛泽东后来就召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

东局、西北局等的电报更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

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

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⑧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那里，民主既是价值，也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这是民主所要达成的最

高目的。这也意味着民主是一种以合乎人民意愿的方式去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过程。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４３页。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０８页。
《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３页。
《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第３２—３３页。
刘少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６页。
张闻天：《怎样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张闻天文集》第４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卷，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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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图：限制 “利益博弈”的民主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２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 《共同纲领》草

案的起草经过和主要特点，其中就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他指出 “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

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

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

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

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面前，是可以而且

应该得到调节的”①。这里，周恩来除了再次强调两种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之外，

还阐明了另一关键区别：旧民主的利益竞争和新民主的团结合作。这从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２日毛泽东与梁
漱溟的一次谈话中表达的意思也可以看出。当时梁漱溟谈到 “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泽东则说 “治

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

就不难了”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所表征的那种团结合作、和衷共济的新民主模

式，就是毛泽东以 “民主新路”“治天下”之意图的展示。

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的发展具有合法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建

立起来，对抗性和分离性的利益关系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从毛泽东的 “人民观”来

看，人民内部结构的 “差序格局”必然造成各阶级、党派和阶层的利益和意见纷争，充满不同的要

求和矛盾，所以即便是人民的主体地位、民主权利的实现，也还要受制于财产权、市场力量和劳资关

系等现实状况。在此情况下，希求充分实现超越 “利益博弈”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无产阶级

拥有领导权，通过合理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确实也能限制 “利益博弈”的恶性发展，实现分工合

作、各得其所的良性局面。正如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工人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

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

法解决这个矛盾。”③

从政策上说，主要是建立和维持一个 “共享认同的空间”。查尔斯·泰勒认为，建立一个 “共享

认同的空间”意味着 “那些想要或必须生活在同一政体下的不同个人和群体，需要针对一个能够共

同接受的、甚至是妥协性的政治认同进行协商。”④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

是建立 “共享认同的空间”的平台，而 《共同纲领》则是这个 “共享认同的空间”的方案。中国共

产党与其他各阶级、党派和阶层的联合，主要是建立在共享的政治认同上，如毛泽东所指出 “知识

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

以教育”⑤。这种联合和团结注重的是共同的立场，即 《共同纲领》的立场，而不是对象的出身和信

仰等市民社会的私人身份，如周恩来所说 “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请宗教界民主人士参加

政协或各界代表会是另一件事，后者是以政治为标准的，不管他是牧师还是和尚”⑥。至于巩固这种

“共享认同的空间”，毛泽东认为必须以 《共同纲领》为标准，并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从策略上说，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运作上，必须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和发扬协商一致的民主精神。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第１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卷，第１０３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６页。
［加］查尔斯·泰勒：《共同体与民主》，张容南译，《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７页。
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与效能

当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代表的方法，一般是采取协商的方式，主要是由人民团体推荐和政府聘

请。而一些共产党干部出于阶级立场和对农村工作方式的 “搬运”，更多的注意到代表本身的纯洁

性，而对于代表的广泛性相对忽视。通过检查，改变了这种做法，扩大了代表的容纳范围，即便当时

被认为是中间偏右的人，也因其有一定的群众代表性而进入会议，如邓小平在西南局就指出 “必须

广泛地吸收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士绅，甚至少数具有代表性的

右派分子参加。只有具备了这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会议，才能称之为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①。以当时备受推崇的上海市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例，到会代表２８６人，包括农会、工
会、学生会、妇女界、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开明士绅等方面的代表，以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并照顾

了对农村、城市、集镇的名额分配，各界各业代表的适当比例，及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不同的

政治倾向等各方面。② 费孝通对当时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描述和感受与此完全相同： “我踏进会场，

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带瓜帽

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

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 ‘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

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这许多人并不

是由市民普选来的，形式上不够我以往所了解的民主，但是试问英美那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

高度的代表性呢？我们要的是选举的形式，还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实呢？选举是一个手段，如果这手段

能提高代表性，那是要得的，如果不能，那就要不得。”③ 吸收与各阶层人民有联系的、能代表各方

面意见的人参加会议，确实是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圈子拉大，但更重要的是给予人民充分的发言

权，如毛泽东指出 “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

行动都是错误的”④。在当时总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报告中也都十分强调必须给予每个代表充

分发言的机会，甚至对显而易见的错误议论和意见，也需要表示充分考虑，不能立即予以打击，而是

经过反复辩论解释，直到大部分人反对才做出结论。这种扩大代表性容纳和充分发言的运作，效果是

非常好的。山西太原各界代表会议就总结说：“各界代表会议，只要保证各阶层代表的一定比例，就

会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测量器，一切决定，不准 ‘左’，也不准右。因此，都能执行通”⑤。

三、效能：推行 “政治教育”的民主

１９４８年底到１９４９年，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指示要求新解放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但从中央的
发文频率和文件内容看⑥，各地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并不是十分到位。如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给华
东局的指示劈头就说：“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

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⑦ 有学者指出：

“指导者与执行者对这一制度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有着不一致的理解，对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急

迫性有认识上的落差。”⑧ 董必武归纳和批驳了当时诸多不召开代表会议的理由，如 “群众觉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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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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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必须吸收各界代表性人物参加人民代表会议》，《邓小平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９页。
参见 《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费孝通：《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１９页。
《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第３２页。
毛泽东从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７日，连续发出四份关于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同时新华社也多次发社论重视各界代
表会议。

毛泽东：《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文集》第５卷，第３３３页。
程凯：《“实质民主”———从１９４９年前后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０１：
作为人间事件的１９４９》，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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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怕有坏分子当了代表”、“干部条件不够”、“人民代表会议不起作用，可有可无”、“人民代表

会议不如干部会顶事”、“干部是否比代表差？”① 等等。其中，以强调 “干部会”更加便捷、更加有

利于工作开展为最典型的理由。但是中共中央始终坚决地推行这一代表会议制度，其原因除了前述所

指出的有助于加强对政权的认同、有利于解决问题、能够协调多方利益关系等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原

因就是有益于推进人民民主教育。这种民主教育在当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群众，二是教育

干部。

教育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和学会民主方法。一方面，大部分工人农民群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并不

能充分认识民主的意义和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但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运作，特别是以代表会议

来检查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使得群众感受和认识到 “人民政府真是我们自己的”、“干

部有了错，我们也可以管”②。这种 “百姓”可以在正式会议上批评 “当官”的方式，彻底颠覆了几

千年来的封建秩序，确立了群众的主体平等意识：“工农代表们从这个会议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自

己的地位、力量与责任，开始具体了解各阶层团结的真正意义及其重要性，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阶

级觉悟。”③。另一方面，底层群众在解放前基本没有民主经验，对于代表会议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很难

有清楚深刻的认识，但一般经过几次会议，并且会议后又实际解决了问题，再加上不断地解释与宣

传，群众就会慢慢了解民主的精神，如薄一波报告中所说 “在第二次第三次代表会议时，群众自然

而然地就学会会议斗争的方法”④。

教育干部学会在新时期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

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

是极重要的。”⑤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根据石家庄、洛阳和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指出城市工
作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没有找到与群众联系的适当组织形式和工

作方法。一些地方组织的职工大会、贫民大会反被国民党特务控制了领导权，而各业各界座谈会、临

时参议会在成分上偏重旧社会的上层分子、在职权上只是咨议机关，与群众关系不密切。因此中央最

终确定 “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

织形式”⑥。这时的 “各界代表会”还不是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因为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原有的

党组织大多是地下党，与群众联系还不够广泛，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这些人民团体也

无法一下组织好。因此对于干部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摸索出一套适合城市工作的走 “群众路线”工

作方式。这种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不仅是要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克服困难共同前进，而且

要学会使用民主的方式使得各项方针政策能够为各基层的群众所接受、拥护和执行。

结　　语

当然，必须注意到，作为体现 “做事能力”、限制 “利益博弈”和推行 “政治教育”的民主实

现方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也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可以实行的

前提。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给华东局饶漱石的指示中说：“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
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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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０１—３０４页。
参见彭真：《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彭真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４页。
《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第３２页。
毛泽东：《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页。
《中共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成立各界代表会办法的规定》，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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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① 当时向中央汇报经验的各地报告也充分说明和证实了这一点。实际

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代表产生、议题设置、决议产生等程序上是相对可控的，但也非常注重提高

民众的参与度和表达空间，使会议如同群众路线所要求的那样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成为干部和人民相

互学习的大学校。

不过，也需要注意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局限性。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政治观使得他非常重视人民

为争取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也非常注重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自觉地参与政治活动，强调民主必须回

应人民群众的要求，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换言之，即他更加关注的是民主的实质方面。但

由此也容易生发出对形式民主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极端形式就是以 “形式主义”的方式理解 “形式

民主”，而忽视 “形式”对于 “内容”的支撑作用，并由此引发出对民主制度化的相对稳定性重视不

足。

例如，当时为了照顾劳动人民的水平，一般县区级甚至市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在形式上都力求简

便，以利于工农容易表达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就说：“我们就不在选

举的方式上去斤斤计较，而尽可能地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和便利的方式去选举。”② 彭真在给毛泽东的

报告中则说得更明确：“如果定的规则很多，会使尚无民主经验、文化程度又低的劳动人民群众，有

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有时竟弄得在会场上，只剩下几个干部和知识分子及工商资本家的代表在那里发

言，使会议不能真正完全反映劳动人民的意见。”③ 这本是非常适合现实的务实灵活的策略，但在推

行的过程中却逐渐出现将这种务实策略与对选举、分权等形式原则的拒斥相联系，在降低民主门槛的

同时也降低了民主的制度刚性。可是，正如乔赛亚·奥伯所说：“如果人民要长期保持做事的集体能

力，例如日常环境中制订计划、贯彻计划，那么，作为一种人民自治形式，民主制就需要制度形

式。”④ 由于缺乏制度刚性约束而且过分强调方便、不拘形式和因地制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操作

也越来越发生偏差，有的地方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工作布置会、动员会、宣传会等，而群众的生活要

求、生产的重大问题反而受到的关注度较小，群众的参与性也受到一定影响。事实上，代表会议作为

一种民主程序设计，当然受制于阶级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限制，但为了让人民群众以常规化的、可持续

的方式拥有政治能力，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形式来克服集体行动和合作的困境，一旦缺乏这些制度形

式的支撑，或者仅仅把各界代表会议作为一种灵活的工作方法，可能会使民主的实质内容无法得到切

实有效的实现。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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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毛泽东文集》第５卷，第３３６页。
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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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军译，第７页。



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

———与丹·扎哈维教授的对话


［丹麦］丹·扎哈维等／著　杨文琦　蔡文菁／编译

【摘要】丹·扎哈维教授与六位中国学者围绕他的现象学著作 《自身和他者：主体性、共情和羞愧》展开

讨论，此次探讨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最小限度自身、其同一性及表象主义”、“叙事进路及概念能力”、

“共情、分享与羞愧”。讨论围绕自身性、主体性、体验、共情、羞愧、他者等在当今学界备受关注的概

念，并且涉及现象学与心灵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互。

【关键词】主体性；自身性；他者；共情；羞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６４－０８

作者简介：丹·扎哈维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终身哲学教授、主体性研究中心主任。
编译者简介：杨文琦，湖北宜昌人，（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生；

蔡文菁，上海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１４ＺＤＢ０１８）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１日，丹·扎哈维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教授应邀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六位学者就自身、历
时同一性、共情、我们－意向性、羞耻等主题进行对话。这些主题在他的新著 《自身和他者：主体

性、共情和羞耻》① 以及其它出版著作中都曾有过广泛的探讨。此次对话还涉及到许多同时代哲学家

的理论。

一、最小限度自身 （ｍｉｎｉｍａｌｓｅｌｆ）、其同一性及表征主义

１．李忠伟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我同意您在 《自身和他者》一书中关于体验性自身的大部分观点。但是我对于在时间之中的体

验性自身的同一性或统一性还存有疑虑。假设有一只小蠕虫，在ｔ１时与ｔ２时有两次不同的体验，在
ｔ１时的体验１预设了Ｅ－自身１，在ｔ２时的体验２预设了Ｅ－自身２。问题在于，如果Ｅ－自身与体验
绑定在一起，那么是否两次不同的体验可以有相同的体验性自身。斯特劳森 （ＧａｌｅｎＳｔｒａｗｓｏｎ）关于
Ｅ－自身的瞬时观点是：每一个不同的体验都有它自己的体验者，Ｅ－自身的同一性限于不同的体验
之内。这意味着 （１）自身的普遍性与无限多样性，也就是说，去探讨任何特定的自身几乎是无效的
与不切实际的；（２）但我们当然想讨论自身，特别是个体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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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１４ＺＤＢ０１８）对本次对话活动的举办及编译工作的支持，也感谢
参与对话的诸位学者对编译工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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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您做了两种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尝试认为这个自身的同一性并不是建基于或

取决于不间断的体验的连续性，而体验性自身是否呈现于两个瞬时的、不同的体验取决于两个体验是

否参与相同的我属性或为我性 （ｆｏｒ－ｍｅ－ｎｅｓｓ）的层面。我的保留意见是，这似乎是循环论证。那
个相同的体验性自身呈现于Ｅ１与Ｅ２，这一点取决于Ｅ１与Ｅ２是否 （当且仅当？）参与相同的我属性

或为我性的层面。这后一句话似乎仅仅是说，无论 Ｅ１与 Ｅ２是否分享相同的体验性自身 （ｆｏｒ－ａ－
ｓｅｌｆ－ｎｅｓｓ），但这恰恰是前一句话所说的内容。

第二种尝试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在两个体验之间客观的时间距

离，而是说，过去的体验情节是否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被当下的回忆所通达。”① 但是这与您的观点

不一致，Ｅ２中的Ｅ－自身是否与Ｅ１中的Ｅ－自身相同，取决于 Ｅ１是否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被当下
的回忆所通达。但这就相当于说，Ｅ－自身的同一性取决于对当下回忆的可通达性。

丹·扎哈维：

关于时间性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的章节对我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仍然不确定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能给予其强有力的辩护。意识历时的统一性可以通过最小限度的自身去解释吗？有些人正确地指出我

改变了我的观点并最终选择了一个比在 《主体性与自身性》的辩护中更为保守的立场。但与加伦·

斯特劳森 （ＧａｌｅｎＳｔｒａｗｓｏｎ）和巴里·丹顿 （ＢａｒｒｙＤａｉｎｔｏｎ）的观点相对立，我的主要目标仍是去论证
以下观点是有问题的：斯特劳森认为，自身只持续存在于体验的瞬间，并且每当有一个新的体验时，

就会有一个新的自身。我认为现象学并不支持这个观点。我们所有体验都是在时间中延展的，当我们

拿长时间的体验的开端和结束作比较时，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所处理的是两个不同的体验者。我同样不

认同这个看法：如果我先尝一口水接着去看一个桌子，那么当我的知觉从味觉转换到视觉时，这里就

有一个体验者的转换。在 《自身和他者》中，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去正确地处理意识流的问题，那么

我们需要意识到这里不仅有种种客体与种种不同的体验，还有一个在体验的变化中仍然不变的层面，

这就是意识流的第一人称特征。继而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自身的历时不变性 （这将是反对斯特

劳森的一个论点）。但接下来困难改变了。如果自身的意识流被打断并且如果我不得不去回忆昨天发

生了什么，那么为了保证自身的同一性，我还能够诉诸于体验的建构吗？或者说我是否不得不诉诸于

人格层面之下 （ｓｕｂ－ｐｅｒｓｏｎａｌ）的大脑机制？与丹顿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当我们从第一人称视角来看
时，回忆今天早上我吃了什么与回忆昨天晚餐我吃了什么没有任何根本性区别，即便当下的体验与这

个过去的体验之间的关系被无梦的睡眠所打断。从第一人称视角来看，抓住昨天的体验并不比续接早

上的体验更为困难。所以为什么要坚持这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这是丹顿的观点）呢？我认

为这并没有说服力。大致说来，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情节性的回忆从而以第一人称视角想起一个过去的

情节，那么这就是最小限度自身的历时统一性的首要证明。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错

误的———也许我是因为被催眠了才拥有某些记忆———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它们需要被区别对待。

通常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相信回忆，这当然同样与某些佛学学者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每当我们回忆

一个我们过去的体验时，我们其实是投身于虚妄或者虚构的进程之中，因为我们假定了一个不存在的

个体。去接纳这一观点唯一的理由是：一个人有某种在先的形而上学的信念，比如否定历时性个体这

样的信念。但我们的时间性意识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接下来的问题是：当考量我们童年的体验

（这些是不可从第一人称视角复原的）时，它们是否与现在的体验有着相同的最小限度的自身而属于

我？我不确定最小限度的自身是否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它应该由第一人称实现。所以即便最小

限度的自身是持续的，当提到其持存性时，我只愿意致力于第一人称的回忆所能达及的地步。

您还提到我的论证是循环论证，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我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２．何浩平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 讲师）：

前反思性的自身意识本身并不是一个实体。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个体生存体验的内在特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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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在最小限度的意义上的自身，所有其它意义或层面上的自身都建基于它，但反之并不成立。基

于这一点，您适宜地将您自己的立场放在同时期关于表征主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论争的背景中加
以考量。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相当小。我们在这里的解释甚至可以看作是比克里格 （ＵｒｉａｈＫｒｅｉｇｅｌ）
的自身表征理论更好的理论，因为它避免了后者的一些缺陷。自身表征理论认为自身意识在于自身对

象化，而另一个理论认为这并不是对象化。因为自身意识并不使其自身对象化，所以预先并不发生主

体与对象认识上的差异，而且这也不会产生无限倒退。简言之，当意识是前反思的自身意识 （ｐｒ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时，它并不表征其自身。它对自身的通达———无论其是什么———都不会
借助于一个表征。

诚然，“前反思”这个概念对分析哲学传统中的研究者来说并不寻常。这本书中介绍的这种自身

意识甚至都不是一种边缘意识。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确切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应该用哪种熟

悉的模型去捕捉它？如果我们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回复，恐怕人们会将它当作一个特设 （ａｄ
ｈｏｃ）的理论。

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与所有表征主义的动机相关。表征主义理论的支持者相信表征可以还原为

“某种更简洁的东西”，而且在未来可以被充分自然化。表征主义充当着朝向自然化 （现象）意识的

中转站，这同时也是表征主义吸引人的一个原因。现在，如果前反思的解释与表征主义是两种完全不

同的方法，那么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理论，即使他们认为它是对的。

我们知道意识是自身显明 （ｓｅｌｆ－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的。但我们同样想知道它是如何自身显明的。为
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用熟悉的框架去阐明其原理。上述讨论表明，我们的理论在他人看来或许仅

仅在于说，与任何别的东西不一样，意识以一种最为特殊的方式是自身显明的。在我看来，我们的理

论或许只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去承认自身意识是特别的且因而仍是神秘的。

丹·扎哈维：

就您最后的看法，我认为您是正确的。我认为前反思的自身意识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去解释意

识。至少如果我们把解释理解为通过自身并不涉及意识的属性和过程来解释它。理解这一工作的更好

的方式是提醒自己查尔默斯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提出的困难问题 （ｈａｒｄｐｒｏｂｌｅｍ）① 的概念。我想说的是，如
果我们想要理解现象意识，我们不得不去理解的就不仅仅是意识的质性特征，而且还要理解自身意识

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给意识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同样要能处理自身意识的问

题。因此我并不是要提供一个解释，而是扩展或扩大要解释的东西。

那么这里就涉及我的观点与自身表征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观点，还是多少

有些相似？我当然想说，前反思性的自身意识不是表征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么您也当然可以说，对，

但是这不就要求这个理论要与克里格的不同吗？您或许知道，我最近和克里格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所

以我们之间有许多共识。因而我觉得问题在于您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如果您从远处来看，在我们

的立场之间存在许多相同之处，这些共同点使得我们的立场比其它各种立场更为相似。在那篇文章

中，我们主要讨论了我们与其他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人们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观点之间的内在张

力。但正如克里格自己在 《主体意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一书中承认的那样，自身表征主义
是一种表征主义，但是它包含了与普通表征不同的一种表征形式。这个观点与说这不是一种表征并没

有什么不同。这里似乎是一个术语上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为它争论。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放在历

史的背景中。在现象学家、自身表征主义者以及来自所谓的海德堡学派的学者 ［由曼弗雷德·弗兰

克
"

ＭａｎｆｒｅｄＦｒａｎｋ
#

与迪特·亨利希
"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
#

为代表］之间一直存有许多不同意见。几年

前，来自这三个传统中的学者们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一个结论是，即便差异仍然存在，它们远没有

其它对立的立场那样显著。因此这里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们不应该夸大差异。

６６

① 在Ｃｈａｌｍｅｒｓ看来，意识的 “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以及为何有感受性 （ｑｕａｌｉａ）或者现象的体验，感觉如何获得其特性，比
如颜色与味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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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来谈一谈非对象化的特征。您说 （克里格也这样认为）除非我们已经穷尽了更传统

和众所周知的模型，我们就不应该寻求和采纳额外的模型，这一点 （与克里格一样）是对的。这恰

恰是我所做的事情。我曾表示过，任何固守活动－对象 （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结构的自身意识的解释，也就
是说，任何将自身意识构想为一种对象意识形式的解释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想

保留自身意识的存在，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路径去寻求解释，也就是说通过非对象化的模型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年前在现象学之外很少有人知晓前反思的自身意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逐渐接受了这个概念，甚至包括那些做分析哲学的人。我想有此开放性的一个原因是人们逐渐意识到

现有的传统解释并不起作用，所以他们不得不从别处寻求答案。

二、叙事进路及概念能力

３．徐竹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知识与行动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我看来，这里有必要对您的方案提出两点评论。第一个评论涉及体验第一人称特征的地位。您

强调 “体验的主体性，它的第一人称特征，即便是非常形式化的，也相当于一种自身”①，因此您认

为叙事进路 （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ｃｏｕｎｔ）“必须由特别指向我们体验生活的第一人称特征的解释所补充”②。
但可与之相对照的是，安斯康姆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ｎｓｃｏｍｂ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正
闭着眼写一些单词；仅仅从第一人称视角来说，通常我不用观察它们就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但我或

许是想错了，因为如果碰巧钢笔里没有墨水，那么我可能一个词都没有写下来。因此，在自身认识的

建构中，第一人称特征应该保持在适当的位置上，以便满足知识的事实性条件。

其次，您对叙事进路提出批评，此种进路预设了自身意识和自身认识所承担的最为重要的作用是

“使得我们的信念和行为 （以及情感反应）经受批判性评价”③，它或许表明了 “使用语言的成年人

的体验生活与婴儿及非人类动物的知觉生活之间”的差异，这对您来说是一个 “忽略了内容与显现

模式或样态之间差异”的错误。“我们的体验或许不同，但是那并不表示或意味着体验基本的第一人

称特征也是不同的。”④ 然而，叙事进路似乎未必犯了这个错误。虽然概念能力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得到丰富和发展，基本的第一人称特征或许是在同一过程中得以彻底实现，而不是发生了本质性转

变。对信念和行为进行批判性评价的概念能力实现于使用语言的成年人的体验生活中，这些潜能甚至

可能早已存在于婴儿的知觉生活中了。习得语言并不迫使概念框架从稚嫩的心灵之外获得，而是将它

们从内在潜能发展为成熟的状态。

丹·扎哈维：

我在 《自身和他者》中没有讨论安斯康姆的问题，但是我在之前的著作 《自身意识与他异性》

中讨论过。安斯康姆探讨了所谓的对误识错误的免疫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ｍ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我可
以想到我正在写些什么，接着我发现实际上我并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或者写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但不可

能发生的是，我思考着我自己但最后却发现其实我是在思考着别的人。安斯康姆对此 （相当有争议）

的解释是：误识的错误被排除的原因在于，这里没有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也没有指称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随后许多人认为此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似乎太激进了。我同意这一点。此外，即便我们的行为在某种情

况下失效了，比如您所提及过的那种情况，这里依然存在第一人称。且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为什么

您会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解释会产生问题。

至于您的另一个评论，我在怀疑我们是否真的会不同意彼此。我认为在婴儿前语言的体验与成人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Ｚａｈａｖｉ，Ｓｅｌｆ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ｍ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Ｓｈａｍ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２３．
Ｉｂｉｄ．，ｐ．５９．
Ｉｂｉｄ．，ｐ．５１．
Ｉｂｉｄ．，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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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言的理性之间应该存在一些连续性，否则我们将会面临不可解释的跳跃。这个立场与叙事主义

者相反，他们认为当语言来临时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如果您想说，正如我们应该坚持种子和树之间的

连续性一样，我们同样应该坚持体验与概念之间的连续性，那么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徐竹：

我认为真正的争论在于如何去解释连续性。对您来说连续性的解释重点在于源自第一人称体验性

自身的语言习得。但是对这些叙事主义者来说，或许包括约翰·麦克道尔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他们可
能会认为，连续性意味着概念能力早已潜存于前语言的自身，而且语言习得最终阐明了体验性自身的

本质。

丹·扎哈维：

我不知道麦克道尔是否确实改变了他的想法。我想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切地理解 “潜在地”。但

是我总是发现他在 《心灵与世界》中非常激烈地坚持动物及婴儿知觉和运用语言的成人意识之间的

差异，所以这里似乎存在真正的分离，但这也使我们要面对如何从一个达及另一个的问题。它更多地

取决于我们赋予概念什么意义。在一些解读中，概念与语言的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持有那种

观点，那么我认为声称在前语言体验中早就存在概念是没有说服力的。也许有人松开了概念和语言之

间的联系并认为概念与某一规范的结构有关，与某一连贯的意义性有关，而且这些或许早在前语言的

层面中就能被发现。我认为这个观点没有问题，只要人们愿意接受概念也可以在婴儿那里被发现这一

点。

三、共情、分享与羞耻

４．何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在共情 （ｅｍｐａｔｈｙ）中，一个人所面临的是并没有亲身经历的体验。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样，情感
的分享 （ｓｈａｒｉｎｇ）是双向的并包含着参与的意识。比如，我们可以说我们共情地理解您爱您的妻子，
但我们并不分享您对您妻子的爱。所以，说 “共情表现为一个对他人基本的体恤与理解，而且可能

是分享的前提条件”，是否意味着分享是共情的一种方式？如果是这样，这个转换对我来说有一个假

想中的困难。我赞同自身－他者的差异在共情与分享中都应该被保留。然而共情是这样一种对他者的
体验，它伴随着既存在但又弱化了的自身；但是分享是 “我们”的体验，它要求两方的参与，其中

包含着中间强化感以及我与您的意识。所以，我的问题在于从共情到分享的转换 （如果这是可能

的），一个弱化了的自身何以在分享中被强化呢 （如果这不是由于有一个更高阶思想或推动其构成的

潜在机制）？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情感有多种形式与形态，有没有可能一切情感类型间的关联与自身－他者
的区分有关？自身－他者的区分有时会呈现，有时会黯淡，比如当一个人体验恨与愤怒时，自身和他
者的区分就很强的显示出来，而当一个人爱或怜悯时，这种区分又隐退了。另外我们可以想到一种

“自身和他者”的区分完全消融了的情感吗？共同抗议又是怎样的呢？

在１４章羞耻的开篇，您写到 “羞耻是一种朝向与包含整全自身的情感”①，“羞耻是自尊或自重

的全面减退以及对个人之不足与缺失的痛苦意识”②。这里的 “整全自身”（ｓｅｌｆｉｎｔｏｔａｌｉｔｙ）与 “全面

减退”（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是什么意思？我发现它们很有意思。
众所周知，许多羞耻体验是植根于文化中的，这是否要求社会标准的习得或道德价值必须优先于

羞耻体验？

８６

①

②

Ｄ．Ｚａｈａｖｉ，Ｓｅｌｆ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ｍ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Ｓｈａｍ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２０８．
Ｉｂｉｄ．，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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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扎哈维：

我们如何从共情中获得情感的分享？相互的共情是充分的吗？又或是说我们需要某些同伴的主动

参与———其最终会依赖于某种更高阶的机制？胡塞尔 （我必须加以说明这些是部分的重构，因为他

并未提供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会否认相互的共情是充分的。为什么？因为您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

形，当两个人相对而立观察对方，这算是一个相互共情的例子，但对胡塞尔而言这并不等于一种我们

－意向性 （ｗ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形式，也不等于一种共同性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ｅｓｓ）。为什么答案是否定的
呢？因为对他来说，共同性包含了积极的参与这种特定的组成部分。我试图让您做些什么，您试图影

响我。在他看来，只有在此种积极的往来中才会有分享这类事情发生。但是即便相互的共情是不充分

的，问题仍然在于，我们是诉诸于一个更高阶的思想呢，还是说所需要的参与可能发生于一个更为基

础的身体层面之上且是一种情感调谐 （ａｔｔｕｎｅｍｅｎｔ），等等。我更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关于是否不同的情感可能以某种方式涵盖不同自身 －他者群集。您简单地指出了共同抗议的问

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里当然有关于处理大众与暴民的整体上的争论。比如说，当您在一

个更大的群体中失去了个体性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不确定去思考这样一种现象对我们－体验来说是否
能有一个好的说明。我认为我们需要去区分大众 （ｃｒｏｗｄ）与我们 （ｗｅ）。我认为后者要求保存自身
－他者的差异，即便这个差异有所淡化。
接下来是关于羞耻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羞耻体验，说我只对我自己的一部分

感到羞耻，这是误导性的。羞耻是压倒一切的，它命中一个人的全部，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当我感

到羞耻时，我不能说我只对我自己的某一部分感到羞耻，不能说我还有许多可取之处可以弥补它。感

到羞耻并不是这样。如果羞耻向我袭来，它会影响到所有。

何静：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羞耻是一种建基于反思的体验吗？比如，当我们这个下午去上海交通大学，我

变道了。一开始我感到很羞耻并且意识到那是不对的。接着我认为这样做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

赶去上课而且我们不想迟到。所以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羞耻的情感就没有了。

丹·扎哈维：

将您的这种感受称为内疚会不会比羞耻更为合适？但是无论如何，您肯定是对的。最后我们都将

会忘却羞耻。我们将得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所以当谈及羞耻的压倒性和整体性特征时，关键并

不是您将永远保持愧疚，那并不是终点。不是，焦点仅仅在于羞耻的紧要关头那种短暂的体验。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规范的。您认为我们所感到羞耻的许多情况都是受到社会与文化的限制

与构建，这是对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实际上想表明这里或许有一个羞耻的层次，它优先于此文化差

异并且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关系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尊重与爱的需求。所以最为基本的

羞耻体验是当您注意到他人的轻视与不敬时所感受到的羞耻。无论我们违反了什么社会规范，大多数

人仅仅意识到别人带着轻蔑看着自己时就会陷入到羞耻的体验中。

５．卢盈华 （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讲师）：

在这里我想与您讨论如下问题：羞耻本质上是个人的还是人际间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或者这样
说，一个人可能在其他人不在场的时候感到羞耻吗？马克思·舍勒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与加布里尔·泰
勒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Ｔａｙｌｏｒ）会说是的，然而达尔文和萨特会说不是。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去坚持一条 “中间

道路”。比如，施坦因博克 （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ｔｅｉｎｂｏｃｋ）声称羞耻是一种自身被给予的情感，但是它从他者
那里揭示自身。①

您认为他者可能不会影响我们的自我评估并因此使我们感到羞耻，一个人可以独自感到羞耻，但

是他者在塑造羞耻情感本身的发展中起到决定作用。您接着阐明婴儿如何在与他者的交互行为———例

如，共同注意 （ｊｏｉｎ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中发展出一种羞耻情感。令人信服的是，他者和社会确实在一个

９６

① Ａ．Ｓｔｅｉｎｂｏｃｋ，Ｍｏｒ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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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塑造自我与形成羞耻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人能自己生成各种各样的能力，没有早

年与他者的交互后来甚至会产生心智的问题。

教育对于羞耻的形成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成人生活中的羞耻并不总是与习得过程中不成熟的羞耻

表现相一致。也就是说，在羞耻的情感形成后，人们或许并不总是需要感受到他者的在场。羞耻作为

每个人内心趋向之潜能是固有的。诚然，这种潜能需要被发展而不是被损害。此发展需要必然的条

件，其中包含着他者。然而，当一个人在理性与情感上达到成熟时，他可以形成他自己的价值体系，

并且不再被他人的评判所引导。一个人可以不同意他者评价的内容，此外也可以不再在意他者是否在

评价。在后一种情况中，他者并不存在于一个人的考量、感受以及想象中。比如，如果一个人自学某

种知识，由于自己的懒惰他并没有提升多少，他依旧可以在没有他者 （老师或同学）评价的情况下

感到羞耻。

反驳 “自我评价的羞耻”的另一方式是扩展 “他者”的范围以及缩小 “自我”的范围。个人羞

耻的反对者认为当一个人自己感到羞耻时，仍存在其他形式的 “他者”：上帝、我的理想、我的责

任、我的过去、我的良心等。上帝是一个人格的他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想的我、过去的我、

我的良心、我的责任、我的德性何以与我相异？这一 “疏离的自我”究竟是他者，抑或依旧是我自

身？如果关联于自我的许多特质变成了非自我的，恐怕这里只有很少的空间留给自我、自我意识以及

自我感受。

丹·扎哈维：

或许一种回应您诸多问题的方式是看看在最前面您提及的保持中立的施坦因博克。在什么之间保

持中立？我猜想是在两种更为极端的观点之间。一方面，可以说一个人只能在实际的观众面前感到羞

耻。另一方面，可以说羞耻仅仅关乎一个人与自身的关系而且他者不起任何作用。如果施坦因博克选

择中立，那么您可以问，我的观点呢？我相信我是为中间立场辩护的。

换句话说，我根本不否认当一个人成熟且成人时，他可以独自感到羞耻。我并不是否定这个观

点。所以我认为一个人自己可以感到羞耻。但我仅仅想说，这并不意味着他者没有起任何作用。但那

会是什么作用呢？我提供的部分解释和发展心理学的发现相关，因为我质疑的是，如果不是首先暴露

于人际间的环境中，您是否能达及这个可以独自感到羞耻的成熟状态。简言之，我认为人际间的羞耻

是个人内心羞耻的前提条件。就此，我认为独自感到羞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在他者面前的羞

耻。但同样的，我并没有说一个人在周围没人时不能感受到羞耻。

我认为羞耻说明了一种自身疏离。所以当一个人感到羞耻的时候，他和自己拉开距离。我认为此

种自身疏离在人际间的情形中尤为明显，但是我同样认为它也存在于成年人成熟的情形中。即便在独

处时我们反思自身，这里仍然有一种自身疏离，在其中我们能找到某种分裂或二元性。一部分在判断

着另一部分。我认为这一结构甚至可以在成熟的情形中找到并且我觉得它再次证明了他者化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ｇ）过程的重要性，它在人际间的情形中有其根源。

因而我不知道是我们真的有分歧呢，还是说是侧重点不同。如果您说我们都先验地具有感到羞耻

的可能性，与他者真实的遭遇仅仅是与羞耻没有任何实质关联的经验性偶然事件，那么我是不能同意

的。如果您说羞耻可以发生于前反思的成熟情形中，我将同意您的说法。我确实认为羞耻可以前反思

地发生，但是我认为它只可能随后地发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是独处的并且开始评判我们自

身，这就是反思过程。我们可能随后感到羞耻。如果我们充分地、频繁地这样做，那么羞耻感可以说

积淀了下来，它可以习惯化并在一个更为前反思的层面上存留。但是为了变为前反思的它就必须首先

是反思的。简言之，我是不会接受如下这种提议的：我们在成熟孤独的情形中首先是前反思地然后才

是反思性地感到羞耻。

６．ＫｒｉｓｔｊａｎＬａａｓｉ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在您的书中，您给出了一种最小限度的、体验性自身的理论，基于此您进而将之发展为有关自身

与交互主体性的多层次理论。接下来，我希望针对书的第１４章提出一些问题，在其中您展示了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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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

羞耻的看法，我认为您把这一情感理解为意向性的、但却是非判断性 （ｎｏ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ｌ）的。众所周
知，现象学家在充实与失实的意义上解释意向性，因此我的问题也针对这些概念。

首先，关于必要的失实，约翰·德拉蒙德 （ＪｏｈｎＤｒｕｍｍｏｎｄ）曾提出过，情感，比如恐惧，会被
随后指向自身的情感揭示为不合时宜的，如尴尬。然而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如何分辨如下两种

情形，一种是后来的情感仅仅取代了前者 （比如，羞耻———有时它本身是一个指向自身的情感），另

一种是将前一种情感揭示为不合时宜的、失实的情况？在感性知觉中，充实和失实可以诉诸于一种能

规定变化中知觉体验之前进或中止的规则，但在我看来，在情感中谈论存在一种预言情感之无限进程

的规则是无意义的：情感，包括羞耻，是一种特殊情形，在某一时刻我们只能预测它们会消退和停

止。

其次，在感官知觉情况下的充实与失实，就我所理解而言，具有情感的基础，充实涉及一种愉悦

（如好奇心获得满足），失实包含了不和与不快。然而，假定在感到羞耻时，我发现我的羞耻毫无来

由，我会感到轻松。在我看来，施坦因博克似乎合理地将羞耻看作 “割裂的体验”，以及更进一步看

做 “冲突”、“紧张”、“不协调”，或者是 “不一致”———当我体验到接下来的轻松时，它带来一种

决断并把我带回到一种积极情感中。考虑到这一点，后一种情感何以被体验为羞耻的失实，并这样产

生作用？

第三，我还有一个与羞耻的充实相关的问题。在羞耻和其它情感中，我们可以谈论这样一种充实

过程吗，也即对于羞耻的一种有规则的调节？在这里我被两种直觉拉扯：一方面，我倾向于说情感可

能在某些时刻看起来太 “扁平”了，或并不依赖于情境；另一方面，看起来情感调节的方式似乎太

易变与难测了。

丹·扎哈维：

我必须承认我对于如何回应有些不知所措。您部分地在询问我关于情感的更为整全的理论，但其

实我并没有这样一种理论。如果我们从头开始，其中一个问题为：是否我力图证明羞耻的前反思形式

的存在让我承认了情感是非概念的、非判断的，以及是否一个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来反驳这一点。我必

须承认我并不是很清楚您所提及的例子为何应当算是反例。除非您认为只有当概念主义被预设时人们

才能获得充实和失实的情感调节。我并不认为我们该接受这一点。感知也能够被充实和失实，而我并

不清楚为何人们需要一种强的概念主义才能解释这一点。

ＫｒｉｓｔｊａｎＬａａｓｉｋ：
我认为您的观点是，这里存在着非概念性的要素和内容，而判断则完全是概念化的。因此在我看

来您的观点与其它人比如帕诺斯·特奥多罗 （Ｐａｎｏ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ｏｕ）归因于胡塞尔的判断观点相对立。所
以我认为，您大概必然会采取一种非判断的观点，因此我试图在此探问一下，当然我的重点在于情感

与感知的类比，这让我感到困惑同时也很吸引我。

丹·扎哈维：

我认为我不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让我坚持两点。第一点是，我当然并不反对羞耻在某些

情况中是判断性的。如果一个人随后发现羞耻是毫无缘由的，那么整个过程看起来相当复杂并似乎预

设了概念的使用。第二点是，在羞耻与感知意向性的一般样式之间当然有与此相关的差异。羞耻是自

身意识的一种特殊情况。所以羞耻也有无法被充实的方式。但我不可能感到羞耻接着却发现羞耻不涉

及任何人。当我感到羞耻时，可能它是没有基础的，但它仍然是关于我的。简言之，羞耻不能以与感

知相同的方式失效。这或许也是为何不要过于坚持羞耻与感知间的类比的一条理由。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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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符号意识理论及其修订

罗志达

【摘要】胡塞尔在第一 《逻辑研究》中提出了极为重要的符号理论，但在 “超越论转向”之后，他却在重

要的 “１９１４年文稿”中修订了关于符号意识的部分核心观点，对符号意识之为一种特殊的复合意识给出了
新的现象学解释。本文通过分析第一 《逻辑研究》及 “１９１４年文稿”，考察胡塞尔关于符号意向的若干核
心概念，揭示胡塞尔此项修订的基本特征，从而说明符号意向的复合性质植根于其 “双重意向性”的 “二

元统一性”。

【关键词】符号意向；指示关系；动机结构；可感联结；意向融合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７２－０７

作者简介：罗志达，广东陆河人，哲学博士，（珠海５１９０００）中山大学哲学系 （珠海）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同情现象学研究”（１７ｗｋｐｙ７４）

一、导　　言

胡塞尔在第一 《逻辑研究》中提出了对其后续现象学发展至为重要的符号理论，但在历经现象

学的 “超越论转向”（１９１３）之后，他却大篇幅地修订了该符号理论，并形成了重要的 “１９１４年文
稿”，由此修订了第一 《逻辑研究》中关于符号意识的部分核心观点，对符号意识之为一种特殊的复

合意识给出了新的现象学解释。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比较胡塞尔关于符号意识的前后期论述，说明符号

意识这种复合意识行为的意向结构及其与意义内容 （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ｋｅｉｔ）的关系。本文希望回答以下两个
问题：第一，在何种意义上符号意识是一种复合意识———它是两种 “同时被给予的”但相互独立的

意识行为通过某种 “隐秘的心理学协调”而被统一在一起 （Ｈｕａ１９／４６）？①抑或说符号意识本身是一
种自足的复合行为，但可以在描述上区分出不同的意向要素与功能？第二，符号意识在何种意义上是

一种含有意指意向的行为，即意指意向是作为 “额外”的独立行为附加于指示意向之上，抑或说意

指意向本质上是植根于指示意向并最终为符号意识提供意义的意向行为要素？

为此，我们将在第二节系统地重构胡塞尔在第一 《研究》中关于符号意向的基本论述，说明符

号意向的基本特征；并在第三节中比照上述特征来检讨 “１９１４年文稿”中关于符号意向所做的修订。
我们发现，胡塞尔通过纯化 《逻辑研究》阶段的心理学残余，用现象学的方式描述了内在于符号意

向之中的复杂结构：符号意向是一种指向 “事态”的居间性意向，它本身是两个意向行为要素之间

的意向融合。在第四节，我们总结胡塞尔的符号意识理论，揭示符号行为所具有的 “二元统一性”

（ＺｗｅｉｅｒｌｅｉＥｉｎｈｅｉ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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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符号意向论及其修订

二、第一 《逻辑研究》中的符号与指示

（一）胡塞尔论表述性符号

在第一 《研究》中，胡塞尔区分符号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指示性符号，例如动物足迹、科学记

号、标号或提示记忆的手卷结等，这些符号只满足指示功能；另一种是表述性符号，它们同时满足指

示性功能和意指功能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ｆｕｎｋｔｉｏｎ） （Ｈｕａ１９／３０），且只有言语 （Ｒｅｄｅ）或陈述 （Ａｕｓｓａｇｅ）
等语言符号才能算作表述。依据胡塞尔的定义，指示与表述之间的差异在于 “刻画表述的”的意指

功能 （Ｉｂｉｄ．）———此意指功能使得一个符号变为一个 “有意义的” （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的表述。例如，一
串英文字母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可能指示这么一个英文单词，它具有特定的组合类型；即这串字母按
其字面发音，它并不表达任何意思，而仅仅是指示某个如此拼写的单词：字母串只满足指示功能。与

之相对，同一串字母如果得以清晰地关联起来，那它将进一步满足意指功能，即作为单词 “ｍｏｓｑｕｉ
ｔｏ”并依此指称那个被称作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的动物。以胡塞尔的话来说，口头表达不仅仅作为 “说话者

之思想的符号”而指示着说话者的内心生活，它同时具有一个意指功能，藉此说话者不但激活了该

指示子而且还 “使得它成为某个表达”（Ｈｕａ１９／３７）。
据此，我们可以在描述上将表述刻画为两个相互结合的侧面：其一是物理侧面，即表述的物理基

底，譬如声音串、书写符号以及其他感性给予物；其次是心理侧面，即赋予物理基底以意义的意指行

为，该意指行为还构成了与意向对象之间的表述性关系 （Ｈｕａ１９／４３－４４，３８）。在下文我们将看到，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区分，涉及到胡塞尔前后期对符号意向的不同理解。在第一 《研究》中，胡塞

尔认为，恰恰是由于 （Ｖｅｒｍｇｅ）意指意向，“表述才不仅仅是一个单词发音。它意指某物，而且只
要它意指某物，它便与其对象关联起来”（Ｈｕａ１９／４４）。换句话说，如果物理基底缺乏意指意向，那
么它就依然是一个指示；而一旦它被一个主体赋以意义，即被激活，那么它就变为一个表述 （Ｈｕａ
１９／４４，４５），譬如说某人清楚地说出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这个单词。胡塞尔认为，这一赋意行为构成了表述
“最本质的内核”（Ｉｂｉｄ．），因为只有通过这一赋意行为，说话者才能赋予物理符号以灵魂并藉此指向
被意指对象，而不管该对象是否以直观或空洞的方式被意指 （Ｈｕａ１９／４５）。

与此对应，表述性意识包含两种行为样式：一是对物理侧面的 “语词表象”（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一是
在心理侧面的 “赋意行为”（ｓｉｎｎｇｅｂｅｎｄｅｒＡｋｔ）。胡塞尔认为，“两者均被体验到；但当我们在体验语
词表象时，我们并不生活在对语词的表象之中，而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语词意义、语词意指的实行之

中”（Ｈｕａ１９／４６）。具体来说，对物理侧面的表象行为仅仅起到唤醒赋意行为的作用，并以此将我们
的意向目光转向被意指之物。与之相对，赋意行为则使表述性符号瞄向 （ｈｉｎｚｅｉｇｅｎ）意向对象。在此
意义上说，说话者清楚地 “念出”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这个单词并由此指称被称为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的动物。胡塞尔认
为，恰恰是由于这一主体的激活，我们作为一个 “听者”不但将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这个单词当做一个指示符
号———指示着说话者的心理生活，并且当做一个有意义的表述———表述着说话者的心理生活，即说话

者指称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这一动物。
显然，一种可能的解释认为，表述行为是上述两个侧面———语词表象与赋意行为的单纯聚合，

“好像它们不过是同时被给予的”两个独立行为 （Ｈｕａ１９／４５）。据此，表述行为包括两个不同性质的
意向行为，且这两个意向行为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意向对象：语词表象感性而直观地指向符号的物理

基底，而赋意行为则在意向上指向被指称的对象。在第一 《研究》中，胡塞尔明确地拒绝了这一解

释，他认为这两个侧面 “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内在互融的统一” （Ｉｂｉｄ．）。① 如上文示例，表
述性符号将意向目光从对象Ａ（即指示性符号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转向了被表述对象 Ｂ（即动物 ｍｏｓｑ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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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德文原文 “ＳｉｅｂｉｌｄｅｎｖｉｅｌｍｅｈｒｅｉｎｅｉｎｎｉｇｖｅｒｓｃｈｍｏｌｚｅｎｅＥｉｎｈｅｉｔｖｏｎｅｉｇｅｎｔüｍｌｉｃｈｅｍ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本文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正是说明
这个 “内在互融的统一”并藉此阐明符号意向作为复合意向行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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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时具有对对象Ａ的表象和对对象Ｂ的表象，然后通过某种 “隐秘的心理

学协调”将两个表象 “耦结”（ｐａａｒｅｎ）在一起。显然，这种耦结并不能使对象Ａ成为对象Ｂ的 “表

述”：我 “读出”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这个单词并直观地看到墙上的一只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这一事实并不必然得出前者是
后者的表述———因为被念出的ｍｏｓｑｕｉｔｏ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必然是墙上的这个ｍｏｓｑｕｉｔｏ实例。为此，胡
塞尔认为，表述是 “符号与被指示项之间的体验性统一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ｅｉｎｈｅｉｔ）”（Ｉｂｉｄ．）。

然而，就第一 《研究》的论述来看，胡塞尔的论证并不能完全回避这一解读；而且他关于 “动

机结构”的解释恰恰加强了这一解读 （参看下文）。对胡塞尔来说，表述行为中指示功能与意指功能

实际上是可以被分离开来的，以至于胡塞尔认为意指功能独立于指示功能。据此，只有意指功能才本

质上行使表述性功能。例如，胡塞尔写道：“表述甚至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也展现其意指功能，在其

中表述不再起到指示性的功能。”（Ｈｕａ１９／３１）我们可以 “扪心自问”，而且可以理解这些有意义的

内心话语；但这些内心话语没有任何感性的形式或基底，因而它们并不具备也不满足指示功能。就此

而言，“在自言自语时，语词对于心理行为的存在不再起到指示性功能，因为该指示关系在这里毫无

用处。（因为）这些待考察的心理行为正是同时被我们体验到”（Ｈｕａ１９／４３）。因此，赋意行为事实
上独立于指示性符号：一方面，只要没有实行赋意行为，指示性符号本身就依然是 “无意义的”（ｓｉ
ｎｎｌｏｓ）；另一方面，只要 “在指示功能而外 （ｎｅｂｅｎ）”（Ｈｕａ１９／３０）它还被某个给予意义的主体所激
活，指示性符号就变成 “具有意义的”（ｓｉｎｎｖｏｌｌ）或者 “被赋予意义的”（ｓｉｎｎｂｅｌｅｂｔ）。

显然，胡塞尔认为主体性的赋意行为或能力在意义构成中优先于物理或感性的符号形式：赋意行

为独立于后者并通过其主体性权能激活了后者。即是说，意义本质上是源自并隶属于主体性的要素，

而非源自或植根于外在符号对象。恰恰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意向 （此处指表达行为）在严格的意义

上是两种意向———指示意向与意指意向———的心理学混合。我们将在第三节看到，这两个结论都是可

疑的，因为外部世界的意义并不是主体性的创造，而诉诸心理学协调来解释符号意向的复合性在现象

学上也是待商榷的。为此我们需要更为细致的描述分析。

（二）胡塞尔论指示关系

为了揭示胡塞尔为何赋予赋意行为在意义构造中的特权，以及他为何需要求助于心理学的解释以

说明符号意向的复合性质，就需要进一步澄清第一 《研究》中关于 “指示关系”的分析。

一如前述，每个符号都是关于某物的符号，因而它是被指示项的指示子。胡塞尔认为，这种指示

关系的共同因素在于一种 “动机结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即 “某个东西可以指示另外一个东西”

相当于说 “某人对指示子的存在信念促发 （ｍｏｔｉｖｉｅｒｔ）了他关于被指示之物的存在信念”。举例来说，
当我看到了烟，其中的指示关系 （Ａｎｚｅｉｇｅ）可以刻画如下：“我关于那存在着烟的信念促发了我的第
二个信念，也即某处存在着火；或者说，烟的存在向我指示着火的存在。”（参见Ｈｕａ１９／３２）胡塞尔
进一步说，这一动机结构刻画了两个信念之间的 “描述性统一”，即 “指示着的事态与被指示的事态

在思维者的判断行为中自身构成，而上述动机便在这些判断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描述的统一”（Ｈｕａ
１９／３２）。

进而言之，动机结构具有三重限制。首先，促发性的指示子必须是 “感性的”或者 “实在的”。

因而，想象物或者幻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如内心话语就不能行使指示功能。恰恰在此意义上，胡塞尔说：
“对一个事物的存在信念 （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ｖｏｎｄｅｍＳｅｉｎ）被体验为关于另一个事物之存在信念或推测的
动机。”（Ｉｂｉｄ．）根据这一刻画，被指示项必须在物理上或感性给予方式上异质于指示子 （Ｈｕａ２０－
２／７３，８４），即火的感性给予性必然是不同于烟的感性给予性。

其次，动机结构是一种偶然性关系，而且胡塞尔认为这种指示上的偶然性源自于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一种 “心理学联结”（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Ｈｕａ１９／３５）。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关于联结的定义不同于传统
心理学的定义，例如他说 “Ａ在意识中唤起Ｂ，那么这两者之间不只是同时或先后被意识到，而是有
一种可感综合 （ｆüｈｌｂａｒｅｒ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在此烙在意识活动之中———这种综合表现为一物对另一物
的指明 （ｈｉｎｗｅｉｓｔ），此物与彼物的共属一起”（Ｈｕａ１９／３７）。换言之，正是这种 “可感综合”使指示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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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的意向目光得以转向，即从指示子指向被指示项。但在第一 《研究》中，胡塞尔依然受素朴

心理学的影响，未经反省地接纳了关于联结的传统解释，即认为符号意向中的联结本质上是 “约定

性”或是 “归纳性”的。① 举例来说，烟是在归纳上与火联结在一起的，旗帜则是在约定上与某个国

家或族群联结在一起。基于此，胡塞尔认为 “对此物的存在信念经验地 （即以偶然的、非必然的方

式）促发对彼物的存在信念”（Ｈｕａ１９／３４）。如此，给定某个指示子，我们仅仅能设想或推定被指示
项的可能存在。“一个对象或事态不仅让人回想起另一个对象或事态，并以这种方式指出 （ｈｉｎｚｅｉｇｔ）
另一个对象或事态，而且一个对象或事态同时还为另一个对象或事态作证，建议人们去设想 （Ａｎ
ｎａｈｍｅ）另一个对象或事态的存在。”（Ｈｕａ１９／３７）当我们看到烟时，我们只能设想性地判断火的存
在；但这种判断只具有概然性的模态：烟可能是由火产生的，也可能是某个演唱会的烟火效果，诸如

此类。

最后，指示关系是指示子与被指示项之间极为外在而且松散的关系②，即指示性符号本身并不具

有与被指示项之间的内在关系。当我看到烟时，我可能随之生成另一个信念———在某处有火堆；但我

并不必然生起这一个信念，因为烟本身可能指示着其他的存在物。据此，胡塞尔认为，我们在谈论指

示关系时 “并不需要预设与或然性的明确关系”（Ｈｕａ１９／３５），因为谈论或然性本身已经是某种 “确

定的判断”，而指示关系本质上并没有这种确定的判断：烟可能指示火的存在，但这并不同于说 “烟

具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指示火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这种偶然性的、松散的指示关系促使胡塞尔认为指示性符号本质上是缺乏

意义的。从一方面说，指示性符号与被指示项之间的外在关系使得指示性符号——— “符号自身”

（Ｚｅｉｃｈｅｎｆüｒｓｉｃｈ）”（Ｈｕａ１９／４６）不可能满足指示功能，除非它是 “依据任意的指示性目的而被创造

出来”（Ｈｕａ１９／３１）。基于同样的理由，指示关系的任意性也使得指示子不可能成为被指示项的 “有

意义表达”。因此，我们在指示关系之外需要一个额外的主体赋意行为，以便在指示子与被指示项之

间搭起某个意义关联。从另一方面说，一旦被赋意，指示性符号便具有了一个本质性的变更，以至于

“它的表象特征都被彻底改变了” （Ｈｕａ１９／４７）。也即是说，我们的意向目光不再指向指示性符号，
而是 “仅仅朝向在意义给予行为中被意指的实事” （Ｈｕａ１９／４７）。赋意行为促成了某种意向性的转
向，使得意向目光从指示性符号朝向了被表述的对象。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通过赋意行为，被表

述对象才进入到意识之中。同样的，表述性意义并不存在于指示性符号，而是存在于赋意行为之中。

综言之，胡塞尔在第一 《研究》中认为，赋意行为这一主体性成就在表述中具有意义构成上的

优先性和独立性，而指示性符号则是无意义的物理存在物。这两个论题进一步促使胡塞尔认为意指意

向分离并独立于指示性关系。这也导致了胡塞尔认为符号意向 （即表述行为）是两种意向行为———

语词表象与意指意向之间的可感综合，但此可感综合本质上是由尚待澄清的某种心理学协调来刻画

的。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符号意向的论述在 “１９１４年文稿”中得到了系统性的修订。

三、“１９１４年文稿”中的符号与指示

一如本内特 （Ｂｅｒｎｅｔ）和梅勒 （Ｍｅｌｌｅ）③ 指出的，胡塞尔在 １９１４年前后系统性地修订了第一

５７

①

②

③

参见Ｎ．Ｄｅｐｒａｚ，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ｅｔ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９２，ｐ．１７４．
参见Ｂｅｒｎｅ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ｉｇｎ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Ｒ．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Ｅｄ．），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８，ｐ．６．
Ｂｅｒｎｅ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ｉｇｎ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前揭文；Ｕ．Ｍｅｌｌｅ，Ｓｉｇｎｉｔｉｖｅ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ｋ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５（３），１９９８，
１６７－１８１；Ｕ．Ｍｅｌｌｅ，ＤａｓＲｓｅｌｄｅｓＡｕｓｄｒｕｃｋｓ．ＩｎＦ．Ｍａｔｔｅｎｓ（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ｐ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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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关于符号和表述的论述。① 这一修订所形成的文稿目前发表于 《胡塞尔全集》第２０卷第二
部 《第六研究之新文稿：论表述与认知的现象学》。在此，胡塞尔进一步解释了符号的两个描述性侧

面，并更为细致地分析了符号的给予性样式。首先，他认为指示性符号本身是一种自身超越的存在

者，它具有一种 “强制性”趋势；其次，他以现象学的方式解释了符号意向中的可感综合，认为符

号是一种 “通过某物意指另外某物”的意向统一体 （Ｈｕａ２０－２／１３）。在本节，我们着重说明胡塞尔
如何从符号的实际被给予性展开上述论题，并讨论它们与第一 《研究》的区别。

在第一 《研究》中，胡塞尔将指示性符号与表述性符号一分为二，并将所有不满足意指功能的

符号归为指示性符号。由此，人工符号如旗帜、信号以及手卷结等都被当作单纯的指示性符号，即它

们 “不具有意义”。但在 “１９１４年文稿”中，胡塞尔更为细致地区分了单纯符号 （ｂｌｏβｅ
Ａｎｚｅｉｃｈｅｎ）———例如动物踪迹，和本真符号 （ｅｃｈｔｅＺｅｉｃｈｅｎ）———包括人工符号和语言符号。后者又
可以进一步区分为 “非范畴符号”和 “范畴符号”。其关键在于，胡塞尔发现，本真符号自身具有一

种 “强制性趋势”的特征以及一种前述谓或前命题的意义构成。让我们结合胡塞尔关于本真符号的

范例即风暴信号来进一步说明。②

依据第一 《研究》，这一信号只能用于指示某处具有风暴这一存在事实，但该信号本身并不具有

任意意义，即关于 “即将会发生一场暴风雨”这样的述谓性意义 （Ｈｕａ２０－２／５１）。但根据新的文
稿，风暴信号不但满足了指示功能，而且它还 “具有一个表述性意义”（Ｈｕａ２０－２／５２），即信号自
身将相对应的事态直观地表现在当前，或者说它意味着 （ｓｉｇ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ｅｎ）某个事态——— “暴风即将从

北部而来，人们应该尽快呆在屋里”。因此，我们不单单看到了作为物理存在物的风暴信号———对

此，我们甚至可能没有任何兴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直接或直观地看到或注意到该信号所当下化的

事态。用胡塞尔的话说：“符号表述了或意指着，例如，‘北边即将有一场风暴’———只不过该表述

不是用语词来进行。”（Ｈｕａ２０－２／５３）在此意义上，符号 （包括语言符号）本质上就具有其内在的

意义，依此意义，符号才能够表述并指称对应的事态。与之相对，胡塞尔将本真符号与单纯或自然符

号———例如沙地上的动物踪迹区分出来，不仅因为后者只是指示或提示了 “某个猎物的存在”（Ｈｕａ
２０－２／５１），而且还因为后者并未 “说出”或当下化任何关于该猎物之状态的信息。③

这个新的描述揭示了符号及符号意向的一些新特征。一方面，胡塞尔藉此认为非语言符号，例如

风暴信号、手卷结乃至旗帜等，都内在地与一个意义要素相联结，因此它们具有某种表达功能；另一

方面，胡塞尔现在可以对本真符号的构成要素进行真正的现象学说明，即更确切地解释：１．本真符
号的动机结构；２．本真符号的物理侧面以及心理侧面；３．符号意向中的可感综合。

首先，胡塞尔纯化了先前符号理论中的素朴心理学残余，并由此给出动机结构的现象学解释。在

第一 《研究》中，胡塞尔认为符号意向中的动机结构是促成意向目光转向的动因；然而，他并未说

明这一目光转向是源自符号内在的因素抑或是基于主体本身的心理倾向。在新文稿中，胡塞尔明确地

认为，符号意向中的目光转向依据于符号本身的构成。即是说，意向转向首先不是主体的意向转移，

而是内在于符号本身的一种强制性趋向，据此指示子的存在必然 （ｓｏｌｌｅｎ）将意向目光导向被指示项。
在新文稿中，胡塞尔如此定义本真符号中的动机结构：“在对指示关系的意识中，一个相续的过渡已

然得到了预先规定：Ａ的存在直观地在此或者是通常被如此经验到。而且由此生发出某种 ‘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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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１４年文稿”事实上源自对第六 《研究》的修订，但其基本论题却是针对第一 《研究》中的符号理论。关于该修订的历史动

机、范围以及主要内容，参见Ｕ．Ｍｅｌｌ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Ｚａｈａｖｉ＆Ｆ．Ｓｔｊｅｒｎｆｅｌｔ（Ｅｄｓ．），
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Ｂｏｓ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Ｖｏｌ．１６４，２００２，ｐｐ．１１１－１２３．
需要注意的是，风暴信号并不一定是指电视上发布的风暴预警信号；根据胡塞尔的论述，它还可以包括风或云等自然现象，也可

以包括人工的器具，例如测天气用的旗帜或风向标等。

就胡塞尔本人的表述来看，他似乎对这一点是存疑的，例如他有时认为动物踪迹对一个有检验的猎手来说可能 “看起来”是不

一样的。对于非猎手而言，踪迹确实只是指示了猎物的存在；而有经验的猎手却能分辨出踪迹的类型并藉此判断出猎物的远近。

就此而言，胡塞尔似乎又模糊了他关于单纯符号与本真符号之间的区本。毋宁说，根据胡塞尔的新文稿，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关

于 “自在之符号”（Ｚｅｉｃｈｅｎｆüｒｓｉｃｈ）以及符号意向的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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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某种牵引，也即一种导向 ‘因而Ｂ存在’或导向作为被指示的Ｂ－存在的趋向。”（Ｈｕａ２０－２／
７９）依据胡塞尔的刻画，这一趋向是 “实事性的”或它是植根于指示子之中的 （Ｈｕａ２０－２／７９，８０，
８１），因而它是从指示子之存在中生发而出 （ａｕｓｇｅｈｅｎｄ）并因此附着于 （ａｎｈａｆｔｅｎｄ）指示子 （Ｈｕａ２０
－２／７２，９７）。具体来说，当我看到风暴信号时，我并不是通由我自己激起某种倾向，在此倾向中我
将自己的意向目光转向信号所示意的东西。恰恰相反，信号本身在其显现之初便将我的目光 “吸引”

或 “传递”到它所示意之物上，即 “北边即将有一场风暴”这一事态。胡塞尔认为，本真符号的这

种吸引或传递是一种过渡 （ｂｅｒｇａｎｇ）现象，即本真符号是一种居间者，通由它被示意的事态便被直
观地当下化了。在此意义上，胡塞尔认为，符号意向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意向，它通由语词表象直观

地指向语词表象所当下化的事态。显然，与第一 《研究》对照，此时指示性符号本身就是一种意指

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ｋａｔｉｖ）符号，即它内在地具有某种 “意愿” （Ｗｉｌｌｋüｒ）或 “应当” （Ｓｏｌｌｅｎ），后者迫使主
体将其意向目光转向被示意的事态。

相应的，意指性符号也具有了第二个特征，即它对主体具有某种 “强迫性”的构成要素， “在

（意指性符号中）存在着某种由自我出发并走向自我的要求 （Ｚｕｍｕｔｕｎｇ）”（Ｈｕａ２０－２／８３）。在一般
情况下，我们跟从 （ｆｏｌｇｅｎ）这一强迫性的趋向，并由此转向 （ｈｉｎｗｅｉｓｅｎ）信号所意味之事态 （Ｈｕａ
２０－２／９２）；而且为了克服这一实质性的趋向，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努力，以便将自己从其强迫性的限
制中解放出来 （Ｈｕａ２０－２／９２－３，Ｎｒ．７）。在胡塞尔所分析的 “门铃”这一例子中，本真符号的这

两个特征变得尤为明显：门铃不单单指示着门口可能有客人来访；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门铃响起，它

立刻在主人身上强加了一个趋向———不得不注意到门铃所示意之事并跟从这一信号去开门。在胡塞尔

看来，门铃是一种邀请信号 （Ａｕｆ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ｓｉｇｎａｌｅ），它发出一个 “请求”——— “我请求注意” （Ｉｃｈ
ｂｉｔｔｅａｕｆｚｕｍａｃｈｅｎ）（Ｈｕａ２０－２／５６），以至于它吸引甚至要求一个对应的意向行为，即 “前去开门”。

因此，本真符号中的动机结构不再是一种经验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相反，依据胡塞尔新的论述，

指示子起到了当下化被指示项的内在 “桥梁”（Ｂｒüｃｋｅ）功能 （Ｈｕａ２０－２／７３）。由此，胡塞尔也修
正了他关于符号的两个描述性侧面的表述：物理侧面 （就意义构成而言）不再是无关紧要的抑或可

有可无的，而心理侧面 （就意义构成而言）也不再是最核心或最优先的。即是说，胡塞尔现在认为

物理侧面就其构造形式 （Ｇｅｓｔａｌｔ）而言本身就具有了某种意义要素———它通由该意义要素当下化了所
示意的事态。与之相对，主体则是受本真符号的强制性趋向所引导，将意向目光从该符号的感性表象

转向到该符号所示意的意义事态。在此意义上，胡塞尔给出了指示性关系的全新论述：“显而易见，

每个符号都具有某种双面性。我们在现象学上 （也即，当我们就表述的直观给予性来进行描述时，

我们依据该表述所发现的东西）区分：１．单纯的语音、显现着的外在对象特征———它作为符号而起
作用；以及２．现象学上标示着语词 ‘功能’之物，也即现象学上的 ‘溢出’，它存在于此，也即它

是 ‘通由’显现着的对象特征的 ‘被意指之物’，也即它是某个 ‘意义’的承载者。” （Ｈｕａ２０－２／
２５）“意指意向并不是相对于第一项而外的第二个意识，它是与对语音意识本质上同一个意识。”
（Ｈｕａ２０－２／２５）与第一 《研究》相对照，意指意向不是一个变更指示性符号的额外的、独立的主体

性行为。相反，它是内在于同一个符号意识中的构成要素。即是说， “指示性符号也具有某种 ‘意

义’。它指向被指示项，后者在与对符号的感性表象中一同被表象：这一 （对被指示项的）表象能够

替换或保持这同一个 ‘意义’”（Ｈｕａ２０－２／７８）。
很显然，依据新文稿，物理侧面与心理侧面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胡塞尔可以清楚地看到

两者彼此之间的构造性与奠基性关系。胡塞尔认为本真符号的被给予样式跟图像的被给予样式之间存

在着结构上的亲缘性 （Ｈｕａ２０－２／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５，Ｎｒ．６）。即是说，意指符号的感性质料作为物理
基底激活了 （ｅｒｒｅｇｔ）或唤起了 （ｅｒｗｅｃｋｔ）符号自身之中的意指意向 （Ｈｕａ２０－２／８５，１３３－３４），并
由此源始地当下化或具身化符号所示意的内容 （Ｉｎｈａｌｔ）或主旨 （Ｓａｃｈｌａｇｅ） （Ｈｕａ２０－２／７８）。与图
像意识相似，在符号意向中，我们的意向兴趣既可以着眼于符号的感性给予性，也可以着眼于符号的

课题性主旨；但一般而言，我们将这两者感知为一个总体 （Ｇａｎｚｅ）或统一体 （Ｅｉｎｈｅｉｔ）———在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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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意向目光穿过 （ｄｕｒｃｈｇｅｈｅｎ）了感性给予性而直抵其课题性主旨 （Ｈｕａ２０－
２／６０）。胡塞尔认为，“在符号理解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解，在其中符号是 ‘作为单纯的通道’，作为

‘途径’，作为课题上未被意指之物———但它具有了一种应然的趋向，并 （由此）转到对 （被示意之

事态的）课题性意指行为之中。因此，一个实质上的异质之物就显现在眼前了，进入到对它的此在

把握之中。”（Ｈｕａ２０－２／８４）具体来说，符号意向并不逗留于符号的感性给予性，而是 “看穿”了

它的感性给予性并将此感性给予性看作为课题主旨的源初表征 （Ｈｕａ４／２３７）。“在此处，感性给予性
被没有消失；相反，一个特殊的意识联结得以形成，通过它，课题主旨作为从感性给予性中生发出来

但又隶属于感性给予性的被意指之物，并且与感性被给予性统一地被意识到。” （Ｈｕａ２０－２／８４）据
此，胡塞尔还进一步区分了符号意向中的两个意向端点 （ｔｅｒｍｉｎｉ）：物理侧面Ａ在构造上作为 “起始

之端点”（ｔｅｒｍｉｎｕｓａｑｕｏ），它具有 “一种导向课题性Ｂ之意识的通道性趋向 （Ｈｕａ２０－２／８３）；符号
意向终结于课题性内容Ｂ，即作为 “终止之端点”（ｔｅｒｍｉｎｕｓａｄｑｕｅｍ）的被示意事态 （Ｈｕａ２０－／９１；
参看Ｎｒ．７）。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意向端点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两个相互分离并彼此独立的项；恰恰相反，这

两个意向端点本质上是彼此叠加在一起的，以至于它们形成了一种卓越的二元统一体或二元融合

（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对Ａ的统觉与对Ｂ的统觉以这样的方式组成一个统一体———Ａ被标识为一种 ‘提

示性意向’，一种导向Ｂ的通道意识，并 （在意向上）停止于 Ｂ。”（Ｈｕａ２０－２／９３，１３４）胡塞尔甚
至认为，言语 （Ｓｐｒａｃｈ）是 “言语之身体与言语之灵魂的统一体”（Ｈｕａ２０－２／１３４，２５），“语词与
意义是内在统一的，两者之间没有间隙”（Ｈｕａ２０－２／１０５－０６）。即是说，语词是其意义的身体，意
义则是语词的灵魂；两者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融合，语词本质上是具有意义 （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的语词，
意义则是具身 （ｖｅｒｌｅｉｂｌｉｃｈ）的意义。据此，我们可以对第一 《研究》中指出的 “可感综合”给出一

个新的说明：它是具有一种特殊表象方式的意识统一体，即它原则上具有一种 “二重要素性”（Ｚｗｅｉ
ｇｌｉｅｄｒｉｇｋｅｉｔ）：“也即这样一种情况，语词相异于其 （被意指之）实事，然而其构型 （Ｂｉｌｄ）又 ‘表

征’（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ｔ）了该实事。”（Ｈｕａ２０－２／１３６）

四、结论：符号意向及其复合性

相较于第一 《研究》中的符号理论，胡塞尔关于符号的新论述展现出极为不同的特征。首先，

胡塞尔在符号指示中看到了一种内在的、密切的关系———即本真符号本身具有一种强制性的趋向，它

在意向上强加到主体之上，促使后者将意向目光从符号的感性构成转向到符号的课题性主旨。本真符

号不再是仅仅指示被指示项的存在，而是源初地揭示被指示对象的事态———它意指着后者。其次，本

真符号是一种传递性的通道———它以某种方式勾勒了被指示对象的意义，并且通由该意义它还源始地

当下化了被意指的事态。最后，符号意向作为一种独特的复合意向行为，具有一种过渡意向性———从

符号的感性被给予性到课题性主旨的意向过渡，并且具有二重意向端点———即作为起始之意向端点的

感性被给予性与作为终止之端点的课题性主旨。

由此，我们可以系统性地分析符号意向的复合意向性。本真符号就其构成特征而言是一种 “语

词身体与意义灵魂的统一”。虽然从反思上看，符号意向确实具有两个不同的意向指向，但感知者在

进行直观的感知时有且仅有统一的意向行为，即这个意向行为的 “可感综合” （ｆüｈｒｂａｒｅ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ｇｅｈｒｉｇｋｅｉｔ）。甚或说，符号意向之为一种复合意向本质上具有一种二元意向性，它分别以
不同的方式同时或统一地 （ｉｎｅｉｎｓ）指向两个不同的意向端点。因此，符号意向也具有一种独特的
“二元统一性”特征，即上述两种描述上的不同意向指向形成 “内在互融的统一体”。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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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统一性与经验的有界性

———论麦克道威尔 《心灵与世界》对康德哲学的误解

谢利民

【摘要】为了摆脱所与论与融贯论的两难，麦克道威尔试图从康德哲学中抽取出一种 “经验理论”，他将这

种理论阐发为 “印象本身已经具有概念性内容”的概念化经验思想。与此同时，麦氏又将康德自在之物的

学说斥为一种需要被抛弃的 “先验框架”。然而通过与康德原著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无论对 “经验理论”

的接受还是对 “先验框架”的拒绝，麦克道威尔都陷入了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误解。对康德而言，虽然

经验知识源自感性与知性的结合，但二者之间是严格区分的。直观表象中没有知性概念的内容，其统一性

来自与知性综合截然不同的想象力的综合。感性与知性之间既相互区分又相互结合的极富张力的结构，无

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在之物的设定。自在之物作为可能经验的界限，为自由保留了余地。

【关键词】麦克道威尔；康德；经验；概念；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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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利民，江西赣州人，哲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重庆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

一、引　　言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麦克道威尔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在１９９１年的洛克讲座上 “诊断”出普遍困扰

现代哲学的一种 “焦虑症”，并试图为之开具 “治疗方案”。这一焦虑集中于心灵与世界 （ｍｉｎｄ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心灵如何指向世界、而指向世界的心灵状态与对事物的信念或判断又
处于何种关系之中。麦克道威尔亮出的 “治疗方案”被他称为 “最低限度的经验论”。他借奎因 “经

验法庭”之说来界定这一思想：“经验必定构成一个法庭，它就我们的思想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事

物情况如何？———的方式做出裁决。”① 然而心灵框架的独特性使经验的法庭作用变得可疑。麦克道

威尔认为，正是经验法庭与心灵框架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关系导致了现代哲学的忧虑。这一对立在塞拉

斯对 “所与的神话”的批判中得到最清楚的展现。

塞拉斯区分了两种逻辑空间：一是理性的逻辑空间，一是 “经验描述”的空间，② 麦克道威尔恰

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逻辑空间。前者是一种规范性的语境，我们在其中对知识进行证成 （ｊｕｓｔｉｆｙ），任
何知识的概念都处于这种逻辑空间当中。后者则不是规范性的，而是自然科学的定律在其中发挥作用

的空间。构成自然的逻辑空间的关系与构成理性的逻辑空间的规范性关系完全不同，因而不具有任何

规范性的意义。关于知识之证成的现代基础主义观点认为，知识是关于事物的信念或判断，不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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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ｘｉｉ．对本书征引内容的翻译参见 ［美］

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刘叶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见Ｓｅｌｌａｒｓ，Ｗｉｌｆｒｉ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ｉｎ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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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推论关系，但所有知识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基础信念上。基础信念与感觉经验直接关联，是

预先被给予的，具有认识上的直接性。所以按照基础主义观点，所与 （ｔｈｅｇｉｖｅｎ）构成了一切知识的
最终根据。然而在塞拉斯看来，感觉经验就其为印象以及世界对人的感觉能力的刺激而言，就是自然

当中的事件，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的定律。那么，感觉经验就不处于对知识进行证成的理性的逻辑空间

当中，不遵循理性的推论规范，也就无法作为根据来证成知识。据此，塞拉斯把基础主义揭示为一种

“所与的神话”。

所与论的神话化催生了一种与之完全对立的认识论立场———融贯论。麦克道威尔把戴维森树立为

融贯论的代表，后者基于塞拉斯的所与论批判而拒绝经验论，理由是经验处于理性的逻辑空间之外，

因而不具有任何认识论意义。戴维森认为经验与主体的心灵状态 （信念与判断）因果地相关，但却

不能作为证成它们的根据，“除了另一个信念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算作坚持一个信念的理由”①。融

贯论虽然规避了所与的神话，但却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自发性不受外来的理性限制，那么它如

何还能表征这个世界，而不至于沦为 “一个在虚空中无摩擦力的旋转”呢？于是我们就面临 “一种

在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立场之间摆荡的倾向：一种是融贯论的立场，它可能割断思想与实在之间的关

联，另一种是对所与的徒劳的诉诸，也即诉诸被认为构成经验判断之终极基础的单纯在场 （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ｓ）”。②

虽然就经验是否构成对知识的理性限制这一问题，融贯论与所与论针锋相对，然而双方的争论之

所以可能恰恰说明他们共享对 “经验”概念的同一种理解，即经验作为世界刺激人的感官产生的印

象是完全感受性的，没有主体自发性的参与。为了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困局，麦克道威尔提出了一种

新的经验观念：“经验本身是把感受性和自发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状态或事件。”③ 为了辩护经

验概念化这种做法的合理性，麦克道威尔有所保留地援引了康德的思想，而且对这一经典思想的诉诸

贯穿 《心灵与世界》一书的始终。这就是康德在 “最低限度的经验主义”这一舞台上的出场背景，

这个背景 “先验地”决定了康德在此舞台上的表演方式。详审之下我们会发现，无论作为麦克道威

尔新观念的支持者还是对立面，出现在这位美国哲学家的剧场中的康德形象已与作为其原型的康德本

人的思想相去甚远。下文就致力于丈量二者之间的距离。

二、康德的 “经验理论”与 “先验框架”

“最低限度的经验主义”首先致力于摆脱所与论与融贯论的两难困局，这就要求既避免所与的神

话，又不放弃经验对思想的理性限制。麦克道威尔的方法是改造经验概念，将它规定为感受性与自发

性的统一体，经验作为感官印象，自身就已经具备了概念性内容。经验虽然是感受性与自发性的合

作，但却并非把自发性加到感受性之上的结果，而是自发性就渗透于感受性之中，因而感受性对经验

并未做出一种独立的贡献。正是在这一点上，麦克道威尔向康德投出了橄榄枝。

康德把人的理性划分为三大基本要素———感性、知性与理性，并将感性与知性认定为知识的两个

建构性的来源。感性是接受表象 （印象）的能力，对象通过它被给予我们；知性则是通过这些表象

来认识一个对象的能力 （概念的自发性），通过它，对象在与其表象的关系中被思想。感性的作用方

式是直观，而知性的作用方式是概念，直观与概念相结合产生知识。麦克道威尔认为，既然在经验中

被给予的直观能够与概念相结合，即能够被概念的自发性所思想，那么直观就不在概念之外。一方

面，直观不构成概念性事物的非概念的终极基础，因而就避免了所与的神话；另一方面，直观作为与

对象发生的直接关系，是感性的接受作用，因而构成了对思想的外来限制。麦克道威尔以自己的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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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统一性与经验的有界性

康德的经验思想总结道：“经验包含感受性这一事实可以保证来自思想和判断之外的那种必要的限

制。但是，由于感受性带给我们的东西已经利用了属于自发性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一致地认为，这

种限制是理性的；这就是这副图景避开所与之陷阱的方法。”① 据此，麦克道威尔声称 “康德近乎满

意地躲避了这种摆荡”②。然而为什么这个断言会有所保留呢？因为他认为经验的概念化只是康德的

经验理论，很遗憾的是，这一有益的思想处于一种先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框架之中。
按照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感性通过接受表象为我们提供直观，我们借此与对象发生直接关系。感

性直观是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进行的，而被刺激产生的杂多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之所以能被接受，
是因为杂多能够在感性的先天形式中得到整理。因此，直观所包含的只是对象按照我们接受刺激的方

式而给予我们的现象，而非刺激我们的对象本身。自在对象就其自身所是而言，绝不进入我们的直

观，因而是超感官的。麦克道威尔所谓的康德的先验框架就是指这种 “超感官的实在对感受性的先

验影响的理论”③。在这种框架中，世界被一分为二：现象世界中的事物能够按照我们的感性形式得

到整理，从而提供给知性进行思想，因此它们构成处于概念性之下的经验世界；自在之物的世界中的

事物则不能进入我们的感性直观，即是超感官的，因而独立于心灵。麦克道威尔据此说道：“这种超

感官的实在被认为在比任何适合普通经验世界这一意义更强的意义上独立于我们的概念性活动”④。

非概念实体的设定在两个相反方向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它明显具有所与论倾向。按照

麦克道威尔的理解，所与论的实质就是主张理性的空间大于概念的领域，在理性空间的多余部分中的

非概念内容对概念领域具有理性的影响，即能够证成概念领域中的内容。康德的先验理论承认一种独

立于我们的概念性活动的自在之物对我们感受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所产生的直观表象构成了我们知

识的内容，那么这就意味着承认概念内容受到来自概念之外的理性影响。另一方面，它还无法避免融

贯论的嫌疑。我们知道，康德在哲学上实现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知识不再符合对象，相反，任何

对象要被我们所认识都必须符合我们的观念。这场革命的结果就是后人所谓的 “观念论”。由康德看

来，与自在之物的绝对独立性不同，现象世界是我们认知的领域，现象之所以成为我们经验认识的对

象，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认知形式中得到整理，即符合我们的观念。因此，麦克道威尔批评康德的先

验理论 “忽略了我们的感官准许我们接近的实在的独立性”⑤。他的逻辑是，自在之物占据了终极存

在的地位，就必然挤压现象世界 （普通经验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概念性活动从而对概念领域施加限

制的余地。

既然康德开出了他的经验观念这一能够治疗我们当今哲学焦虑症的良方，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构想

一种先验框架，以致重新陷入两难之中？要知道，这种先验框架在康德之后便遭到费希特及黑格尔等

后继者的摒弃。麦克道威尔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康德受到现代科学的自然主义的影响。按照这种

观念，自然就是科学定律的领域，而科学定律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康德把因果性等观念确立为知

性范畴，认为科学定律由于受到范畴的规定才具有客观有效性与普遍必然性，所以自然没有被放逐于

概念领域之外。然而麦克道威尔认为，作为定律领域的自然与非自然的自发性之间依然存在戴维森指

出的鸿沟，这就迫使康德把概念与直观之间的关联置入自然之外的一种先验框架中：“自发性包含在

超感觉事物对感受性的先验影响下。”⑥ 在麦克道威尔看来，塞拉斯二重逻辑空间的理论正是这种祛

魅化的自然观念的产物：自然空间彻底成为机械运动的因果领域，其中不存在任何概念性的规范关

系，因而是与理性的逻辑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如果把属于自然的逻辑空间的事物作为证成理性的逻

辑空间中事物的终极根据，那就会陷入所与的神话；而如果完全放弃自然空间的事物对理性空间的限

制，那就会退回融贯论，从而失去对世界的指向性。可见，在二重逻辑空间的严格区分下，人们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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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范围内是无法关联概念与直观的，因此也无法沟通心灵与世界。那么，似乎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

这种关联置于理性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分裂之先，即让自发性在经验形成之前就包含于感受性对来自自

在之物的刺激的接受之中。在麦克道威尔看来，这正是康德的选择。

三、经验的概念性还是直观的统一性？

麦克道威尔把康德的经验观念视为 “概念化的经验”之典范，推崇备至。康德本人是否能够问

心无愧地领受这顶冠冕？或者说，康德的经验观念是否在麦克道威尔理解的意义上 “已经具有概念

性内容”？答案是否定的。

为了理解这一问题及其回答，我们首先须要检视康德对 “经验”概念的使用。我们通常语境中

所谓的 “经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在康德哲学中涉及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经验性的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与经
验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经验性的是指 “包含感觉 （它以对象的现实在场为前提）” （Ａ５０／Ｂ７４）①，因而是
后天的；与之相对的是只包含先天形式的纯粹直观和纯粹概念。经验这个概念则比较复杂。笛卡尔赋

予 “经验”以感官知觉这一外在来源与心灵的自身反思这一内在来源。在洛克、休谟等人看来，内

在经验就是对感觉的反思，最终可以回溯到外在经验。所以他们其实是在 “外在经验”的意义上，

即在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的意义上来理解 “经验”概念，这也是他们被称为经验论者 （Ｅｍｐｉｒｉｓｔ）的原因。
相反，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者则坚持内在经验先于外在经验，且是后者的条件。康德在考察了

对立双方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验观念。 “经验就是通过结合诸知觉而来的知识”

（Ｂ１６１），因而必须限制在直观允许的范围内，但是经验知识的必然性并不源自知觉，而是源自对诸
知觉的综合，而综合的功能属于知性的自发性，所以经验是感受性与自发性合作的结果。对于经验知

识的构成而言，感性与知性缺一不可，因此康德说 “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 （Ａ５１／
Ｂ７５）。麦克道威尔如获至宝，在他１９９１年的洛克讲座的开篇就把这句话引为箴言。按照他对康德的
理解，感受性与自发性构成经验知识的合作方式是：并非自发性加在感受性之上，而是在感受性带给

我们的东西中就已经具有概念性内容了，“感受性没有对这种合作做出哪怕概念上独立的贡献”②。然

而，在康德看来，感性与知性的能力，即直观与概念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区分。直观中没有知性概念

的作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知性也无法进行直观。麦克道威尔以为，当康德说 “思想无内容则

空”时，他只是在强调概念与直观的不可分割性，但并不承认一种空无内容的思想。③ 这种附会显然

有悖康德的原意，而且他没有注意到，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就是一种没有直观内容的思想，这一点留

待第四部分讨论。

实际上，麦克道威尔误解了康德的经验概念，他沿着经验论的惯性把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理解成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
这种误解在下面这段话中可见一斑：“我们不应该把康德所谓的 ‘直观’———经验的输入———理解为

仅仅得到概念之外的所与，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已经具有概念内容的事件或状态。”④ 我们知道，直观

是我们接受表象 （印象）的感性活动，如果说直观是 “经验的输入”，那么被输入的经验自然就是印

象了。果不其然，他后来就直接给出经验的定义：“经验是世界对我们的感官造成的印象，是感受性

的产物。”⑤ 当康德说感性与知性构成经验的两大要素时，他所指的是作为经验知识 （判断）的 Ｅｒ
ｆａｈｒｕｎｇ，而非只与感觉相关的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通过感觉而与对象相关的直观叫做经验性的直观，这就是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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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９．
参见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４．
Ｉｂｉｄ．，ｐ．９．
Ｉｂｉｄ．，ｐ．４６．



直观的统一性与经验的有界性

多 （印象）在感性直观形式中得到整理后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所以，麦克道威尔所预先持有的 “经

验”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对应的是经验性的直观，而非经验。当他以 “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

则盲”来辩护自己的 “经验”的概念化特征时，他显然已经把 “经验”与 “经验性的直观”混为一

谈。

撇开概念运用与理解的误差，在康德哲学中，经验性的直观是否已经包含概念性内容了呢？答案

依然是否定的。

康德说经验性直观的对象是 “未被规定的” （Ａ１９／Ｂ３３）。经验性直观作为直观，已经在感性形
式中得到整理了，所以这里显然是指未被知性概念所规定。然而经验性直观是把杂多联结为一个表

象，其中必有综合的作用，如果这种综合不是来自知性概念，那它又来自哪里呢？在 《批判》第一

版的 “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及其他多处，康德都赋予感官以一种对杂多的 “概观” （ｓｙｎｏｐ
ｓｉｓ），与此概观相应的必然是一种综合。 （Ａ９４，９７）海德格尔把这种概观理解为 “源初成一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ｉｎｉｇｅｎｄ），其源初性意味着其统一性不是源自知性概念，反而是概念普遍性的前提。①

就其不把概观的统一性划归知性概念而言，海德格尔似乎是忠实于康德的。然而关于感官的概观能力

的内容，在第二版中被康德放弃了。得到保留的是一种似乎完全相反的观点：“赋予一个判断中
獉獉獉獉獉

的各

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
獉獉獉獉獉

各种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

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就叫做知性的纯粹概念。”（Ａ７９／Ｂ１０４～１０５）那么是否正如麦克道威尔所言，
直观表象中就已经包含了概念性内容了？先不着急定断，让我们分析一下第二版中所加的一个重要的

注释，康德在这里提出了 “形式的直观”的思想：

空间在作为对象
獉獉

被表象出来时 （我们在几何学中实际上就需要如此），就包含比直观的单纯形式

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把按照感性形式给出的杂多统摄
獉獉

在一个直观
獉獉

表象中，以致直观的形式
獉獉獉獉獉

就只给出了

杂多，而形式的直观
獉獉獉獉獉

却给出了表象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我在感性论中曾仅仅归之于感性，以便只

注意到它是先行于一切概念的，虽然它以某种不属于感官的综合为前提，但是一切有关空间和时间的

概念只有通过这种统一性才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既然空间和时间通过它 （由于知性规定着感性）

而第一次作为直观被给予
獉獉

，那么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就属于空间和时间，而不属于知性概念。

（Ｂ１６１）
空间与时间作为感性直观形式，是使得杂多能够在某种关系 （空间关系、时间关系）中被我们

接受的东西。单纯感性形式本身并不能把杂多统一为一个直观表象，比如一个声音在时间中延续了一

段，这段延续本身并不能将延续中的诸片段统握为一个声音。那么直观中的统一性由何而来呢？虽然

康德说 “没有实体的单纯直观形式本身并不是对象，而只是对象 （作为显像）的形式条件”（Ａ２９１／
Ｂ３４７），但是正如在对空间与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中所表明的那样，空间与时间自身也是被给予的表
象。当空间与时间作为对象被表象出来时，它们就不再是单纯的直观的形式，而成为 “形式的直

观”。正是这种形式的直观将直观的形式给出的杂多统摄在一个直观表象中，即赋予表象以统一性。

这种直观中的统一性是空间与时间据以成为直观表象的东西，因而先行于一切知性概念。

然而空间与时间如何可能被直观呢？如果直观的形式可以被直观而成为 “形式的直观”，那么形

式的直观形式是什么呢？或者说 “形式的直观”的统一性从何而来呢？

来自先验想象力。康德说：“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 （ｅｎｓ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ｕｍ），它们虽然作为进行直观的
形式而是某物，但本身绝不是被直观的对象。”（Ａ２９１／Ｂ３４７）康德通常是在感性的直观的意义上使用
“直观”概念，所以他会说空间与时间不能被直观。但是直观除了感性的直观，还可以指知性的直观

和想象力的直观。知性的直观不为人类所有，而想象力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能力，则能够为我们带来直

观。康德把纯粹空间与纯粹时间解释为拉丁文的 ｅｎｓ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ｕｍ，即 “想象之物”，可见他认为空间

与时间是在想象中被给予的，因而也是广义上的 “直观表象”。那么想象力是如何将空间与时间表象

为直观对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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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康德在 《批判》第二版中给想象力下了明确定义：“想象力就是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
獉獉獉獉獉獉

也

在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Ｂ１５１）所谓 “在场”当然就是指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想象力能够把

在一个感性直观中未被给予的对象在想象力的直观中表象出来。在感性直观中，我们可以接受各种各

样的杂多表象，每一种杂多都占据一定的空间与时间。每一种具体的空间和时间都是基于对一个无限

的空间与时间的表象的限制，因而不能先行于这个唯一的无限表象。然而在每一个感性直观中，我们

所表象的都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无限的表象从不出场。所以对这个无限表象的直观不是一种感

性直观，而是一种想象力的直观。虽然无限的空间与时间不在场，但基于对其的限制的有限的空间与

时间是在场的，想象力可以通过对有限的空间与时间的无限扩展而将无限的空间与时间在直观中表象

出来。虽然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是借由有限的空间与时间而得到表象，但这并不影响后者以前者为前提

这一说法，因为对一个东西的表象并不等于这个东西的效力本身。恰如在康德哲学中，知性范畴及其

效力是通过从经验知识出发的先验演绎而被我们认识到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说知性范畴是后于经验知

识的。正是因为形式的直观是由想象力表象出来的，所以康德把纯粹空间与纯粹时间视为 “想象之

物”。形式的直观把直观的形式给出的杂多统摄在一个直观表象中，因而直观表象的统一性属于想象

力，“就此而言想象力是一种先天地规定感性的能力”（Ｂ１５２）。
想象力对直观杂多的综合是形象的，不同于在单纯范畴中将不同表象联结为一个判断的综合，即

知性的综合 （Ｂ１５１），所以它的统一性不属于知性概念。但是既然想象力先天地规定感性，那么它就
是自发性，所以康德也称之为 “生产性的想象力”（Ｂ１５２）。其实想象力的统一性就是统觉的统一性，
因为一切自发性的最终源泉都是先验统觉。先验统觉就是必然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 “我思”。统觉的

综合统一原理是 “整个人类知识中的最高原理”（Ｂ１３５）。统觉的综合的统一不仅是指 “我思”伴随

一切表象，而且是指 “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
獉獉獉獉獉獉

” （Ｂ１３３）。这里的 “在一个意识中”

最为关键。如果想象力只是简单地把不在场的东西形象地表象出来的话，那么它就与单纯感性形式一

样，只给出了杂多而无法给出杂多的统一性。因为各种不同的杂多表象就其本身而言是相互分散的、

断裂的，只有把它们联结在一个意识中，它们才能被统摄为一个统一表象。所以想象力就其为自发性

而言，是在行使统觉的综合统一功能。前文已述，想象力的综合与知性的综合完全不同，所以直观表

象的统一性不能直接等于知性概念的统一性，但是二者最终都属于统觉的统一性。“那就是同一个自

发性，它在那里是以想象力的名义，在这里则是以知性的名义，而把联结带进直观的杂多中来的。”

（Ｂ１６２）通篇 《心灵与世界》，麦克道威尔都把 “自发性”用作知性概念的代名词，显然是没有理解

康德真正的意思，这也导致他始终无法澄清感官印象如何就具有概念性内容。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悉，直观表象的统一性最终来源于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而统觉的统一性的

全部奥秘在于杂多在其中得以被联结的意识。作为意识分析的典范，现象学发现了意向性这一意识的

根本结构，从而为打开统觉统一性的奥秘之门提供了一把钥匙。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课题了。

四、概念的无界性与经验的有界性

无论对 “经验理论”的接受还是对 “先验框架”的批评，麦克道威尔关于康德的讨论近乎无一

例外基于 《纯粹理性批判》 （以下简称 《批判》）一书展开。那么 《批判》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

呢？新康德主义者赫尔曼·科恩 （ＨｅｒｍａｎｎＣｏｈｅｎ）认为，《批判》所研究的是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
的一种 “经验的理论”。新康德主义的批评者海德格尔则将之视作为形而上学奠基的作品。① 其实在

４８

① 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直接交锋发生于１９２９年的达沃斯，是为著名的达沃斯之辩。在这场辩论中，卡西尔继承了科恩对康德
的理解，海德格尔则认为与自然科学相关的认识论对于康德来说并不重要。（参见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附

录ＩＶ，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６３页）实际上，认识论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一词及其对应的德语词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ｅ都是后康德的术语，康德自己从未使用过它或它的同义词。因此，把批判哲学解读为认识论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
以今律古的错误。（参见Ｈ．Ｃａｙｇｉｌｌ，ＡＫａ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ｔｅｍ“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００，ｐ．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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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本人看来，《批判》既是一种作为经验理论的哲学，也是一部形而上学著作。对这一界定的理解

须要联系作为康德所处的思想史背景的 “形而上学”观念。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 《形而上学》的任

务规定为研究存在之为存在 （ＢｅｉｎｇｑｕａＢｅｉｎｇ），而不聚焦于某类具体的存在者，另一方面却又把它
的研究对象锁定为在存在序列中最先出现的那类存在者，并因此把这一著作的研究称为 “第一哲

学”。后来前一种研究被人称为普遍形而上学，而后一种研究则被称为特殊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

观念在后世的传承中总体上得到保留。沃尔夫哲学将形而上学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普遍形而

上学或本体论，关涉的是我们的知识与一切事物的终极基础；其余三部分则是特殊形而上学，对象分

别为心灵、世界与上帝。作为曾经的沃尔夫信徒，康德总体上接受了这一划分，把 “纯粹理性批判”

的工作解释为 “对普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

（ＡＸＩＩ）。同时，“纯粹理性批判”也被康德解释为对一门先验哲学的澄清。
对普遍形而上学之地基的清理如何导向一门先验哲学？《批判》如果只涉及先验哲学，那在何种

意义上是一种 “经验的理论”呢？按照上述的 “形而上学”观念，普遍形而上学研究的是我们的认

识及被理解为认识对象的普遍事物的终极基础，而认识及其对象正是经验的范围，所以 《批判》是

一种研究经验之根据的理论。我们知道，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要求对象符合我们的理性，而理性就是

为经验知识提供先天形式的能力，因此对经验之根据的研究就是对理性自身，对理性提供的先天形式

的研究，康德称为 “纯粹理性批判”。正是因为理性使经验知识得以先天可能，所以纯粹理性批判所

澄清的是一门先验哲学。康德以这门先验哲学取代了传统的普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先验哲学其实

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康德的 “经验理论”。这是因为 “先验的”所意味的不是仅仅先于经验而

已，而是关于使经验知识先天可能的理性与纯粹知性的知识，它必须适用于可能经验。也就是说，康

德的先验哲学所阐明的就是麦克道威尔所热衷的 “感受性与自发性在经验中相互合作”的理论，只

不过这种合作的方式不是麦氏所倡导的 “感受性的产物中就包含概念性内容”，而是其所竭力反对的

“把概念运用于感性之上”，或者说 “把直观表象统摄于概念之下”。

当麦克道威尔把康德的 “先验框架”解释为 “超感官的实在对感受性的刺激的理论”时，他显

然顾名思义地将 “先验”误解成了 “先于经验”的事件或状态了。其实在康德的语境中，自在对象

对感官的刺激虽然是经验知识在时间上的起始，但却不是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来源，因而不能称为

“先验的”。与必须适用于可能经验的先验不同，自在之物完全超出可能经验的界限，应该更为恰当

地称作 “超验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①。
如果说 “先验的”所标示的是普遍形而上学的对象，那么 “超验的”所标示的则是特殊形而上

学的对象 （心灵、世界与上帝）。“先验的”与 “超验的”有何关系？更一般地问，普遍形而上学与

特殊形而上学通过何种方式被关联起来？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那类存在者的实体性形式视为一切可感

实体的存在方式的典范，从而试图通过特殊形而上学来解答普遍形而上学的问题。② 经过哥白尼式的

革命，康德把事物的存在方式从外在的实体性形式转换到内在的认识形式，由此任何事物就其作为我

们的———无论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认识对象而言，其存在方式必须依据我们自身理性所提供的使

对对象的认识得以先天可能的形式而得到澄清。那么，心灵、世界与上帝这些存在者在对存在之为存

在的理解问题上就不再享有特权，相反，其存在方式只有在我们理解了理性的先天形式之后才能得到

理解。虽然这些存在者超出了可能经验的界限而无法被我们认识，但是可能经验的界限恰恰需要对理

性先天形式的批判来得到辨明。因此在康德这里，普遍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再依据特殊形而上学，而是

５８

①

②

虽然自在之物、本体与超验之物三个概念的使用语境与侧重各有不同，三者分别代表对感性、知性与理性 （原则性知识）的限

制，但是它们在如下这一点上却是最终同一的，即作为超感官的无条件者，它们划定了经验知识的界限。康德也在 《批判》的

多处直接点明了三者的同一，如ＢＸＸ，Ａ２８８／Ｂ３４４～３４５。关于自在之物、本体与超验之物的关系的详尽研究，还可见张志伟：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本体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在此问题上，帕奇克与Ｍ．弗雷德已经做出了一些工作。参见Ｐａｔｚｉｇ，“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ｉｎ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ｖｏｌ．３，Ｊ．Ｂａｒｎｅｓ，Ｍ．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Ｒ．Ｓｏｒａｂｊｉｅｄｓ．，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Ｐｕｂ．，１９７９；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ｄ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ｅ
ｃｉ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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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换言之，对 “超验”的理解以对 “先验”的理解为前提。既然康德的先验哲学所阐明的正是

麦克道威尔所瞩目的 “经验理论”，而麦克道威尔所谓 “先验框架”又实指康德的超验之物，那么康

德的立场就可以表述为：并非 “经验理论”的洞见被置于 “先验框架”之中，而是 “先验框架”只

有基于 “经验理论”才得以建立。这种奠基关系是如何可能的呢？具体而言，康德的 “经验理论”

以何种方式导向了一种 “先验框架”（即对自在之物的接纳）？这种导向是 “经验理论”之必然吗？

根据上文已经阐释的康德的 “经验理论”，经验知识来源于且只来源于感性与知性的合作。“思

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麦克道威尔从中直接解读出感性与知性的不可分割性，并否认一

种空洞思想的可能性。然而我认为，康德这一对知识来源的界定非但没有说明感性与知性不可分割，

反而暗示了二者就其自身而言并非完全相合。自在之物能够被思想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二者 “脱轨”

的可能性，而康德 “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的断语则是对这种 “脱轨”的一个 “警

示”。下文的分析将会表明，正是知性与感性的不一致性使对自在之物的接受成为无可避免的结果。

知性是从纯粹统觉而来的本源的自发性，无须借助感性就能获得自身，因而就其自身而言是不受

感性限制的。由于知性又无法给自己规定运用的界限 （Ａ２３８／Ｂ２９７），所以知性其实是没有边界的
（ｕｎｂｅｇｒｅｎｚｔ）。麦克道威尔也强调，概念领域并没有一条把实在排除在外的边界，① 这无疑是与康德
一致的。然而这种一致性是如此有限，以致一接触到感性与知性的关系问题便顷刻瓦解。麦克道威尔

坚持知性不可分割地包含于感性之中，从而认为在我们感官上留下的印象就已经具备了概念性内容，

这也就意味着感性没有超出概念的范围，或者说感性与知性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然而感性就是接受

性，即接受表象的能力，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限制、一种边界。如果麦克道威尔坚持其概念化的经验

理论的一贯性，那他就应该承认概念系统 “被限制在这条边界之内，而世界在此边界之外”。但他却

认为这是 “我们的图景绝对不能采用的形式”②，于是不得不陷入自相反对的境地之中。

有趣的是，康德并不强调知性的无界性，但却由于对知性与感性的明确区分而保全了这种无界

性。康德之所以不强调知性的无界性，是因为他 （至少在 《批判》中）始终瞩目于经验知识的客观

有效性。这种客观有效性不能单由知性保证，而需要感性与知性相结合。于是为了有效地扩展我们的

知识，“知性对它的一切先天原理、乃至它的一切概念永远也不能做先验的运用，而只能做经验性的

运用”。先验的运用 “与一般意义上的自在之物相关”，而经验性的运用则与 “一个可能经验的对象”

（Ａ２３８～２３９／Ｂ２９８）相关。也就是说，自在之物不是一个可能经验的对象，因而不能通过知性的运用
而被认识。为什么自在之物不可能被经验？康德在 《批判》的自用本中将 “一般意义上的自在之物”

改成了 “并不在任何直观中被给予我们的对象，因而是非感性的对象”。③ 对象只能在感性直观中被

提供给一个概念，而既然自在之物并不在直观中被给予我们，那它也就超出了可能经验的界限，因而

是 “超验的”。虽然康德明令禁止知性对自在之物的先验运用，但是这种禁令反而证明康德承认这种

先验运用的可能性，即一种关于自在之物的概念的可能性。实际上，康德已经明确声称，对于超验的

自在之物，我们 “哪怕不能认识，至少还必须能够思想”。这是因为思想是知性的功能，而知性就其

自身而言只包含空洞的逻辑形式 （如矛盾律），它能够按照其逻辑形式来规定一切。“我可以思想我

想要思想的任何东西，只要我不自相矛盾，也就是只要我的概念是一个可能的观念，虽然我并不能担

保在一切可能性的总和中是否会有一个对象与它相应。” （ＢＸＸＶＩ）既然自在之物并不自相矛盾，那
么关于它的一个概念便是可能的。

据此我们可以回应麦克道威尔对康德 “先验框架”的两个批评。首先，麦克道威尔认为自在之

物这一实在是超感官的，因而也就处于我们的概念领域之外。回想麦氏对康德 “经验理论”的理解，

我们就不会对这一批评感到意外。按照他的看法，知性概念不可分割地渗透于感受性之中，感受性就

成了概念领域的门户。自在之物既然是超感官的，也就无法被包含于概念领域。然而正如上述，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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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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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３４．
Ｉｂｉｄ．，ｐ．３４．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８页。



直观的统一性与经验的有界性

的 “经验理论”其实对感性与知性进行了绝然的分割，感性不属于知性，知性也绝不源自感性。知

性自身是无边界的，它可以跨越可能经验的界限而对自在之物做先验的运用。虽然自在之物的概念因

经验对象的缺失而只能是康德所谓的无内容的思想，但是自在之物被思想的可能性正说明了概念的无

界性。其次，麦克道威尔批判康德是把极富洞见的 “经验理论”置入一种 “先验框架”之中，麦氏

的工作就是把前者从后者中抽取出来。① 这种抽取能够成功吗？换言之，有可能在保持康德先验哲学

原貌的前提下抛弃自在之物吗？显然不可能。感性作为接受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限制，而自在之物

作为非感性的对象，就构成了一种限度概念。（Ａ２５５／Ｂ３１１）不过它不是知性的界限，而是感性的界
限。由于一切可能的经验知识都源自感性与知性的结合，因此自在之物也就构成了可能经验的界限。

如果消除这一界限，而知性自身又无法给自己划定运用的界限，那么就势必造成先验幻象。可见，对

自在之物作为可能经验之界限的接受，是感性与知性两种独立要素所导致的理性内部张力的必然结

果。麦克道威尔之所以没有看到这种必然性，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误解了康德的先验哲学。这种误解

的关键已经在文章第三部分得到充分阐述，即他严重低估了感性与知性的相互独立性。

麦克道威尔对康德 “先验框架”的动机的批评同样站不住脚。如文章第二部分所述，麦氏指责

康德接受了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及作为其后果的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性的逻辑空间的区分，从而不得不

将心灵与世界的关联置于二者的分裂之前，即承认一种自在之物对我们的 “先验”刺激。其实康德

虽然受到科学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但是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他已然成功跨越了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

性的逻辑空间的二分。对康德来说，自然确实是科学定律的领域，但科学定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有效性

是因为其形式源自知性范畴的先天规定，所以科学定律不能被归于外在于我们理性的事物自身，相反

它们是依据于我们的理性而可能的东西。作为诸现象 （因果事物）的总和，自然是感性与知性合作

的结果，说到底还是我们理性先天形式的产物，因而并不构成与我们理性的逻辑空间相对立的另一个

逻辑空间。② 麦克道威尔却仍然把这种对立强加于康德，并附会 “自然”与 “自由”的概念：“理性

的空间的内在系统与自然的内在系统之间的对立，这是现代自然科学要求我们坚持的一个观念。这个

对立对应于康德关于自由的领域和自然的领域之间的对立。”③ 他又把理性的逻辑空间与康德的 “知

性的自发性”关联起来，④ 所以他是把知性的自发性领域理解为了自由的领域，并将之与自然的领域

相对立。对康德而言，知性的自发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自由”的，但绝非在与自然相对立的

意义上。知性自发性的自由表现为为自然立法，而此法 （科学定律）本身是具有客观有效性与普遍

必然性的，不是自由的领域。自由是超验的领域，并不服从知性所规定的自然的必然性法则，否则就

会陷入自相矛盾，所以它对于思辨理性 （认知理性）的运用只具有消极意义。自由的积极意义要在

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中得到阐明，这属于康德的特殊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是康德先验哲学 （普遍形

而上学）可能且必然的结果。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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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阅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９５－９６．
虽然麦克道威尔没有简单地把因果空间树立为理性空间的对立面，但却把这一对立面界定为科学定律的领域，然而自然科学的定

律仍然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他试探性地提出，因果关系的思想未必就不受理性空间的规定，“理性可以就是因果”。然而由于

受现代自然科学对理性与自然二分的要求所钳制，他竟然硬是把关于因果关系的思想与 “纯粹的因果关系”本身切分开来，将

后者驱入自然的定律空间。（参见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７１，
注释２）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ｉｎｄ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７１，注释２．
Ｉｂｉｄ．，ｐ．７４，注释５．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胡文迪

【摘要】在 《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

据 《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ＧＭＳ），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
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

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

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

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

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关键词】感性世界；理知世界；自由；道德律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８８－０９

作者简介：胡文迪，陕西汉中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在 《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① 第三章 （以下简称 ＧＭＳ３）②，康德区分了感性世界和智思世界，
但关于这二者及其区分，康德在此并没有展开，而是直接使用。根据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的评注③，“理知世
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的概念首次出现于康德１７７０年的就职论文 《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

其原则》（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④；但康德在此并没有对其
做详细说明。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详尽阐述出现在后来批判时期的著作，如 《纯粹理性批判》。

本文尝试以ＧＭＳ３中感性世界和智思世界的区分为线索，讨论康德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

８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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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台北：联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
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Ｇｅｒｍ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ａｒｙＪ．Ｇｒｅｇｏｒ，ｅｄ．ｂｙＪｅｎ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ＧＭＳ是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之奠基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ｚｕ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的德文简称。文中出现的ＧＭＳ１、ＧＭＳ２、ＧＭＳ３
分别是该书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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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３－４１６．中译本参见 ［德］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以下简称 《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中全集

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８９—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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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析双重世界的区分在ＧＭＳ中的作用。①

一、关于理解ＧＭＳ３中 “双重世界”的争议

本文所表述的 “双重世界的区分”，在ＧＭＳ３中究竟如何理解是有争议的。把感性世界和理知世
界的区分或者被理解为两个不同世界的区分，或者被理解为对同一个世界的两种不同观点，而究竟用

哪一种理解，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在Ａｌｌｉｓｏｎ看来，这涉及到康德先验观念论中的问题。
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康德在ＧＭＳ３中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其实是对同一个世界的两种不同立

场 （ｔｗｏ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的区分，所以应该将这种区分理解为认识论上的，而不是存在论上的。② Ａｌｌｉｓｏｎ
分别将其称为规范性解读和形而上的解读。当把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理解为两个世界时，即做形而上

的解读时，就无法理解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康德那里，我们的知性只能对通过先

天形式而呈现给我们的表象做出判断。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区分看作是两个世界，那么在这种理解中我

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对它有所说，那么就 “使应该是本体意义上的世界感性化，因此

无意中创造了在第一个世界之下的第二个 （但不可知）的世界。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理知世界，那

么就失去了康德的整个区分要点，包括这个区分的理解定言令式之可能性的相关项”。③ 所以在 Ａｌｌｉ
ｓｏｎ看来，将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之间的区分理解为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才能使对两种立场的解读与
康德在第一批判中限制知性能力的做法相一致，才没有对超越于感性世界的物自体及理知世界做任何

判断。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则对Ａｌｌｉｓｏｎ的这种看法及相似观点略有微词。他认为两种立场的说法预设了出现在

９８

①

②

③

此处有几个很相近的术语：“感性世界”、“可感世界”，“智思世界”、“智性世界”、“理知世界”。所以有必要对在ＧＭＳ中出现
的、与本文相关的术语做一简单梳理。１．“感性世界”。在 《形式及其原则》中，中译本为 “可感世界”，英译本为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在 《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中译本 （李明辉译本）为 “感性世界”，德文原文是 “Ｓｉｎｎｅｎｗｅｌｔ”，英译本为 “ｗｏｒｌｄｏｆ
ｓｅｎｓｅ”；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中译本 （邓晓芒译本）为 “感性世界”，德文原文是 “Ｓｉｎｎｅｎｗｅｌｔ”，英译本为 “ｗｏｒｌｄｏｆ
ｓｅｎｓｅ”。根据英译，虽然在１７７０年的论文中，用的是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在这篇论文的第三章开头，康德说 “可感世界形式的原

则包含着所有是现象的东西的理由”。可见，此处所说的 “可感世界”与 “现象”有关。此外，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

把对象划分为现象和本体，并由此区分出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感性世界与现象有关。由此可以推断，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和
“ｗｏｒｌｄｏｆｓｅｎｓｅ”基本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因此，本文根据此处 《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译本，在同一个意思上统一使用

“感性世界”。２．“理知世界”，在 《形式及其原则》中，中译本中为 “理知世界”，英译本为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在 《道德底

形上学之基础》中，中译本为 “智性世界”、“智思世界”、“知性世界”，相对应的德文及英文分别为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Ｗｅｌｔ”、“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ｅｌｅｎ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ｗｏｒｌｄ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而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中译本为 “知性世界”，德文原文为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英译本为 “ｗｏｒｌｄ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此外，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

康德注释说明了使用 “知性世界”而不是 “智性世界”的原因：“知识才是智性的或感性的，然而只要是能成为那种直观方式

的、因而客体方面的对象的东西，都必须叫作理知的和可感的。”但这个注释主要是针对他所使用的术语与古代所使用的相同术

语之间的异同做出的说明。尽管康德做出了这样的说明，但在术语的使用上，他并不都是前后一致的。此外，由于康德在 ＧＭＳ
中提到知性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和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之间的差别：虽然二者都是纯粹的自发性，但是前者 “借其活动所能形成的概念

只是用来将感性表象归诸规则之下……若无这种感性底运用，知性将完全无所思考”；而理性 “以理念之名表现一种极纯粹的自

发性，因而它借此超越感性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事物”（ＧＭＳ，李明辉译，第８２页）。所以导致关于知性世界／智性世界和理知
世界之间的差别，而且根据Ａｌｌｉｓｏｎ的说法，这一差别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作为智性世界的成员如何可能拥有实践
理性的自发性 （意志自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是有疑问的，至少在ＧＭＳ中如此。（详细讨论见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
ｒ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２２２－２２８．）从这一说法来看，似乎知性世界 （包含着知性自发性）与理知世

界 （包含着理性自发性）之间还有一个间隙，即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对知性的拥有只会让我们处于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知性世界）中，而
在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知性世界）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ｅｌｅｎＷｅｌｔ”（理智世界）之间，“康德没有充分地证明就从前者滑向了后者”。（Ａｌ
ｌｉｓｏｎ，１９９０，ｐ．２２７．）这同时还涉及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同一个理性的问题，所以导致这里的区分遇到一个困难，而对此是
需要加以讨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困难对于本文讨论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区别以及二者的区别在ＧＭＳ中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并
不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就粗略地将其理解为相对于 “感性世界”而言的 “理知世界”，而后者中包含的自发性主要是纯粹实践理

性的自发性，即意志自由。

Ｈ．Ｅ．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３２０－３２４．
Ｉｂｉｄ．，ｐ．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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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判中的先验观念论，但是这种说法 “不应该与对康德观念论的温和的认识论的 ‘两 －方面’
（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解读相混淆，或作为其证据被援引，这种解读通过 Ｇ．Ｐｒａｕｓｓ和 Ｈ．Ｅ．Ａｌｌｉｓｏｎ而流行，
根据他们的观点，物自身 （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ｉｔｓｅｌｆ）与现象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① 只代表了关于同一事物的两种不
同视角”，但是 “康德并不关心从两种不同的观点看待同一存在 （一个人）。毋宁说，他鼓励我们接

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实践的目的，同一存在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立场。两种优势 （ｔｗｏ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和知性世界的引入的学说支持一种形而上学地并非无辜的解读。它假设一个世界可以规定另
一个世界的形态 （但不是相反）”。②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似乎并不排除把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当作两个世界，
并由此把理知世界当做感性世界之规定根据的形而上学解读，但他没有进一步阐明其立场，也没有论

证是否可以将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理解为两个世界或两种立场，所以对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的观点暂时还很
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以上简要地阐述了不同康德研究者关于理解双重世界时的几种可能，下面将讨论的是康德自己在

ＧＭＳ中的说明。
由于物自身和现象之间的区别，导致 “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的区别”③，人 “就纯然的知觉及对

感觉的感受性而言，他将自己归入感性世界；但就可能在他之内作为纯粹活动的东西而言，他将自己

归入智性世界，但他对这个世界无进一步的认识”。④ 在这里，康德明确区分了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

在ＧＭＳ３提到知性与理性的差异之后，康德又说：“理性以理念之名表现一种极纯粹的自发性，因而
它借此超越感性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事物，并且显示其最重要的工作，即将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彼此

区别开来，而借此为知性本身设定界限。”⑤ 康德似乎并不否认将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理解为

两个世界，而且在ＧＭＳ３最后一部分也承认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并不会造成 Ａｌｌｉｓｏｎ所说
的将理知世界和物自体感性化的可能。

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也有 “两种立场”的说法：“一个有理性者必须将自己视为智性体，并非

属于感性世界，而是属于知性世界。因此，它具有两个观点，他可以从这两个观点来看自己：首先，

就他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他服从自然法则 （他律）；其次，就他属于智思世界而言，他服从不受自然

所影响、而仅以理性为基础的非经验原则。”⑥ 由此可见，康德认为人可以以两种观点来看待自己，

即在感性世界服从自然法则，在智思世界服从以理性为基础的非经验法则，即道德律。这种看待自身

的方式无疑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所说的 “因为实践的目的”。⑦

综上，我认为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的看法更合理，即在康德那里，对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无论
是做 “两个世界”的解读，还是做 “两种立场”的解读都是可行的，但在涉及到人作为理性存在者

看待自身时，同时采取两种立场的说法更为可取。

二、理论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虽然本文讨论的是在ＧＭＳ中双重世界的区分，但是这一区分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就已经涉及，
并延伸到他的实践哲学中。所以这一节，我将根据康德１７７０年的论文 《形式及其原则》以及 《纯粹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在这里用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来翻译ＧＭＳ原文中的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而 “Ｅｒｓｈｅｉｎｕｎｇ”在 ＧＭＳ中译本中 （李明辉译）为

“现象”。

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３，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３０．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８１页。
同上，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３页。
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３，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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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批判》中相关内容，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做简单说明，并在结尾处引出这一区分与实

践哲学的关系。

１．区分双重世界的必然性
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就提出了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比如柏拉图的 “线喻”，区分出 “可被

看见的世界”和 “可被思维的世界”，前者包含影子和具体的事物，后者包含着数学和理念。理念世

界不同于可感知的世界，前者属于本体界，后者只是对前者的模仿。

对于这样的区分，康德并没有加以批评。相反，他赞赏柏拉图的做法：“柏拉图很敏锐地看出，

为了能把现象当做经验来解读，我们的认识能力会感到有一种远比仅仅按照综合的统一来逐字拼写诸

现象还更高的需求，而我们的理性会自然而然地腾飞到那些知识上去，这些知识远远超出随时都能有

某个经验所能提供的对象与之相符的地步……”“不仅在人类理性指明其真实的因果性、而理念成为

了 （对行动及其对象的）起作用的原因的那种事物那里，也就是在德性那里，而且甚至就自然界本

身而言，柏拉图也正当地看出了自然从理念中的起源的明白证据。”① 在这一层面上，康德所区分出

来的理知世界就是一个理念。不过，康德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并不是对柏拉图的简单继承，

他也并非完全赞成柏拉图的做法。因为尽管柏拉图作出了相应的区分，但也因此抛弃了感官世界，康

德说这类思想家 “鼓起理念的两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②。柏拉图的这

种做法恰恰触碰到了人类理性的界限，对理性做了思辨的使用，使得理性 “在超越的概念之高空中

……无力地鼓动翅膀，而在原地不动，并且迷失在幻象中”。③

在 《形式及其原则》中，康德说：“感性是一个主体的接受性，借助它，主体的表象状态就有可

能由于某个对象的在场而以一定的方式被刺激起来。”④ 但是对象呈现给我们却要通过空间和时间形

式，而空间和时间形式是我们先天就具有的认识能力。此外，我们还具有理性能力，“借助它，主体

就能表象根据其性质不能进入其感官的东西”⑤。但我们不是以直观的方式，而是以概念的方式表象

它们。后者体现了主体在知性上的自发性。

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的区分导致其对象的差异，即感性的对象是可感的，而理性的对象只能被思

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感性对象对理性对象有直观的把握，并获得与之相关的知识。此外，感性对

象和理性对象的区分导致现象和本体的区分。不同的认识能力导致认识对象不同，因而它们遵循的规

则也不同。这是 《形式及其原则》中对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做出的初步说明。由此可见，康德已经

为现象和本体规定了不同的认识规则。两种规则严格区分，不可混淆，应用于现象的规则尤其不能被

转用于本体，使本体之物 “现象化”。

除了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能力的区分导致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区分外，在康德那里，另一

个必然需要区分双重世界的原因在于康德对我们的知识的一个基本看法。

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我们以对象为依据去认识，而是 “在对

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⑥ 数学和自然科学 （物理学）已经表明了主体自身所存在的

主动性，因为这两门学科是 “理性应当先天地规定其对象”的理性知识。为了使形而上学也成为一

门科学，康德试图在形而上学中模仿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⑦，所

以他认为知识是因为对象依照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而获得的。康德的这一看法必然会导致现象与本体

的区分。因为如果对象是通过主体的直观形式才得以呈现给主体，那么直观形式就已经规定了对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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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０、２７３页，Ｂ３７１，Ｂ３７４。
同上，第７页。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９５页。
［德］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李秋零
主编，第３９７页。
同上，第３９７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１６页。
同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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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呈现，而且由于进入直观形式的 “对象必须是从别的地方被给予的”①，所以对象本身应该是什么

样，我们是不知道的。这就导致了对物自身 （本体）的假设，并由此导致现象与本体的区分。就如

康德自己所言：“如果我们把某些作为现象的对象称为感官物 （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ａ现相），而我们把直观它
们的方式和它们自身的性状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在我们的概念中就毕竟已经蕴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们

要么按照后一种自在的性状而把这同一些对象 （哪怕并没有在这种性状中直观到它们）仿佛置于与

前面那种对象的对立之中，并把它们叫作知性物 （Ｎｏｕｍｅｎａ本体），要么也对另外一些完全不是我们
感官的客体、而只是由知性当作对象来思维的可能之物这样做。”② 所以，与第一种情况相同，现象

和本体的区分导致了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不同特征：感性世界中的对象可以被直观地呈现给我

们，我们拥有 “感官物”；而理性世界中的对象却始终对我们 “隐匿”起来，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不能

通过感性直观被表象给我们。所以适用于感性对象的直观形式不能对知性物 （即本体）起作用。直

观形式如同一面镜子，我们从镜子中可以看见感性对象，却无法看见理知世界中的对象。在感性世界

中我们是被动的，但在理知世界中，我们可以通过范畴形式把握感性材料。这体现出认知主体的自发

性。

２．区分双重世界中的必要性
康德对双重世界的区分，除以上所讨论的必然性外，还有其必要性。

在 《形式及其原则》中，康德说：“可感世界的形式的原则包含着所有现象的普遍联系的理由。

理知世界的原则承认一个客观的原则，也就是说，某个原因，凭借它，就有了存在于其自身的诸事物

的一种结合”。③ 感性世界的形式的原则是时空形式，“现象界的这些形式原则是一些绝对原初的和普

遍的，可以说，它们是人类认知中的感性之物的图式和条件”。④ 由此可以推断，时间和空间形式原

则是感性世界中的对象的原因。

在通过直观的原则而形成的诸门科学中，处理直观地给出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时，理性的应用都只

是一种 “逻辑的应用 （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ｓｅ）”。而在形而上学中，理性的应用是一种 “实在的应用 （ｒｅａｌ
ｕｓｅ）”。⑤ 在 “逻辑的应用”中，“概念彼此从属，即较低的概念从属于较高的概念，并按照矛盾律相

互比较”；在 “实际的运用”中，无论是事物概念还是关系概念，都是被给予的。⑥ 后者如果没有直

观形式，就会导致许多不可避免的错误，所以形而上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不同。

可是，人们的认识活动常出现一种错误，即 “感性认识私有的原则越过它们的界限，从而影响

到属于理性的认识”⑦。根据 《形式及其原则》，这样一种越界指的是：如果把一个感性的谓词应用于

一个理性的概念 （而实际上感性谓词只能应用于一个感性的主语），那么就是对这个理性的概念的感

性认识。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根据一个感性谓词认识一个理性概念。这种理性与感性的

调换被称为 “形而上学的欺诈错误”，并由此产生 “欺诈性公理”（感性谓词附属于理性概念而产生

的公理）。⑧

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形式及其原则》的上述说法得到了扩展，变得更加清晰和精致。简言

之，知性范畴只能应用于通过感性直观而呈现给我们的对象，它只能作经验的运用，不能超出由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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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１５页。
同上，第２２５页。
［德］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李秋零
主编，第４０５页。此处引文根据英译本略有改动，参见 Ｋ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７５５－１７７０，ｔｒａｎｓ．ａｎｄ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ｆｏｒ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３９１．
同上，第４０５页。引文根据英译有改动。
同上，第４２１页。
同上，第３９９页。
［德］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李秋零
主编，第４２２页。
同上，第４２２页。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直观给我们的对象，对其作出判断。一旦应用于超出经验的对象，即先验的运用，就会导致矛盾，即

《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的二律背反。知性范畴之所以不能做先验的运用，就是因为范畴的先验运用

缺少 “把任何一个所认为的对象归摄到这些概念之下的形式条件”①，超出感性直观的物自体根本无

法为我们人类理性所认识。

而如果区分了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就可以把范畴的使用限制在感性世界，防止知性企图用先天

的认识能力规定和认识物自体的僭越行为，可以解决在第二批判中的二律背反。“不使感性直观扩展

到自在之物本身上去，从而限制感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②，因此 “物自体”的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康德说划分现象与本体，区分出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因为后者根本无

法被我们所认识，我们不具有对后者的任何知识。我们与理知世界中的物自身之间不是一种认识与被

认识的关系，思辨理性在这里受到了限制。然而，“我们正是对于也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同一些

对象，哪怕不能认识，至少还必需能够思维”③。这就包含着区分现象和本体，以及感性世界和理知

世界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会在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中体现出来。因此，为了 “悬置知识，给

信仰腾出位置”，就有必要在对象上区分现象与本体，把世界区分为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

三、ＧＭＳ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根据上节的讨论，双重世界的区分限制了纯粹理性的僭越，因此在纯粹理性的运用中只具有消极

意义。这就为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腾出了位置，显示了双重世界的区分在实践哲学中的积极作用。为

此，这一节将首先简述如何理解ＧＭＳ中的双重世界，再讨论双重世界的区分在ＧＭＳ中的作用，以此
表明这种积极作用更进一步反映了双重世界的区分在实践哲学中的作用。

在ＧＭＳ３中，如其标题所示，康德要讨论的是 “由道德底形上学通往纯粹实践理性底批判”。④

实际上，道德形上学的基础就是纯粹实践理性批判。⑤ 所以，ＧＭＳ３着重讨论了道德形上学之基础的
问题。双重世界的区分对于这一基础的讨论有重要作用：一是可以解决康德设定的道德律和意志自由

的预设之间的循环；二是说明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三是解决自由和必然性的背反。下面就对以上

三点展开说明。

在ＧＭＳ２最后一段，康德提出 “一个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是如何可能的”的问题。此外，这一

章已经给出了道德原则的几种程式以及意志自律的概念。康德认为意志自律是道德概念的基础，如果

承认道德的存在，那么必然要承认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本质上指的是意志的自律。可见意志自律在

说明一个先天实践命题的可能性的问题上将起到重要作用。而自由又是说明自律的关键。所以旨在讨

论 “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的ＧＭＳ３中，“自由”是十分关键的概念。
自由不同于自然的必然性，后者是 “一切无理性者底因果性由于外在原因底影响而被决定去活

动的那项特质”，而前者是一种特殊的因果性的特质。这种特殊的因果性就是意志。“意志是有生命者

底一种因果性 （就这些有生命者是理性的而言），而自由便是这种因果性能无待于外在的决定原因而

产生作用的那项特质。”⑥ 在说明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区别时，康德强调有理性者和无理性者

的区别，以及对外在原因的有待与否。自由就与一切有理性者有关，且只与这样的存在者中的 “理

性”能力有关；此外自由是无待于外在原因的，自由意志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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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２２４页。
同上，第２３１页。
同上，第２１页。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７５页。
同上，第６页。
同上，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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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意志是无法则约束的。① 康德认为约束自由意志的一种不同于自然法则的恒常

法则是道德法则。由于有理性的存在者因其自由意志能够无待于一切外在原因而行动，因此约束意志

的只能是一种形式性的法则，即自律法则，也就是道德法则。可见，从自由概念可以分析出道德律。

但道德律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道德律对理性存在者来说必然具有约束性。然而尽管在理论上可以从

自由概念分析出道德律，但这并不能保证道德律必然具有的约束性，自由只是道德律之可能的前提，

而不是道德律具有约束性的保证，所以需要说明道德律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为此，康德认为需要一

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由 “自由底积极概念产生”， “这个第三者不能像在自然原因底情况中一样，

是感性世界底自然”，“……我们对它有一个先天理念……”② 自由的积极概念，即意志的自律，那么

这个第三者应该是由自律指出的；此外，需要第三者连接的 “两项认识”都包含在这个第三者之中。

但是康德并没有立即指出这个第三者是什么，而是说还需要一些准备。③

为此，康德引入了一个循环。康德研究者对这个循环的理解是有分歧的。Ｇｕｙｅｒ和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认为这个循环是自由与道德律之间的相互推证引起的，但Ａｌｌｉｓｏｎ并不同意。

Ａｌｌｉｓｏｎ在ＧＭＳ的评注中参考了Ｓｃｈｎｅｃｋｅｒ的做法，引入康德对两种循环的解释：ａｐｅｔｉｔｉ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
和ａｃｉｒｃｕｌｕｓｉｎｐｒｏｂａｎｄｏ，前一循环指用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做前提进行论证，后一个循环指一个证明
圈，类似于由Ａ到Ｂ再由Ｂ到Ａ这样的循环证明。根据这样的区分，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康德所说的隐藏的
循环应该是第一种，因为虽然康德从自由概念推论出道德律，但是自由本身却是被预设的。④ 要解决

这个循环，就要解释对自由的预设。于是康德后来引入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论证自由是可能

的。乍一看，这似乎很合理。但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 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康德通过引入双重世界的区分，
解释了对自由的预设，从而使得这个循环被消解，那么康德在最后一部分又说自由无法说明：我们可

以说明预设自由的理念的必然性，“但是这项预设本身如何可能，人类理性却绝无法了解”。⑤ 这是否

意味着康德并没有走出循环呢？可是 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康德引入自由概念就是为了走出这一循环的，而且
他也相信康德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不是与前面的推理相矛盾吗？所以，Ａｌｌｉｓｏｎ的这种理解是有待推敲
的。相反，如果康德引入自由是为了解决循环，并且康德也确实做到了，那么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和 Ｇｕｙｅｒ
的说法更为合理⑥，一方面从自由概念推导出道德律，另一方面由于要说明服从道德律，所以预设了

自由。这意味着为了说明我们服从道德律才预设了自由，而这就会造成这样的矛盾：原本要论证道德

律的约束性，现在却通过假设道德律的约束性推出自由，然后再从这一自由说明道德律之约束性，于

是出现了循环。

康德认为，由通常的知性可以得出一项认识： “一切非因我们的意念而来的表象 （如感觉底表

象）使我们认识的对象，只是触动我们的那些对象，而在此我们仍不知道这些对象自身可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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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意志也必然受到法则约束，是由于自由本身内在的无矛盾性。这一点在 ＧＭＳ２讨论意志自律时已暗含。此外还可参见
Ｊ．Ｂ．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４８３－５０７，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２：“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中的 “ｉ．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ｌａｗ”和 “ｉｖ．Ｔｈｅｏｄｉｃ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７６页。
通过ＧＭＳ３第一节康德的说明，这个 “第三者”需满足四个条件：ａ．由自由的积极概念指出；ｂ．这个 “第三者”中包含 “两

项认识”；ｃ．它不同于感性世界的自然；ｄ．我们对它有一个先天理念。不过由于康德在之后的行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第三
者是什么，所以对理解这个第三者造成很大困难。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这个第三者是 “理知世界”（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３０１．），但他并未予以论证。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认为这个第三者不是处于理知世界中的纯粹的实践意
志自身，但也没有给出建设性的建议。 （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４２．）Ｇｕｙｅｒ则直接把这个第三者理解为 “自由的积极概念”，因为 “康德说积极地理解的

自由概念是连接善良意志和道德律的第三者”。（Ｇｕｙｅｒ，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Ｒｅａｄ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１５４）笔者尚无法对 “‘第三者’是什么”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在此存而不论。

Ｈ．Ｅ．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３１４－３１６．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９３页。
他们二人对此循环的解释，分别参见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２；Ｇｕｙｅｒ，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Ｒｅａｄ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１５６．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因此，就这种表象而论，纵使知性加上最大的注意力和明晰性，我们以此方式仍只能够得到现象底知

识，绝非物自身的知识……这必然提供一项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的区别。”① 在通常的人类知性中，

就已具有粗浅的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别，人也就可以对自身的存在做出推测：他受到感觉、欲望

和爱好所触动的自我，是处于感性世界中的存在；另一方面，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拥有不被爱好

欲望所推动的自由，他有自由意志，是理知世界的存在物。通过这种双重区分，使人这样一种有限的

理性存在者认识到自律的必然，“再从自律推到道德法则”。②

在提出这个循环之前，康德讨论了道德理念的兴趣。在服从道德律时，即使不是道德怀疑主义

者，也不可避免地会追问 “我为什么要服从道德律”。这一追问是想从道德律中寻找一个形而上的解

释。但 “并无任何兴趣驱使我这么做，因为这样不会产生任何定言令式”③，所以最终人们只能预设

一个自由理念。因此，人们预设自由理念并不是从人们服从道德律来的，而是任何一项兴趣都不能解

释道德律所具有的约束性，同时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所以，对自由的预设，与其说是从道德律

中分析出来的，不如说是一个断言，通过这个断言，人们是理解道德律的。这也是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所说
的在这个循环中有一个隐含的综合命题。④

因此，并不是因道德法则而必然预设自由，而是由于知性的自发性使人们意识到理知世界的存

在，才使自由的预设成为可能。所以，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前面所说的循环得以解决。

此外，“当我们设想自己是自由的时，我们将自己置于知性世界中，作为其成员，并且认识到意志底

自律连同其结果———道德”。⑤ 因此，由于自由之预设是可能的，即便只是一个理念，也至少能够说

明道德律并不是幻象。

此外，在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中，康德说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并且包含着后者的法则的根

据，因此直接为意志立法。⑥ 人作为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虽然其实践活动是在感性世界中，但其行

动的法则来自于理知世界。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自律的法则，所以能够为意志立

法的只能是意志自身，而不是理知世界，可是有什么理由能说行动法则来自理知世界？一种可能的解

释是作为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属于理知世界，理知世界的自我为感性世界的自我立法，所以作为有理

性的人能够透过这两种观点看待自身，即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一方面是理知世界的存在物，另一

方面又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物。所以，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感性欲望的影响，但是他的理性及意志的自

由又使他认识到自己是理知世界的成员，使感性世界中的自我受到理知世界的自我所立的法，即道德

法则的约束。由于道德原则对他在感性世界中的行为及其格律的约束，他遵循道德原则实际上并不是

出于自身的感性意愿，所以道德律对他而言必然成为一项命令。

因此双重世界的区分说明了道德法则作为一项定言令式如何可能，正如康德所言：“定言令式之

所以可能，系由于自由底理念使我成为一个智思世界的成员；因此，如果我只是一个智思世界底成

员，我的一切行为将会始终合乎意志底自律；但既然我同时直观到自己是感性世界底成员，则这些行

为应当合乎意志底自律。”⑦ 双重世界的区分导致 “始终合乎意志底自律”与 “应当合乎意志的自

律”之间的区别，并由于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而使得先天的道德律必然对

人具有约束性，这种约束性通过 “应当”体现出来。因此，道德法则作为先天综合命题是可能的。

最后讨论的是双重世界的区分在ＧＭＳ中的第三个作用。
在涉及到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时出现一种理性的辩证，即意志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之间的矛盾，也

就是说人既是自由的又同时是不自由的。因为通常的人类知性也能意识到自身具有自发性，由此作出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８１页。
同上，第８３页。
同上，第７８—７９页。
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３．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８３页。
同上，第８４页。
同上，第８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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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使人必然是这两个世界的成员。当他将自己看作是感性世界的成员时，

他就服从感性世界中自然法则；当他将自己看作是理知世界的成员时，他就具有自由，通过自律服从

道德法则。根据双重世界的区分，意志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表面矛盾就能被消除。此外，虽

然与自由的理念相比，自然的必然性能够为感性经验所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理念应该被放

弃。只不过自然的必然性是在纯粹理性的理论运用中被证明，而意志自由不是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中，

而是在其实践运用中被证明。

虽然康德说消除这个矛盾不是实践哲学的任务，而是思辨哲学的任务，但仍与双重世界的区分有

关，这在第二节对理论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的讨论中已经说明。① 按照康德的说法，这个矛盾的消

除是 “要求思辨理性结束它本身在理论性问题中所涉入的纷争，以便实践理性免受外来的攻击 （这

些攻击可向实践理性争夺它想要定居其上的土地），而享有宁静和安全”②，那么，可以说对这一个矛

盾的解决至少可以为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开出一条安全通道。

四、结　　论

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无论是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还是其实践哲学中，都得到了区分。但总的看

来，在理论哲学中的区分最终是为实践哲学服务的，而且两个世界的区分在康德讨论道德形上学的基

础时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过，虽然区分出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但我们对后者的认识却并不像前者那么清晰。在康德看

来，人类的先天认识能力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对理知世界的知识。所以，当讨论理知世界时，不是从

理论理性、而是从实践理性角度出发的。在康德的哲学中，“理知世界”是他关于道德哲学的一个理

念、一个道德理想；理知世界是一个遵循道德律的道德的世界，它只能被设想，因为这个世界被

“抽掉了里面的一切条件 （目的），甚至道德的一切阻碍 （人类本性的软弱和邪癖）……所以就此而

言它只是一个理念，但却是一个实践的理念，它能够也应当对感官世界现实地有其影响，以便使感官

世界尽可能地符合这个理念”。③ 如此看来，这样一个理知世界 （或者道德世界）的理念类似于柏拉

图的理念，它是感性世界的蓝图、原本，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物，只能将其作为一个理想去追求、去

无限地接近，而永远无法真正达到。对这样一个理知世界，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认识，因此自由也只

是一种理念上的可能，而无法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人们或许能够通过对它们的

预设来设想道德律，但是由于人类有限的理性，无法真正认识理知世界，也无法证明自由的现实性，

因此人们对道德律的必然约束性理解只能停留在这种预设层面，而无法真正理解。

虽然对理知世界的说明、对自由的预设，都只能证明道德的可能性而不能证明道德的必然性。这

同它们本身作为一种理念一样，为道德哲学划定界限。但从积极的意义上看，由于既无法从理论上说

明理知世界与自由的可能性，也不能说明它们不可能，所以能减轻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威

胁，阻止它们以自然必然性来解释道德及其法则。

尽管在ＧＭＳ中康德没能证明道德的必然性，也没有为我们做出选择，但至少提供了一种选择的
可能，使我们即使无法理解 “道德令式之无条件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其不可理解性”④，使我们

不至于偏向道德虚无论，将道德律看作人类的一种幻觉。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９

①

②

③

④

对此也可参看陈晓平：《“自由意志”在康德哲学中的错位及其修正———关于感性直观与理性直观》，《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８８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６１４页。
［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李明辉译，第９６页。



专有名词与实存

———一个关于九鬼周造与列维纳斯的考察


［日］上原麻有子／著　欧阳钰芳／译

【摘要】九鬼周造在日本哲学研究者中闻名，主要因为他所撰写的 《“粹”的构造》以哲学方式阐明了日

本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 “粹”，除此之外他亦因探究了 “偶然性”的哲学而闻名。在文章 《我的姓氏》

（１９３８），他自我分析地展开探讨自己的 “姓名”（九鬼）的问题。这一思考与九鬼哲学的诸面相有关，构

成专有名词或名字这一问题。这与 “偶然性”哲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九鬼的实存哲学是连动的。因之，

“名字”这一课题可以为解读九鬼哲学提供新的思路。此种解读，由列维纳斯的 “实显”（实词化：ｈｙｐｏｓ
ｔａｓｅ）概念带来启发，并由此得以深化。本文将首先明确九鬼在 《“粹”的构造》和 《我的姓氏》中如何

追问 “名字”；接着着眼于 “实存哲学” （１９３８），概观九鬼如何通过胡塞尔本质直观的批判来探讨 “实

存”与 “本质”；最后，以列维纳斯的 “实显”（其中也包括 “名字”与 “实存”的问题）为参考，试图

考察其与九鬼的 “名字”与 “实存”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专有名词；本质；实存；实在；本质直观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９７－０９

作者简介：上原麻有子 （ＭａｙｕｋｏＵｅｈａｒａ），（京都６００－８５８６）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日本哲学史。

译者简介：欧阳钰芳，（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生。
基金项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西学东渐与广州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序

在日本哲学界及近年国外日本哲学研究者中，九鬼周造 （ＫｕｋｉＳｈūｚō，１８８８－１９４１）作为 《“粹”

的构造》的作者以及 “偶然性”哲学、诗的押韵论的哲学家为人所知。不仅如此，九鬼还致力于探

究实存哲学，留下诸多令人深思回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的姓氏》（１９３８）一文分析了 “九

鬼”这个姓名。该文在笔者看来意义重大，给予了笔者研究九鬼哲学的新开端。该文以自我分析的

方式展开考察 “九鬼”这个名字的问题，若将之与九鬼哲学的诸侧面联系起来，这一专名或名字的

问题，与九鬼的实存哲学事实上是彼此连动的。

九鬼对于 “专有名词”的见解可参见其第一、第二本哲学著作——— 《“粹”的构造》（１９３０）和
《偶然性的问题》（１９３５），以及自传性文章 《我的姓氏》（１９３８）。所言虽少，笔者却认为，对于将
“偶然性”作为根本原理的九鬼哲学而言，专名能够为之提供新的解读。并且在寻求这一新解读的过

程中，我们能够在九鬼对于 “专名”问题的考察中，获得对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７９

 本文系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８日于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演讲稿，经由作者本人修改并授权翻译。文章原标题为 《固有名と
$

存－九
鬼周造とＥ．レヴィナスを巡る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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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éｖｉｎａｓ，１９０６－１９９５）哲学理解的一些启发。
在 《我的姓氏》的最后，有这样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并不总是 ‘名乃声与烟’，也有名体不

离和名诠自性的情况。于我而言，我的姓名是前史，是神话，是命运。”① 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尤

其是对 “并不总是 ‘名乃声与烟’”的理解，不外就是对专名与九鬼的实存哲学之间关联的理解。

另一方面，列维纳斯于１９７６年刊行了 《专名》（Ｎｏｍｓｐｒｏｐｒｅｓ）这一论文集，其中收录了论及马
丁·布伯 （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５）、克尔凯郭尔 （ＳｏｒｅｎＡａｂｙｅ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等１３
位作家的论文。在该书的序言中，列维纳斯如此论述：“说人物的名字，即是表现那人的面容。在所

有的名词与套话中，专名抵抗着意思的解体，并支撑着我们的发话。在话语搁浅的背后，专名提供的

可能性便是，在看到某种知解可能性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é）的终结的同时，亦看到一个知解可能性的黎
明。”② 可以说，这是列维纳斯通过专名表达其 “实存”观。

本文将以如下顺序考察。首先，在第一部分中，明确 《“粹”的构造》和 《我的姓氏》中被阐

明的专名问题。在第二部分，着眼于 《实存哲学》 （１９３８），明晰九鬼对 “实存”与 “本质”的理

解。此外，由于九鬼在此通过对胡塞尔本质直观的批判，主张实存是 “现实存在”而非普遍，笔者

将聚焦于此。最后，第三部分将着眼于列维纳斯在 《从实存到实存者》中论及的 “实显 ＝实词化：
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ｅ”，并以此为参考，探究九鬼的专名与实存的关联。

二、九鬼的专名问题

九鬼周造最早论及名词，是在 《“粹”的构造》一书中。所谓 “粹”，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即

１９世纪上半叶的文化文政时期，在花街柳巷产生并成熟的一种文化现象。该书中，为了说明 “粹”

这一现象及其意义，九鬼以西方中世纪洛色林 （Ｒｏｓｃｅｌｌｉｎｕｓ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ｅｎｓｉｓ，或 Ｒｕｃｅｌｉｎｕｓ，１０５０－
１１２５）主张的 “普遍”概念为例，阐述自己采取 “唯名论”立场。

根据洛色林，“名字”仅仅是 “声音的风 （ｆｌａｔｕｓｖｏｃｅｓ）”，即绝不可能是 “实在”。换言之，普

遍的概念仅仅是 “类概念”。虽然九鬼支持此种 “唯名论”，但洛色林的论敌、同时也是名实之辩中

具有代表性的论客安瑟伦 （Ａｎｓｅｌｍｏｆ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１０３３－１１０９），依据柏拉图主义主张将 “类概念”

视为 “实在”。例如，相对于 “人”这个 “种”来思考 “九鬼周造”这个 “个”的时候，“人”这

个种是实在的，“九鬼”这个 “个”则以 “分有”这个 “种”的方式存在。九鬼以外的 “种”也同

样以 “分有”的方式存在。在１９３０年刊行的 《“粹”的构造》中，为了以哲学方式来把捉 “粹”的

存在，九鬼并未承认实在论，并且宣称 “不能够将 ‘粹’单纯作为种概念来处理，在追问 ‘粹’的

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之前，应当先追问 ‘粹’的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
《我的姓氏》于１９３８年刊登于杂志 《文艺春秋》中。精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九鬼的唯名论立

场在该文中正在发生变化。笔者认为，这一变化事实上将成为把捉九鬼的专名思考的重点。在思考这

一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先明确 《我的姓氏》的概要与要点。

“九鬼”并非是个人的姓名，而是 “姓氏”即 “家名”。文章并未详细论述 “九鬼”一名，笔者

将在此稍作说明。九鬼周造的父亲隆一 “出身于无名的士族之家，之后成为绫部藩③这一地方小藩的

家臣之长九鬼家的养子”， “作为文部官员崭露头角，并进一步担任日本驻美公使④”，被授予 “男

爵”爵位⑤。此外，据说九鬼家的家谱追溯至中世时期伊势和熊野的海上豪族、作为九鬼水军而富有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日］九鬼周造：《九鬼周造全集》（ＫＳＺ）第５卷，岩波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７１页。
［法］列维纳斯：《固有名》，合田正人译，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４年，第５页。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éｖｉｎａｓ，Ｎｏｍｓｐｒｏｐｒｅｓ，ＦａｔａＭｏｒｇａｎａ，２０１４，
ｐ．１１．
现京都的绫部市。

在当时的日本，“大使”的交换尚未被认同，“公使”相当于现在的 “大使”。

［日］高桥真司：《九鬼隆一的研究》，未来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页及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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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的九鬼氏。也就是说，“九鬼”这一姓氏可追溯至中世时期。而在 《我的姓氏》一文中，哲学家

九鬼以解释学的方式，从如下三个观点出发探讨了这一名字：

１．在东洋与西洋的文化思想中追溯 “九”和 “鬼”的词源，比较并探讨。

２．从西方语言和日语的音韵这一观点出发考察 “九鬼”（Ｋｕｋｉ）一名，其中特别注意在日语中
的同音异义词。

３．从历史、地理的观点考察 “九鬼”一名。

以上三点在结论部分被总和在一起，而 《我的姓氏》这篇文章，可以说正是基于姓氏，自我分

析地考察了作为 “个”的 “九鬼”自身。

在音韵论的分析中，作为 “九鬼” （Ｋｕｋｉ）的同音异义词，他列举了以下例子。 “久木” （在
《万叶集》中被吟咏的树木，也可读作 “Ｈｉｓａｇｉ”）、 “久喜” （使人想到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曲》）、

“久城”［可理解为德语中的 ＥｗｉｇｅｓＳｃｈｌｏｓｓ（永恒之城：译者注），有瓦格纳歌剧的气氛］、“苦喜”
（可理解为 “有着复杂情感的人”）。另外，九鬼还联想到了雅罗鱼 （一种淡水鱼）的别名 「クキ」

（Ｋｕｋｉ），并如此推测其词源：雅罗鱼 「クキ」“栖息于洞穴的水域中，游走 （「くぐる」）于山岩之

间”，而 “岫”（Ｋｕｋｉ）在古语中指 “山洞”，由此该鱼得名 “Ｋｕｋｉ”。另外九鬼还考虑到，意味着
“游走”（「くぐる」）的 「漏く」（Ｋｕｋｕ）的名词形式，确实是 「漏き」（Ｋｕｋｉ）。

由此，「クキ」 （Ｋｕｋｉ）这一连串的同音异义词产生了意思的延展。换言之，从 “音”的所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出发的话，“九鬼”这两个汉字所不具备的更多意思之发现得以可能。
在音韵分析之后是从地理和历史角度展开的分析。九鬼实际上前往了自己姓氏的发祥地纪伊半岛

并取材。他主张为了知晓 “九鬼”与 “岫”（山洞）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追溯该半岛的北牟娄郡中

的 “九鬼村”。位于海湾深处的附近，带有 “鬼”字的地名很多。这个村子中，“九鬼”这一姓氏似

乎首次出现于１４世纪初。“九鬼”港以前是海贼的巢穴，八鬼山及其附近都是盗贼经常出没之处。
“鬼城”则是面向大海的多个洞窟相连之处。由此，这位哲学家分析道，“九鬼”这一姓氏正诞生于

此种地理条件与历史的交织之处。在此姓氏诞生的背景中，有被称为 “鬼”的恶行。虽然文章中并

未明说，但从中推测可知，在那之后，九鬼一族离开原先的土地，成为了豪族。正如这位哲学家所

言，“将九鬼村的 ‘鬼’变为 ‘九鬼’的，肯定是暗黑之力”。

在结论中，九鬼主张在自身中共存着矛盾的性质，他说道：“我自然喜爱闲寂的山，但也无比欢

喜湛蓝的大海。除此之外，我的血液中还有在任何意味上的冒险与猎奇的癖好，至今无法拔除。或许

我终究无法断绝与海贼的血缘。”“九鬼”这一存在的矛盾，与浮士德 “啊，我的胸中住着两个灵魂”

的感叹相似。这是在对现世的执着与崇高的灵界之间被撕扯的感叹。在此，九鬼谈到 “并不总是

‘名乃声与烟’，也有名体不离和名诠自性的情况”，重新提出了与 “唯名论”相关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名乃声与烟”这一表达可以说出自 《浮士德》。在第一部 “玛尔特的花园”中，

被玛格丽特问及是否信神，浮士德如此回答道：“神，对他谁敢简单赋名？……对他，我无以名之！

感情即是一切，名称不过是环绕日光的云影，是如声如烟之物。”① “烟”表明了与如前所述 “名仅

是声，绝非实在”的唯名论立场一样的东西。然而，这里九鬼是说 “并不总是”，这并不是唯名论，

而是开启了另外一条进路，即通往 “名体不离”、“名诠自性”的进路。所谓 “名体不离”，指 “在

净土宗中阿弥陀佛的名号与阿弥陀佛的体相即不二”②，是指 “名”与 “体”两者的关系是不离的。

“名诠自性”则是指 “物之名，即表达其自体、本性”③。换言之，即指名实相应，物的名即表其自

体的本性。要言之，“名体不离”与 “名诠自性”可认为与主张 “名字即实在”的实在论相通。

应当如何理解此处九鬼从唯名论转向实在论的微妙倾向？问题在于，应当如何把握 《“粹”的构

造》中已经表明的 “个”的实存与 “个”的本质之间的关系。由此，接下来笔者将通过阅读九鬼的

９９

①

②

③

［德］歌德：《浮士德》第１部，相良守
%

译，岩波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２４５页。
［日］中村元：《广说佛教用语大辞典》，东京书籍，２００１年。
［日］中村元：《广说佛教用语大辞典》，东京书籍，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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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哲学”（１９３８），深入考察这一问题。

三、九鬼的 “实存”与 “本质”

（一）可能的存在与现实的存在

九鬼区分了 “存在”的两种意思，（１） “三角形是由三条线围成的一个面”中的 “是”，以及

（２）“有一个用铅笔画成的三角形”中的 “有”。（１）中的 “是”是作为 “主语”的 “三角形”与

作为 “述语”的 “由三条线围成的一个面”之间 “相对关系的判定”，指示着 “三角形”这一 “概

念的可能性”。（２）中的 “有”则是对 “用铅笔画成的三角形”这一对象的 “绝对判定”，“三角形”

作为现实在我们眼前。“可能的存在”与 “现实的存在”是 “广义上存在的两种样态”，“可能的存

在”是 “可能概念的本质”。“由三条线围成的一个面”是三角形的本质 （是……），而现实的存在

则是狭义上的存在 （有……）。换言之，广义的 “存在”即是从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与狭义的存在 （ｅｘ
ｉｓｔｅｎｔｉａ）两者而来的。

针对以上两种存在样态，九鬼按照柏拉图哲学给出如下说明：“个个的现实只有在分有理念时才

存在”，“这两者 （现实存在与理念：译者注）的关系就像是原形与摹本的关系”，相对于作为唯一存

在的原形，“摹本无数地存在着”。（『九鬼周造全集』（ＫＳＺ）第３卷，５９－６２）
（二）本质直观

接着，“本质”与 “存在”、“普遍者”与 “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便成为了课题。九鬼认为

柏拉图的 “理念”经常以优越的意思来表达 “本质”，但这种想法却是透过胡塞尔来对他进行批判

的：“理念是相对于多数个体而言的 ‘共通者’。胡塞尔将把握此种理念称为Ｉｄｅａｔｉｏｎ、理念直观或本
质直观。”（ＫＳＺ３，６７－６８）

九鬼将理念视为 “共通者”，并试图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中发现这点。九鬼并未明确说明

《实存哲学》中的胡塞尔批判根据哪些文献，据笔者调查，应该是根据胡塞尔１９２５年的讲义 《现象

学的心理学》。

本质直观有着这样的基础：将某个被经验到或被想象的对象视为一个变项 （Ｖａｒｉａｎｔｅ）。亦即，使
该对象成为任意的一个例子或范本。（ＫＳＺ３，６８）

所谓 “本质直观”，并非是将目光朝向个别的、经验的事实，而是观取在个别现象中的一般者或

本质 （埃多斯：ｅｉｄｏｓ）。在不断地观取以上引文所说的一个 “对象”———即作为范本的像的变项

（Ｖａｒｉａｎｔｅ）之过程当中，将会出现类似无限的诸像之集合，而在那诸像中共通且贯彻的单一性也因而
显露出来。要言之，在一个原像中进行自由变化时，必然会有一个作为普遍形式而残留下来的东西存

在。

在此，笔者将参照崛荣造对 《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解说，补充九鬼的阐述。本质直观是 “分离

并抽取出”“一般者”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作为类型或某种共通之物的具体的一般者”、“作为

最低阶段的一般者之具体本质”才得以被掌握。“只有通过理念化的抽象这一手法，才使得更高一层

的一般性被构成。” “与此同时，对一般对象 （一般本质）的把握，早已将具体本质的把握作为前

提。”更进一步说，“具体的本质必须要被分离抽取出来，与此同时，一般的本质才能得以从对象中

被抽取出并被观取”。① 贯穿九鬼译语 “诸变项”的，必有 “一个常项”，这就是 “理念”或 “本

质”。

针对本质直观，九鬼还模仿胡塞尔，以 “声音”为例加以解说。

以实际听到的声音或想象中浮现的声音为出发点，进行自由变化之时，贯穿于任意的诸变项之中

必然有一个作为共通之物，亦即声音的理念被把握。即使现在以其他别的声音现象为出发点来进行任

００１

① ［日］堀荣造：《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的深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８）》，《筑波哲学》第２３号 （２０１５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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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自由变化，在这新的声音现象中所被掌握到的东西并不会是声音或其他的理念。若将先前的理念

与新的理念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是同一个东西。两者的变化作用都会归结于唯一的变化作用，而

此两者的诸变项也都同样是唯一的理念的任意个别样态而已。（ＫＳＺ３，６８－６９）
此种变化作用还能够继续进行，然而，无论如何进行，对于被任意掌握的声音而言，总是会

“产生同一的理念”。这便是声音的 “普遍本质”。此外，此 “普遍者是自己同一的存在”，反过来

说，此 “同一者在多数者中个别化”。

由此，本质直观的结果便是 “看到变项集合中的一个常项，那便是更高的理念”。而这一 “更高

的理念又成为一个新变化作用的出发点”。如此一来，我们便能 “逐渐地发现到高次元的类”。

（ＫＳＺ３，７１）例如，假设有 “ｈａ”这个声音的理念，那么更高的理念即是声音的普遍一般。也就是
说，相对于 “ｈａ”音这个 “理念的单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声音的普遍一般这种 “本质的单体性

（ｅｉｄｅｔｉｓｃｈｅ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ｔ：译者注）”。以下引用九鬼一段话：
从属于 “ｈａ”音理念的一切任意的个别态，都拥有个体的单体性。然而，在本质直观的视域里，

只要那些个别态还拥有任意性的性质，就可以说个体的单体性的意味几乎都没入了本质的单体性之

中。只要专一于本质直观，“此”这个存在便不会被顾虑到。（ＫＳＺ３，７１－７２）
这一节很重要，因为这一节并非是九鬼对胡塞尔学说的介绍，而是对 “本质直观”的批判。例

如，留声机的 “几号针”是 “一个理念”，即不是个体的，而是 “本质的”“单体”。“使用时，只要

是几号针即可，个体的单体可以是任意之物。”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个个的针彼此具有相当性”。因

此，任意性才成为可能。由机械大量生产之物，便有着此种性质。只要依据本质直观，个体的现实性

只能被看做为种种个体的可能性之中的一种可能性。“作为现实而被给予的个体也只能埋没于任意性

之中。”（ＫＳＺ３，７２）可以称为 “此”的东西，本应是现实的个体的单体，但九鬼却认为只要根据本

质直观的话，它最终只能 “埋没于任意性之中”。九鬼之所以批判胡塞尔本质直观缺乏个体性，原因

在于本质直观始终都站在柏拉图式的理念的立场之上。

（三）实存

九鬼认为，相对于本质的 “狭义的存在”或 “现实的存在”是 “个体”的存在。所谓 “实存”

即 “现实的存在”，但此 “实存的意思最显著表现于人的存在中”。九鬼继续说明，“在人的存在中，

存在方式是因自身得以被决定，与此同时，也因此决定而得以被自觉。人的存在自觉地支配存在本

身”，人 “在真正的意义上，将实存作为自己的东西来加以创造”。（ＫＳＺ３，７６）
九鬼并未和胡塞尔一样以现象学方式来追求 “个体”，而是在单子中寻求 “个体的现实存在”。

这并不仅仅是主观的。“作为个体的单子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并且 “个体拥有世界、拥有社

会的同时，并不埋没消失于普遍的一样性之中”。也就是说，世界、社会，或者说普遍与个体之间的

关系成为问题 （ＫＳＺ３，７６）。这里九鬼强调 “个体性”，认为单子的个体应该存在于社会中，并且在

那之中必须是主体的、个性的。针对单子，胡塞尔曾如此论述道：“属于主体间性的诸个别主体具备

了相互对应、相互关连的构成性体系。因此，诸单子间的 ‘和谐’（Ｈａｒｍｏｎｉｅ：译者注）本质上就属
于客观世界的构造”①。胡塞尔虽然关注 “个个单子的构成的和谐”，但却并未论及个个单子的个性。

（四）本质与存在的相互关系

接着的问题是，普遍与个体性的关系，或本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根据九鬼的想法，可以区分成

以下两种情况来思考：（１）是 “本质规定存在的情况”；（２）是 “存在规定本质的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中，只要存在是本质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之物即是本质本身。但这不是九鬼

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本质是真正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是狭义的存在，不过是 “淡淡的影

子”罢了。如此一来，真正的存在规定狭义的存在，换言之，普遍规定个体，个体的真正意义无法

产生出来。个体的单体之概念，不过是 “名义”罢了。

在第二种情况中，本质是指在 “这里”存在的 “这个”东西的本质。只要普遍的本质被现实存

１０１

① ［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省察》，浜涡辰二译，岩波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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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规定，本质就是个体的本质。在这里，对于个体的本质与个体的存在 （个体的可能性存在与现

实性存在）的关系，九鬼主张 “在个体中，作为个体的可能性存在与现实性存在一致”。在此 “存在

规定本质的情况”中，九鬼的主张是个体的普遍化这种本质直观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的反转，亦即普遍的个
体化。这应该不是像分有理念那样的东西。作为个体的存在，九鬼以丰臣秀吉为例———秀吉的个体的

本质，如果没有 “秀吉的存在”就无法被 “完成”。本质因存在而不断地被塑造出来。人的本质在个

体的本质中以瞬间的方式 “结晶”。（ＫＳＺ３，８０－８１）所谓 “结晶”，并非第一种情况所说的影子般

存在的显现，而应该理解为 “实存”具现。

个体的现实性存在，在每个瞬间而且是以 “非连续的连续”的形式，不断地规定个体的本质，

这意味着 “并非只是单纯的语言，而是在拥有实在性的限度上的规定”。按照笔者的理解，“并非只

是单纯的语言”，也不是 “名义”上的，而是有 “实在性”的存在，在生命的经营当中，在每个瞬间

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本质。由此，在九鬼那里，存在规定本质的方式是 “飞跃的”。因为此一规定

来自从选项中选定一个这种形式。这一选择借由 “由于抉择和决定的关系而在自觉的深处自我烦

恼”，而成为 “真正意味上的抉择”。“在每个瞬间彻底迷茫于如何死如何生”，“在普遍的抽象性中，

一切都是自明的”，在因果关系中，虽然是 “自己决定”，但和这种情况下的决定有关的不能说是

“实存”，而是从生物层次来看的 “单纯的生命”。总而言之，用笔者的话来说，在真正意思上抉择且

苦恼的实存当中的生命之充实，始终都不可能被完成，其只是在每个瞬间中追求完成罢了。

四、列维纳斯的实存·实显·专名

在此，笔者试图以列维纳斯的 “实显＝实词化”为线索，对 “名字／专名”进行考察。触使笔者
在此将列维纳斯与九鬼相联系的契机，是柄谷行人在 《探究》ＩＩ①中展开的关于专名的考察。

列维纳斯与九鬼一样，并没有正面以 “名字”或 “专名”这一主题来对它进行探讨。正如 《从

实存到实存者》的书名所示，毋宁说 “实存”和 “实存者”才是列维纳斯哲学的主题。 “名字／专
名”只是附着在该主题表示的 “实显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ｅ”（＝实词化）这一主轴的课题而已。柄谷的 “专名”

研究发表于１９９４年，可说是疏通九鬼与列维纳斯的中介者，笔者以下将援引柄谷的见解作为开端。
对于柄谷而言，专名并非是 “指示”之物。所谓专名，是能够成为个体得以是个体的根据之物，

能够保证个体的 “单独性”之物。根据柄谷的观点，这里所说的个体的 “单独性”，与个体的 “特殊

性 （个别性）”有区别，即 “这些个体是否属于一般性或集合”。“相对于特殊性是从一般性来看的

个体性”，单独性则是 “已经不属于一般性的个体性”。②

为了明确列维纳斯针对此点的见解，柄谷论及列维纳斯的批判对象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发现

“存在性质”的两个 “样态”，也就是在 “这个在 （有这个：译者注）” （实存范畴）与 “这个是

……”（范畴）中发现了差异。而正如柄谷所关注的，对海德格尔而言，“某人”并不是一般特别说

到的 “专名”，而是属于 “这个是……”这个 “范畴”。

在 《探究》ＩＩ中，柄谷试图从专名来重新把捉语言，并从中区分了能够定义 “叫什么”的 “专

名”与能够定义 “是什么”的 “一般名”。③

海德格尔的 “实存”以 “……在”这种根本形式被表现出来，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若说这种

“实存”是否有 “名”，它事实上是 “无名”的。柄谷认为，海德格尔应该是没有意识到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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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柄谷行人：《探究》，讲谈社，２０１５年。
［日］柄谷行人：《探究》，讲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１４页。针对 “单独性”，柄谷举了被保存在东京大学医院中夏目漱石的脑

为例。就外表而言，他的脑并没有什么奇异，且与夏目漱石这一个体无关，但 “无法被其他脑所取代，不属于脑的一般普遍”。

能够说这脑是 “特异 （单独）”，是因为它被赋予了 “夏目漱石的脑这一专名”。柄谷的主旨在于，并非因为特殊所以才被赋予专

名，而是正因为被人以专名称呼，才是 “单独”的。

［日］柄谷行人：《探究》，讲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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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与 “是什么”的区分。根据柄谷的说法， “专名”相当于 “某人”，是 “叫什么”，绝不是

“是什么”。而海德格尔是将作为主语的 “某人”视为 “任意的 ｘ”，借此将述语置于更高地位。总
之，即是将 “某人”这一 “专名”视为任意，并以述语的方式表达 “是什么”这种存在的种种方

式。

然而，海德格尔是从 “共在”这一观点来规定 “此在”和 “实存”的。“此在是本质上在其自

身之中的共在”，是 “在世界之中的共在”。因此，虽然有他人不在眼前或没有人被感知的情况，但

这仍然可以从共在得到规定。“他人不在”，即 “一个人的 ‘独在’”，是 “共在的一种残缺样态”。①

但在柄谷看来，从这个 “共在”并无法产生出在其所主张的 “专名”之思考方式下被带出的作为单

独性的实存。确实，海德格尔并没有排除此在 “实际上以一个人的方式存在”或 “以单独的方式存

在”②，但在 “专名”观点下的 “单独性”无法被导出。柄谷试图在 “共在”中找出如下东西：某个

特殊的 “这个我”，唯有在 “我”这个语言的 “共同性”之中，才能成为 “个别 （特殊）”。柄谷想

要表达的似乎是，在谁都可以使用这个意思上，“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才能拥有共同性。但是柄谷

的主张却在于 “‘这个我’的单独性只能在专名中被发现”③。

列维纳斯对于海德格尔的 “实存”，表示其批判的立场。列维纳斯对 “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的特
征——— “绽出”（ｅｘｔａｓｅ）提出了疑问。

“绽出”是指 “在自己的外部”，“已经是从内部向外部脱出”。实存 “外部和内部”的作用被还

原为 “主体－客体”的作用，但在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 “以最深刻的方式把握这一作用的究极

的普遍的本质”，且通过 “绽出”“来观看实存之所以实存 （动词：译者注）的原因”。

所谓绽出，并非与某个对象的关系，而是和存在这一动词、存在这一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绽

出，人接受其实存。绽出作为实存这一发生而显现，因此成为这一发生本身。④

列维纳斯从 “置放”（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一自己的立场出发，朝向与 “绽出”不同的方向。在 “一切

的理解、一切的视域和时间之前”，“有这样一个事实：意识就是起源这一事实本身，意识从意识自

身出发，意识是 ‘实存者’”。或者说主体的 “出发点”、主体 “根植于其上”的基础是 “置放”的

话，那么列维纳斯的主张便是 “绽出”与 “置放”不同。因为列维纳斯提出以下的疑问： “绽出

（ｅｘｔａｓｅ）是否是实存的源初样态？通常所谓的自我与存在的关系是否是一种朝向外部的运动？”。⑤

在此，笔者将简要地明确与 “置放”相即的 “实显＝实词化”。首先，列维纳斯将这一用语的希
腊语词源 “基体 （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按其原意解释⑥，并将之放入自己的概念之中。这并非是哲学史上普
遍的理解，而是他自身独特的解释，用以表明 “由动词来表达的行为变成一个由实词来指称的存在

这一发生”⑦。

为了使得 “实显”更加明晰，此处引用列维纳斯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实显”、实词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ｆ）的出现，这并非单纯是新的语法范畴的出现。它意味着无名的 “有”

（ｉｌｙａ）的中断，意指一个私领域的出现、名词的出现。存在者在 “有”的基底之上出现……通过实

显，无名的存在丧失了它作为 “有”的特征。存在者 （存在之物），是存在这一动词的主语，由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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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桑木务译，岩波书店，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桑木务译，岩波书店，第２３１页。
［日］柄谷行人：《探究》，讲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０页。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１５２—１５３、１７３页。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这 “意味着置身于下，位于下面 （成为基础）或处在下

面的东西 （基础）”。另外，“拉丁文中的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与此 ‘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对应”。（译注，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４页。译者西谷提请我们注意，列维纳斯的 “实显”

“并非哲学史上通常用的意思”。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列维纳斯自身 “在哲学史上”是如此被思考的 （第１７４页）。根据西谷，
在普洛丁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２０４—２７０）对 “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的用法中，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是指无限定的 ‘存在’中被限定的 ‘存在者’的出现这

一发生”。换言之，普洛丁将 “无规定的”、“无法命名的东西”“现势化，成为个的实体”或 “变得如此之物的存在样态”称为

“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ｉｓ”。而列维纳斯正是把捉了这一意思。（译注，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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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作为自己的一个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并支配其命运。有某个谁接受存在，且这一存在就成为这个谁
的存在。①

在此，用非人称方式被表达的 “有”（ｉｌｙａ）这一无名的 “存在”是 “欠缺个个的存在者或存

在者们的存在”②。虽说那是无名的，但通过 “实词”的 “出现”，却能成为作为存在者的具体实存

者。换句话说，“存在”因从 “无名”变为 “有名”，以至于其拥有 “存在”的述语特征的 “有”被

中断而变换了样貌。由之可说，“存在者”的 “出现”即是获得名字。通过获得名字，“存在”成为

“某个谁的存在”，或者成为 “存在者”，“存在者”则成为 “存在这一动词的主语”。据此我们可以

如此理解： “存在者”以主体的方式 （亦可说是以作为根本基础的责任）来接受以 “属性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来表现的 “存在”。正如西谷修所述，列维纳斯的主体 “是将无法逃离的自我存在置放在其

下，并将其承担起来而存在”的东西③。

如前所见，列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实存停留于 “从内向外的运动”，这是针对海德格尔以及当

时的 “现代思想”之反实体倾向的指摘。列维纳斯将之称为 “绽出主义” （ｅｘｔａｔｉｓｍｅ），相反的，所
谓 “置放的行为”则能使作为实体的主体得以成立。“置放行为”之 “不超越自身这一努力”“造就

了 ‘我’”④。柄谷明确说道，被海德格尔所否定、但由列维纳斯所恢复的主体之 “实体性”，即为

“实存被赋予专名”。在 《从实存到实存者》一书中，列维纳斯仅仅谈了 “无名”，似乎没有限定于

专名。

在此剩下不多的篇幅中，笔者将以列维纳斯的 《专有名词》为参考，思考名字、专名以及 “实

显”之间的关联。

说人物的名字，即是表现那人的面容。在所有的名词与套话中，专名抵抗着意思的解体，并支撑

着我们的发话。在话语搁浅的背后，专名提供的可能性便是，在看到某种知解可能性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é）
的终结的同时，亦看到一个知解可能性的黎明。⑤

“说人物的名字”，这个 “名字”可被把握为 “专名”。这里的 “说”，可理解为列维纳斯对作家

的思想的解释、批判与谈论。这虽然位于 “名词与套话”之中，但与之不同。在说明 “实显”的文

脉中，“说”与 “实词”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ｆ）相对，被认为是变换样貌的 “动词”。而 “名词与套话”则被

认为是被 “统合、吸收”进 “专名”中的东西。在这引用之后，列维纳斯主张 “被说的东西”被统

合进 “已完成的、完整无缺的存在”之 “自足”的 “同一性”之中，并 “排斥、吸收了看似背判、

限制存在或体系的各种差异”。也就是说，这一完整的 “同一性”的 “存在”正是 “专名”。当 “专

名”与 “名词或套话”对比时，其便是 “实体化”，亦即所谓 “实显”这一发生。

对 “意思的解体”之抵抗，即是对上述 “现代思想的反实体倾向”之抵抗。没有被谈论即是被

谈论，也就是变成语言———这便是合理化。然而，在列维纳斯那里，此种合理化迎来了其终结。所谓

合理性，在黑格尔 “‘同一者与非同一者的’究极的同一性”的 “存在 －论”中，化身为 “搁浅的

话语”，最终到达 “知解可能性的终结”。然而，正如列维纳斯所言，这并非止于吸收所有 “差异”

那种 “同一性”的 “存在”。如前所述另外还有所谓 “知解可能性的黎明”，而使之可能的正是 “专

名”。这个意味上的 “专名”是 “与他者之间的关联”，是作为 “觉醒”的 “自己”之存在的基础。⑥

根据合田正人，“对于列维纳斯而言，专名非但不是没有意思，而且是意思和谈论的唯一可能性。专

名先于存在之前，存在的秩序之存亡系于专名”⑦。

列维纳斯在 《专有名词》这一论文集，通过谈论马塞尔 （Ｇａｂｒｉｅｌ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３）、布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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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１１页。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３页 （译注）。

［法］列维纳斯：《从实存到实存者》，西谷修译，筑摩书房，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２页。
［法］列维纳斯：《固有名》，合田正人译，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４年，第３—４页。
［法］列维纳斯：《固有名》，合田正人译，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４年，第４—６页。
［法］列维纳斯：《固有名》，合田正人译，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４年，第２０２页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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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说明 “所谓自己即是其他人，也就是 ‘他者’。如此一来，所谓爱，正是首先将他者作为你

来迎接”。这一 “迎接”，即是 “在从 ‘同’迈向 ‘异’的同时，没有抹去差异的知解可能性”。在

“说 ‘他’的名字”时，“自己”与 “他”可以说正是处于这种关系。“说”，即便 “还未有任何共通

之物”，但仍是 “不断地在开拓从 ‘同’向 ‘异’的道路”。列维纳斯这位哲学家自身，便通过谈论

“他者”的 “名字”，通过谈论 “专名”，成为 “他者的替身”①，并将他者的思想作为己物。

五、结　　论

如前所论，九鬼重视个体的实存性。至于该实存得以成立的契机，或许可以仿效柄谷的想法，从

“通过以专名被称呼而显现的单独性”（即无法被还原为一般性的单独性）中，或者仿效列维纳斯的

想法，从 “作为从动词到实词的变化这一发生的实显 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ｅ”中找到痕迹。九鬼的实存的契机与
“专名”之间深层的联系，可以从本文对九鬼的论述中得到证实。此外，笔者认为以列维纳斯实存·

实显·专名之间关联的思考为基础，可以对九鬼的实存与专名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九鬼那里，当存在规定本质时，个体中 “可能存在”与 “现实存在”是合一的。换言之，那

即是 “普遍个体化”的契机。而此处的 “个体”不外乎是 “实存”。对九鬼而言，作为实存的现实

存在，不可能是作为 “淡淡的影子”的个体。因为 “专名”因这一 “普遍的个体化”的契机，而

“结晶”于个体。或者我们可以说，若基于列维纳斯来解释的话，那么 “现实存在”便可被视为 “实

显”。

接着，九鬼认为，现实存在是在每个瞬间中被规定、被形成的。对照于此，“专名”也是在每个

瞬间中被形成、被规定、被自觉到的。通过加深此种自觉，作为 “专名”实存的生命得到充实，并

且由此，此生命始终不会被完成，而是不断地朝向完成。九鬼认为个体的实存性 “因无穷性而无穷

尽，是难以言表之物”，因此 “在此意味下，个体设定了界限”。此说法虽谨慎了一点但却表现出关

键性的九鬼实存观 （ＫＳＺ３，８５）。九鬼所考察的可说是与 “实显”同等的作为个体之实存。进一步

我们可以断言，将此 “个体的界限”把捉为 “专名”是可能的。此意思可置换成列维纳斯所说的被

“专名”所支撑的 “现今一种知解的可能性”。

然而，为什么可以认为从根底支撑实存的是 “专名”？在列维纳斯的思考中， “说人物的名字，

即是表现那人的面容”。此 “面容”是指作为 “被剥除了 ‘专名、称号和类型’的裸露性 （ｎｕｄｉｔé：
译者注）这一印记”② 的人脸。“裸露性”这一所谓原型，即是自己这一存在的原型。能与此原型相

较的，便是 “专名”。当想起某人时，那人的脸总是伴随着我意识的某处。和
$

哲郎也如此论述道，

“即使排除一切仍然会想到人，唯独脸是无法被去除的”③。当想起某人、谈论某人之时，无论如何都

需要的、像支撑那样的东西，那便是脸。名字也是一样。即使在不知道名字的情况下谈论某人，也会

想要为对方取个名字 （即使是个假名）。在我们思考、谈论时的意识中，不是总有着这一固定的欲望

吗？浮游状态的谈论、述词化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针对 “专名”、“实显”以及 “个体的界限”，

有必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深入思考。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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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列维纳斯：《固有名》，合田正人译，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４年，第６页。
［法］列维纳斯：《固有名》，合田正人译，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４年，第２０２页 （译者后记）。根据合田所述，这是 “１９８７年为 《全

体性与无限》德文版所写的序文”中的一节。

［日］和
&

哲郎：《面具与ｐｅｒｓｏｎａ》，《和
&

哲郎随笔集》，岩波书店，１９９５年，第２２页。



京都学派与现象学：以田边元的哲学为例

廖钦彬

【摘要】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 （ＮｉｓｈｉｄａＫｉｔａｒｏ，１８７０－１９４５）批判欧洲哲学的心物、主客二元论，提
出心物、主客未分的 “纯粹经验”与 “绝对无的场所”论述，为该学派哲学建基。而批判式继承西田哲学

的田边元 （ＴａｎａｂｅＨａｊｉｍｅ，１８８５－１９６２）于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留德期间，从学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两者哲
学的批判，成为田边哲学体系形成与转变 （从战前的 “种的逻辑”到战后的 “忏悔道哲学”、 “死的哲

学”）的其中一个参考点。田边在批判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 （即存在哲学）

后，提出异于两者的新哲学形态，即 “绝对无即爱”的实践哲学。此种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特别是现象

学与京都学派哲学的交
'

史，是审视近现代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轴。从这种交
'

史的视野来阐明

田边哲学的形成及发展，不仅能够对目前的田边哲学研究或日本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方向，而且能为当代

现象学研究或对现象学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比较的资源。

【关键词】京都学派；现象学；纯粹经验；绝对无的场所；种的逻辑；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０６－０９

作者简介：廖钦彬，（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暨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京都学派与海德格尔哲学在日本的接受

与转化”（１７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４）；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西学东渐与广州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前　　言

本文将以田边元 （ＴａｎａｂｅＨａｊｉｍｅ，１８８５－１９６２）所见的现象学与其自身哲学之间的连接点进行
探讨。众所周知，西方哲学 （特别是１９、２０世纪的德国哲学）与日本哲学 （特别是京都学派的哲

学），至少在日本，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田边哲学与现象学的连接点亦必须放在此历史脉络来谈

论。若要谈论两者关系，必定得思考西欧与日本的哲学交
%

史 （此处限定在现象学与京都学派的交

%

史）。从这种交
%

史的视野来阐明田边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不免有僭越之感，然笔者认为此解析作

业能对目前的东西哲学交涉史或日本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方向，同时能对当代现象学研究 （或对现

象学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比较的资源。

以下首先简述今日所谓京都学派这个哲学团体的意思以及西田几多郎哲学与田边元哲学的形成与

发展；其次介绍被称为田边哲学的 “种的逻辑”（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之形成与发展，探讨田边哲学
与现象学分别朝往不同方向发展的理由为何会出现在田边的现象学理解；最后将论及田边在批判胡塞

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后，提供异于两者的新哲学发展形态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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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学派与现象学：以田边元的哲学为例

二、京都学派：从西田哲学到田边哲学

所谓京都学派是指在京都帝国大学，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两者门下生久松真一

（Ｈｉｓａ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ｎｉｃｈｉ，１８８９－１９８０）、务台理作 （ＭｕｄａｉＲｉｓａｋｕ，１８９０－１９７４）、三木清 （ＭｉｋｉＫｉｙｏｓｈｉ，
１８９７－１９４５）、西谷启治 （ＮｉｓｈｉｔａｎｉＫｅｉｊｉ，１９００－１９９０）、户坂润 （ＴｏｓａｋａＺｙｕｎ，１９００－１９４５）、高坂
正显 （ＫｏｕｓａｋａＭａｓａａｋｉ，１９００－１９６９）、下村寅太郎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ａｒｏ，１９０２－１９９５）、唐木顺三
（ＫａｒａｋｉＺｙｕｎｚｏ，１９０４－１９８０）、高山岩男 （ＫｏｕｙａｍａＩｗａｏ，１９０５－１９９３）、武内义范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Ｙｏｓｈｉ
ｎｏｒｉ，１９１３－２００２）、大岛康正 （ＯｓｈｉｍａＹａｓｕｍａｓａ，１９１７－１９８９）等哲学家的知识团体，也就是从事
哲学思想工作的团体。他们经常在哲学思索上相互给予影响与批判，并发展各自独特的哲学体系与观

点①。

此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的第一本专著 《善的研究》 （１９１１年）问世之前，日本明治期 （１８６８
－１９１２）思想界的演进大致可分初、中、后三期。初期重于西化 （近代化）的启蒙，中期重于西洋

哲学思想的译介，后期倾向于以西洋哲学思想的方法，重新整理、诠释或界定自身思想传统。西田虽

为明治时期人物，却与上述时期的思想倾向迥异，原因在于他是首位以自身对人生、世界的关怀为出

发点，援用自家的佛教传统资源，批判式地借用西洋哲学语境来重构自身的哲学。具体来说，西田将

笛卡尔以降在西哲论述中逐渐显着化的物心、主客二元论进行解构，提出物心、主客一元论。从西

田、田边及其门下生的哲学开展可察知，京都学派哲学作为日本近代哲学显著于世并非只凭恃引介或

译介西欧哲学。最关键的是，该学派哲学因应时局，除了探讨与西欧哲学家一同面对世界时所应思索

的哲学问题外，还援用传统思想资源提出一套与西欧哲学不同进路的日本哲学。

西田在 《善的研究》主张 “主客未分”之前的意识统一状态
&&

“纯粹经验”，借以解构西方

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体系。当此种标榜 “纯粹经验”的意识哲学开展到认识论体系的重构与说明

时 （《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１９１７年）却遇到极大的瓶颈，即意识之外不能有反省思维的作用存
在。因此为解决 “直观”（纯粹经验、内部意识、无分别知）与 “反省”（反省思维、外意部识、分

别知）之间的对立，西田提出 “自觉”（不断将直观与反省，也就是自己映照在自身的作用）来进行

统合。然此种不断将自己映照在自身的作用 （即自己反省自己的作用）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其所在

的 “场所”。“场所”便成为 “自觉”成立的根据 （《从动者到见者》，１９２７年）。
“场所”的逻辑奠基在反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可说是具有西田色彩的认识论，然其本质却又归

属存在论，亦即形而上学范畴。西田认为使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对象等的统合系统得以成立或存续的

是 “所在之场所”（於いてある场所）。所谓 “场所”是指将自己映照在自身的 “真正的无的场所”

（真の无の场所），也就是 “绝对无的场所”（绝
'

无の场所）。而绝对无所指的是超越 “有与无”这

种相对立场，即绝对意义上的无。因此 “场所”成为意识作用 “所在的场所”。西田又称其为包含一

切并使一切得以成立的 “一般者”。“场所”的理论不仅是一种形而上学，亦是一种辩证法的体系②。

相对于以 “场所的逻辑” （或称 “场所辩证法”）成名的西田哲学，田边哲学则以 “种的逻辑”

（或称 “绝对媒介辩证法”）成名。西田的接班人
&&

田边元于１９３０年发表 《求教西田先生》与西田

哲学分道扬镳。田边发表该文以后，始终认为西田哲学为一种神秘哲学，是一种缺乏对应现实的

“寂静哲学”，原因在于其哲学体系始终缺乏以民族国家、种族或共同体为对立统合媒介的 “直观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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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京都学派的定义，参见 ［日］大桥良介编： 《京都学派的思想：种种图像与思想的潜在力》，京都：人文书院，２００４年；
［日］藤田正胜：《何谓京都学派：从近年的研究谈起》，《日本思想学史》第４１号，２００９年。
关于关于西田几多郎初、中期哲学的形成与演进，可参见小坂国继 《西田哲学的研究场所逻辑的生成与结构》（京都：ミネルヴ

ァ书房，１９９１年）以及 《西田几多郎：其思想与现代》（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１９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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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并断言西田哲学与普罗提诺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２０４－２７０）的神秘主义思想无异。
田边一系列的 “种的逻辑” （一种具实践性的社会哲学理论）论文中批判式地继承西田哲学体

系，提出在 “普遍”（类、Ｉｄｅａ）与 “个别”（个、个人）概念的逻辑 （在西田哲学脉络里是指场所

与个体、一般者与个别者、普遍与个体）建构中 “特殊” （种、国家社会、共同体）之媒介的重要

性，并强调三者 （类、种、个）应不断互为媒介 （也就是透过自我否定即肯定，在不灭任一方的情

况下寻出一条统合之道）以存续自身。田边透过 “种的逻辑”的建构，发展出一套与 “场所辩证法”

不同的 “绝对媒介辩证法”。

“种的逻辑”，一方面是对西田哲学的持续批判，另一方面是回应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个

人主义等风潮所产生。其探讨内容广泛，涉及到希腊哲学、欧陆哲学、欧陆的社会学、宗教学、人类

学、日本佛教思想与西田哲学等领域。“种的逻辑”的精密体系性结构，可说是驾凌当时纳粹主义与

法西斯主义所构筑的社会哲学或国家哲学。

此种探讨学派内的哲学发展是目前京都学派研究的进路之一。在这种日本哲学的发展中，西欧哲

学的发展 （特别是从观念论、现象学到存在哲学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三、中期田边哲学：作为绝对媒介理论的 “种的逻辑”

田边自身独特哲学的出现，是在以 《社会存在的逻辑：试论哲学的社会学》（１９３４－１９３５）为首
的一连串 “种的逻辑”论文公诸于世之后。在 《社会存在的逻辑》的开头处，田边便如此说明 “种

的逻辑”的成立背景：

相对于希腊发现理性的自然，中世发现作为精神的神，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世，则发现了人类。若

是如此，那么十九世纪则发现了社会。社会原理的探求，则形成现代哲学的中心课题。单纯的人类存

在的存在论与人类学，若从此见地来看，则属于过去。人于社会、人的存在于社会存在，方能具体呈

现。社会存在的哲学，非得是今日的哲学不可。今日的需求不是哲学人类学，而是哲学社会学。①

若说１９世纪是社会学理论兴起的时代，那么２０世纪的哲学所要处理的无疑是对社会学理论提出
反思的哲学。田边针对１９九世纪欧陆兴起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对图腾信仰 （ｔｏｔｅｍｉｓｍ）的研究进
行批判性的反思。他认为欧陆图腾信仰研究的进路应为 “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哲学社会
学”。此图腾信仰研究的进路在弗雷泽 （Ｊａｍ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ａｚｅｒ，１８５４－１９４１）、涂尔干 （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５８－１９１７）、范杰内普 （ＡｒｎｏｌｄＶａｎＧｅｎｎｅｐ，１８７３－１９５７）、路先·列维 －布留尔 （Ｌｕ
ｃｉｅｎ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８５７－１９３９）等人的言论中能见其踪迹。②

田边指出路先·列维－布留尔虽以分有法则 （ｌｏｉｄ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作为思考图腾信仰的理论，有
将社会现象哲学化的建树，但此种社会学理论只停留在 “作为现象的理论”，并未发展至 “作为理论

的理论”，换言之，即是停留在 “存在的理论”而不是 “自觉的理论”。③ 而 “种的逻辑”是田边在

辩证欧陆图腾信仰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自觉的理论”。关于 “存在的理论”与 “自觉的理论”

的关系，田边说道：

于我们的自觉中起作用的理论，若没有与存在的理论相互媒介的话，自觉则变得没有内容，理论

只不过是形式理论。自觉于存在的媒介中进行，因此才能于他者之中知道自己，同时他者才能被自己

所知。内属图腾信仰的理论，作为理论被我们所知，是因为在此存在的理论中我们的理论在自觉。④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田边元全集》第６卷，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６３年，第５３页。以下引用该全集，以Ｔ卷数，页数略记。
参见Ｔ６．８９－９１。
参见Ｔ６．９１。
Ｔ６．９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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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可知，作为存在理论的图腾信仰论与自觉理论的 “种的逻辑”，形成相即不离的媒介关系。

“种的逻辑”是以欧洲图腾信仰论为否定媒介的绝对媒介理论。这意味着田边并没有满足于从现象被

抽取出来的理论。也就是说，要自觉地掌握该理论，必须是对应现象理论的理论，亦即对应理性的理

性。当然，田边重视的是现象的理论与理论的理论之间的绝对媒介关系。

何谓绝对媒介？“绝对媒介是指在建立一方的同时，必以另一方为媒介。然而，此与彼毕竟是相

互否定，因此绝对媒介意味着无论任何肯定都不能在没有否定媒介的情况下来进行。所谓否定即肯

定，肯定必是以否定为媒介的肯定。此可以说是绝对媒介的要求。因此绝对媒介排拒所有的直接形

态。”① 据此可知，“种的逻辑”是田边对作为图腾信仰理论进行反省、思索所成立的理论。② 另一方

面，它亦是田边为了对抗当时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或个人主义等风潮所建构而成的哲学体系。

那么 “种的逻辑”究竟带有何种具体的内容？“种的逻辑”是田边借用生物分类 “类、种、个”

以及黑格尔的 “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之概念所构筑而成的。该哲学体系所探讨的是种

（现实中的国家社会或共同体）与个 （个人）之间的存在与实践方式。田边主张种与个唯有透过类

（田边称为Ｉｄｅａ，又称为人类、人类国家或菩萨国）的否定媒介，才能达到存续自身的存在与行为。
相同的，类个以种为媒介，类种以个为媒介，亦是如此。在不消弭任一方的前提下，类、种、个三者

相互媒介与结合的关系，形成 “种的逻辑”的基础结构。

田边借由表示 “类、种、个”三者的绝对否定媒介关系建构了 “种的逻辑”，其目的在于提供现

实世界的共同体或国家社会 （种）以及住在其中的个人 （个）能够对应现实的理想存在与行动的形

态。也就是说，“种的逻辑”透过 “类、种、个”三者不断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提供了作为理念的存

在 （Ｓｅｉｎ）与应该 （Ｓｏｌｌｅｎ）在现实之中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可说是一种具有具体性与现实性的实践
哲学理论。

根据第二、三节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西田的 “意识哲学自觉的哲学场所的哲学”
这一思索的进路发展到田边的 “种的逻辑”，即在存在与实践哲学的过程当中，看到京都学派哲学发

展的一个主轴。当然，从后期西田哲学的发展中，亦能很清楚地看到存在与实践的要素。我们若将

“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的李凯尔特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ＪｏｈｎＲｉｃｋｅｒ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６）之先验哲学胡塞尔的现
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这个１９、２０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对应到京都学派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海德格尔并不满足于胡塞尔主张以直接经验所建构的意识哲学 （现象学），因

此试图将人类的实存从其直观意识下的独我论世界中解放出来。此时他所建构的存在哲学，恰好引领

田边去思考 “究竟应该是何种实践或行为下的存在”的问题。

四、田边所见的现象学及其新转向

田边应西田几多郎的邀请，从东北帝国大学转任到京都帝国大学。他对哲学的关心，亦从自然科

学、数理哲学转移到德国观念论、现象学、实存哲学等上。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留学德国期间，他从学于
胡塞尔，在学习现象学的同时，亦曾听过海德格尔的讲座 “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回国后，立

即在京大讲授 “现象学的发展” （１９２４，收录于全集第１５卷）。其研究成果有 《现象学的新转向》

（１９２４，收录于全集第４卷）及 《认识论与现象学》（１９２５，同前）。
根据其晚年弟子大岛康正的解说，“现象学的发展”是当时田边留学海外、学成归国后，所尝试

９０１

①

②

Ｔ６．５９。
除了上述图腾信仰的论述外，田边亦论及到德国社会理论家滕尼斯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Ｔｎｎｉｅｓ，１８５５－１９３６）的 《共同体与社会》（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１８８７）、柏格森 （Ｈｅｎｒｉ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８５９－１９４１）的 《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在此因篇幅关系，无法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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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的课堂内容。田边在此讲课内容当中扼要地展开他在德国学到当时在德国极具人气的现象学，并

解说它是如何形成、特色在哪以及潜藏的问题点等。①

田边指出黑格尔以后的德国观念论处于衰退期，相反地，自然科学进入兴盛期；作为其反动，１９
世纪后半新哲学的复兴，则是从对自然科学表明态度开始的。他认为扩展康德的批判哲学 （即其科

学的认识批判工作），除了承认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历史文化科学外，还为其打造基础，并在这之上广

泛建设价
(

哲学的西南学派哲学是一种 “科学的哲学”。② 然而，复兴期的新哲学，并非只有上述的

“科学的哲学”。另一方面，柯亨 （ＨｅｒｍａｎｎＣｏｈｅｎ，１８４２－１９１８）、文德尔班 （Ｗｉｌｈｅｌｍ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
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布伦塔诺 （ＦｒａｎｚＣｌｅｍｅｎｓＨｏｎｏｒａｔｕ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８３８－１９１７）、狄尔泰 （Ｗｉｌ
ｈｅｌ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ｕｄｗｉｇＤｉｌｔｈｅｙ，１８３３－１９１１）等人，强调和物质的自然不同的精神生活世界。这些所
谓精神主义者的哲学就是 “生命的哲学”，推动了新哲学复兴的机运。③ “这些人所追求的是由精神现

象的内部知觉所带来的明证，换言之，这些人想借由直接体验的理解来顺从和自然科学不同的认识方

法，并将和对象界形成对立或君临其上的精神生活世界打造成哲学的领域。”④

田边同时将 “科学的哲学”与 “生命的哲学”视为上述１９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期的新哲学复
兴运动，并认为 “生命的哲学”比 “科学的哲学”更具优势，前者实是现代哲学的主流。因为当时

的欧洲 （一战后）不断地被现实生活的不安所扰，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思想界倾向于 “生命的哲

学”，认为有价
(

的东西并非是理论的整合性，而是对现实的掌握。⑤ 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在这种时

代的趋势下诞生、发展。京都学派哲学正与这个欧洲哲学的转向发生了同时性的进展。

田边在留欧归国后的首堂讲义 “现象学的发展”中举出胡塞尔的 《论数学概念：心理分析》

（１８８７）、《算数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研究》（１８９１）、《逻辑研究》第一、二卷 （１９００－１９０１）、《作
为严格之学的哲学》（１９１０－１９１１）、《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１９１３）等，并以上述新哲
学的立场来考察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其重点可整理如下：

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在于阐明数学概念的心理成立之现象特质。在 《算数哲学》当中，胡

塞尔试图借由意识作用来说明数学概念的起源、内容，以及数学所处理的大小二相等关系与数学演算

的特性。然而，胡塞尔以 《逻辑研究》为契机，舍弃了先前的心理主义，开始采取彻底的纯粹逻辑

主义，并提出和布伦塔诺经验心理学不同的作为先验本质学的现象学。到了 《作为严格之学的哲

学》，胡塞尔针对 “科学的哲学”与 “生命的哲学”，明确地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并排斥在前者当中

意识的自然化或科学化 （也就是将意识视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对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他认为意识

之外并没有任何存在，借此提出作为意识本质学的现象学 （即纯粹意识的哲学）。因此，作为严格之

学的哲学并不是建立在 “科学的哲学”，而是建立在一种受 “生命的哲学”（作为生命的哲学）所启

发的现象学 （关于生命的哲学）之上的东西。到了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时，胡塞尔

进一步发展出作为严格之学的哲学基础之纯粹意识哲学，并彻底贯彻对象只能从属于意识作用的意向

性意义才能得以成立的想法。⑥

根据田边的观察，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当时之所以受到欢迎，不仅在于该现象学和之前的新哲学复

兴运动有一线之隔，甚至是在于不舍弃 “科学的哲学”与 “生命的哲学”，并将两者进行统合之

处。⑦ 然而，只要现象学是所有学问基础的根本反省，就不得不落入 “科学的哲学”。田边从青年海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Ｔ１５．５０５。
参见Ｔ１５．３６－３８。
参见Ｔ１５．３９－４０。
Ｔ１５．３９。
参见Ｔ１５．４１。
参见Ｔ１５．４２－５９。
参见Ｔ１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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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ｓｃｈ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中，找到此种作为 “学问的哲学”之现象

学应当发展到作为 “生命的哲学”之现象学的理由。因为他认为海德格尔标榜的现象学，已经不再

是胡塞尔原本意思下那种绝对普遍 （同时也是一种无从接近的、虚构、抽象的）意识的本质直观的

现象学，而是具体解释意思的现象学。① 关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田边如此说：

很明显的，其现象学接近来自狄尔泰的世界观学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只不过相对于世界观学以
对过去世界观之理解为主，始终站在先验意识之立场的解释学现象学，却以在对过去进行解释的历史

中表现自己的现在意识的反省式理解为特色。在此现象学的方法论上，特别要注意的是，相对于胡塞

尔显著的图像论 （Ａｂ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倾向，也就是抽象、形式的意识自由之变更以及在可立足之地
的绝对普遍之本质直观，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将意识置放在吾人之前，来进行反省这种倾向，海氏

（海德格尔）则将现象学视为一种从现实具体的历史意识来理解自身的东西，换言之，不是将现象学

视为映像，而是视为其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自觉。如此一来，重视事象性、事实性，以具体的体验之

学为目标的现象学之要求，则被彻底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该现象学自身则被视为一种意识的自觉，

亦即自我解释Ｓｅｌｂｓｔ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作为学问的现象学以及作为生命的现象学这两种面
向。如此一来，现象学在这两种意义上，则变成了生命的哲学。②

田边之所以会架接狄尔泰与海德格尔，显然来自其自身对海德格尔 “历史意识的现象学”与胡

塞尔 “纯粹意识的现象学”的区别。如田边所指出，“原本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不是某种被抽象化的

学问认识之意识，而是在历史当中活灵活现地展开发展的现实本身。最具体的精神生活之现象学，并

不是针对被抽象的某种领域的学问意识之现象学，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意识，换言之，其应该是现

实存在 （此在）Ｄａｓｅｉｎ本身的现象学”③，统合 “科学的哲学”与 “生命的哲学”的胡塞尔现象学与

海德格尔所谓和历史、现实世界有关的实存现象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海德格尔所谓的 “现象学

事实上，是现实意识的自我理解、自我解释”。④

上述海德格尔所说的解释此在的现象学，已经不再是纯粹意识的哲学，而是一种往具体生命的存

在论发展的现象学。在 《存在与时间》（１９２７）、“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尚未公诸于世之前，海
德格尔的存在论或解释学现象学，早已经透过田边的论文 《现象学的新转向》（１９２４）传达给日本的
学术界。⑤ 从以下田边的海德格尔哲学理解便能间接窥见其端倪，譬如人类的现实存在与时空之间的

关系、带有关心、操烦 （Ｓｏｒｇｅｎ）这种根本结构的实存与他者、世界或世间之间的关联、借由带有以
关心、操烦为基础的顾虑结构，总是在朝着某物前进的途中之实存动态、生命的现实存在性存在于其

操烦的动态性 （Ｓｏｒｇｅｎｓｂｅｗｅｇｔｈｅｉｔ）当中，以及对死的顾虑之自觉所带来的实存之反动性 （即一种积

极的生活态度）等。⑥ 而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几乎都已经是形成 《存在与时间》的主要结构之一了。

岭秀树在 《田边元对 《存在与时间》的接受》⑦ 中，继其前著 《海德格尔与日本哲学：和
$

哲

郎、九鬼周造、田边元》（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２００２年）检讨了田边自留德回国到 “种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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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Ｔ４．２３－２４。
Ｔ１５．６５，括号为笔者注。
Ｔ４．２９，粗体为笔者所加。田边解释此说法来自海德格尔本人的解释，“现实存在即现实的生命于世界中的存在Ｄａｓｅｉｎ（ｆａｋｔｉｓｃｈ
ｅｓＬｅｂｅｎ）ｉｓｔＳｅｉｎ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参见Ｔ４．３１）。
Ｔ４．２９．
继田边之后出席海德格尔讲座，并介绍其解释学现象学的是三木清。三木于马堡大学从学于海德格尔，出席 《现象学研究导论》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冬季学期）讲座与 《亚理士多德：修辞学》 （１９２４夏）的讨论班等 （期间为１９２３．１０－１９２４．８）。三木撰写于
１９２６年、发表于１９２７年的 《解释学现象学的基础概念》（《三木清全集》第３卷，东京：岩波书店，第１８６—２２０页）比 《现象

学的新转向》中的解释学现象学介绍更为详细。

参见Ｔ４．３０－３４。
收于岭秀树 《西田哲学与田边哲学的对决：场所的逻辑与辩证法》，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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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之间的海德格尔接受及批判过程①。田边１９２４年回国后，除介绍现象学及其新发展外，将精力
放在消化康德与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以及和马克思主义的对决。“种的逻辑”的个、种、类之区分，

采用生物学的区分方式，而不采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之概念，正是想避开其观念、抽象性。这里可看到

田边所欲探讨的是人 （现实存在、此在）与其寄寓的共同体 （国家社会）之间的现实、具体性，当

然这里也无法脱离理想、普遍性的探讨。“种的逻辑”和此时期田边关注的存在与身体、空间之间的

问题意识有很大的关联②。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藉由讨论实际性、此在或实存，企图克服传统形而上

学的本体论，恰好为 “种的逻辑”的建构提供了一个视野，即如何重新探讨人的现实存在问题。“种

的逻辑”形成完整体系后，田边便将关心点转到实存哲学及历史哲学上。这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亦有

很大的关联。这里恰好补足了 “种的逻辑”中时间论述的不足。海德格尔与田边元的哲学视域或景

象之不同，最关键在于各自对当前哲学的克服之历史脉络 （海德格尔的是胡塞尔现象学、田边元的

是西田的场所哲学）。

就如本文第一节结尾所述，西欧哲学的发展 （特别是从德国观念论到现象学及存在哲学的展开）

对京都学派哲学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影响。这从田边暗地里意识着海德格尔哲学发展的同时，试图

建构一种能巧妙地整合个人 （个）与国家社会或种的共同体 （种）之间关系的理论 “种的逻辑”，

也就是一种存在与实践的理论，亦能够窥见的到。③ 如果说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或许就能够

理解田边于二战战败前夕将自身哲学转向宗教哲学的同时，便将批判的矛头转向海德格尔的理由。

五、后期田边哲学的海德格尔哲学批判

若要理解后期田边哲学的面貌 （指二战前后的宗教哲学转向），首先必须了解战争期间 “种的逻

辑”在理论上遭遇挫折的过程。如上所述，“种的逻辑”是田边为了提供当时国家社会 （种）与个人

（个）一种存在与行动的理想形态所建构而成的理论。他一方面试图让日本从自身帝国主义的桎梏脱

离而朝往开放的状态，另一方面企图让个人从国家全体主义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令其处在自由的境

地，因此可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然而，“种的逻辑”却因田边在战时被吞噬在国家全体主义的浪潮

中而不得不面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因为田边将原本应该是作为否定媒介存在的国家社会 （种）

给绝对化 （类化），即将 “种的逻辑”改造成国家绝对主义的理论。④

田边在战败前后，提出作为他力哲学的忏悔道哲学，借此改变了自身的哲学方向。在其忏悔道哲

学里，进行哲学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他自身，而是让他承认理性信仰的不可能，并让他在理性支离破碎

的状态当中重新认识理性的绝对他力。也就是说，忏悔道哲学若不以绝对他力为主体，是不可能会成

立的。⑤ 他力哲学可说是后期田边哲学的本质。田边以他力哲学为基础，强调个人与自己民族全体的

忏悔，透过绝对他力下的忏悔，重新建构 “类、种、个”三者的关系。在此被论及的存在与行动之

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转变。存在的维持已经不再是倚靠其自身的力量，而是绝对他力所带来的自我

与他者的否定即肯定 （自我与他者的忏悔即救济）之转换行为。当然，该存在亦因忏悔即救济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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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书，第２７４—２７９页。岭秀树注意到 《综合与超越》（１９３１）、《人间学的立场》（１９３１）、《哲学通论》（１９３２）、《从图型 “时

间”到图型 “世界”》（１９３２）等文章和著作中田边的海德格尔论，结论出田边批判海德格尔的重点集中在其存在论缺乏空间性
和身体性的问题点上。此种海德格尔批判的说法，在同时代的日本哲学家还有九鬼周造 （《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结论）、和

&

哲

郎 （《风土：人间学的考察》第一章）。

岭秀树指出田边批判海德格尔在 《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１９２９）只关注到康德超越论的构想力中的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
身体性。海德格尔的独特康德解释触发了田边构思 “种的逻辑”（参见同上书，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９２页）。
合田正人的 《田边元与海德格尔：被封印的哲学》（京都：ＰＨＰ新书，２０１３年）基本上采取同样的观点，认为田边哲学的形成
和其海德格尔观有一定的关联。

参见 《国家存在的逻辑》，收录于田边全集第７卷。另参见 《国家的道义性》、《思想报国之道》，收录于田边全集第８卷。
参见 《作为忏悔道的哲学》（１９４６），收录于田边全集第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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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复活）的宗教实践，而带有宗教的性格。

田边
)

年从上述宗教哲学的立场及新的 “种的逻辑”的立场出发，不断地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哲

学进行批判。其未刊遗稿 《哲学、诗与宗教：海德格尔、里尔克、贺尔德林》（１９５３，收录于全集第
１３卷）及论文 《是生命的存在论还是死的辩证法》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同前）便是其成果。田边主要是
将焦点放在海德格尔的 “向死的存在”（ＳｅｉｎｚｕｍＴｏｄｅ），并将论述集中在海德格尔的现实存在 （Ｄａ
ｓｅｉｎ）及死的议题上。

一言以蔽之，对田边而言，海德格尔所谓的死，只不过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可能状态。在这种状态

的人类存在，只是一种能够朝向死亡的存在而已。田边认为作为此种 “向死的存在”的自觉，只停

留在对现实存在的自我所带有的有限自觉，根本没有达到所谓的死。① 田边如此理解海德格尔的现实

存在及死，甚至评价他那种细腻分析存在的论述，但另一方面主张自己所谓的人类存在是一种透由

“绝对无即爱”这种不断地进行死与复活的存在，也就是一种 “在死当中的存在”。至于存在与死的

议题，田边举出自己的 “死的辩证法”来对应海德格尔的 “生命的存在论”。

海德格尔将人类现实存在的存在性解释为 “向死的存在” （ＳｅｉｎｚｕｍＴｏｄｅ），相对于此，人类的
象征存在性正可说是 “在死当中的存在”（ＳｅｉｎｉｍＴｏｄｅ）。在宗教领域里，该存在便是一种在生活的
同时却是死人，在死的同时却又是在生活的存在。唯有此种存在，才能直接对持有存在性的过去或未

来契机，带有超越这些的脱自性 （绽出）Ｅｋｓｔａｓｉｓ。然而，脱自，也就是脱离自我或超越自我这种存
在的方式，并不是存在者所能够直接拥有的。因为存在者的直接存在方式，始终是归属于自己、内在

于自己，因此没有所谓脱离自我或超越自我。那样的存在者，绝对不会有脱自性。脱自能够得以实

现，除了作为绝对无的契机、自己承继绝对无的性格，并且作为象征存在否定自身之外，别无他法

……脱离自我、超越自我并非是自己直接能够做到的。唯有借由被绝对无所媒介的同时，自己变为绝

对无的媒介，在承受其绝对无性后并参与它，才有可能做得到。②

从这里可以看到，两者对脱自、绽出 （脱离自我、超越自我）概念的不同诠释。一个是海德格

尔试图让朝向死的自己能充分发挥生命的脱自 （绽出）。另一个是田边元所谓随着 “绝对无即爱”的

运动救济他者，来进行生即死、死即生的脱自。如上所述，海德格尔的死只要是现实存在 （此在）

的可能状态的话，那么它就无法脱离现实存在 （此在）本身。因此，现实存在即使将脱自性作为死

的能力来加以发挥，还是无法以自身的力量来加以完成。因为这只不过是将个人的生命发挥到最大限

度的行为而已。

相对于此，田边所谓的死，是借由 “绝对无即爱”的作用，让朝向死的自我行死，在这过程中

随着绝对无的不断还相运动 （净土宗用语），也就是不断地参与其救济事业，去救尚未得救的他者之

自我牺牲的行为。对田边而言，人类存在只有在这种绝对无与相对者相互参入的慈悲行当中，才能得

到保证。两者解释的不同，就在于 “死的能力”与 “死的实践”。田边认为死不单只是主体的自觉或

思考，而且还必须是随着 “绝对无即爱”的作用，来救济他者的实际行动。

在海德格尔的脉络里，究竟为何要主张现实存在的脱自 （此在的绽出）？当然是因为人类处在

“忘记存在”的状态，即一种人类自我疏离的状态当中，因此必须重新确认现实存在的本来状态，即

“世界内的存在”，也就是必须让它回到未被遮蔽的原本状态。田边认为在重新确认这个被抛 （被投）

到自由的筹划 （日语：自由なる企投）的转换过程，也就是 “人类存在在世界当中的被限定即能限

定之转换交涉”③ 当中，缺乏了宗教的绝对力量。换言之，从被限定转到能限定的自我否定力量，不

单是现实存在 （此在）本身的力量，更不是解释、分析存在的立场所能给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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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Ｔ１３．４２８－４２９。
Ｔ１３．４３５－４３６。
Ｔ１３．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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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海德格尔的 “向死的存在”，只是没有 “绝对无即爱”的转换运动介入的直接存在型

态而已。田边显然拒绝这种生命的直接型态。相对于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的关心出自于以分析的方式

来解释存在的立场，田边元对人类存在的关心，则是来自于以辩证法的方式让存在进行死与复活的转

换运动之立场。因此，田边对 “向死的存在”解析，恰好反映了两种处在平行线上的哲学立场。① 一

个是海德格尔的 “生命的存在论”，另一个则是田边的 “死的辩证法”。前者标榜无止境地阐释人类

现实存在的本来性质，后者则希求绝对无与相对者不断进行自我否定所显现的救济真实。②

孰优孰劣并非本论文探讨的核心，站在田边哲学角度来看的话，人类存在绝非只是概念分析以及

解释的对象，更是人在如何对应现实世界及居住环境之中所形成的。在战争期间的 “种的逻辑”里，

被强调的是带有理性色彩的实践哲学 （自力哲学）。相对于此，战败后的宗教哲学及 “种的逻辑”

里，被强调的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实践哲学 （他力哲学）。在这个关注存在与实践的 “种的逻辑”的

形成与转换甚至是田边宗教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无疑地给予了很大的刺激。

六、结　　论

今日若要谈论京都学派与现象学，或田边哲学与现象学，想必不能单单只考察其各自的内部发

展，还必须将两者的交
%

史放入考察的视野当中。因为哲学运动或发展，必不会只被限制于一个文化

圈或一个地域里。１９、２０世纪所谓近代欧洲哲学流传到日本来，透过京都学派的接受、诠释与转化
呈现出新的动态，亦是西学东渐哲学史演进上极为自然的事。

一直以来的田边研究或京都学派哲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自身的内部发展及和西田哲学的关联

上，或者是集中在和宗教 （禅宗、净土真宗、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然而，早期除了梅依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Ｍａｙ）和帕克斯 （ＧｒａｈａｍＰａｒｋｅｓ）著、张志强译的 《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德版１９８９年、英版１９９６年）进行了一个跨文化哲学视域的研究工作外，近年来亦有和上
述保守研究倾向不同的研究路数出现，譬如岭秀树的 《海德格尔与日本哲学：和

$

哲郎、九鬼周造、

田边元》（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２００２年）、合田正人的 《田边元与海德格尔：被封印的哲学》。

这两本书皆是忠实地阐明海德格尔哲学与田边哲学之间的差异，借以突显不会在西方出现的日本哲学

之发展，亦即一种实践哲学的发展。然而，在此须注意的是这样的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及具体性的

后期田边哲学之发展，究竟是否能够对应现代人的行动？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后期田边哲学只要是一

种理论体系 （学问）的话，似乎很难能直接连结到实际的行动上。因此我们必然会遇到该如何处理

行动与理论的问题。

对照于上述的情况，现今的现象学研究亦遭遇到同样的状况。胡塞尔以后的现象学运动，在今日

虽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其显着的发展，但若要考虑到现象学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不也应该积

极地向欧洲文化圈以外的哲学思想 （譬如中国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等）寻求一

些刺激，借以用来建设一个往来于东西方文化或东亚文化圈之间的跨文化哲学运动吗？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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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岭秀树指出早在１９２０年代后半西田和田边的海德格批判当中，就能看到西田和田边皆站在辩证法的立场 （前者：无的场所自觉。

后者：辩证法自觉）来批判海德格的解释学现象学立场 （参见 ［日］岭秀树：《日本接受海德格的一个侧面：以西田的海德格批

判为线索》，《日本的哲学》，昭和堂，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２９页）。
田边为日本首位具体介绍海德格尔哲学发展的哲学家，涉及的有 《心理主义的判断理论》（１９１４）、《邓·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学
说》（１９１６）、《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１９２３）、《存在与时间》（１９２７）、《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１９２９）、《贺尔德林和诗
的本质》（１９３６）、《真理的本质》（１９４３）、《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１９４７）、《林中路》（１９５０）、《物》（１９５１）、《演讲与论文
集》（１９５４）、《走向存在问题》（１９５６）、《同一与差异》（１９５７）等。海氏哲学可说是田边哲学成立与转向的主要参考资源之一。
关于田边的海德格尔批判，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详加讨论。



“人文化成”：“文化”的中国古典意义

黄有东

【摘要】要构建 “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话语范式，凸显 “文化”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就必须对 “文化”

这个核心概念的中国意义有个明确的理解。考察 “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生成路径，可以从三个方

面展开：“文”的文化意义， “化”的文化意义， “文化”的完整意义。通过对 “文化”的词源学考察：

“文”从自然形式进于精神道德内容，“化”由自然造化进于精神道德感化，可以清晰地认识 “文化”概

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它是与 “武力”“武功”相对，以道德教化、道德感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人文教

化、人文化成。

【关键词】文；化；文化；道德教化；人文化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１５－０６

作者简介：黄有东，湖北孝昌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文化学建设的广东传统和战略性前瞻研究”（ＧＤ１４ＣＺＸ０３）；

“中外人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ｚｋｊｓ０３）

虽然对 “文化”含义的理解，“一人一议，十人十议”，要下一个确切定义非常困难，但是要构

建 “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话语范式，凸显 “文化”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就必须对 “文化”这个概

念的中国意义有个明确的交代。本文着重探讨 “文化”的中国古典意义。“文化”作为中国古典文化

学的核心概念，其完整的普遍意义生成有一个过程。尽管 “文化”作为一个合成词是在形声字大量

出现的汉代 （之前汉语词汇一般是单音节词），正式产生时间不长，但是，决定 “文化”一词含义的

“文”和 “化”两个单音节词，几乎是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起而产生，其意义也不断地生长、转化

和丰富。在形成 “文化”合成词的过程中，无论是 “文”词，还是 “化”词，最后都指向 “道德”

观念。因此，“文化”在汉代成为合成词，正式形成完整的古典概念时，其基本含义已明确是以道德

感化、道德教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人文教化、人文化成。这种通过教育、教化、舆论等方式，合乎

道德性与合乎审美性地感化、涵化人自身的内在自然 （动物性的本能、蒙昧），以体现人的尊严感的

“人文化成”，正是 “文化即人化”观的中国古典理解。

一、“文”的意义生成：从自然形式进于精神道德内容

“文”在中国古籍中的意义生成，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自然形式的 “文”；二是

作为礼乐典章制度形式的 “文”；三是作为有道德意味形式的 “文”。这三个层次的 “文”构成中国

古典人文色彩的 “文”。

首先，作为 “自然形式”的 “文”。“文”最初的意义，主要是指自然形式，是指各颜色或事物

交错的纹理、花纹、纹路，是线条、色彩交相错杂的具有一定修饰意义的图形、图像或声像。《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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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字》说：“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① 《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②

“文”就是中国古人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的一种形式抽象，体现的是中国古人认识、把握世界的能力。

中国古人运用理智，通过相对抽象的形式符号把世界万事万物进行区分、归类，使之达到矛盾统一的

有序状态。事实上，“错画”不仅指线条，还包括色彩、声音等因素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

色成文而不乱。”③ 《毛诗序》说：“声成文谓之音。”④ “文”不仅强调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而且强

调这种统一是审美的统一，故 《国语·郑语》说：“物一无文。”⑤ 至于 《庄子·逍遥游》中的 “越

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⑥，“文”用作动词，同 “纹”义，表明是在人身上画些线条图形，这反映

的是古人的审美感。当然，集中体现古人文化造诣的 “错画”是象形而成的 “文字”。 《说文解字

叙》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

者，言孳乳而浸多也。”⑦ 这是讲仓颉按照自然的线条、色彩、声音等纹理创造语言文字。之后 “文”

也有指用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之意。《论语·八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

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注：“文，典籍也。”⑧ 《论语·学而》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注：“文，谓诗书六艺

之文。”⑨ 不一而足。

再者，作为 “礼制”的 “文”。受符号化的 “文”的自然形式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化还借 “文”

来指礼乐典章制度、礼仪法度等意义。《论语·子罕》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道

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瑏瑠 这里的后一个 “文”指周文王时的一套礼乐制度。《论语·泰

伯》说：“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朱熹注：“文章，礼乐法度也。”瑏瑡 《淮南子·齐俗训》说：“礼者

实之文也。”瑏瑢 这里的 “文”是礼仪的表现形式。 《荀子·乐论》说：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瑏瑣 这里的 “文”是礼乐之文。《荀子·礼

论》说：“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王先谦注：“文，谓法度也。”瑏瑤 这里的 “文”是礼仪

法度。在先秦思想总结阶段的荀子的文化哲学体系中，“文”大多指的是礼乐法度之文。

最后，作为有道德意味形式的 “文”：内在精神道德的外在显现。对于 “文”字，康殷认为：

“我推测它象古代的一种模拟人形偶像，用心形以表彩色斑斓 （乃古文惯例），它大于真人，因而

‘文’字后来仍有：一、表示大，如 ‘文考’与 ‘皇考’，同皆大意，‘文人’犹 ‘大人’。”瑏瑥 对人

本身加的一点图案，显然是有其精神观念的考虑。作为文的 “人”，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状态的人，

而是被装饰、被改造过的人；不仅是出于审美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羞耻之感的道德的考虑，还可能

是出于图腾崇拜的宗教考虑。《礼记·乐记》说：“礼减两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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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注：“文，犹美，善也。”① 如此看来，“文”既有审美观念，又有道德观念的含义。

理解 “文”作为内在道德精神的外在形式显现，还可以从文与质、文与德两对概念来看。《论语

·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② 真正的君子是内在精神道德气质

与外在的言行举止、外表体态等形体语言相协调、相契合，表里如一的形象。“文”是内在道德气质

的外在显现。《周易·大有卦·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③这里的

“文”是美好的道德精神的表现，也就是道德的象征。《周易·坤卦·象传》说：“黄裳元吉，文在中

也。”④ 意思是真正的吉祥，不仅是衣服上的美好的彩饰，也是内在精神的一种反映。《吕氏春秋·慎

大览》说：“用文则以德胜。”⑤ 也是强调 “文”的内在道德意味。也有 “文德”一词，《论语·季

氏》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⑥ 这里的 “修文德”指道德教化、道德感化。《论语·公

冶长》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注：“文章，德之

见乎外者。”⑦ 《论语·宪问》说：“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朱熹注：“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⑧ 朱熹的这些

解释，都是把 “文”看作是内在道德的外在显现。作为动词的 “文”用作 “成人”的基本方法，即

是礼乐教化、道德教化，且是具有审美意味的道德教化。

可见，中国古典的 “文”指的有道德意味的形式，这个 “形式”主要是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审

美形象以及礼乐典章制度。

二、“化”的意义生成路径：由自然造化进于精神道德感化

“化”在中国古籍中的意义生成可以粗略地分为二个层次：一是作为自然造化的 “化”，是

“化”的基本含义，改变、变化、转化之意，遵循的是天道；二是作为道德感化的 “化”，是 “化”

的较狭窄含义，意味着教化以及由教化产生的变化，遵循的是人道。这两个层次贯通天道与人道的

“化”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文色彩的 “化”。

首先看作为 “自然造化”的 “化”。“化”字的甲骨文、金文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其意义

是转化、变化。《荀子·正名》说：“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⑨ “化”是指变化，形状变

了但实质并没有区别而成为异物。《素问·天元纪大论》说：“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瑏瑠 《正

蒙·神化》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瑏瑡 中国古人把自然界称为 “造化”，表明自然界自在自

为地生成和变化。造化的 “化”首先是强调自然本身合乎规律地运动，其最鲜明的特点是 “自化”，

无论化生与死灭，皆是自在无为的。《老子·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瑏瑢 《周易·系辞下》说：“天地薩，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瑏瑣 意思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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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自然之气的交感氤氲而造化了万物，人也是如自然万物造化运行。《中庸》说：“可以赞天地之

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① 《礼记·乐记》说： “和，故百物皆化。”②这些 “化”皆指 “化生”。

造化之 “化”遵循的是天道。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化物与化人的规律是一致

的，二者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 “诚”。《中庸》说：“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③ “诚”

为化生之本。《荀子·不苟》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

民。”④ 天地之大，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明智，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化物与化人因 “诚”

而规律相通。

再看作为道德精神教化的 “化”。参照天道的自然造化，现实人道通过道德教化来化人。《尚书

·毕命》说：“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⑤ 《尚书

·君陈》说：“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⑥ 这两处训化，皆是教化之意。《说

文解字》说：“化，教行也。”段玉裁注：“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⑦ 《荀子·不苟》说：“诚心守

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王先谦注：“化，谓迁善也。”⑧ 《老子·五十七章》说：“故圣人

云：我无为，而人自化。”⑨ 《礼记·学记》说：“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

成俗，其必由学乎！”瑏瑠 《管子·七法》说：“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瑏瑡 这

些 “化”皆指教化，有 “教行迁善”，潜移默化，转移人心风俗之义。教化的内容是什么呢？是道

德。“化”的具体意义有道德教化，道德感化，以德化民等。《荀子·正论》说：“尧、舜，至天下之

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瑏瑢 这说的是尧舜圣人道德教化的高

境界。《孟子·离娄上》载有舜侍亲的故事：“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礛豫，瞽瞍礛豫而天下化，瞽瞍

礛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朱熹注：“瞽瞍至顽，尝欲杀舜，至是而礛豫焉。书所谓

‘不格奸亦允若’是也。盖舜至此而有以顺乎亲矣。是以天下之为子者，知天下无不可事之亲，顾吾

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于是莫不勉而为孝，至于其亲亦礛豫焉，则天下之为父者，亦莫不慈，所谓化

也。”瑏瑣 这则舜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故事，通过道德以身作则的方式对天下进行道德感化，以达到教化

民众的目的。这种无声无息的道德感化是教化的最高境界——— “化境”。《孟子·尽心上》说：“夫君

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朱熹注：“君子，圣人之通称也。所过者化，身所经历

之处，即人无不化，如舜之耕历山而田者逊畔，陶河滨而器不苦窳也。”瑏瑤 “所过者化”是说圣人道德

教化的 “化境”神妙莫测。

可见，中国古典的 “化”指的是依据天道的自然造化，而人道开展的教化以及由教化产生变化

的境界。教化的核心是道德感化、道德涵化，而教化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为的 “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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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成”：“文化”的中国古典意义

三、“文化”概念古典的完整意义生成

“文化”在中国古籍中的意义生成，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层次：一是 “文”与 “化”结姻，出

现在同一个语境里，初步形成 “人文化成”之意；二是 “文”与 “武”的分野，“文”成为与 “武”

相对的存在，“文”之文德教化的意义，因 “武”之武力征服之意义而彰显；三是 “文化”作为合

成词出现，构成独立完整的概念，形成 “人文化成”“文治教化”之意。

首先看 “文”与 “化”结姻。《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朱熹认为：“刚

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 ‘天文’。先儒说天文上当有 ‘刚柔交错’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 这是 “文”与 “化”较早同时出现在一

个有相对界限的语境里的文献记载。这段话里的 “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

于天，即 “天文”，亦即自然规律，即天道。同理，“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

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材料是说：

治国者需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需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

当止。这里 “人文”与 “化成天下”紧密联系，并且 “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显。“人文化成”

的思想，后世多有出现。《旧唐书》说：“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

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国之华彩，人文化成。”② 这种 “人文化成”的思想，是 “文化即人

化”观点的中国古典理解。“人文化成”的实质是指，对人自身 （内在自然）的人化，即人类主体通

过教育、教化、舆论等方式，合乎道德性与合乎审美性地感化、涵化具有动物性 （本能、兽性、蒙

昧）的人自身，以体现人的尊严感。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是 “文化”的人。

其次看 “文”与 “武”的分野。事实上，在早期的典籍中，“文”“武”经常成对出现，且多指

周文王和周武王。《尚书·洛诰》说：“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③ 《尚书·顾命》说：“在后之

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④ 此两处的 “文武”皆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尽管周文

王、周武王治道都强调文武兼备，但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政治环境，他们的侧重点有

异。周文王主导的是柔性的文德教化，而周武王主导的刚性的武力征服。虽然 “文武之道”（《论语

·子张》）⑤ 一直强调文武兼备、张弛有度，既要有文治也要有武略，文德与武力并用。如 《尚书·

大禹谟》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⑥ 《吕氏春秋·慎大》说：“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

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⑦ 但是，文武之道有先后，用文还是用武

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吕氏春秋·恃君》说：“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爱之徵也，

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⑧ 司马迁就曾极力批判夏桀不修文德而专炫武

力，《史记·夏本纪》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

弗堪。”⑨ 即使是对周武王的用武，孔子也有微词。《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朱熹解释：“‘武王伐纣救民有功’，故其乐皆尽美；‘武王之德，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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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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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第９５页。
［后晋］刘籧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２１５、５０８５页。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第２３６页。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第３０４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９３页。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第３５４页。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第１７３页。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第２６３页。
［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

(

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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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征诛而得天下’，故未尽善。”① 显然，孔子对武乐的武力、武功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持保留意见的，

也可见孔子先文德后武力的鲜明思想。因此，文武之道，先德后武，即先文后武；用文在第一位，用

武在第二位。《吕氏春秋·离俗》说：“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

通于周矣。”② 相对于武略，文治即文德教化才是正途，最终还是要选择文化治国。 《尚书·武成》

说：“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③ 总之，在中国古典治道中，一方面特别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在文化优先的

前提下，恪守中庸之道，文化与武功平衡兼用，这凸显出极高明的政治智慧。

最后看 “文化”合成词的出现。在我国古代，较早将 “文化”二字连在一起表达一个相对独立

完整意义的是西汉时的著名学者刘向。《说苑·指武》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

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④ 通过

这则材料可以看出，这里的 “文化”是指 “文治教化”之意，具体有人文教化、道德教化、礼乐教

化之谓。而且，“文化”一词是与 “武功”一词相对而提出的， “文化”的文德教化的意义正是因

“武功”的武力征服之意义而彰显。这种以 “文化”与 “武功”“武力”对举来理解文化的古典诠释

模式影响后来很长时期，直到晚清。 《昭明文选》说： “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内辑，武功外

悠。”⑤ 《旧唐书》说： “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⑥

《南齐书》说：“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⑦ 《元史》说：“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⑧ “文

化”与 “武功”是中国古典治道的两大法宝，在这治道二柄的选择上， “文化”优先， “武功”在

后，常阳 “文化”，阴 “武功”。

综合来看，中国古典意义的 “文化”概念，与 “武功”概念相对，其意义是 “人文化成”“人文

教化”“文治教化”，核心在道德教化、道德感化、道德涵化。其中，“文”是内容，“教”是手段，

“化”是过程。具体是指通过礼乐典章制度等手段，对人们进行教化、教行，不断提高其道德情感境

界。以 “人文”来 “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在这个教化、化成的过程中充满情味，

充满诗意，充满美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关于 “文化”即人文化成、文治教化、道德感化的古典理解，一直保持至

近代，直到现代的西方 “文化”概念经日本文化学者转译后传到中国。晚清以来，现代意义的 “文

化”概念在慢慢生成，脱离 “武功”这个对象，独立成为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清史稿》说：“方

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⑨ “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瑏瑠 “琉球

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瑏瑡 “穷无所之，日人聘讲东方文化，留东数年，

归。”瑏瑢 这些 “文化”概念的意义已慢慢向现代靠拢，推动着文化概念在中国的现代意义生成。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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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困惑与哲学的关怀

———基于老庄道家政治伦理成因的考察

何光辉

【摘要】老庄道家政治伦理的形成，是老子和庄子面对 “天下无道”的时代困惑，基于 “社会之乱”的现

实境遇和 “生存之困”的个体感受中，为了寻求拯衰救弊之法，而针对 “礼乐 －仁义”政治伦理之弊端，
从哲学层面作出的 “价值重构”。其中所突显的 “道法自然”政治原则，“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至德

之世”的政治理想，既体现出道家哲人对于人道尊严的执着守护，反映了哲学思想与时代变革的深层关

系，也能够为当下中国哲学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智慧启示。

【关键词】时代的困惑；哲学的关怀；老庄道家；政治伦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２１－０６

作者简介：何光辉，安徽霍邱人，哲学博士，（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年度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 “老子政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ＡＨＳＫＹ２０１４Ｄ１４７）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①，马克思这个经典命题充分道出了哲学与时代的

密切关系，即哲学思想是对时代问题的把握与回应，是时代在精神上的反映。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

这一命题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最早通过先秦时代两大哲学主干儒家和道家呈现出来，且两大哲学的共

同点皆聚焦于社会伦理方面。也就是说，针对先秦时代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局面，儒道的诊

断都是社会伦理出了大问题。

具体到老庄道家哲学，在 “天下无道”的严峻现实面前，不管是老子对 “道法自然”的强调、

对 “无为而治”的吁求，还是庄子对 “礼乐偏行”的批判、对 “至德之世”的向往，所要阐明的思

想旨趣，都是希望社会治理能够返归以 “道”为本的原则上来。可见，作为 “时代精神上的精华”，

老庄道家哲学深刻地把握并回应了先秦时代社会的紧迫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老庄道家政治伦理成因的

简要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哲学思想对时代困惑的关怀。

一、时代的困惑：天下无道

老子和庄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是一个充满动荡，战乱频繁而又无序的时代，老庄皆称之为 “天下

无道”②。此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变革的突出表现，便是 “礼崩

乐坏”局面的出现，即自周初以来形成的以 “礼乐 －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因遭受

１２１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２０页。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特征，老庄都提出过 “天下无道”的观点。如 《老子·四十六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

无道，戎马生于郊。”《庄子·人间世》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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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的强烈冲击而逐渐解体；并通过 “社会之乱”和 “生存之困”而体现出来。这也构成老庄

道家政治伦理形成的社会动因。

（一）社会之乱

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制，是靠 “礼乐”制度来维系的，诸侯、贵族们都必须根据各自在尊卑贵

贱序列中不同的地位，遵从不同的 “礼”和 “乐”，从而让社会保持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对此，杨

海文先生指出：“在古代思想家的文化视界中，文武周公的统治时代之所以被视为有史以来的黄金时

代之一，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就是礼乐文明充分发挥了自身固有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① 然而，由
“礼乐”维系的社会稳定体系，在春秋时期开始被打破，“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出现了。用老庄道

家的观点来说就是 “天下大乱”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有序运行、平稳发展的精神纽带，

它通过人们对于相应价值观的践行而表现出来。自西周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由 “礼乐 －仁义”
构成的价值体系，并成为维系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春秋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诸

侯、贵族们的经济实力大增，导致他们各行其是，社会上出现了犯上作乱、僭越礼乐、“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乱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时代

不复存在。尤其是老庄道家生活的春秋末期和战国中后期，传统的周礼和仁义更是被人们抛在一边，

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礼乐 －仁义”遭到唾弃。对此 “无道”的社会乱象，老庄都有着痛心的揭

露：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

·三十八章》）

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

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

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

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为，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庄子·缮性》）

这里，老子用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排比句式，说明因为 “道”

的失落，而导致德、仁、义、礼在社会的影响逐渐失去，由此凸显社会发展与 “道”的渐行渐远。

庄子通过古今对比，描述了 “德又下衰”最终造成 “枭淳散朴，离道以为”的严峻现实。可见，在

老庄道家看来，社会价值体系之所以被打破，其根本缘由在于 “天下无道”；而且，经由 “忠信之薄

而乱之首”与 “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的论述，老庄道家向人们表明：在 “天下无道”的时代里，

“乱”是最为显著的特征。

其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西周以来的分封制是维系社会统治的控制系统，它通过自上

而下的分封，在全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治理结构，有效地维护了周代的统治。然而，随着诸侯势力

的日益扩大，为争夺土地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最早在西周后期开始，这一社会治理体系逐渐被打

破，出现了 “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史记·周本纪》）、“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争霸局面。兼并和争战，又令统治者更加

残暴贪婪，社会更加不公，从而造成 “厚征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的可怕

现实。对于如此的世相乱局，老庄有如下的描述：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

２２１

①

②

参阅杨海文：《先秦礼乐文明与孔孟道德理想主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７２页。
《庄子·天下篇》指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而不明，郁而不

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

为天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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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

十七章》）

今世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

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

如矣！（《庄子·人间世》）

老庄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可怕的乱世：因为战争，连小马也只能在荒郊野外出生；因为战争，到处都是

百姓的尸骨；因为统治者的贪婪与专横，人民更加贫困，犯上作乱的人也更多。其中，庄子所描述的

“相枕”“相推”“相望”以及 “年壮”“行独”“轻用其国”“轻用民死”等，都在说明统治阶级是

何等的残暴无道！百姓受苦受难是何等的严酷！难怪著名道家学者陈鼓应先生在分析庄子哲学时指

出：“〈人间世〉篇，主旨在描述人际关系的纷争纠结，以及处人与自处之道。处于一个权谋狯诈的

战乱时代，无辜者横遭杀戮，社会成了人兽化的陷阱，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惨不忍睹地暴露在眼

前。”①

（二）生存之困

置身于 “天下无道”的严峻社会现实，面对着令人忧心的 “社会之乱”，作为富有忧患意识的道

家哲人老子和庄子，他们会有怎样的切身感受？我们不妨从其典籍中寻觅。老子指出：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老子·七十二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七十四

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

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老子对于 “天下无道”的感受，是通过反映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加以表现的，其中的 “无狭其所居”

“无厌其所生”“奈何以死惧之”以及 “民之饥”“民之轻死”等论述，反映了 “天下无道”的社会

里，百姓生存之艰难与困苦。显然，在老子的视阈中，“生存之困”是 “天下无道”时代里人们共同

的切身感受。如此的 “生存之困”，在庄文中则有更为痛楚的描述：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

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

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

这里，庄子通过一则寓言，借楚狂接舆之口，再一次表达了对人间世的痛心感受。这种感受，既有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无奈，也有 “祸重乎地，莫之知避”的艰险，更有对 “临人以德”

“画地而趋”的憎恶。面对如此的生存境遇，庄子的所求似乎只有 “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如此近乎

哀求的期盼；尤其是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一句，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庄子心中的那份无奈。

这是缘于 “天下无道”乱世而痛感的无奈，也是基于 “生存之困”以求保全生命的无奈！尽管庄子

对于生命始终抱有 “自然”的态度，但是，通过 “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我

们又能体会到，面对 “生存之困”，庄子心中那份对于生命无比执着之情。作为一位富有忧患意识的

哲人，庄子的这份执着是对于 “天下无道”现实的控诉，更是希望保全生命的祈祷。诚如王博先生

指出：“世界的残酷和无道使生存而不是救世成为人们的最高理想……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庄子哲学

中最重要的问题，即生命的问题。”②

在庄子 “生存之困”的感受中，不仅有着强烈的对于生命之艰难的感慨，也有略带戏谑性的对

于生存之艰难的反讽。再看两则庄子讲的故事：

３２１

①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７页。
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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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

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庄子·人间世》）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薭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庄子·山木》）

“阴阳之患”指因阴阳之气的失调，而导致的内心焦虑与身体之患；“人道之患”是人为的祸患，主

要指身心受到外在礼法的制约。这里，庄子通过叶公之口，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使者为国出使时 “朝

受命而夕饮冰”的生存艰难。因为不管出使的结果如何，“阴阳之患”与 “人道之患”总是避免不了

的。而在与魏王的对话中，经由其 “贫也”“惫也”的机智分别，也能看出庄子对读书人社会理想不

能实现、生不逢时的嘲解与反讽。

可以看到，在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中，面对 “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社会之乱”与 “生存

之困”① 无疑是最为真实的经历与感受。由此，也进一步促使老庄道家去探究导致 “社会之乱”与

“生存之困”的深层次原因，即反思造成 “天下无道”的价值根源，进而探寻救治之道。

二、哲学的关怀：价值重构

身处 “天下无道”的历史境遇，经历着 “社会之乱”和 “存在之困”的人生感受，老庄道家把

哲学批判的致思方向聚焦于社会政治伦理，通过对 “礼乐－仁义”弊端的批判②，经由 “道法自然”

的根本原则，以期重建 “无为而治”的 “至德之世”。这便是道家哲学在政治伦理上的 “价值重

构”③。

关于道家哲学的 “价值重构”，陈鼓应先生有着十分中肯的观点。他认为：“道家人文精神有着

悠远的文化渊源，殷周之际天道观之萌芽，经西周、春秋至老子而愈加突显，自春秋末到战国晚期，

道、儒、墨、法各家诸子分别创构出不同思想形态的人文内涵，汇成一股时代思潮。相比儒家等其他

各家，道家从文化层面的人文思想，进而提升为哲学理论的人文精神，以 ‘道’为人文世界存在活

４２１

①

②

③

对于道家 “生存之困”的感受，学者多有论述。比如，颜世安把它概括为 “痛苦意识”，他以庄子思想为例，指出：“庄子思想

的精神根源，实际上是对人生痛苦的感受。庄子行文风格诙谐洒脱，充满对一切满不在乎和冷眼旁观的冷嘲之意，这常常使人误

以为，庄子思想的主旨是教人在任何黑暗苦难的环境里，都能心平气和，甚至能体会出由安顺平和而来的内心快乐。自从晋人郭

象注庄以来，这已成了一个理解庄子思想的传统。有的古人注庄，直接就认为庄子是教人快乐。但是实际上，庄子的痛苦感受，

并没有真的被毫无心肠地遗忘。正因为这种痛苦意识发生作用，庄子思想才贯穿着与现实世界激烈对抗的精神……庄子思想的本

质是与某种埋在精神深处的痛苦结合在一起的。若不能把握这种痛苦，对庄子学的理解就会走上轻浮一路。郭象注自由独到之

处，算得上是大手笔，但就是失之于宣布一种轻浮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并非庄子本意。”（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１—５２页。）崔大华称之为 “人生困境”。他也是以庄子思想为例，指出：“庄子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对人

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这种对人生的思考不同于先秦诸子一般皆开始于、立足于 ‘人性’，而是发端于、立足于个人

生存中的 ‘困境’。从人生困境中超脱出来，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基本的理论方向和内容。”进而，他认为庄子的 “人生困境”

包括三方面，一是 “自然之限”的 “死与生”；二是 “社会之限”的 “时与命”；三是 “自我之限”的 “情与欲”。 （崔大华：

《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４２—１４９页。）
对于道家的批判精神，冯达文指出：“老庄思想的中心话题与核心价值，在于对社会文化或人作为社会与文化的存在的深刻反省

与批判，也可以说是对进步与文明的反省与批判。”（参阅冯达文：《老庄道家的批判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２页。）
关于古代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重构运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称为 “轴心时期”精神上的 “突破”。他认为，这种思想上的 “突

破”，要么体现为哲学思辨，要么体现为宗教想象，要么体现为集道德、哲学、宗教为一体的综合观念，中国的 “突破”属于后

者。（［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把中
国 “轴心时期”精神上的 “突破”视为中国的首次精神觉醒，并从 “超越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礼乐传统是轴心突

破时期中国超越的出发点，强调 “道家也是针对传统礼乐而提出其理论的”。（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８页。）



时代的困惑与哲学的关怀

动之理论根据……老子及战国诸子群起而继承周文进行创造性地转化。”① 在这里，陈鼓应一方面把

道家哲学思想的形成看作是 “人文创构”的结果，另一方面认为道家的重构是哲学层面的提升，并

由此形成对其他各家思想的超越。显然，这为我们揭示了道家哲学 “价值重构”的理论特征。但是，

老庄道家为何要对价值做出重构，又重构了怎样的价值，则需要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前文已述，在老庄道家看来，导致 “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是 “道”的失去，而 “礼乐 －仁
义”的大力倡导。这从老子所论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可以明显看出。也就是说，道家哲学政治伦理的 “价值

重构”是建立在对于 “礼乐－仁义”弊端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引证老庄对于 “仁义”的

批判做进一步分析：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十八

章》）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育其美也，命之曰

 （灾）人。（《庄子·人间世》）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紸箧》）

老子认为，正是因为 “大道”的废弃，才导致统治者大力提倡 “仁义”。“仁义”一旦与名利结合，

其弊端就会产生，即庄子所言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意思是重 “德” （仁义）是为了 “名利”，

重 “知”是为了 “争胜”。更为严重的是，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凭借 “仁义”来装

点门面；并通过 “仁义”的伪饰，达到获取名利的目的。这样，“仁义”便成为人们追逐功名的工具

和手段，越发造成社会与人心的混乱。难怪庄子会发出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

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的感慨。

老庄道家的 “价值重构”，从根本上说是与统治者力倡 “礼乐 －仁义”价值所产生的弊端有关。
结合上文分析，其弊端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 “礼乐”之弊，即 “礼乐”之治所形成的严苛的政

令、繁重的赋税，对于百姓的剥削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化；其二， “仁义”之弊，

“仁义”本来是人们内心追求的道德，却异化成追名逐利的工具和手段，并由此导致人性的虚伪、道

德的沦丧、贪欲的横流，等等。因此，通过反思、批判 “礼乐 －仁义”政治伦理价值之弊端，老庄
道家把社会政治伦理作为 “价值重构”的着力点。请看老庄的论述：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老子·二十五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

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

·六十四章》）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

颠颠……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骻为仁，??

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庄子·马蹄》）

能够看出，针对 “礼乐－仁义”政治伦理的弊端，道家 “价值重构”的主要诉求是 “自然 －无为”，
它所要处理、规范的根本伦理关系是统治者与百姓间的关系，对这一伦理关系的关注体现出道家哲学

对于人道尊严的执着守护。通过上述引文，老庄道家政治伦理的 “价值重构”主要呈现为三方面内涵：

５２１

① 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从诸子人文思潮及其渊源说起》，《道家文化研究》第２２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７５—
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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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道法自然”的政治原则。“道法自然”是老庄道家哲学思想总纲， “道”以 “自然”为

法，“自然”是 “道”呈现出的存在状态。因此，“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与自主而然。作为

道家政治伦理原则，“道法自然”主要是指统治者要为百姓创造 “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样的

政治环境中，统治者只有 “法道而行”，遵循百姓的 “自主而然”，人们才能享受到生存的自主性、

自为性与自由性。

二是 “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的 “不为主义”，作为道家政治方略，

“无为”体现了对于百姓自主性、自为性、自由性的遵从。它主张统治者 “不妄为” “不强为” “不

肆意而为”“不违 ‘自然’之为”，要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唯此，才有 “无为而无不为”的

“善治”①，即 “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正”。亦如陈鼓应先生所言：“‘无为’主张，产生了放任的

思想———充分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是由不干涉主义而来的，老子认为统治阶层的自我膨胀，适足以

威胁百姓的自由与安宁，因而提出 ‘无为’的观念，以消解统治者的强制性与干预性。”②

三是 “至德之世”的社会政治理想。庄子的 “至德之世”是指 “大道”盛行、民风淳朴、百姓

自由、社会和谐的社会，是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归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用智巧，没

有贪念，只有 “天放”般的幸福生活。一旦统治者倡导 “礼乐－仁义”，就会出现 “天下始疑”“天

下始分”的现象，社会的淳朴之风，人民的 “素朴”本性都将遭到破坏。庄子的 “至德之世”在老

子哲学中表述为 “小国寡民”。老子指出：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

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同样表达了 “大

道”流行的社会政治理想。

三、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老庄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面对 “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与 “生存之困”

的个体感受中，为了寻求拯衰救弊之法，而主要针对 “礼乐 －仁义”政治伦理之弊所做出的 “价值

重构”。老庄道家政治伦理的 “价值重构”，一方面，通过对以 “道”为根源性价值的回归，体现出

重构的彻底性；另一方面又经由 “自然－无为”的价值诉求对于 “礼乐 －仁义”的反思和批判，体
现出重构的独特性③。它所突显的 “道法自然”的政治原则、 “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与 “至德之

世”的政治理想，充分反映了哲学思想与时代变革的深层次关系，用哲学的关怀较好地回应了时代

的困惑。

老庄道家 “价值重构”的运思方式及其探索过程，能够为当下中国哲学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理论

创新，提供相应的思维启发与智慧启示。我们考察道家哲学政治伦理的成因，梳理其独特的价值内

涵，实际上关注的是优秀传统文化跟当下社会现实的关系。尽管老庄道家哲学思想距今已达两千多

年，但这并没妨碍我们从中借智慧、受启发，并不妨碍它成为今天哲学理论创新的一面镜子和一个灵

感源泉。这是在当下文化自信视域下，我们赓续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传统哲学价值最好的做法。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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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善治”出自 《老子·八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

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８—２９页。
余英时在分析中国 “轴心时期”精神上 “突破”的特征时指出：“至于道家，他们可能是先秦诸子中突破最激进的。因为较诸其

他学派，道家对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所作的分野更为确切清晰。尤其是庄子，他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彼岸世界观念的主要源泉。”

余英时以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分野说明道家 “突破”之激进，也表明道家 “价值重构”的超越性与独特性。（余英时：《人文

与理性的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８页。）



《庄子》辟思刍议

孙雪霞

【摘要】古汉语 “辟”的含义非常丰富，以 “辟”概括 《庄子》的思维特色，很能展示 《庄子》思想的力

量。于喁相随、始源浑沌、六合祥和是 《庄子》辟思的三个重要层面。通过与西方文学精神的对比，可以

揭示 《庄子》去中心、原始理性共生、自然人文同在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庄子》；辟思；于喁相随；始源浑沌；六合祥和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２７－０６

作者简介：孙雪霞，广东汕头人，文学博士，比较文化博士后，美国南卡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度 《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一般项目 （２０１５ＧＺＹ１２）

探索 《庄子》的思维特色是庄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徐复观指出：“庄子的本意只着眼到人生，

而根本无心于艺术。他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在这方面的了解、成就，乃直接由人格中所流

出。”① 陈鼓应认为：“它运用文学形式所表达的哲学系统之繁复性、诡论性，亦胜过其他各家。在文

学上，庄子的独特风格常为启发后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思想泉源。在哲学上，则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

禅宗的思辩。”② 曹础基强调：“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不读 《庄子》，研究中国文学，也不能不读 《庄

子》。”③ 许多学者都赞同：庄子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艺术家，其理性思维的脉络中往往缀以许

多情感的花结，其深奥的思想常常通过各种奇特的形象塑造而传达出来④。

然而，不管说庄子的思维是 “多向度、多样的，是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统一”⑤，

还是说 “庄子哲学思想中有三种主要思维方式———负面思维、换位思维和换主体思维”⑥，似乎还难

以涵盖庄子文史哲兼容的思维特色。

２０世纪中叶至末叶，西方出现了反思文学的思潮，其中 Ｐａｒａ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一派很值得一提。
Ｐａｒａ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由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文学）及其前缀 Ｐａｒａ组成。Ｐａｒａ同时具有接近、围绕、反对、悖于等含
义。国内文学界将Ｐａｒａ一词理解为 “副”或 “泛”，这类译文抓住了 Ｐａｒａ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的一些积极的特
征，但是也程度不等地忽略了 Ｐａｒａ这个前缀还有导引、避开、经过、兼顾等一语通关的统筹义项。
栾栋认为：用 “辟”一词最能体现Ｐａｒａ的命意⑦。

“辟”在中文当中的含义非常丰富，除了许慎所指出的 “辟，法也”之外，兼有创制／效法、典
章／用度、打开／偏离、开拓／躲闪、治理／偏僻、怪诞／大方、邪恶／清除等对折／融会之意，同时，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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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１页。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页。
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页。
张松如、陈鼓应、赵明、张军：《老庄论集》，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６页。
苗润田：《论庄子的思维方式》，《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陈延庆：《论庄子哲学的思维模式》，《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栾栋：《〈文心雕龙〉辟文学之美学思想刍议》，《哲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ｐì）同辟 （ｂì），有君侯／官吏、法度／罪行、征召／斥退、畏缩／勇为、破解／撮合等悖谬／通化的内
涵。

我们发现，“辟”字对折又融会、悖谬又通化的含义，很能概括 《庄子》文史哲融通的思维特

色。概而言之，《庄子》辟思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点。

一、于喁相随

庄子在 《齐物论》中描述 “风”时写道：“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

风济则众窍为虚。”于者消歇，喁者相随；喁者隐去，于者响起；于喁相随，不绝于耳，始卒若环。

于喁相随颇能概括 《庄子》辟思最本质的特点：去中心。

在 《逍遥游》大鹏南飞的故事中，率先亮相的鲲似乎可以说是中心之所在，但是，鲲稍纵即逝，

大鹏绝尘而起、培风图南，已然取而代之。当我们醉心于大鹏的潇洒英姿时，蜩与学鸠结伴现身，以

卑微者之姿态发表了自己的逍遥宣言，成就自己的中心地位。鲲、鹏、蜩与学鸠经过若干阴差阳错的

耦合，在 “那个”时段成为一个 “中心”。在那一刻，他们有了天然的排他性，也有了独一无二的

“个性”。但是，任何一个必要的还原，都意味着这样一种 “自我”的丧失。鹏由非鹏 （鲲）而来，

鲲由非鲲 （鱼）而来，这个所谓的即使是瞬间的 “中心”，并非坚不可破的凝聚，而是许许多多的

“非我”在此刻的 “自我”中的一次绚烂的绽放。而这并不能抹杀或取消非绽放面、甚至是反合力面

的真实存在。自我的个性在某一刻盛开，许许多多的非我却没有因此绝尘而去，而是潜伏其中，伺机

而动。

庄子深谙 “独我”的偏执，为了打破中心、遏制中心、淡化中心、取消中心，他索性让中心纷

至沓来。不过，既然同一范围内中心只能有一个，那么，要取消中心的话，只需另设一点便可，也就

是说有鲲、有鹏足矣，又何必节外生枝增加了蜩与学鸠呢？

这样的疑问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庄子显然比这考虑得更加深远。取消中心，并不意味着只是在

“我”的世界里再加入一个 “你”。也就是说，虽然有了 “你”的参与，你和我都因此不能再一厢情

愿地独占鳌头了，但如果仅仅有了 “你”，那么这样的二元格局要么成全你我心照不宣的默契，要么

导致你我锱铢必较的争斗。前者是腐败的根源，最终势必是活力消减、规则殆尽；后者是和谐的克

星，结果只能是合力分解、两败俱伤。所以，庄子讲了鲲讲了鹏之后，思维的步伐并未曾停歇，因为

尽管鲲非鹏、鹏非鲲，但是在其根源处鲲即鹏、鹏即鲲，两者本来是难分彼此，如果 《庄子》只让

鲲、鹏存在，逍遥境界如何能够圆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此处蜩与学鸠的引入便显得格外

醒目和重要。

无妨将此处的蜩与学鸠视为 “他者”（从根本上说，鲲、鹏、蜩与学鸠是互为他者的）。如果说

鹏是作为平衡性的一极出现在鲲的幻化中，那么蜩与学鸠便是作为否定性的一极于鲲鹏神话中在场。

鲲鹏是线性前行先后相继的脉络，蜩与学鸠则是悖论生发的逆旅，两者的共同在场才形成了生生不息

的缘域。缘域不是边界也非堡垒，而是有物混成的场域。不少学者将大鹏视为庄子逍遥境界的代言

人，但这样的解读却忽视了 “他者”的存在。逍遥的境界不是哪一物说了算，也不是哪一物能够代

表得了的。逍遥是你、我、他切磋商量探讨磨合共臻之大境。他者的出现使中心真正实现了分离，同

时也使你和我、你和对象、我和对象的关系都发生了调整。鲲因为鹏的出现而能扶摇上青天，鹏因为

蜩与学鸠的出现而明白自己并非真正的无待，而鲲又是作为鹏的前身而存在。在 “大鹏南飞”故事

里，他者的参与使得你、我、他相互涵养，使得迈向逍遥之旅开放而不封闭、灵动而不僵化，并因此

有了无限可能性。他者的参照性、牵制性和调节性作用在这则寓言中不可或缺。

从 “大鹏南飞”故事的内部言之，鲲、鹏、蜩与学鸠在分流与偶缘中，成全了彼此的转渡与回

归；从其外部来看，庄子自言、《齐谐》者言、汤之问棘，又构成了另一个层面的于喁相随。

８２１



《庄子》辟思刍议

《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 《齐物论》中，他反复申说言之多义性、相对性和不确

定性，然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止言非言不言，而是洋洋洒洒言之十万余字。在言与不言之间，我

们再次看到了庄子辟思 “去中心”的踪迹。《庄子》以 “重言、寓言、卮言”概括其行文艺术，如

果将 《齐谐》视为重言、汤之问棘视为寓言，那么庄子自言便是卮言了 （当然，三言在 《庄子》中

是彼此重叠而非如此泾渭分明的）。《齐谐》是典籍之言，汤乃远古明君，“庄子”代表当下，这三者

没有谁比谁更具权威性，也不存在谁比谁更有说服力。同一情节从不同的侧面反复申说，表面看来是

在讲 “逍遥”，实际上已隐含 “齐物”之意。《齐谐》者，虽已不可见，但其为齐国谐隐之书却是大

多数学者的共识。而汤之问棘一事，道听途说也好，街头巷议也罢，总之不能一并论为庄子的杜撰。

庄子之所以这么煞费苦心地引 《齐谐》、汤问，无非是不想陷于僵化的自说自话中心主义。这是比兼

容并包更为开放的眼光与胸襟。庄子发言，却不陷于我的主体立场，因为他给了鲲、鹏、蜩与学鸠足

够的发言场域。庄子不是 “我主体式”的兼包，而是我说、你说、他说的通化。我手写 “自我”并

不难，难得的是我手写 “非我”，甚至是我手写 “反我”。海纳百川已非易事，更何况虚己他化？然

而，庄子做到了，“去中心”的思维特色使他所创制的文本源头活水，生面别开。

二、始源浑沌

人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这几乎是中外哲学家仰望星空首先思考的问题。古希腊 “哲学之

父”泰勒斯第一次用哲学的语言宣称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的。事实上，巴比伦神话和埃及神话等更

为古老的东方神话已经表述了水是万物滋长的源泉的思想。古希腊由许许多多的小岛组成，海洋是他

们生存的依靠，因此把海洋看成最神圣的东西加以崇拜更是在情理之中。同为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

曼德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阿派朗”（即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则认为是 “气”（类似于混沌）。在那

以后的希腊哲学中，米利都学派的 “水” “气”等自然形态的物质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赫拉克利特的

“火”，恩培多克勒的 “四根”（火、气、水、土）和阿那克萨戈拉的 “种子”，最终以还原的形式表

现为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超越了现象性的物质概念 “原子”①。这是唯物派哲学家的世界起源论。

唯心派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是一种超自然形态的东西——— “数”，赫拉克利特则宣称

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 “逻各斯”；而苏格拉底、柏拉图则将 “理念”作为世界的起源。

上面所述都是充满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们的世界起源观点，而在神话那里，赫西俄德在

安排他的神谱时，把卡俄斯 （混沌）列为最原始的神。庞大的诸神谱系便是在那样一片混沌中拉开

了帷幕。

庄子向来被看成是中国文化中颇有哲学思想的作家，他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哲学思考，反映

到 《庄子》中，最典型的当属 “浑沌之死”。

袁珂认为 《山海经》中讲到的那个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的

“帝江”②，就是浑沌的原型③。李勉说：“‘倏’‘忽’皆取其敏捷有为之义，与 ‘浑沌’反，‘浑沌’

则譬其纯朴自然。‘倏忽’有为，反伤 ‘浑沌’之自然。”陈深说：“三者称帝，谓帝王之道，以纯

朴未散自然之为贵也。”④ 以上诸说皆甚有见地。但是，如果将这则故事仅仅理解为 “有为”对 “无

为”的戕害，或者是 “无为”对 “有为”的反拨，似乎未尽该故事的深意。笔者认为，故事虽然讲

到 “浑沌”死便嘎然而止，但其潜台词却非常明显，即另一个 “倏与忽”在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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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５２页。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５—６６页。
袁珂：《庄子的神话与寓言》，《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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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雕琢下诞生了。七窍乃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浑沌是 “无面目”的，所以七窍凿成的浑沌就不再

是浑沌了，七窍成而浑沌死，七窍成而倏忽生。我们不否认这则故事讲到 “有为”与自然的对立，

但更重要的却是深刻阐明了人的诞生是以混沌之死为代价的历程，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把这则故事看

成是人从浑沌中生成的始源神话。

不禁想起 《俄狄浦斯王》悲剧中那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个神话让一个跌宕起伏的戏剧作

品成为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斯芬克斯在知道了 “早上四只脚走路，中午两只脚走路，晚上三

只脚走路”这个谜面的谜底是 “人”之后，它为何选择自杀？它难道没有不死的理由吗？而俄狄浦

斯在犯了杀父娶母此等乱伦大罪之后，为何只是刺瞎自己的双眼？他又是如何寻到活下去的根据？如

果我们仅从字面及故事的浅层去斟酌推敲琢磨，实在很难解释斯芬克斯为何死而俄狄浦斯为何不死。

其实，故事本身的隐喻作用已远远超出劝善惩恶、论说道德的功能，它直指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机枢：

斯芬克斯之死象征着兽向人的进化———兽不死，人无以立；而俄狄浦斯的自残是原始人向文明人进化

过程中的缩影，他刺瞎自己的双眼是无颜以对人类文明镜子中所反映的原始的嘴脸。尽管从原始人向

文明人迈进是痛苦的，但不管是原始人还是文明人，“人”毕竟已然是 “人”，与野蛮、乱伦、嗜血

的原始性作揖，继续勇敢地走向文明，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历程。所以看似无路可走的俄狄浦斯终究

有了活下去的充足理由，而看似无辜的斯芬克斯却只能选择死亡。因此只有它死，才意味着 “兽”

彻底地偃旗息鼓，“人”也才可以全面地占领这个伟大的星球。

《庄子》的浑沌之死与斯芬克斯之死可以说是同一思维在不同国度的反映：他们都以自己的死昭

示着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来临。从口口相传到 《山海经》的成形，再到 《庄子》的改造制作，

“浑沌”应该说已经在华夏文化中存在了很长时间，自然淳朴是它的本性和存在的理由。但是，世界

不可能是一味的宁静和淡然，即使浑沌与世无争，也终究抵挡不住文明与理性的冲击和诱惑。当

“视听食息”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当人们不仅要 “生存”同时还要 “生活”的时候，当文明开始

亲自动手敲碎古老的自然时，浑沌只能一点点被同化，最终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死去。就像斯芬克斯，

他在忒拜城那个悬崖边盘踞了很长时间，以为凭借着暴力和小小的聪明可以将他的掌控继续下去，但

是，当人的力量不断强大，当人的智慧不断精进，勇敢又睿智的俄狄浦斯作为 “人”的代表终于让

斯芬克斯羞愧难当，终以一死为人类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自由空间。

上面所述，可以说是中西神话在原始人向文明人的转渡时所共有的一种心态，但是，《庄子》浑

沌之死的故事，与斯芬克斯之死亦有鲜明的差异。在斯芬克斯神话中，我们读出的是一种强烈的矛

盾、对立和抗争。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看成曾经有过的血与火斗争的反映。斯芬克斯的存在，对于整个

忒拜城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对于一心想躲避命运的俄狄浦斯来说，斯芬克斯更是行进途

中的重大障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斯芬克斯与俄狄浦斯、忒拜城人民的关系在彼此相遇的那一

刻，已经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古希腊神话的这种表述，充分说明了在原始人向

文明人转化的过程中，西方人依然看到了 “否定”的力量，并笃定地去执行这样一种否定的手段和

方式。

而在 《庄子》中，浑沌虽然死了，但是天地依然一派祥和，没有刀光剑影，不见短兵相接。倏

与忽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对浑沌的感恩之情来为浑沌凿开七窍的。倏、忽与浑沌的关系值得品

味：其一，浑沌曾对倏、忽有恩，倏、忽的此番行动类似于 “反哺”。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种衍

生的解读：浑沌乃倏、忽之源，机缘巧合使倏、忽重返生源地，于是有了报德之心。可见倏、忽对自

己的状态是相当满意的，他们绝无 “戕害”之心，他们只不过一片好心，想让浑沌与自己一样，能

够 “视听食息”。其二，对于倏、忽的报德行为，浑沌是顺从的，倏、忽日凿一窍，并不见浑沌有任

何的不满、拒绝或反抗，这七天的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浑沌对于自己之死，也许有预感，也许懵懂

无知，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明确：它对于文明加诸己身的改造制作，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其三，

虽然故事以浑沌死作结，但并没有就倏、忽对浑沌之死的反应做任何的描述，不过，我们可以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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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沌死后，一定不曾发生冲突，一切依然平静，因为倏、忽只不过雕琢出一个与自己相同的新的倏、

忽而已，这本来就是他们报德行为的目的，所以，浑沌死得悄无声息，甚至是不留痕迹。可见，《庄

子》辟思的魅力就在于能将历史进程在所难免、兵戎相见的百炼钢化成了无声无息、平稳过渡的绕

指柔。

浑沌是倏、忽之源，所有的属于 “有为”的迅捷、智慧、聪明……都可以说是从浑沌中来。那

么，让我们再次审视：何谓浑沌？浑沌是有物混成的状态，是你我他不分彼此共同生长的场域。在那

里，有天地神人共鸣的泉石激韵，有诗语史思互答的林籁结响，有星云流转，有阡陌纵横，有门户洞

开，有群英激荡。有疆无疆，在疆非疆，有无涵养，周天泯合。浑沌就像一颗种子，蕴含着根须、块

茎、树冠等等未来的信息，尽管它看起来也许尚无根须、块茎和树冠的模样。不具体地指明起源物是

水是火还是气，只以 “浑沌”言之，这是 《庄子》辟思的又一特点。浑沌作为始源，既意蕴其多样

性，也说明其无限可能性。人们也许能够欣赏 《庄子》艺术花朵的五彩缤纷，但是却往往忽视了在

其根部原本就有的差异变异与跨界出墙。如果无视或忽视始源处的这种差异与跨界，就难以理解

《庄子》的文采、寓言、哲理等等纷繁迭出的情状，也势必将 《庄子》局限于某一领域而作茧自缚。

倏、忽从浑沌中生发，人类智慧从浑沌中绽放，而存在于文明现实中的以倏、忽为代表的人类智

慧，又将以逍遥为终极目标。逍遥状似浑沌，却已摆脱了浑沌的懵懂以及对物欲的难以抗拒，那是精

神层面的极大富足与无待。在人类文明前行的洪流中，浑沌死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真正的消亡，

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选择了隐匿、归藏。然后，《庄子》召唤，有如春雷震地，沉睡许久的属

于浑沌的某些基因又重被激活，开始萌动，最终聚合成逍遥之境。《庄子》以逍遥起始，又以浑沌作

结，始卒若环，于斯为显。《庄子》辟思的圆融与通化在此处有了最充分的表达。

三、六合祥和

《庄子》的逍遥世界有神人的神采，有畸人的神奇，有异人的神秘，但是，彼此却没有人世间的

争夺、嗜血与阴谋。六合祥和，淡泊宁静。

西式逻辑的第二题是反题①，此一 “反”尚无古汉语 “反”之 “返”意，纯然是一种对立面的

存在。在赫西俄德的 《神谱》中，“反”的精神表现得格外突出。克洛诺斯作为父亲乌兰诺斯的 “反

题”而存在，那种剑拔弩张的格局从克洛诺斯一降生便已形成。克洛诺斯的 “反题”———宙斯也很

快登场，当克洛诺斯为了防范于未然而将自己所有的儿子统统吞入腹中之时，宙斯因为有了母亲的庇

护而侥幸地逃过一劫，最后终于战胜了克洛诺斯，成就了自己在奥林匹斯神族的统治地位。

这个故事有两处值得关注：一是在古希腊神话中，就连父子这种最为亲密的人伦也常常被打破。

他们以叛逆者，或者说作为父亲的 “反题”的身份而出现。二是在一系列的推翻活动中，我们看到

的不是于喁相随的去中心，而是 “中心”，即奥林匹斯神族的统治者宙斯如何成长的历程。他者的缺

席，导致的正是你我之间不停歇的争夺，以及最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宿命。

而在 《庄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反题，而是 “拟题”。何谓拟题？其一，拟题是拟态思维。拟

人、拟物、拟天地、拟有无。宇宙之间，万物有灵；六合之内，众语喧哗。如果没有去我、去人类主

体的涵养，便没有天地人神同台共舞的盛况；如果没有齐同万物的胸怀，便没有鲲、鹏、蜩与学鸠的

绚烂登场。其二，拟题是生态人文。自然与人文在这里耦合，每一棵参天大树都由种子生发而来，扼

杀种子便无法生发萌芽，掐死萌芽则难看到根苗之摇曳。种子、根须、萌芽……尽管形态各异，却彼

此相连，对前者的呵护实际上是为了后者更好地成长。在 《庄子》的生态中，后来者没有压倒前者

的野心，前者也毫无牵制后者的企图，他们之间不是彼此否定的关系，而是惺惺相惜的难分难解及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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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扶持。其三，拟题是咸在曲光，促使文德。文坛上并不少见的文人相轻甚至文人相残，这些都是

“反题”思维的结果。拟题拥抱反题而不是背离反题，当然，它也不是无原则的附和，而是在你我他

相互的他化中成人之美。允许他者存在，吸纳他者精华，才能真正地出神入化、抵达逍遥。拟题思维

是 《庄子》辟思的另一种具体呈现，在拟题思维的笼罩下，对立、纷争、独断、取代、逞才、戕害

统统隐匿，留下了一派和光同尘、与六合同辉的祥和之气。

神人是 《庄子》中颇有神力却决不为所欲为的一个意象。古希腊神话讲到 “丢卡利翁和皮拉”

时，想要表达的是神对虔诚人们的安抚，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神的暴虐和残忍。那个将人质烤熟并

端上餐桌献给客人 （其实就是宙斯）的吕卡翁固然可恶，宙斯将其变为嗜血的狼，应该说也就完成

了对他的惩戒。但是，宙斯却将吕卡翁的罪恶扩大化，最终带来了众神消灭人类的决定。在 “菲勒

蒙和包喀斯”的故事中，神又再次上演了恣意妄为的戏码。宙斯和他的儿子赫尔墨斯乔妆打扮来到

人间，只有这一对老人友好地接待了他们。最终，他们的好心换来了天神的肯定，而他们的邻居却全

部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也许古希腊神话流传至后期，因为宗教教化的需要而增添了一些神力莫测的色彩。但是，从上述

两则神话中，我们对宙斯这位奥林匹斯神族统治者的无限度的权威仍心有余悸：动不动就纠结众神对

人类围追堵截，把人类杀得片甲不留。人类固然有诸般不是，但宙斯所统治的奥林匹斯神族不也矛盾

重重？他又如何能要求人类一定是纯洁、正直而虔诚呢？在这样法力无边、主宰生命的神的统治下，

天界如何平等？六合如何祥和？神界里无休止的勾心斗角，虽然一方面是对以自我否定为动力之思维

方式的一种促成，但是不停歇的矛盾还是令人感到厌烦和倦怠。信任的丧失，最终导致了 “他人即

地狱”的壁垒重重，防备森严，情义淡漠。

西式逻辑相信否定的力量，却忽视了否定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洗心革面，重头再来，固然

可以维护所谓的纯洁与正统，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促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少到多的线性上升，如

原始神系、提坦神族再到奥林匹斯神族的发展，神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神的社会性在不断加强，神的

分工也越来越细化，神的控制力和控制范围在持续增强。但是，这样一种毅然决然、斩断血脉的

“否定”，对传统根须却是致命的戕害。古希腊文化辉煌灿烂，让无数后人竞折腰，然而，古希腊文

化最终却难以为继，湮灭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成为仅供后人瞻仰的文化化石。这不能不说是对

“否定”的无限肯定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庄子》却很少出现类似的 “否定”，尽管鹏对鲲，蜩与学鸠对鹏，似乎有着某种 “否定”的意

味，但是，它绝没有取消他者存在的企图。其中所展示出来的对 “非我”，甚至 “反我”的认同和肯

定，是辟思的充分体现，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庄子对人文自然生态性的透辟性运思。表面看来，作品

呈现的是 “我”的特点，“我”是作品的主角，“我”是天光云影，“我”是坳堂一介，“我”是朝菌

蟪蛄，“我”是大椿冥灵……而我的一切又根于他在，源于他动，借于他助，得于他磨。如果换个视

角，我又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成全着别人的精彩。自我非我的互动共生，尊重了他

人存在的权益，维护了他人在场的权力。这一切都让 《庄子》没给任何人特权。神人对于人间的法

力也仅仅体现在 “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她是温和、公正而不动声色的，她的惩戒有礼有

度，她有让人类反思的力量和胸襟，而绝无肆意决定人类去留、生死、荣衰的霸气与独断。这样的神

并不想让人间世都膜拜在自己脚下，也不会让凡人产生恐惧。《庄子》没有独裁的宙斯，鲲、鹏、蜩

与学鸠、神人、异人、畸人……丰富的声息互动互合，复杂的根须相养相依。

《庄子》辟思汪洋恣肆，本文仅从去中心、原始理性共存、自然人文同在三个特点略加申说，其

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价值还有待方家继续发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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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扬古今　抒泄孤怀

———熊十力 《重印周易变通解序》发微

李振纲

【摘要】熊先生治学，一如其为人，从不轻率应付，无论是撰写鸿篇巨制的论著，还是与弟子友人书信往

来，均十分认真，且多与评章学术、证会本体、安顿生命的哲学攸关。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或思想

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最根本的理论渊源和精神根基。《重印周易变通解序》言简意赅，堪称是一部袖

珍版易学小史。序文对儒易道易、汉易宋易、扬雄 《太玄》、船山易学、清学流弊及 《周易变通解》的评

章指点，与 《新唯识论》《乾坤衍》新易学哲学前后相承，虽难尽周备公允，却多有独见慧解。

【关键词】熊十力；《周易变通解》序；易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３３－０７

作者简介：李振纲，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儒道汇融大生命视域下的 《周易》哲学研究”（１４ＺＸＣ０５６）

一

近年承担研究的国家基金课题与易学生命哲学相关，思维兴奋点自然聚焦在 《周易》经传及与

此相关的诸多易学哲学、易学史文献。古老的卦爻，神秘的图式，玄奥的象数，深邃的义理，羲文周

孔，连山归藏，河图洛书，系辞彖象，王注孔疏，周程邵张，朱子 《本义》，船山二传，太极理气，

道器阴阳，先天后天，形下形上，汉学宋学，错综张皇。睁眼闭眼，浮想联翩，满脑子都是这些名

字、图像、概念。近日重读熊十力的易学著作，为一篇序文即 《重印周易变通解序》所吸引。该序

与一些论学书合编成册，编者命名为 《熊十力论学书札》，收入 《熊十力全集》第８卷。该序在熊先
生的论学书中乍看并不醒目，但初读过后，便感到非同一般，一千六百余字，言简意赅，堪称是一部

袖珍版的易学哲学史。在序文末尾，熊先生述及同县前贤万澍辰所著 《周易变通解》及为序缘由云：

不肖儿时，闻先父其相公，常赞扬先生潜德睿思，谓其治易不宥于当时风会，颇参稽汉、宋，而

一证以己之所神悟独得，未尝谬于经旨者。此其命世独立者乎！惜其书为当时汉学风气所掩，罕行于

世，乡里后生，或莫能举其姓字，可悲也已。予小子闻而识之，不幸早失怙恃，流离四方，顾未得读

先生书。丁丑夏，先生从曾孙耀煌武樵，始重印先生易书于汉皋，罗田王葆心先生为之序。只印千

册，余时讲学北庠，亦未得见。今冬，武樵函余，将再重印先生书于成都，谓余不可无一序。余追忆

趋庭音旨，匆匆五十余年，泫然不知涕之所自。又念武樵以书生为当代名将，能守其家学，一再重印

先生遗著。昔船山幽晦，曾公以乡邦后学传其书。而先生更有贤裔，视船山尤幸矣。天之眷斯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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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负明哲。其所以酬之者，宁可度哉！余是以忘其固陋而序之云尔。①

笔者三十年前青年时代即心仰熊十力哲学，对熊先生的著作，诸如 《新唯识论》《乾坤衍》《体

用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原儒》等书多有所窥，为其简奥明晰的概念和苦心孤诣的哲思所

陶醉、所感染，尝浸润其中，废寝忘食。对熊先生生平、家世、气质性情、学术宗旨，能略知一二。

熊先生治学，一如其为人，从不轻率应付，以学为命，心无旁骛，无论是撰写鸿篇巨制的论著，还是

与弟子友人书信往来，均十分认真。即使只言片语，也多与如何评章学术、证会本体、安顿生命的哲

学攸关。卒读斯序，重温教言，不胜感念。以此为契，并联系熊先生其他易学论旨语要，撰写拙文，

一表敬仰追思；二则述其孤怀，发其微言，求教大方。

二

在熊十力哲学的多元文化渊源或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最根本的理论渊源和精神根

基。所以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新唯识论》 《十力语要》 《读经示要》及其他论学书中谈及 《周

易》这部国学经典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借用 《系辞》里的话感叹不已。《序》文开门见山说：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也。《乾凿度》说易有

三义，余窃取变易不易二义。不易而变易，是举体成用；于变易见不易，是即用识体。此义深谈，在

《新唯识论》。持此以抉择梵、欧玄学，如秤在手，不可与物低昂。大哉易也，孰得而违诸？夫 《易》

书，至 《十翼》而始备。《十翼》义理，则孔子所发明也。故言作 《易》者，必归之孔子。微孔子

则 《易》犹滥于占卜，而焉得为哲学界万世永赖之根本大典耶！孔子既然作 《易》，七十子后学，递

相传述，遂为儒者宗。②

《序》文提出孔子创易说，认为 《周易》道器一原、体用不二之哲学范式实为称量中国哲学与西

洋哲学、印度哲学的根本尺度，以之考量中、西、印三系文化之长短得失，如秤在手，不失锱铢。

关于 《周易》一书的形成及 “经”与 “传”的关系，自古以来有多种说法，难成定论。传统经

学史上有 “人更三圣”或 “四圣创易”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所谓 “人更三圣”是指伏羲画八卦，

文王 “演周易”，即把三画的八经卦上下组合为六画的六十四卦，并为之系卦爻辞；孔子为伏羲、文

王之 “易”（易经）作 “传”，由于它的原创性不同于后来经学史上诸多的传疏体文献，与经文具有

同等地位，汉代始被尊称为 “十翼”或 “大传”。“四圣创易”说是在 “三圣”基础上加上了周公，

认为文王 “演周易”的内容不包括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爻辞为周公作。其实，之所以有这些不同

的说法，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圣人史观带有很大的传说性，不用说伏羲氏之类的上古传说，就

是夏商周所谓 “三代”史及文武周公所开辟的周代制度与礼乐文明，文字记载的也都很简单，支离

散乱，给后人留下极多谜团和想象的空间。自宋代欧阳修 《易童子问》中对孔子作十翼提出质疑，

这种颇具史识的见解虽然不被经学主流所认可，甚至讳莫如深，但此后怀疑 《易传》为孔作者屡见

不鲜，直到２０世纪初的疑古思潮起，《易传》为战国中后期儒家为主，间或吸收道家、阴阳家思想
元素而逐步形成的观点终成为易学史上的主流观点。这并不妨碍个别学者，特别是有儒家道统情结的

学者依旧坚持三圣创易、四圣创易乃至此处熊先生所谓孔子一人发明 《十翼》独具首功说。熊十力

虽不否定伏羲、文王、周公在经学史上的影响，但其赞易首尊孔子，认为没有孔子，就没有 《十

翼》，没有 《十翼》，《周易》古经就是一些散乱不经的占辞卜语，与穷理、尽性、安身立命的哲学毫

不相干，更谈不上群经之首或 “万世永赖之根本大典”。所以，没有孔子，也就没有 《易》，自然也

就无从谈起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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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萧?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８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萧?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８卷，第２６９页。



抑扬古今　抒泄孤怀

直到晚年，熊十力在他专门的易学著作 《乾坤衍》中仍然坚持孔子作易说。为了解决 《周易》

经与传及 “十翼”内容上的隔膜、杂糅、矛盾，他甚至别出心裁地运用自己并不擅长的考据方法以

“辨伪”，提出 “大易”与 “小易”说。熊十力大胆立说云：“上考孔子之学，其大变，盖有早晚二

期。而六经作于晚年，是其定论。早年思想，修明古圣王遗教而光大之，所谓小康礼教是也。晚年思

想，则自五十岁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 《周易》 《春秋》二

经。”① 《周易》 《春秋》二经 “立内圣外王之极轨”，为人道确立根本方向，故又云：“孔子昌明大

道，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物之本。以天下为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此皆依于大道而起作为，乃至

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人道之隆，可谓极矣。”② 然而可悲的是 “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

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③。据此，熊十力把 《文言》传、

《系辞》传、《彖辞》传中那些自己所喜欢的富有哲理、精辟经典的概念、命题、论断归结为孔子晚

年定论之 “大同之教”，尊称 “大易”；把那些自己不喜欢的琐碎不经的话语归结为孔子早年思想且

为小儒所篡改的 “小康礼教”，贬谓 “小易”。在此 “辨伪”的基础上，熊十力把 《乾坤衍》第二部

分名为 “广义”，广为引发体用不二、大化流行、群龙无首、天下大同的 “大易之道”，阐扬 《大

易》哲学的现代意义。据此而论，熊先生斩钉截铁地咬定 《十翼》为孔子所发明，与经学时代盲目

崇拜圣人不可同日而语，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针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

打着尊孔之旗帜来提高和增进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自立。他笔下的 “孔子”不再是宗法文化专

制制度的文化符号，而是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大同等近代思想文化元素。

三

孔老关系一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却又难成定论的话题。熊十力执定无论从时间上说还

是从儒道思想的历史逻辑来说，孔子都先于老子。《重印周易变通解序》提出 “儒家之易”与 “道家

之易”的说法，并对两者进行了理论上的分疏。他说：

孔子既然作 《易》，七十子后学，递相传述，遂为儒者宗。老聃得孔氏之旨，而别有会心，乃创

立道家之帜，以自异于儒。故易自孔子后，始分二派：曰儒家之易，此正统派也；曰道家之易，此别

派也。旧说孔老同时，老氏为孔子师。今人考核其说之不足据，而谓老后于孔。但无谓老氏之学出于

《易》者。余谓老氏稍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其学实本于 《易》……儒家体乾，而贵刚健，故说行

健不息；老氏法坤，而守虚静，故曰绵绵若存。此儒道二家所以异也。④

《十力语要》卷２《答意大利人书》也有类似说法。平实而论，熊十力关于孔老关系的说法与其
宗儒抑道的学派立场有关。孔老孰先孰后，至今学术界见仁见智，虽然依旧难成定论，但是马王堆帛

书本 《老子》和湖北荆门郭店楚简 《老子》甲、乙本及其他出土文献的问世，有力支持了老子先于

孔子说。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在完成于１９３６年的 《中国哲学大纲》中也曾主张老子晚于孔子说，晚

年修改了这一说法。《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的附注说：

关于老子其人和 《老子》其书，历来辩论甚多。我过去以为老子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今按

先秦古籍中，《庄子》《吕氏春秋》俱言孔老同时。庄子多寓言，固难信据；《吕氏春秋》所说，当

是历史的真实记载。郭沫若先生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云 “老子就是老聃，本是秦以前人的定论”。

又说 “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也是毫无疑问的”。郭氏所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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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７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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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吾今以为 《老子》一书是战国前期撰集的，其中保存了老聃的遗说，但也有后人附加的文句。①

“老氏之学出于易”虽然是发自内心深思笃悟的破荒之见，却也应作具体分析。这里既要对老子

其人与 《老子》其书作出区别，又要对 《周易》古经与 《易传》作出区别。如果对这些因素不加分

析，而笼统地说 “老子之学出于易”不免有些独断和片面。与其带着现代新儒家尊孔抑老的道统观

断言孔先于老、老出于易，不如说 《周易》古经先于老子其人，《老子》其书又早于 《易传》；老子

之思想源于 《易经》，《老子》之书又影响了 《易传》的创作。孔子与 《周易》经传的关系大体与易

老关系相当。孔老其人，大体都生活于春秋后期，而老子年长于孔子。一个在周朝做史官，主管图

籍；一个在民间兴教育，传授六艺。就 《论语》与通行本 《老子》二书说，《老子》晚于 《论语》，

大体与 《孟子》同时。如此评说易老关系、孔老关系，更为接近思想史的事实和近代以来关于孔老

关系的主流观点。熊十力认为，秦汉之后道家之易式微，只有魏王弼的 《周易注》《周易略例》以道

解 《易》“为能衍柱下之绪”，北宋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援道入儒，《通书》则纯然儒家立场，开

宋易义理学之先河。在对待孔老的态度立场上，熊十力旗帜鲜明，尊孔抑老，从不含糊。对孔子褒扬

有加，已如上述。对老学主静无为之批评，常见于 《读经示要》及其他论学书中。在写于１９４７年解
放战争最困难时期的 《论关老之学书》中，熊先生认为，关老虽然都属于道家，但关高于老。盖关

学从心体上说 “动若水而静若镜”，是动静一体、主静而不离动。老氏言 “致虚极，守静笃”则偏于

求静之意为多，与关学尚隔一层，就更 “无大易健以动与开物成务之本领，则中国人之有今日，中

老氏之毒已深也”②。尊孔抑老是熊十力哲学的一贯立场，这一点与王船山易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熊十力对易学史上的汉易与宋易的评判也颇具特色，认为两汉至宋明，儒家易学发展，其流甚

广，可以将此期易学约分为汉易与宋易两大流派。熊十力对汉易的总体看法和评价是缺点有二：一则

务守师说，僵化保守；二是夹杂谶纬，间或诬枉。但是对汉易并不全盘否定，在批评的同时肯定汉易

“有保存古义之功”，所谓 “古义”指三代以往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俗。对于谶与纬，熊十力强

调要区别对待。他认为，易纬非谶可比，在神秘的形式中有微言大义，足资深究，“盖十翼之支流”，

可以看作对 《易传》的补充。谶则纯属诬枉，应该且必须加以澄清。如果说熊十力对汉易的总体评

价较为客观平实，但对扬雄的个案评说却有些特别。西汉末的扬雄模仿圣人卦式杜撰 《太玄》，历代

易学家并不看好，甚至贬多于褒，如立论一向持重中庸的张岱年先生说：“儒家与阴阳家之混合，是

西汉思想的特色。当时人都好谈灾异，好谈天人感应。这实乃是思想低落的表征……扬雄的宇宙论是

《老子》与 《易传》的学说之混合，其人生论则重述孔子的思想。他最喜模仿，而没有伟大的创造能

力。”③ 难得例外的是熊十力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誉他是汉儒治易的佼佼者。熊十力说：

汉儒治易，其思想盖有大部分杂入晚周阴阳家，容当别论。唯扬雄子云著 《太玄》超然独步。

张衡平子神解峻拔，为吾国天算大发明家，而酷嗜子云书，每自谓读玄经，使人难论阴阳之事。其崇

信笃深可见。顾子云从数理阐易，学者非通律历，则难读其书。玄经于后儒无甚影响，职是故也。辅

嗣神解卓特，独出两汉经师蹊径之外。秉智炬而叩玄关，堪与子云异曲同工。④

天才少年王弼治易，倡导忘言象以得意，横扫汉易拘碍烦琐的卦气卦变象数之说，在易学史上毋

宁说是引发了一场由象数易转向义理学的易学革命，他也因此成为由汉易走向宋易的关键人物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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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２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１４页。
萧?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８卷，第２８７页。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２卷，第１８页。
萧?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８卷，第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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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此处把扬雄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与王弼相提并论，足见熊十力对扬氏 《太玄》之推崇，这与其

归功于扬氏 《太玄》理论创获的 “超然独步”，不如说与熊十力的孤傲不驯的学术个性与心境有关。

熊先生一生为人治学贵知行合一、独创笃行，这既成就了他天马行空、壁立千仞的人生与学问，也注

定了他一生莫名其妙难以排解的孤独与幽怨。 《新唯识论》这部堪称中外现代哲学史上的奇书出版

后，除马一浮、梁漱溟辈及几个熊门弟子可称知情外，社会上可以说知者寥寥，能解其中三昧者更属

罕见。熊十力在与友人书信中常谈及默契玄学者举世皆路人之孤独、落寞与苦闷。这种心境难以排

解，就像扬雄当年吟咏 《太玄赋》时的那般心境，赋云：“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

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

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① 不同的历史场景，却有着同

样的孤怀，所以褒扬扬雄的 《太玄》也就不必以常情言喻了。

唐代社会政治、宗教、文学、艺术一时繁荣称盛，然其哲学创意却相对滞后，没能赶上盛唐文化

的风云际会。易学义疏可称道者有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和李鼎祚撰 《周易集解》。 《正

义》义理平实，文字易读，《集解》义理象数兼采而以象数为主，两书对于学易者均有裨益，但在易

学哲学上缺少创新性突破，所以熊十力只用 “唐代义疏，虽宗辅嗣，鲜有发明”一语带过，而把笔

墨用于兴味相投的宋明易学源流风采的铺陈赞誉。陈寅恪尝言中华文化 “造极于宋”，易学哲学亦

然。相对于唐代易学哲学创意的滞后，宋代易学别开生面。熊十力写道：爰及两宋，易风丕变。濂、

洛、关、闽诸大师迭起，周濂溪、邵尧夫、张横渠、程伊川、朱汉上、朱晦翁不以墨守传注为贤，精

思力践，学贵独创，人自成说，家各为学，精神气象，宏大超迈。关于汉易、宋易学风之不同，熊十

力指出：

夫汉世诸师，无弗杂阴阳家言者。迹其繁琐名相之排比与穿凿，与 《十翼》本旨，可谓无关。

但间存古义，斯足珍贵。宋之诸师，其言皆根于践履。虽复不无拘碍，要其大较，归本穷理尽性至命

之旨，而体天地神化于人生日用之中，则 《十翼》嫡嗣也。②

按照熊十力的判教标准，哲学之极诣在证会本体，心性为生命之源泉 （生之源），变化之本体

（化之本），《十翼》作为穷理、尽性、至命之学，堪称华夏文化与哲学之渊薮，生命之动力与民族之

慧命在此。据此，宋明以心性论或性理学为形上依据的易学实乃易学之嫡传，道家易学只能算作旁

支，而间杂谶纬与阴阳家言的汉易虽然在保存古代典章制度文化礼俗方面不无价值，但从易学哲学上

说与 《十翼》的安身立命之学毫不相干。

五

宋明易学的峰巅，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成就是船山哲学。他的思想无论从时代精神的视

角还是从民族精神的视角看，均堪称１７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空谷足音。对船山易学哲学的历史
地位和精神特质，一生服膺船山学的熊十力颇有灵犀和慧解，他说： “自宋迄明，言易者大概无出

周、程诸贤之规范，而易家自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晚明有王船山，作 《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

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

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辩也。其与汉

师，固一切排斥，不遗余力也。”③ 这段话言简意赅，真实还原了船山易学哲学的思想渊源、精神特

质、学术立场及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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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纲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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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笔者为学生开讲儒道经典文献导读，《周易》首列其选。在阅读王弼 《周易注》、小程 《程

氏易传》、朱熹 《周易本义》的同时，潜心研读王夫之的 《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稗疏》，深

感船山易学博大精深，为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大生命哲学之渊府，《十翼》之真传。船山于 《周易内传

发例》中自述其易学的根本总纲云：“乾坤并建，为 《周易》之纲宗，篇中及外传广论之，盖所谓易

有太极也。”“乾极乎阳，坤极乎阴。乾坤并建，而阴阳之极皆显；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

荡于中，无所不极，故谓之太极。阴阳之外无理数，乾坤之外无太极，健顺之外无德业……时隐而时

显者，天也，太极之体不滞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极之用无时而息也。屈伸相感，体用相资，

则道义之门出入而不穷。呜呼！太极一图，所以开示乾坤并建之实，为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鲜

矣！”① 《周易》内传、外传字里行间反复阐扬的乾坤二卦所秉承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大生

命原理，“天下唯器”、道器不二、经世致用之实学取向，以刚健统摄柔顺、顺天化以骋人能的主体

能动性思想，对佛老二氏空无虚寂世界观及其非人生乃至反人生倾向的批判，性日生日成、理在欲

中、性情一体的伦理精神，对邵雍象数学 “诡遇之道”以小智测天心的针砭，无不体现出尊生、崇

有、主动、率性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特性。或许正是这些精神特质，熊十力认为 “与西洋思想接

近”，也正是这些颇具时代精神的哲学情愫深深打动并影响了熊十力哲学。回过头来，反思熊先生对

船山易学的上述评价，方知持之有故，字字不虚！表达了这位在现代哲学史上独创 《新唯识论》、高

扬心力的最 “唯心”的哲学家对三百年前明清之际一位昌言 “天下唯器”的最唯物的哲学家的神交

与默契。

推崇与默契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在 《乾坤衍》中熊十力对船山易学 “乾坤并建”说也有批评，

认为立说不够严谨，有二元论之嫌，乾坤二卦十二阴阳互涵的体例属于多事赘言，不及 《新唯识论》

以乾体统摄坤用、摄物归心、歙成变、体用不二说见道如理。船山易学哲学是否二元论可以另作讨

论，但这并不影响船山哲学尊生、崇有、主动、率性的基因在熊十力心学骨子里的精神遗传。

六

清代学术，又称朴学，其基本的学术精神是尊汉抑宋。清代朴学的重镇乾嘉学派虽然在音韵训

诂、典章考据、辨伪辑佚、文献整理诸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哲学创新上，戴东原

之外，几乎再无他人。易学上说得上有贡献者，焦循的 《周易通》、李道平的 《周易集解纂疏》而

已。这是一个学者辈出而思想家阒其无人的时代。对清代朴学尊汉抑宋，熊十力颇有微词。他说：

“当有明季世，诸大儒并出，悲愤填膺，为学期活泼有用，而亟惩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浸以上及两

宋。清儒继起，本无晚明诸老精神，而徒以抨击宋学为帜志。用汉学高自标榜，则诸老所不及料也。

于是治易者，上稽汉籍，俯视宋明诸师，以为非诬则陋耳。”② 在 《论汉学》中，熊十力针对清儒非

毁宋学之流弊，对宋学的真精神、正价值、清代哲学衰落与国民灵魂丧失导致的政治、道德、世风颓

败进行了深刻解剖。他写道：“清儒流毒最甚者，莫如排击高深学问一事。夫天理广大，无所不赅，

而言其根极，必归之心性 （自注：生之源，化之本也）。自汉以后，此意久绝，宋学确能续此血脉，

何忍轻毁？心性之学，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源，彰道德之广崇，而治乱之条贯也。此种高深学

问，云何可毁？”③ 在熊十力看来，清儒悬置心性论的高深学问不讲，徒然以考据之琐碎知识为尚，

流弊所及，致使士精神萎靡不振，国民道德滑坡，“士习于肤浅，无深远之虑；逞于侥幸，无坚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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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安于自私，无公正之抱；偷取浮名，无久大之业；苟图嚣动，无建树之计；轻易流传，无固执之

操”①。清末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浮靡，民性卑琐，不能适应现代潮流而坐视沉沦，推

究其根源，盖在于心性论哲学的破碎，亦即道德形上学之缺失。至此，熊十力十分激动，其真性情难

以控制，写道：“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

不痛哉？呜呼！学绝道废，人心死，人气绝，人理亡，国以不振，族类式微，皆清代汉学家之罪

也。”②

熊十力 《新唯识论》 《乾坤衍》中的新易学本体论哲学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学术运会中产生

的。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念理解，晚清社会文化的种种颓败现象的根源，并不能简单

归因于某一种学术流弊，比如说心性论的缺失，其根本所在与其说是清代尊汉抑宋的学术流弊，不如

说是两千余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整体危机和腐烂。所以，为其服务的传统经学道德体系也必然失去历史

合理性。据此可知，梁漱溟、熊十力等所倡导的 “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复兴形式上看是反汉复

宋，骨子里却是在以 “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寻找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哲学前提与精神支撑。此后，以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主体，以梁、熊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与胡适、陈序经、张申府等主张的

自由主义为两翼，三种思潮互动，相互蕴涵，相互批评，共同推进并规定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与方

向。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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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敏

【摘要】《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

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

之辩，吕贗则意在借批评 《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 《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

足 《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之争在佛教内部是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之争的延续，

而内学院诸君与熊十力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儒佛立场的不同。

【关键词】《新唯识论》；唯识学；如来藏；儒佛会通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４０－０８

作者简介：黄　敏，广东柳州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１４ＦＺＸ０３５）

近代如来藏学无疑是在受到广泛批判的情况下蜕变发展的。在如来藏学与唯识学的理论交涉中，

两桩公案引人注目：一是围绕 《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论，一是由熊十力造 《新唯识论》所引

发的争论。前者关乎中国化佛教的理论合法性、中国佛教如来藏系宗派的正统性与否；后者关乎护法

－玄奘系唯识正宗与否，玄奘系唯识学理论的正确与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两桩公案有着逻辑上的
交错关系，若以中国化佛教的台、贤、禅所尊奉的 《大乘起信论》为伪，则中国化佛教的正统地位

即遭质疑，也就意味着玄奘所传唯识学方为正宗，反之亦然。而 《新唯识论》恰好在此时问世，借

唯识躯壳行本觉真心之实，虽无意却必然引起内学院诸人不满， 《新唯识论》之争也自然被卷入到

《大乘起信论》之争的纠葛中。不仅如此，《新唯识论》大谈会通儒佛，又把看似属于近代佛学内部

的争论演变成儒佛之争，为近代儒佛交涉关系添上不同寻常的一笔。

一、《破 〈新唯识论〉》与 《破 〈破新唯识论〉》辩难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第一次辩难始于１９３２年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造出，内学院刘定权率先作

《破 〈新唯识论〉》，并刊登在当年１２月 《内学》第六辑，欧阳竟无亲自作序，谓熊十力灭弃圣言量，

乃愈聪明愈逞才智，愈弃道远，明确表示对 《新唯识论》的反对。之后，熊十力次年 ２月即写出
《破 〈破新唯识论〉》以答刘定权，坚决维护己说。此后欧阳竟无在１９３７年４月的 《答熊子真书》，

１９３９年７月的 《答陈真如书》《再答陈真如》中发表了对熊十力 《新唯识论》的批评。

刘定权认为，熊十力对唯识学 “顺者取之，违者弃之，匪唯弃之，又复诋之，遂使无著世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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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于千载之后，遭意外之谤”①，是 “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②。刘定权坚决

反对这种杂合外道与诸家学说来融合佛学，又任意改造唯识学的会通做法。更重要的是，刘定权认为

《新唯识论》诋毁了护法唯识学的正统性，故 《破 〈新唯识论〉》不得不作。

《破 〈新唯识论〉》对熊十力 “新的唯识论”的批评主要从破一元本体论、破众生同源说、破宇

宙一体论、破反求实证的工夫论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前三部分是一个整体，主要批驳熊十力的一元

论思想，破反求实证则从工夫修养论上说明其理论的不可行。实际上刘定权以归谬反问法为主。如对

众生同源、宇宙一体的反驳，即按熊氏之说姑且举例，由例证推导出其自身不能自圆其说，自语相

违。如破众生同源中说：“万有皆资始乎功能之一元，何以天得之但以成天而不成地与人物？广说乃

至何以物得之但以成物而不成天地与人？”③ 如此的反驳还有很多。从这些反驳看，刘定权对形上一

元论的认识是模糊的，他对体的概念的认定也夹杂着不少误解，将哲学中的一元、体字做实物观，这

是促使熊十力立刻撰文 《破 〈破新唯识论〉》的直接原因。

此外，刘定权对熊十力反求实证说的批驳也缺乏力度。如针对熊十力一面说一旦反求本心，则生

机油然充之矣，自然物皆顺应天则，一面又说自己处于群盗喧恼逼热，疾病交摧的处境，刘定权讥讽

曰：“是岂非自认物之未顺天则，生理之未流行欤？”④ 将熊十力的疾病交摧与反求未成联系起来，显

然将哲学讨论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其余破一翕一、能习差违处也存在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可见刘

定权对 《新唯识论》的思想主旨并未完全把握，有任意裁割之嫌。

针对 《新唯识论》提出护法唯识学立真如为体，又立种子为体，两体对待若何关系这一问题，

刘定权做了正面反驳。首先，熊十力自己以一翕一为真如，以恒转功能为本体，真如即熊十力所谓

本体，而以真如为因缘生起万法，实属真如缘起论。但熊十力以真如为亲因生起万法，这有违因缘法

之本义。唯识学并非以真如为因缘能亲生一切法，反倒是熊十力恒转之说有此意。第二，所谓护法立

种子为体，刘定权认为这是熊十力误解了种子义造成的。“原夫功能、习气、种子，此三名词原无差

别。”⑤ 护法种子本义在种生现行，现行生种，种子前后自类相生，故皆是因缘，皆待缘生，“岂但以

功能为能生之因，现界为所生之果耶？”⑥ 万物皆从种生故皆是缘起，在他看来恰恰是诸法无自性的

绝好证明。而熊十力对种子说的误解恰在于不理解唯识学的体的含义。由此刘定权指出体用之名的意

义有中印不同。中国体用之说固定，而印度则不固定。所以，唯识学中称种子为体之处只是泛指法

体，非玄学中与现象相对的本体概念。若不了解唯识学的体的含义，则难免会产生以种子为本体这种

谬解。

至于说两体对待若何关系则更是无稽之谈。刘定权指出，护法未立功能为现界之体，更未尝以真

如为生成万物之体，熊十力处处以一法为先物之实体，不承认缘生正理，故对护法依缘起说诸法无自

性视而不见。这一切都根源于熊十力对缘起性空的歪曲。又熊十力认为轮回业报理或亦然，又在他处

说或为定论，闪烁其辞，故其对佛法因缘大义的解释矛盾丛生。

反观 《破 〈破新唯识论〉》，熊十力一开始即对刘定权说他 “顺者取之，违者弃之，匪唯弃之，

又复诋之”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恰恰是他在方法论上的长处，而非刘定权所认为的短处。“融

摄诸家，讵为吾病？”⑦ 这是会通儒佛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会通不同于刘定权所理解的随意比附：

“自昔有三教融通之谈，吾亦唾之夙矣。其所谓融通，非融通也，直拉杂耳、比附耳……如斯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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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弗尚，吾何取焉？若乃上智旷观百家之虑，虽各有条例，各成系统，而如其分理，不齐斯齐，会

其玄极，同于大通。故乃涵万象而为宰，鼓鸿硄而造化，（所以异乎拉杂比附者，为其融会贯穿，新

有所创，成为化学的变化故也。）同归尽自殊途，百虑何妨一致？”① 所以，《新唯识论》的主旨在于

用会通的方法，融摄的视野，取儒佛诸家之长，而融合成一种新的理论，弥补各家所短，自然与刘定

权的理解有所不同。

其次，对一元论主旨的批评，熊十力指出，《新唯识论》中所谓的一元是方便显体而权名之，主

要是从恒转功能显神用之不测，故说万物有资始乎一元。他还借用禅宗的话，说随说随扫，不落言

诠，超言绝思，把一元看作方便施设，还等同于圆成实性。此一元本体的内容，他以本心、真如解

之。所谓众生同源、宇宙一体，实际是始于本心推出去说，非于心上增益一物，故假说本心为体，本

心一体，则显示本体之流行，故众生心即一人之心，直指本心即可见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与佛

理不悖。所谓真如为体，熊十力引用了 《成唯识论》中的真如定义，所谓常如其性，表无变易，常

如其性说明真如如所有性：“此言真如遍为万法实体，实体即无变易，在净法中常如其性，在染法中

亦常如其性，不增不减。”②

此恒常如故之体也同为熊十力的一元本体，此为如。而于变易的染净诸法中见真如其性，则为于

变易中见不变易。恒转功能即是此常如其性之体，于恒转中又有一翕一之运动，则是在变中见不

变，即用显体。这个思路明显融合了 《成唯识论》的真如义，但在表无变易这个环节做了方便诠解，

从其体用不二的思想看，变与不变虽为即用显体的关系，但实则变与不变没有了本质区别，表无变易

的表字也就多余了。

总之，熊十力反复强调 《新唯识论》对护法唯识学确有改造。其目的是救护法之失，并没有违

背中观义，最重要的是他处处强调自己非轻言妄论，而是返求内心，自家体认过一番工夫得来。如此

一来，则所有的批评都无法反驳他自己所谓的实证境界，驳难就失去了可讨论的共同基础，也使两人

围绕 《新唯识论》展开的争论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刘定权虽然在唯识学的关键问题上对熊十力予

以回击，但由于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并不十分透彻，且在论述中又夹杂着对 《新唯识论》意气用事

的歪曲言辞，使得他的驳难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以至于周叔迦做 《新唯识三论判》，也不得不说

“熊君造论，而刘君破之，刘君述破，不唯熊君再破之，余亦非之”③，而有 《破 〈新唯识论〉判》

问世。

二、《辨佛学根本问题》之争

熊十力与内学院门人的第二次争论起因于１９４３年欧阳竟无逝世，吕贗致信熊十力商量悼文事宜。
熊十力回信附上题为 《与梁漱溟论宜黄大师》一文，对其师欧阳竟无的学问从闻熏入手表示遗憾。

并在回信中自称侍师日浅，思想又不纯属佛家，“即为师作文，恐难尽合”④，况且悼文纪念等时俗恐

与欧阳竟无大师之名不合，可免阿谀之词，切勿效仿云云。吕贗即回信维护尊师，双方就闻熏入手展

开来往书信争论，其中熊十力紧紧围绕其 《新唯识论》旨意辩驳，显然借闻熏修证工夫来发挥其

《新唯识论》改造佛说之意，以续第一次争论中未决之疑难。吕贗则站在唯识学的角度批评熊十力返

求实证说，将其归入 《大乘起信论》等伪经、伪论非佛说之一流，将批评范围扩大到对中国佛教如

来藏系的台、贤、禅三家，大有非唯识学不得为佛说之势。后人将吕贗与熊十力之间往来的１６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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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与内学院的 《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信编辑起来命名为 《辨佛学根本问题》，并收录在１９８４年 《中国哲学》第１１辑中。
从通信内容看，两人直接交锋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闻熏实践还是返本还源的工夫修养问题，二

是 《新唯识论》是否为伪经伪论之流。吕贗首先对熊十力指摘欧阳竟无从闻熏入手做了反驳，指出

所谓闻熏并非如熊十力所说的外铄：“《瑜伽论》说净种习成，不过增上，大有异乎外铄。至于归趣，

以般若为实相，本非外求，但唐贤传习晦其真意耳。”① 在此基础上，吕贗进一步认为熊十力完全从

性觉立说，与性寂完全相反，“与中土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②。他从性寂、性觉说两个概念

来区别印度佛典中的心性本净与中土伪说，这里中土伪说指的是 “由 《起信》而 《占察》，而 《金

刚三昧》，而 《圆觉》，而 《楞严》，一脉相承”③，矛头已直指尊 《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系中国化

佛教宗派。在其后的往来通信中，吕贗对性寂性觉说做了进一步解释，并明确把熊十力的思想定位为

中国佛教如来藏系之流。而他对 《大乘起信论》的全盘否定，决定了他在对中国佛教如来藏系思想

的认定上与日本佛教界批判如来藏非佛说保持一致，维护他独尊唯识学的立场。

在吕贗看来，性寂性觉说是对心性本净说的两种不同解释。心性本净在印度佛教部派时期重在强

调心性不与烦恼相应，所谓心性本净而客尘所染，这才与烦恼杂染法区别开，这是人得以出离生死，

修心成佛的关键。“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 （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性觉

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④ 闻熏实践还是返本还原，吕贗把它归结为

性寂还是性觉的问题。性寂还是性觉说，决定了在心性论上一则根据自性涅? （即性寂），一则根据

自性菩提 （即性觉），在工夫修养上一则革兴 （即性寂），一则返本 （即性觉）。“由前立论，乃重视

所缘境界依；由后立论，乃重视因缘种子依。能所异位，功行全殊。”⑤ 所以，工夫修养论上的重闻

熏还是重返本，在吕贗看来有重大差别。而唯识学的工夫修养论当然以强调闻熏为要。吕贗并不否认

返本之学，只是强调返本应建立在佛心圣心的前提下，而熊十力以凡夫心为本，不过是以凡心格量圣

言罢了。在吕贗看来，闻熏实践是凡夫修行入手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也是他心教交参，千锤百炼所

获：“唯其革兴，故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开展……唯其返本，故才起

具足于己之心，便已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至于禅悦飘零，暗滋

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⑥

这里说明了两种不同修养方法所带来的不同结果。从正闻熏习入手，则修行有渐次有步骤，转染

依为净依，无漏种不断增长，最后断除烦恼习气，促使清净法身呈现。而所谓返本，不过凭凡夫妄识

习心任情随解，浮泛空说而已。这种典型，就是禅宗末流，熊十力的所谓返求实证就没有修行依据，

不过自我主宰空头滥调而已。在这一基础上，吕贗判定熊十力与中土伪经、伪论为一流，与尊 《大

乘起信论》而来的中国化佛教如来藏系没什么区别。

对于性寂性觉说的分判，熊十力认为性体原是真寂真觉，所以性寂与性觉不可分。这在吕贗看来

是一种认识上的模糊，“道理整个不可分，性寂说如觉有一分是处，即应从其全盘组织，全盘承受，

决不能尝鼎一脔，任情宰割”⑦。对于经论的真伪问题，熊十力则不欲考辨，认为 《大乘起信论》大

致不背佛法，甚至说，如判性觉为伪说，则伪说尤可尊，以至于最后坦言 “对于伪不伪的问题，都

无所谓。我还是反在自身来找真理”⑧。虽然熊十力对自己所学与伪书的亲缘关系浑然不觉，但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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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理解已经被吕贗自觉地划入以 《大乘起信论》为代表的如来藏思想之流，从侧面反映出 《新

唯识论》与中国佛教如来藏系思想相亲近。

抛开性寂与性觉的中印心性论分野不谈，熊十力与吕贗的争论实际上关涉到如何由心性论转向修

行工夫论的问题，由此心性论问题才有工夫上的差别，修行上的返本或革新。吕贗认为，只有转染成

净，认识到心性的杂染烦恼的本质，才能通过闻熏不断修证，获得境界上的提升，这才是真正的层层

革新。而返本之说，根源于本觉，但此种凡夫境界的自明自觉如何证知佛境，这在工夫修养论上来讲

未免流于自说自话。所以吕贗才批评熊十力，究竟是见的自家何种境界，如何能不委身性情，沦为知

见。

无独有偶，方东美与熊十力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关于见性的问题，方东美认为佛教所谓心

性与儒家并不同，佛家所论性，“一面证立圣智境界，揭出真如清净本原，以成佛性；一面发见世俗

昏妄念动，指出惑障迷途，悬为戒禁”①。所以，他认为佛教论性是站在宗教解脱的立场，既肯定人

有本原清净的成佛可能，同时又阐明阿赖耶识的烦恼杂染，染净种子并存，这是佛家论人性的特殊之

处。儒家则相反，“孔孟所体认之性情，两善俱举，原属一贯，不可分截”②，此为性情俱善论，无所

谓性善而情后起为恶之说。由此看，如何落实见性，则所意指的对象不同，见到之性自然也应有所分

别。可见，在区分性的意义的前提下，讨论工夫修养上的返本还原还是闻熏修证才有意义，而心性本

寂与本觉的差异恰好说明佛教论述心性问题上的性与情，本有与后起的区分，都是佛性论中不可缺少

的部分，何能裂为二术，以此谈工夫修养。

再者，方东美肯定了熊十力忘言默识的方法，但同时强调要达到默识仍需要一番思议的工夫，在

落实见性这件事上，不能将闻熏修证的后天求知抛到一边。不可思议的境界正是要首先经过思议，认

清问题，探究问题的阶段才能获得。更何况，修道工夫要深到超出思议的境界还需要八地阶次的层层

修行，非一蹴而就。可见，在返本还原的具体实践上，忘言默识的证量是很难实现，熊十力虽然不偏

废量智，但性智如何显发，如何返本仍然悬而未决。

从以上的争论看，工夫修养上的返本还是闻熏实关涉到儒佛两家不同心性论下的修行路数差异。

吕贗从批判如来藏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意在批评中国佛教的如来藏宗派。熊十力则力主内

证天道的儒家工夫论，难免使问题偏离转向。两人关注的重心各异，儒佛立场不同，自然很难再深入

下去。

三、王恩洋评 《新唯识论》

同样学出欧阳竟无门下的王恩洋在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发行后即做了 《评 〈新唯识论〉者之

思想》一文，对与其有同窗求学之谊的熊十力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如果说刘定权与熊十力之间充满

着意气之争，吕贗对 《新唯识论》又并未在意，那么，王恩洋对 《新唯识论》倒确实做过一番深究，

所以他对 《新唯识论》的批评较为切中平实，虽然熊十力并未对此作出回应。王恩洋对 《新唯识论》

的评价包括三方面：一是对熊十力思想的定位，二是对熊十力体用义的释难，三是在一元和种子说上

反驳熊十力对唯识学的误解。

首先，王恩洋对熊十力的智如不二表示怀疑。他认为熊十力所谓的本心实为习心，在这一点上，

他与前两位批评者的观点相似。他们均将熊十力所谓的本心自证理解为一种凡夫习心的妄证。由于熊

十力主张返求本心之后证悟本体，故不论此心是王恩洋所谓的习心还是他自认为的本心，最后性智证

量仍是有所得，有真如本体不可空，这在王恩洋看来显然有违熊十力所说遵循 《般若经》之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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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２８页。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 《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个观点在他看来与空宗绝不相侔，而与 《大乘起信论》相似。 “是果在读般若经耶。曰，读 《起信

论》耳，唯 《起信论》乃于空义外立不空真义。般若何尝有是耶。”① 从思想的相似性上，他将熊十

力归入 《大乘起信论》之流。

其次，王恩洋重点批判了体用不二这一贯穿 《新唯识论》文本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一切其

他问题都源于熊十力对体用义的误解。他首先指出，所谓本体，即现象之本体，本体与现象相待而

言，而熊十力的一本万殊却如水沤之喻、金器之喻，沤虽无量，水性则一，金虽是一，成器可多。这

在王恩洋看来是错误的，因 “沤虽众多，体唯是水。器虽无量，体唯是金。然则性可变而性不可变

也”②。熊十力又以心物相待，以心为本体，其实心物应属于现象的范围，故在现象界中不该又立本

体。王恩洋质疑：“同属现象如何可以一分现象作本体而以余之一分作现象耶？……心物既二，本体

亦应二。”③

假设熊十力的本体为一元中立，非心非物，则王恩洋认为同样不可成立：“非心非物之体，何因

何缘倏变为物为心之现象耶？”④ 由此则破熊十力的一元论也不成立。第二个质疑是：“本体自纯善，

而现象自杂染。人生之惑染，世界之昏浊，为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则与新论现象界之千变万化，正是

本体界之大用流行。即体即用即象之说为不孚也。”⑤ 王恩洋认为，既然本体清净至善，则恶如何产

生？这个问题无法说明。按照他的理解，似乎本体至善则现象界一切均应为善，因本体与现象是即体

即用的关系，其性质应该完全一致。

第三个质疑，王恩洋将熊十力的体与用完全等同起来，认为熊十力的体与用没有区别。故体既然

唯是一，则不应该能既静又动，既翕又，本体是一，则势用不可为多，功能就不该有两种，“势用

依功能起故，功能既即本体，应汝本体和杂非一。若尔，一元唯心论仍不得成”⑥。实际上，第三个

质疑与第二个质疑类似，均从体与用的性质应一致出发。

从王恩洋的这些质疑看，他首先将体与用看作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即把用等同于现象。其次，他

列举熊十力海水与众沤的比喻，说明其体与现象，但海水与众沤，金与器，不属于本体与现象两个维

度。应属于体与体之性质，用熊十力的话说，即体与体之用的关系，而非现象义。水与波，金与金所

铸成的器皿，两者都是一物质，但状态不同，这是体与体之属性，而非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而所谓心

与物相对的概念，则没有注意到熊十力所谓心有本心与习心之分，习心可属现象，但本心属称体之

用；况且，熊十力认为本体非心非物，但落实在人，可方便说本体为心，故心物对举是可以成立的，

但本体绝不是从现象的心划分出来的一个东西。至于说本体纯善而恶从何来，也是把本体与本体的性

质等同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故所谓本体的善应保证其用也为善，但其用的善却不等同于现象界没有

恶出现。这仍然是涉及对体与用的理解问题。将体用理解为体与体之性，还是本体与现象，在这两方

面王恩洋出现了概念的互换跳跃，当然，这与熊十力 《新唯识论》中体用义的表述不无关系。最后，

关于体与用是否完全等同的问题，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熊十力明确表示体用不二而有分，体用相即并

不表示体可以完全等同于用。故翕、成变，只是体之用的两个方面，这也可看出用的意义在熊十力

那里与现象、体之用混淆在一起。

对于熊十力对唯识学的批评，王恩洋同样指出这是熊十力对种子说的误解：“今法相唯识之解种

子也，曰诸法因缘，亲办自果，归其法于有为。是生灭法。何尝以之为诸法本体耶？其诠真如也，曰

为二空所显，诸法实性，是无为法，常住无生灭，遍一切一味。自不能生，亦不生他。虽以为诸法实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９５页。
同上，第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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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４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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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亦不如新论所云之本体。”① 故熊十力对真如的理解、对种子的理解都是有悖唯识学的。而其

理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废缘生而谈显现。废因缘而立本体。斥因果而谈体用。建立一定性真常独

立之本体，以为生化万象之机。是非遍计所执性而何，是非一因不平等因外道而何！”②

王恩洋同样将熊十力对真如的理解归为真如缘起论，其本体与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中国佛教如

来藏系思想倒比较接近。至于熊十力指责护法唯识学为集聚说，为多元论，王恩洋说：“新论谓唯识

为多元论也，吾极端赞同。其谓为二元论也，吾亦不全否认。”③ 唯识学确实以一切有情各有八识，

心心所法各有自种，但唯识学建立的前提是万法不离识故言唯识，是就现象界说的，非离弃因缘万法

自性空而言唯有识独存，故 “但有现象，别无本体者也”④。故王恩洋理解的多元、二元非指本体，

熊十力对唯识学的指责却从本体角度，而忽视了八识分立的真正意义，错将八识、种子各个看成本

体。

从以上刘定权、吕贗、王恩洋对熊十力的批评来看，《新唯识论》对唯识学的一些概念认识显然

存在偏差。熊十力自己所极力倡导的会通思想，并没有引起内学院诸君的共鸣。熊十力对真如的理

解，在他们看来与 《大乘起信论》思想无异；熊十力对觉的强调，又被吕贗划入 《大乘起信论》性

觉说一流。内学院诸君不约而同地将熊十力的思想与 《大乘起信论》一系如来藏宗派联系起来，客

观上说明了熊十力自诩的 “新的唯识论”实际上更多地向中国佛教如来藏系宗派靠近。熊十力会通

儒佛的宗旨使他改造护法唯识学而不自觉，吸取中国佛教如来藏系而不自知，其实走上了推进中国佛

教如来藏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之路。

四、牟宗三评内学院

作为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虽未直接参与上述争论，但他对这一争论背后所涉的儒佛之争却看得

很分明，他将熊十力与内学院之争看作是最高宗趣上的最后决断之辩，这代表了儒佛两家思想宗趣的

根本不同。他认为，正是由于佛教的真如为自性空，非以心为本体，故无上菩提，无余涅?，最后归

结到证空，所以这个体或菩提心自然也不包含仁义礼智之性或天理，自不能为 “能”而生化大用，

所以，熊十力才强调自性智⑤。

从义理内容的分际来看，牟宗三自然是赞同即寂而灵觉，灵觉而寂的仁心之体，也唯有这样，修

行才有根据、才有主宰，充分显示了儒佛两家不同的精神旨趣。当然，站在接续中国文化之慧命的立

场，他对佛教的思想有充分的肯定和吸收，只是他认为应该会通儒佛，在义理上才能对两家有所推

进，这是儒佛两家理论发展的共同需要。而对内学院站在唯识学的狭隘立场批评如来藏学，判佛教其

他宗派为非，甚至批评儒家，批评熊十力的护教行为，他自然不能接受。

为此，牟宗三进一步批评内学院独尊唯识而判 《大乘起信论》为伪说的态度，试图维护如来藏

学在中国佛教发展中的合法地位。他说：“我既非佛教徒，故亦无佛教内部宗派上的偏见。内学院的

态度，我自始即不喜。欧阳竟无先生说藏密、禅、净、天台、华严，绝口不谈；又说自台、贤宗兴，

佛法之光益晦……而吕秋逸写信给熊先生竟谓天台、华严、禅是俗学。此皆是宗派作祟，不能见中国

吸收佛教发展之全程矣。他们说这是力复印度原有之旧。然而佛之教义岂只停于印度原有之唯识宗

耶？此亦是浅心狭志之过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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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第４９９页。
同上，第５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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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与内学院的 《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不独他如此，印顺法师也针对吕贗判 《大乘起信论》、魏译 《楞伽经》为伪说道：“其实，即使

《起信论》是依译文正确的 《楞伽经》而作，论义又正确，也未必能为吕贗等所认同……站在一宗一

派的观点来衡量方便多门的佛法，是不太适当的！”①

针对内学院判定如来藏非佛说，倡导回归印度佛学，甄别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不同的情况，牟

宗三认为中国佛教乃印度佛教合理的发展：“近人常说中国佛教如何如何，印度佛教如何如何，好像

有两个佛教似的。其实只是一个佛教之继续发展。”② 显然，他认为如来藏系宗派思想的发展是顺着

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而来，并从真谛所译唯识学思想中辨别出真谛唯识学与如来藏学的关

系，说明真谛 《摄大乘论》翻译中已有真心论痕迹，《大乘起信论》是如来藏学发展的一个理论必

然。从虚妄的阿赖耶识学如何能保证成佛必然性这个问题出发，他说：“佛教的发展必然要提出 ‘真

常心’系统。而这个系统可以 《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为代表。”③

在他看来，虚妄杂染的阿赖耶识无法保证成佛的必然性，因为无漏种寄附在有漏中，而无漏种乃

经由后天正闻熏习而成，则清净功德法就落入了后天经验界中，且有待遇缘成果，靠碰到善知识的因

缘才能证道成佛，则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力量显然不够。“所以就佛教内部教义的发展，顺着问题之

逼迫，必须往前推进，肯定有一超越的真常心，作为众生成佛的超越根据。”④ 显然，从儒家性善论

的立场来说，真常心确实要比虚妄唯识更能彰显个人在成佛成圣路途中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在思

想上，牟宗三是有取于如来藏学的，所谓的儒佛会通也是出于对如来藏学的吸取，在思想上朝如来藏

系宗派靠近。这是牟宗三不遗余力地自觉维护 《大乘起信论》合法性的原因。

从牟宗三为如来藏系宗派辩护看，他与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一系一样，均站在维护中国佛教传

统三大宗派立场，把内学院对如来藏缘起的批判和 《新唯识论》引起的争论联系起来，站在如来藏

缘起的角度维护师说，实际上表明了 《新唯识论》与如来藏思想之间的某种关联。内学院倾向于把

《新唯识论》看作一种如来藏缘起思想，说明两者确有遥契。陈荣捷还特别把熊十力的新唯识学作为

２０世纪佛教唯识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浪潮，“他就是佛教儒家化之趋势的实例”⑤。这是站在近代佛教
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熊十力及其 《新唯识论》的地位。

从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的争论看，内学院欧阳竟无及其门下刘定权、吕贗、王恩洋等人尽管在思

想取向上有差异，但均以护法唯识学为正宗，而对门下歧出的熊十力进行严厉批判。从他们的反驳内

容看，熊十力对唯识学的名相把握是零散割裂的，没有从整体上抓住唯识学要旨。内学院诸君的批评

是带有门户之见的，他们对熊十力的批判是站在对如来藏学思想批评的角度进行的。他们把熊十力与

《大乘起信论》一系联系起来，将 《大乘起信论》之争的立场、观点加入对熊十力的批评中。然而，

问题的实质在于双方立场不同，用意不同。《新唯识论》的本意在会通儒佛，内学院则始终关注的是

如何维护唯识学的正统地位，批判如来藏学的合法性，所以使这场争论在佛教内部呈现出如来藏学与

唯识学之争，实质上却不得不说是一场儒佛之争。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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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禅学顿渐关系的重构及其取径与概念

宋　荻

【摘要】在胡适禅学研究的启发下，现代禅学研究逐步颠覆了传统禅史 “南顿北渐”的对立图式，解构了

南北二宗 “顿”“渐”的法门对立，重构出 “顿”与 “渐”的同质关系。现代禅学研究对 “顿”“渐”对

立的解构，是有意弱化义理层面的处理而侧重史学批判研究的结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史学批判的

某种目的性意图。同时，“顿”“渐”同质关系的重建，是运用 “东山门下”包括神秀、法如、老安、玄赜

等各系在内的 “大北宗”概念，代替原初语境中单指神秀一系的 “北宗”，将南能与北秀二宗的关系置换

成慧能南禅与东山法流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的结果。禅宗顿渐关系的重构，尤有待于在思想史的脉络中、

从 “义理之诤”的层面给予更加充分的阐释与论证。

【关键词】禅宗；顿与渐；研究取径；“大北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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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坛经》的说法：神秀与慧能向五祖呈心，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

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① 五祖以神秀 “见即未到”，慧能已 “识大

意”，将衣法付给慧能。

神秀、慧能的以偈呈心以及二人的传法偈，都为 《坛经》诸本及北宋道原以后所编的诸灯史所

传载，虽之间字句稍有歧异，然意旨、结构大都契合。根据这些传统禅籍的说法，慧能开创了以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 “顿悟”为核心教义的南宗禅，与以神秀为中心的北宗 “渐修”法门相

对立，形成早期禅宗史上的 “南顿”“北渐”二宗。在这一典型的传统禅史叙事中，“南”“北”二

宗不仅是地理上的分界，而且标志着能、秀二人呈心偈所分别代表的 “顿”“渐”两种禅修法门的对

立。长期以来，南北顿渐的宗派法门对立，与隐含于五祖付法传衣抉择中的 “顿”优于 “渐”的价

值评判，共同结构出传统禅学关于初期禅宗史的基本图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在敦煌禅籍的基础上讨论神会的禅史意义，为现代禅学重审南北顿渐关

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胡适的研究指出，神会通过一系列活动，如修改禅宗传法世系，开元二十年

（７３２）在滑台大云寺召开 “定南宗宗旨”的无遮大会，以及在安史之乱中为朝廷度僧筹饷等等，终

于以慧能代替神秀为禅宗六祖，“建立了南宗为禅门正统”。胡适虽也承认 “南顿北渐”结构中思想

对立的成分，即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般若与楞伽的思想对立，南宗对北宗的胜利就是 《金刚》对 《楞

伽》的取代，但是，他的侧重在于指出，在神会 “用顿悟打倒渐修”的禅宗 “革命”中， “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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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义 “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①。胡适的研究，将 “顿” “渐”对立解读为神会禅宗革命的 “武

器”，认为法门上的 “顿”“渐”对立只是南、北宗派对立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次要的对立关系，部分

消解了传统禅史 “南顿北渐”结构中所强调的 “顿”“渐”法门对立的思想意义。

胡适的研究，以宗派对立为首要面向重判 “南顿北渐”结构，对传统禅史叙事造成了巨大的冲

击。在胡适研究的影响和启发下，学界结合神会并延伸到慧能、南北宗禅、初期禅等相关内容的探

讨，对禅宗顿渐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阐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从顿渐对立到顿渐同质：重检南北顿渐关系之路

初期禅宗传统禅史图式中的南顿北渐，包含一种基本稳定的结构性认识，即南顿北渐的对立关系

奠基于南北二宗法门的 “顿”“渐”对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虽然胡适的禅学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对顿渐关系的重新认识造成了冲击，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用顿渐对立来结构和描述早期禅宗史

的方式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汤用彤、冯友兰的研究②，五六十年代吕贗的研

究，七十年代印顺的 《中国禅宗史》，仍然承认南北禅法 “顿” “渐”的法门对立。如吕贗说：“南

宗所标榜的顿悟，走单刀直入，直了见性的路子，而神秀的教人则要用种种的方便。”③ 印顺的 《中

国禅宗史》表示 “南北对立，不只是师承傍正的争执，‘南顿北渐’才是法门对立的实质”④。到九

十年代末，杨曾文还是坚持 “慧能所说的 ‘一悟即至佛地’，是顿时豁然开悟，是顿悟”，北宗禅法

“主张观心看净，时时勤拂拭，渐次达到觉悟”⑤，仍然保留对基于法门对立的 “南顿北渐”结构的

基本认同。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从 “顿”“渐”教义的更深入考察出发，开始对南北二宗法门的顿渐对立关

系进行反省。１９３４年，罗香林提出神秀 （北宗）禅风 “实兼顾顿渐”“与南宗不相背驰”⑥。五十年

代侯外庐主编的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举证神秀 《观心论》 《大乘无生方便法》等说法质疑南

北顿渐教义的绝对对立⑦。吕贗虽一面承认顿渐对立，一面又指出神秀 “也说悟在须臾”、“南宗的法

门里，也含有渐的一种”，认为南北两宗禅法推论到最后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⑧。印顺的

《中国禅宗史》提出北宗所传禅法也 “有顿悟入道的成份”。八十年代以后，以温玉成的 《禅宗北宗

初探》为代表⑨，学界逐渐深入北宗禅的研究，不断发掘北宗禅思想中的 “顿悟”因素。九十年代以

来所涌现的大量禅学研究成果，以洪修平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１９９２）、杜继文、魏道儒 《中

国禅宗通史》（１９９３）、葛兆光 《中国禅思想史》（１９９５）、杨曾文 《唐五代禅宗史》（１９９９）等为代
表，都从北宗禅中的 “顿悟”入手，对传统禅史的 “南顿北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新检讨。

日本与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走得更远。日本学界对南北关系的重新讨论瑏瑠，逐渐消解

“顿”“渐”法门对立的意义。宇井伯寿的 《禅宗史研究》（１９３９），认为南顿北渐的对立只是神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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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争的 “虚构性”主张。阿部肇一 《中国禅宗史之研究———南宗成立以后的政治、社会史考察》

（１９６３）则主要从政治、宗派等各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从思想运动的角度来讨论南宗禅的展开。柳田
圣山 《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１９６７）等，虽对南北二宗的顿渐法门有所区别，但相对顿、渐的法门
对立，还是更强调神会在南北宗派对立中的禅史作用。

西方的禅学研究主要从学理层面来解构 “顿” “渐”的对立关系。１９８１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围
绕 “顿渐对待”的主题研讨中①，戈麦斯、马克瑞和格里高瑞等人的研究，对神会禅法顿渐的模糊

性、顿渐对待的不同语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讨，通过寻绎 “顿”“渐”思想的同质性，分析

“顿”“渐”对待的语境性，从本质上动摇顿渐对立的思想基础。比如马克瑞的研究通过神会 “顿

悟”与早期北宗禅的教义比对，得出 “在禅学发展中，顿渐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伪命

题”② 的结论。此后，马克瑞的专书 《北宗禅与早期禅宗之形成》，通过对早期北宗禅的文献考证，

甚至将顿渐同质的论证进一步延伸到洪州马祖禅思想，认为 “马祖与北宗之间的关系，与其和慧能

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③。伯兰特·佛尔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讨论，其专著 《正统性的意

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提出并论证了所谓 “南顿北渐”从义理的层面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同一个顿教④。西方学者的研究，在神会 （马祖）所代表的南宗与北宗禅之间建立起思想的同质性关

联，更加有力地消解了南北二宗禅法行门上的顿渐对立关系。

二、在哲学诠释与历史批判之间：禅宗顿渐问题研究的取径反思

细究起来，南北二宗法门顿渐对立关系的消解，与禅学研究中的取径抉择关联甚密。

禅宗顿渐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哲学诠释与历史批判两种路径的不同侧重。首先是侧重哲学诠释

的一路研究。这一路向主要以禅史上具体的顿渐对待为场域，将 “顿”和 “渐”当作独立的思想范

畴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如铃木大拙的禅哲学表述，就是从超越性与绝对性的层面来理解禅宗的顿悟。

但是铃木的思想，诚如他自己所说，是不把禅当作学术性问题来处理的，因此他对于顿渐的对立并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解释。西方禅学研究中，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最早从哲学方向来讨论禅宗 “顿”

“渐”问题。他的 《心镜》（１９４７）从 《坛经》中神秀、慧能二偈的镜喻切入，比较考察了中、印、

西哲学传统中的各种 “镜”说，把 “顿”（“清净”所象征的绝对性）与 “渐”（“拭镜”所象征的

净化过程）当作一对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对立范畴⑤。１９５２年，戴又出版了 《吐蕃僧诤记》，围绕八世

纪汉藏 （印）佛学交流中的顿渐论诤进行了义理层面的分析和讨论。由于戴密微研究的深入影响，

禅宗顿渐问题在西方禅学研究中从思想问题的角度获得更多的哲学诠释。此外，石泰安 （Ｒ．Ａ．
ｓｔｅｉｎ）的 《顿悟或同时了悟：汉藏佛教术语简评》，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 “顿－渐对待”的主题研
讨论文集中收录的戈麦斯 《成佛如炼金：佛教思想和修行中精进与直显的隐喻》、格里高瑞 《顿悟渐

修：宗密对心的分析》等研究成果，大多结合历史批判的方法，侧重从文本学、语言学、语用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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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对 “顿”的概念术语内涵、语境区分、修辞方式等方面进行哲学思考①。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研究者仍是着重于重检禅史的学术定向中开展顿渐问题的讨论。他们联系

南北宗派的对立，将顿渐问题当作重审、重构初期禅宗史的一个重要关节加以考察。汉语世界的研究

中，如汤用彤三十年代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中

的禅思想史考察、吕贗的 《禅学述原》《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等相关禅学研究、印

顺的 《中国禅宗史》，还有九十年代后涌现的一系列禅学研究专著，对禅宗顿渐问题的重新检讨都与

禅史的重审、重构紧密结合。在日本学界，宇井伯寿的 《禅宗史研究》（１９３９）和第二、第三 《禅宗

研究史》，阿部肇一的 《中国禅宗史之研究———南宗成立以后的政治、社会史考察》（１９６３）和柳田
圣山的 《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１９６７）等对现代禅学研究发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也大体是在禅史重
检重构的脉络中展开，并且结合对传统禅史书写 “虚构性”的检讨，走向 “顿” “渐”对立关系的

解构与颠覆。西方学界的研究，以极有影响力的马克瑞与佛尔的研究为代表，顿渐对立关系的解构以

及顿渐同质性的论述，也都是在初期禅史重新考察的脉络中，紧密联系南北二宗的宗派对立展开的。

比如，马克瑞的 《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通过禅思想史的梳理，消解南北顿渐对立，在神会、

马祖与北宗禅之间建立起同质性关联，主要服务于其 “南宗是奠基于北宗的，没有北宗，就不可能

有南宗”的禅思想史观点的整体表达。佛尔的 《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从 “正统性意

欲”来解读北宗禅史文本传统中的系谱建构，也侧重于 “南顿北渐”结构在哲学义理维度之外的系

谱学解读方向。他的研究在系谱学考察的前提下提出，南顿北渐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和权力

的 “思想符号化”，也更多地体现了其研究方向的史学进路。

如果进一步追究，还可以发现，在现代禅学研究对顿渐对立的解构中，还多少隐藏着史学进路研

究中的某种目的论意识。还是以目前较有影响力与争议性的马克瑞与佛尔的研究为例。从学术源流上

看，二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柳田圣山禅学研究的影响，但从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运用方面的更深层

来说，二人的研究体现出对胡适研究与铃木大拙禅哲学书写的一种复杂的反动意图。既要肃清铃木的

禅学史观念，又要对胡适神会研究的学术结论进行改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人的研究中，南北

顿渐对立的解构就是这样一种有目的意识的批判性研究的结果。马克瑞的论述中，如学者的批评所指

出的，某些时候 “为了证成北宗是顿，巧妙而又多少有些轻率地打发了行门上渐修的有关记录……

转换问题而不是在解释问题”，“好像是在进行一种修辞的活动———有意识地反抗灯史传统，而不是

严格的思想史考究”②。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是，佛尔在纠正 “北宗禅所遭受的偏见”的这一学术努

力中，从 “正统性意欲”来揭蔽传统禅史图式，不仅将禅的文本产生附着在权力关系中来解释，而

且禅的思想也被政治权力化。这种以外在决定论来代替思想的诠释，基本上回避了思想问题的独立

性。结合二者的具体学术工作，他们研究中的材料处理以及问题解决的方式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

现了学术论述中的目的性故意。

三、此 “北宗”非彼 “北宗”：顿渐关系重构与 “大北宗”概念

禅宗顿渐对立的解构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在顿渐问题言说所紧密关联的南北对立

构架中，“北宗”这一概念已经离开其原初的意义而被重新定义。

禅宗史上，“北宗”是由神会的活动所结构出来的特定称谓。可以说，在神会滑台大会 （７３２）
“辨南宗宗旨”，指斥北宗 “传承是傍，法门是渐”之前，根本不存在禅宗史意义上的所谓 “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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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泰安、戈麦斯、格里高瑞的论文，参见 ［美］彼得·Ｎ·格里高瑞编：《顿与渐：中国思想中通往觉悟的不同法门》，冯焕珍、
龚隽等译，第３１－５１、５２－１４０、２２９－２５９页。
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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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南宗”。从禅籍的相关记载来看，神会所结构的南北顿渐对立中，对立面的双方就是慧能 －神会
与神秀－普寂二系；法门上，是南宗 “单刀直入、直了见性”的 “顿悟”与北宗以 “凝心入定，住

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及 “坐禅”为标志的 “渐修”之间的对立。在八世纪下半叶的碑铭

资料中，法门上的顿渐对立虽然没有获得更深入的阐述，但是作为宗派意义上的南北二宗的对立存

在，已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如７５４年李华为天台左溪大师所撰 《碑》中，就将禅分为 “北”“南”与

“牛头”三宗，其中 “北宗”就是指神秀－普寂－宏正的传承①。大历七年 （７７２），独孤及为三祖僧
璨撰碑，说 “信公以教传宏忍，忍公传惠能、神秀……”②，也表达了在神秀与惠能之间建构对立关

系进行南北分灯式的基本叙事姿态。

但是，现代禅学研究中，“北宗”这个传统概念的外延被无限放大了。作为现代禅学顿渐关系研

究展开的基础概念，“北宗”被重新定义为东山门下弘忍弟子中除慧能一系之外，包括神秀、法如、

玄赜、老安各系在内的庞大的整合体。在文献的处理上，法如、玄赜、老安各系的相关材料也都被当

作 “北宗”思想来运用。在顿渐问题的认识中，除了神秀禅法中的 “顿”的因素之外，研究者所注

意到的关于东山门下其他弟子禅法中的顿悟因素，比如碑铭所说法如禅的 “众皆屈申臂倾，便得本

心”（《法如行状》），老安禅的 “悟之者意豁而无住”（宋儋 《道安碑并序》）等，都作为论证北宗

禅思想之 “顿”的论据使用。此外，敦煌卷本中 《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顿悟真宗要决》《顿

悟真宗论》等分别对应于玄赜、法如、老安各系的文本，也都归入北宗神秀一系进行禅思想讨论。

韩传强的 《禅宗北宗研究》（２０１３年）就从法如、玄赜、老安、神秀各系展开北宗的全面考察，很
好地体现了现代禅学研究中这一 “大北宗”的观念③。

现代禅学研究关于 “顿”“渐”对立关系的解构中，很多卓有成效的论述正是建基于这种重新定

义的 “大北宗”概念。佛尔的 《正统性的意欲》认为 “北宗”是 “东山门下多元并起和充满张力的

发展”，神会面对的是一个 “被整合起来的”“庞大的北宗”④，他关于 “北宗禅批判系谱”的探讨，

就结合了对玄赜一系的 《楞伽师资记》与净觉的考察。马克瑞的 《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将法

如、玄赜、老安三系的代表人物与文本都列入考察，其中作为马祖禅与早期北宗禅之间意义关联的论

据——— “指事问义”与 “机缘对话”———就取自玄赜 －净觉系的 《楞伽师资记》。可以说，佛尔将

神会定义为 “东山法门自己的叛逆者”的立场，以及马克瑞 “南宗是奠基于北宗，没有北宗，就不

可能有南宗”的禅史观点，都离不开重新定义的 “大北宗”概念的支撑。由此可见，他们的研究都

是利用放大的 “北宗”概念，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以共同的理论前提来消解细部的思想差异，得出南

顿北渐的同质性结论。无论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重新定义的 “大北宗”概念成为他

们解构南北顿渐关系的方便捷径。但是，离开了问题提出的原初语境，以重新建构的 “南”“北”关

系为基础讨论和消解顿渐的对立关系，固然未为无益，却多少有些郢书燕说的况味。

四、余　　论

现代禅学研究揭示出禅宗顿渐关系中的复杂面向，我们已经不再简单地从南北顿渐的对立关系来

认识这一问题。但是，在以重审传统禅史图式、重构禅宗信史为禅学主要研治方向的抉择中，服务于

禅史宏观叙事的研究与书写的需要，对禅宗顿渐问题的论述还远没有在禅思想史脉络内从思想问题的

角度得到充分展开与深入。在吕贗的研究中，其深厚的内学院功力服从于肃清中国禅宗思想偏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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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华：《故左溪大师碑》，《全唐文》第３２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３３页。
［唐］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第３９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７５８
页。

韩传强：《禅宗北宗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法］伯兰特·佛尔：《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蒋海怒译，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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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唯识的学术意图，致使强烈的思想史批判态度制约了他从义理的角度对顿渐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论

述。印顺大师倡导 “以佛法研究佛法”，但他的禅学研究，主要是由对胡适的神会与 《坛经》研究的

反思，拓展到重新检讨与全面改写整个禅宗史，对问题的论述已经紧密服务于初期禅史重构的叙事需

要，因此也未能涉及更深入细致的哲学解读。在日本与西方学界，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研究，也都以禅

宗顿渐问题的探讨，服务于灯史的虚构性探讨、禅史谱系的重检等论述的需要，其中，史学的研究径

路与批判性的研究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在研究中有意弱化顿渐对立的义理处理。可以说，顿渐

关系的解构，其实还远没有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从 “义理之诤”的层面获得充分的解释与论证。也

许，在目前已有的这种从 “大北宗”概念出发，来解消南北禅的法门对立的这一研究路数之外，还

有可能从其他方向来为禅宗顿渐问题的研究描述出另一种图景。

诚如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所意识到的，顿渐的对待是中国文化中反复出现、并在佛教中体现得尤其

突出的思想主题。中国佛教史上，晋宋之间曾围绕竺道生的 “顿悟说”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顿渐之

辨。禅宗史上，至少在传统的禅史图式中，顿渐的对立甚至一度是结构义理冲突与示意宗派流变方向

的关键范畴。考虑到顿渐作为重要思想论题的身份，禅宗顿渐问题的义理层面也需要进一步认真对

待。

同时，从禅思想的流变来看，顿渐冲突在南北二宗的宗派对立阶段显明化，并不表明顿渐对立仅

为这一阶段所特有。道宣在 《续高僧传》中对由僧稠与达摩所代表的早期禅思想所做的 “（僧）稠怀

念处，清范可崇，（达）摩法虚宗，玄旨幽赜”以及关于早期禅思想内部 “禅教一致”与 “教外别

传”的对立意识的描述，都可以挖掘出相应于日后南北宗 “顿”“渐”对立的成分。此外，《续高僧

传》中关于昙伦与其师端禅师之间禅法上 “系心鼻端可得静” “先净昏情，犹如剥葱”与 “不见心

相，不知何所系” “本来无葱，何所剥也”的立场对立，是 《坛经》所结构的神秀、慧能 “渐”

“顿”对立在前代禅师身上的体现①。

早在九世纪，宗密就指出顿渐对立中存在着言说语境的问题，即 “（顿渐）就教有化仪之顿渐，

应机之顿渐；就人有教授方便之顿渐，根性悟入之顿渐，发意修行之顿渐”②，并区别悟修中有 “渐

修顿悟”“顿悟渐修”“顿修渐悟”“皆渐”“皆顿”种种不同③。现代禅学研究中，如吕贗认为南北

禅法中 “渐顿纯就见道的过程区别”；印顺指出 “说到顿与渐，至少要明白两点：一是理的顿悟渐

悟，一是行的顿入渐入”④，北宗只在 “以方便显”的层面上落入渐修；以及西方研究者所提出的

“形上学”与 “实践论”两个不同层面，都在试图指出顿渐对待本身可能具有相当复杂的内在组合。

或许，我们可以将顿渐对立理解为贯穿整个禅宗思想史脉络的一个义理主题，对不同禅史背景中顿渐

对立的言说语境与不同要素加以考察。比如，对东山门下的思想，可以梳理出慧能、神秀、法如、玄

赜、老安各系思想中不同的顿渐义理因素，注意各系之间细微的要素区别，还原出 “分头并弘”的

禅史面貌。而对南北顿渐对立的探讨，应该也可以放下 “南宗”与一个囊括众多复杂面向的、放大

的 “北宗”之间的勉强比对，回归到慧能－神会与神秀－普寂的范围来讨论，在共同的思想前提下，
深入探讨思想因素的细部差别，这样，也许可以通过梳理禅史脉络中的思想流变，更清晰有效地解读

禅宗的顿渐问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２１《昙伦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７７７页。
［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一，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诠集都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７页。
［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一、卷下之一，前揭书，第３１、６７页。
释印顺：《中国禅宗史》，第２９３页。



宗教对话的转型与日本 “公共哲学”新视阈

陶　金

【摘要】本文在对日本学者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化时代诸宗教间对话向

“实践模式”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与有待破解的难题。通过援引日本学者提出的 “活私开公”之公共哲

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破解转型期宗教间对话困境与难题的方法，即诸宗教在相互尊重独立性的同时，要

以 “活私”的态度、“开公”的姿态肩负起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的 “公共性的责任”，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

紧迫难题，展开互助与协作。

【关键词】宗教对话；公共哲学；活私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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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　金，辽宁北票人，哲学博士，（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 “中国国家教育部２０１４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２０１４０６５７５０２７）

日本学者的宗教对话①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宗教学界不但对西方宗教对话理论研究
动态保持了密切关注与同步互动，日本佛教的曹洞宗、临济宗、真言宗、日莲宗等教派团体还积极参

与到与天主教等西方代表性宗教进行灵性交流、共修的对话实践之中，近年来诸如立正佼成会、创价

学会等新兴宗教团体又成为推进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实践的重要力量。８０年代以后，随着全球意识
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难题，围绕宗教对话合理模式的

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日本学者一方面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诠释与反思，另

一方面着力探讨宗教对话的实践进路问题。他们尝试把具有日本特色的 “公共哲学”理论导入宗教

对话领域，努力建构一种新型宗教对话伦理。

在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翻译了多部西方代表性著作，并且围绕宗教对话的层

次性、第二轴心时代跨文化宗教对话的可能性、当代宗教对话的理论难题与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②，例如张志刚教授在传统对话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宗教对话 “实践论”的新创见③。结合中日两

国学者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两点思考：第一，向 “实践模式”转型是当代宗教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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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对话，日本学者一般使用 “宗教间对话”的表达方式来探讨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对话。事实上，通常 “宗教对话”存在

两种常规范式，即 “宗教内对话 （ｉｎｔｒ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和 “宗教间对话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我国宗教学界一般将 “宗

教间对话”泛称为 “宗教对话”。本文讨论的 “宗教对话”主要指 “宗教间对话”。关于 “宗教内对话”，参见 〔西〕雷蒙·潘

尼卡：《宗教内对话》，王志成、思竹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高硕：《宗教对话的理论嬗变及其困境分析》，《世
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页。
参见段德智：《试论宗教对话的层次性、基本中介与普遍模式》，《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４２３页；王志成：《走向第
二轴心时代———论跨文化宗教对话的可能性》，《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８页；何光沪：《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思考》，
《浙江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４７页；高硕：《宗教对话的理论嬗变及其困境分析》，《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张志刚：《论五种宗教对话观》，《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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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困境的有效途径，主要体现在对话主题多样化、对话形式层次化与参与者范围扩大化三个方面；

第二，日本特色的 “公共哲学”理论，为转型期的宗教对话提供了有可行性的方法论参考，“活私”

的理念与 “开公”的态度对于宗教间的对话与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一、向 “实践模式”转型的宗教对话

伴随着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不同信仰体系的相遇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精神一体化的倾向和宗教多元化现实之间的张力，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 “宗教对话”。历史上，

世界各大信仰体系之间的接触、交往与融合由来已久，但现代意义上的 “宗教对话”兴起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一般以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宗教对话作为一种观念最
早由基督教学者提出，是基督教神学家就如何处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关系问题做出的一种理论回

应。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宗教多元化的现实凸显了协调各大宗教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众多神学家与宗教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论证。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宗教间关系问

题的代表性理论有三种，即排他论、兼容论、多元论。在此基础上，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保罗·尼特

（ＰａｕｌＫｎｉｔｔｅｒ）的著作 《宗教对话模式》① 总结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的四种模式，即置换模

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我国学者亦有诸多论文与相关著作进行评介。

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众多神学家及宗教学者围绕教理教义的比较、宗教间关系的协调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由于教理、教义作为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到信徒的世界观和自我认

同，具有宗教特有的较强 “排他性”特质，加之宗教语言的 “不可通约性”问题，通过语言形式进

行的宗教对话很难达成诸宗教信徒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话双方甚至时常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如何突

破制约宗教对话发展的 “瓶颈”，实现更具实践意义的转型成为倍受关注的课题。继瑞士神学家孔汉

思于１９９３年发表 《全球伦理宣言》之后，长年致力于宗教间对话与合作实践的宗教多元论代表人物

保罗·尼特结合大量的调研数据与结论，诠释了面对 “全球苦难”的现实诸宗教积极开展对话与协

作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对话模式，即 “相互关联的、负有全球责任的对话模式” （ａ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我国宗教学者张志刚教授在其五种宗教对话观的理
论框架中将其概括为 “实践论”② 的宗教对话模式。日本学者则主要从对话题目、对话形式、参与者

范围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宗教对话向 “实践模式”转型的特征与必要性。

第一，对话主题的转变。日本学者山梨有希子曾对美国天普大学 （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出版的杂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上公布的宗教间对话的题目进行整理比较，结果表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初，宗教间对话的主题基本围绕教典内容、宗教间关系、教内教学、神性信仰等内容展开，比如

１９７３年的主题为 “关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及神学学校中的教育课程”、１９７５年的主题为 “为便

于基督教传教而采用的犹太教圣经注释”与 “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新高度”等。进入９０年代，宗
教间对话的主题则增添了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内容，例如１９９６年的题目是 “关于医疗伦理问题、异宗

教通婚、宽容的定义”，１９９８年的题目是 “诗篇的精神性与预言书中的社会道德”，１９９９年则进一步
讨论 “关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对话、异宗教通婚及家庭生活”③ 等。对话主题的转变，体现了诸宗

教的关注点不再单纯囿于神学教理的优劣之争，开始逐步关注现实社会与公众生活相关的话题，转为

探讨诸宗教在现实中共生与合作的基础。

５５１

①

②

③

［美］保罗·尼特：《宗教对话模式》，王志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张志刚等编著：《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３—３１３页。
［日］星川启慈、山胁直司、山梨有希子等编著： 《现代世界と宗教の课题———宗教间

)

话と公共哲学》，东京：苍天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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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话形式的转变。宗教间对话的最初形式主要是以基督教等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西方宗教

为主导，以各教内部通晓教典的精英人士为主要参加者，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围绕教理教义的异同、

宗教关系等主题进行探讨。但是，伴随着宗教间对话的开展，人们越来越感知到持有不同世界观与身

份认同的信徒之间仅凭语言交流很难达成信仰上的相互理解。因此，在对话主题发生变化的同时，对

话的形式也慢慢变得丰富起来，例如基督教信徒与佛教僧侣通过共同坐禅、祷告等形式进行灵性交

流，诸宗教面对战争、贫困等 “全球苦难”的现实展开共同协作与救助的活动等。相比通过语言交

流进行的传统模式的宗教对话，诸宗教通过共修与协作进行的 “实践模式”的对话更有利于宗教间

的直接接触与了解，也便于宗教对话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１９９１年，天主教教会的诸宗教评议会明
确了宗教间对话的四种形式，即生活对话、行动对话、围绕神学相互交换意见的对话、关于宗教体验

的对话①。对此，日本学者山梨有希子将其归纳为宗教间的对话、诸宗教间的合作、灵性交流三种类

型。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宗教对话，不能亦不应停留在神学理论层面的争论，更应强调宗教间的

“互动”与 “协作”，寻求实践意义上的突破。

第三，参与者范围的转变。传统形式的宗教间对话，其参与者身份被严格限定为各大宗教内部通

晓教理教义的精英信徒或神学家，一般的信徒或无明确宗教信仰的人士不具备参与神学对话的资格。

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增强，世界各大文明间、东西方宗教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灵性交流的

对话实践、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所进行的宗教间协作等，都需要更多普通信众的广泛参与。对

此，日本宗教对话研究的代表学者星川启慈教授明确提出了扩大宗教间对话参与者范围的主张，认为

虽然传统形式的围绕教理教义进行的对话有必要继续深入开展，但未来的宗教间对话应该冲破为教内

精英人士所垄断的藩篱，向普通信众开放，欢迎那些新兴宗教的追随者以及具有朴素民间信仰的信众

参与其中。教内人士也应通过各种对话的形式加强与无信仰人士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另外，他充分肯

定了那些对宗教感兴趣但并无明确宗教信仰的学者与宗教拉开一定距离，对宗教间对话进行冷静观

察、客观评论和深入研究的意义②。

二、宗教对话与日本 “公共哲学”新视阈

宗教对话作为国际宗教学界的热门课题与前沿领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虽然进行着

缓慢调整与变化，但现实中仍然面临诸多难题。例如，与教理教义相关的信仰层次的宗教对话能否深

入开展问题，宗教对话实践的合理模式与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等。此外，尽管众多神学家与学者进行

了长期的探讨并呼吁宗教间的协作，但现实社会中与宗教因素密切相关的极端和暴力事件不但没有减

少，反而愈演愈烈，人们因此对于宗教对话的 “意义”问题也开始产生新的质疑。对此，日本学者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将 “公共哲学”的理论导入宗教对话，尝试为宗教对话的范式转变开辟一个具

有实践意义的新视阈。

（一）“公共哲学”在日本

现代意义上的 “公共哲学”一词最早见于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Ｌｉｐｐ
ｍａｎ）１９５６年出版的著作 《公共哲学》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后期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与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伯
特·贝拉 （ＲｏｂｅｒｔＮ．Ｂｅｌｌａｈ）都曾尝试把 “人们在相互活动中产生出的公共性”这一理念纳入 “公

共哲学”概念之中。但是，近年来被日本学者广泛关注和推崇的 “公共哲学”却是结合日本社会现

６５１

①

②

诸宗教评议会と福音宣教省：『
)

话と宣言———诸宗教间の
)

话とイエス·キリストの福音の宣教をめぐる若干の考察と指针』，

『カトリック教会研究』第６２号，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０页。
〔日〕星川启慈：『

)

话する宗教———
*

争から平和へ』，日本：大正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年，第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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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新解读。

在现代日本，“公共性”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近年来，诸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问题

汽车召回、核泄漏等现代性问题层出不穷，凭借传统意识形态中的以国家为 “公”、个人为 “私”的

“公私二元论”标准无法进行明确责任划分，解决方式也缺乏彻底性，社会公共利益的担保问题日益

凸显紧迫性。此外，诸如渎职问题、教育公共性问题、战争决策问题等，在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的

纵深度，都要求以民众整体作为利益与责任的担当者。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 ＮＰＯ、ＮＧＯ非
营利性法人团体，这些组织具有超越市场赢利性规律的鲜明 “公共性”特征。另外，日益严重的学

科分工细化问题也有待建立一种共通的学术平台进行知识交流与探讨。

为此，日本学者山胁直司在借鉴传统 “公共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社会历史与现实，

突破了固有的以国家、政府之 “公”和个人之 “私”为基础的 “公私二元论”框架，提出了建立在

“国家之公—民众之公共
&

个人之私”基础上的新 “三元论”模式，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 “公共哲

学”理论。他通过反思日本历史上出现的 “灭私奉公” （如全民支持战争、战后为复苏经济出现的

“过劳死”问题等）与 “灭公奉私”（如近代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享乐主义倾向等）现象，提出了建

立在正义、人权、德行、责任等 “公共善”基础上的 “活私开公”① 新理念，主张发挥个人的 “公

共性”，在深化自他理解的基础上强化 “世界公民意识”，号召人们肩负起 “公共性责任”，树立一种

新的具有 “全球—区域化”特色的 “公共世界”观。

在此基础上，鉴于社会对于 “公共哲学”的关注度，日本各个大学纷纷开设 “公共哲学”课程，

东京大学推出了系列 “公共哲学”丛书，“公共哲学”的理论被引入政治、经济、社会学、教育、科

技、宗教等众多领域，近年来日本的宗教学学者尝试应用 “公共哲学”理论去破解宗教对话面临的

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构建一种兼具现代性与实践性的 “公共哲学”视阈下的宗教对话新伦理。

（二）“公共哲学”视阈下的宗教对话

“公共哲学”之所以被引入宗教领域，关键在于它不但以 “三元论”为基础，还推衍出了 “自身

—他者—公共世界”新论，既考虑到作为宗教信仰的 “私人性”，又兼顾了宗教的 “公共性”。每个

人选择何种宗教信仰，这是一种 “私”的范畴，理应得到尊重。但是，一旦成为宗教组织中的一员，

则不免与他人相接触、交流，只要宗教信仰需要呈现出一种与他人互动的形态，自然就会产生 “公

共性”，形成一个 “公共世界”。为此，日本学者展开了将 “公共哲学”的理念应用于宗教对话的新

思考。

２００５年，国际宗教史学会 （ＩＡＨＲ）在东京召开年会，大会主题为 “宗教
&&

相克与对话”，日

本学者们围绕 “公共哲学”与宗教对话的关系展开探讨，代表学者有山胁直司、山梨有希子、星川

启慈、田丸德善等，历经一年时间的多次讨论，集成 《现代世界与宗教的课题———宗教间对话与公

共哲学》② 一书。在该书中，山胁直司在 “公共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各个宗教都肩负着

“公共性的责任”，在尊重各宗教独特性的同时，应意识到其共同的基础是和平、福祉等 “地球的公

共善”，面对人类社会的紧迫问题，诸宗教有相互协作的义务。山梨有希子在明确了宗教对话的三种

形式之后，总结出宗教对话与 “公共哲学”的接点就是 “公共性”。星川启慈指出宗教的 “排他性”

特质应该从 “虔诚皈依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在加深对自宗教理解的基础上也应尊重他宗教信众

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前提下，诸宗教有必要强化 “世界公民”意识，肩负起

建立宗教特有的 “公共世界”与发挥其 “公共性”的责任。作为总括性的结论，田丸德善最后强调

７５１

①

②

“活私开公”一词最初由学者金泰昌 （１９３４年生于韩国，１９９０年赴日本，长年从事公共哲学研究，担任公共哲学共同研究所所
长，东京大学出版了他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著的 《公共哲学》丛书第１—１５卷）提出，是相对于 “灭私奉公”与 “灭公奉私”而

言的一个概念，强调个人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存在，必须开启 “民”之 “公共性”，以 “他者感受”为媒介实现 “个人尊严”

与 “公共性”的双向互动。参见 〔日〕山?直司：『公共哲学とは何か』，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０４年，第３７页。
中文书名为笔者译。原书名为 『现代世界と宗教の课题———宗教间

)

话と公共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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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宗教间对话由 “教理”向 “实践”转型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明确了回避宗教间的对立，需要一种

使之 “中和”的策略，进一步肯定了超越个人与教团、与世俗社会相关联的 “公共哲学”在作为促

进宗教自我相对化、实现 “和平与和解”、促进宗教间协作等方面的积极意义①。

三、“活私开公”与宗教对话的转型

如上所述，日本学者将 “公共哲学”理论导入宗教对话的尝试对于破解宗教对话的理论困境具

有启发性，并且为诸宗教的交流与协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借鉴 “公共哲学”最

根本的 “活私开公”理论与当代宗教对话新形态，试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向实践模式转型过程中

的宗教对话新伦理建构。

第一，“活私”的理念与宗教间的对话。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宗教对话史，人们一直寄希望于

通过对话的方式达成诸宗教间的相互理解，从而协调宗教关系，然而，神学信仰层面的宗教对话却显

得举步维艰。由于围绕神学问题进行的探讨常常因为对话双方 “自说自话”而陷入 “自我终结”的

困境，导致许多人对于神学对话的意义产生了质疑。事实上，围绕教理教义展开的信仰层面的宗教对

话之所以困难重重，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即宗教特有的 “排他性”与宗教语言的 “不可通

约性”。对此，日本学者援引公共哲学的 “三元论”理论从 “活私”角度对神学对话的意义进行了重

新定位。在诸宗教多元共存的现代社会，伴随着全球精神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

能囿于 “私”范畴一隅，宗教之 “活私”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活私”的目的为传统的神学

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众所周知，“排他”与 “宽容”问题是长期困扰信仰层面宗教对话的难题。日本学者星川启慈认

为，应该把信仰层面的 “排他性”理解为对于自宗教的 “虔诚皈依”②。对此，笔者认为，对自宗教

最佳形式的 “皈依”应是进一步完善自身信仰的过程，即通过 “对话”进行 “活私”的过程。这种

信仰意义上的 “活私”理念应用于对话，则意味着对话双方理应认识到，与自身信仰相异质的他宗

教体系客观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坚守自身信仰的同时也必须以 “宽容”的态度将对方纳入视野范

围，对话的目的与评判的标准都不应仅仅限于达成共识，更在于通过深入对话完成与他者的比较，反

观自身来发现新的自我，从而更加坚定自身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 “虔诚皈依”。与此同时，对话双

方还应努力挖掘自身信仰体系中最具现代意义的 “公共善”，让自身古老的宗教传统重焕新生，这种

以完善自身与发掘内在潜力为目的的对话，才可能突破传统宗教对话的壁垒。

关于宗教语言的 “不可通约性”问题，从宗教对话的角度来说，一个熟知 《华严经》的僧侣与

一个通晓 《圣经》的牧师，如果各自使用自己的教内语言来对话，是无法达成顺畅交流的。为此，

星川氏提出了使用顾及对方理解程度的 “反思性语言”③ 进行对话的观点，约瑟夫Ｍ．波享斯基的著
作 《宗教的伦理》④ 还尝试创出伦理符号来辅助不同宗教之间进行神学层面的探讨。因此，关于困扰

宗教对话深入开展的宗教语言问题，同样需要突破自身宗教语言藩篱的禁锢，使用双方能够理解与沟

通的语言。为真正达到对话的效果，还有待于宗教语言的 “活私”与新生。

此外，向 “实践模式”转型的当代宗教对话，除围绕教理教义进行神学意义上的比较之外，还

应增设宗教文化层面的议题。对话主题需增加与宗教仪礼规范、习俗与禁忌、新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实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日〕星川启慈、山胁直司、山梨有希子等编著， 『现代世界と宗教の课题———宗教间
)

话と公共哲学』，东京：苍天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１—２０６页。
〔日〕星川启慈：『

)

话する宗教
++*

争から平和へ』，东京：大正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年，第８３—８６页。
〔日〕星川启慈：『宗教と＜他 ＞なるもの言语とリアリティをめぐる考察』，东京：春秋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３页。星川使用了
“第二水准语言”的表述，即 “元语言、高次语言”，本文中结合宗教对话特点译为 “反思性语言”。

〔波〕约瑟夫Ｍ．波享斯基著，〔日〕星川启慈译：『宗教の伦理』，东京：ヨルダン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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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相关的更广泛的内容，从而进一步适应宗教多元化时代的要求。

第二，“开公”的态度与宗教间的协作。相比围绕神学交换意见的语言形式的宗教对话来说，诸

宗教共同面对现实社会的苦难，携手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难题，即展开 “互助协作式的宗教

对话”显得更具实效性。公共哲学中倡导的 “开公”的态度，为诸宗教的互助与协作提供了方法论

的参考，以下从 “公共善”的挖掘、“公共性”的发挥与 “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三方面进行分析。

事实上，无论何种宗教，若能存续于世并赢得社会大众皈依与追随，其核心教理都源于其中深蕴

的 “善”精神。“护生”“至善”“谐和”“博爱”等等 “善念”是诸教共有之 “公共善”，在现代社

会，引领和昭示人们去追求和平、正义、德行、福祉等 “公共善”的行动是每一种宗教能够存续并

实现蓬勃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诸宗教得以通力合作的理论基础。因此，努力挖掘自身最具现代意义的

“公共善”，无论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来说，都是重焕生机的过程，宗教间的对话与

相互合作的意义也在于此，每一种宗教都在 “朝觐途中”，需要彼此见证。

无论何种宗教，其结社与开展宗教活动都是以众多教徒在现实社会中集合、组织来实现的，宗教

活动的 “社会性”使其处于一种 “公共次元”之中，因此具有不可否认的 “公共性”，这种 “公共

性”不但存在于教徒之间，也在宗教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之间协作式的 “对

话”，更需清醒意识到自身活动的 “公共性”的一面。无论是宗教间的协作还是教徒间的交往，都要

以重视 “他者感受”为基础。所谓 “开公”之 “开”，就是有 “他者意识”之 “开”，也可以理解为

一种 “维护”和 “维系”。以尊重对方的姿态，谦逊、友善的态度去维护 “他者感受”是对话能够

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宗教间的协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保证。此外，对他宗教常规仪礼、禁忌的了

解与尊重也是维系对话关系、加强协作的必要条件。

此外，“开公”的第二层涵义是具有 “世界市民意识”、求同存异之 “开”。对于转型期宗教间

对话而言，世界性、全球性视野与地域化、本土化特色，二者缺一不可。宗教的 “公共性”具有深

远的射程，可以超越身份、种族、国籍，甚至超越市场规律等界限。因此，如何培养宗教信徒作为世

界公民、地球公民的责任感，如何引导占世界人口６０％以上①的宗教信众共同协作，致力于与 “公共

善”密切相关的、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活动，诸宗教间围绕这样的主题进行对话与协作，才能变

“对话”为 “行动的力量”。同时，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开公”绝非千篇一律的 “求同”，也要

在 “求同”基础上 “存异”。因为只有在 “存异”的前提下，宗教之间才能减少摩擦，化解冲突，

诸宗教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服务于社会。对此，学者山胁直司强调了具有 “全球化—地域化”

特征的公共哲学②对于宗教间对话的指导意义，长年致力于公共哲学研究的学者金泰昌则提出了 “公

共宗教”③ 理论，提倡具有公共属性的诸宗教在兼顾自身地域性特点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话、互动协

作、开拓创新，来实现宗教自身与他者的相互联动性的变革，这些都为当代宗教间对话实践的开展指

明了方向。

第三，“灵性交流”与 “宗教对话无用论”质疑。世界各大宗教间展开对话的历史已经辗转了半

个多世纪，对于各个宗教去了解和接受在自身信仰之外确有异质的信仰系统存在这一事实虽具启蒙意

义，但对于深化诸宗教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其效果尚未达到人们最初的预期。加之近年来由宗教因素引

燃的各类暴力与恐怖事件频发，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们开始对 “宗教间对话的意义”提出了质

疑，宗教间对话 “无用论”一度甚嚣尘上。对此，学者金泰昌给出了回应：“关于对话，有各种质疑

的讨论，诸如 ‘对话的力量太微弱’，‘仅凭对话能解决问题吗’之类，那么仅凭 ‘暴力’就能解决

９５１

①

②

③

全球信教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因资料统计方法而异，但一般认为大约在５５％到６５％之间，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基督教 （３３．
０％）、伊斯兰教 （２０．１％）和印度教 （１３．３％），参见 『ブリタニカ国际年砲』，ブリタニカ·ジャパン，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０页。
〔日〕山?直司：『公共哲学とは何か』，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２１６页。
〔日〕

,

垣久和、金泰昌编著：『公共哲学———宗教から考える公共性』，第Ⅲ期，全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年，第
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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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问题吗？仅凭 ‘财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的确，‘对话’也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人

的意识和体验是发展的变化的，至少相比那种依靠 ‘暴力’来解决的方法或者凭借 ‘财力’来解决

的幻想，‘对话’可以凭借其不折不挠的持久力去谋求共同的协作和开拓创新，这难道不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在现实中谋求改变的途径吗？”①

如前所述，“灵性交流”是转型期的宗教间对话的一种代表性方式，在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例

如，天主教、佛教的信徒通过共同坐禅与冥想、互诉灵修体验、共同生活与修行、开展诵经与祭祀活

动等方式来增进理解和交流，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与万物繁荣。从公共哲学的视角来考察，不同宗教之

间的交流，诸宗教教徒之间的互动，可以大大增强宗教对外部社会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出宗教活动的

“公共性”，也是培养宗教信众的 “世界公民” “地球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但是，同样存在关于

“灵性交流式对话”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成效何在等相关质疑。以下举出两个实例加以回应：在日本

熊本县真命山上，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父富兰克与日本真言宗僧侣古川泰龙共同生活、修行了１５
年，二人创立了真命山灵性诸宗教对话中心，长年开展灵修对话活动，感召了众多信徒积极参与，社

会影响巨大。此外，在日本佛教圣地比睿山举办的世界著名的比睿山宗教峰会，自１９８６年起已举办
２７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宗教代表在这里共同交流、对话，开展救助贫困者、战后救援等活动，通
过协作互助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对于 “和平”的理解，并非仅是没有战争，那些反战宣传与战后

救助、重建的活动，同样可以在人们心中树立起对于和平的信念。正如星川教授在２０１４年的一次宗
教对话座谈会的讲稿中所言：“宗教人士们共同祈祷和平的姿态，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共同致力于宗教

间对话与合作的行动，会慢慢在世界人民心中筑起 ‘和平的堡垒’，我认为这恰是他们做出的贡

献”。②

综上所述，面对发展进入转型期的世界宗教间对话，日本学者援引了建立在 “三元论”基础上

的 “公共哲学”理论，构筑了强调宗教之 “公共性”和以 “活私开公”理念为基础的新型宗教间对

话伦理。与现有的学问相比，公共哲学的创新性在于能够让哲学性的思考与社会科学性的认识形成互

动，让 “对于社会现状的真实分析”“对于期望中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对于达成理想的可能性的探

索”这三方面内容既相互区别又具有不可分割的统合性③。对于转型期的宗教间对话而言，“理想主

义化的现实主义”或者 “现实主义化的理想主义”的公共哲学，展示了一种新的实践性的方法论。

本文通过对 “活私开公”理论的再解读，进一步明确了破解转型期宗教间对话的困境与难题的方法，

即诸宗教在相互尊重独立性的同时，要以 “活私”的态度、“开公”的姿态肩负起宗教对于人类社会

的 “公共性的责任”，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难题，展开互助与协作。关于宗教对话之 “实践论”，

日本学者尝试把公共哲学理论引入宗教对话，恰恰是为宗教间对话的发展提供了一种 “实践性的方

法论”。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宗教间对话并非 “无用”，而是应在不断的理性化、社会化的 “实践”中

提升其价值，也只有这样，诸宗教间通过积极交流、对话加深理解，才可能迎来共筑和谐世界的光明

前景。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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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日〕
,

垣久和、金泰昌编著：『公共哲学———宗教から考える公共性』，第Ⅲ期，全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年，第
１１７页。
出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于大阪召开的 “第４回 「宗教

)

话」から学ぶ宗教者と市民のためのフォ.

ラム”（主题为：现代社会に

贡献する宗教の意义———
)

立による纷争を调和的解
/

に导く宗教
)

话）中星川启慈教授所作的发言，该稿尚未公开发表，仅此

说明。

〔日〕星川启慈、山胁直司、山梨有希子等编著， 『现代世界と宗教の课题———宗教间
)

话と公共哲学』，东京：苍天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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